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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北宋《御製秘藏詮》經卷(以下簡稱為《秘藏詮》)的序文開門見山地寫道： 
 
真元至理，秘密幽微，藉教闡宣，以明極致秘者。
1 
 
佛門義理本深奧難懂，自古有無數高僧與智者投注畢生心血欲參透其玄機，而宋
太宗御製的《秘藏詮》經卷，亦有著以詮解佛法秘理為旨，欲救群迷於無邊苦海
的志願。然而，這套御製經卷是如何達到其宣稱的目標？抑或序文所言只是個炫
目口號，而《秘藏詮》經卷實際上另有更深層的政治、宗教、外交上的企圖。另
外，時人又是如何看待這套經卷？其產生怎麼樣的文化上、社會上的影響？本文
是個重建《秘藏詮》所處關係網絡的過程，透過將《秘藏詮》經卷與相關歷史事
件的逐一連結，希望能突顯出《秘藏詮》經卷及其圖像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與重
要性。 
過往學界注意到《秘藏詮》多因其豐富且鐫刻精良的版畫，但這僅只是此套
經卷的一部分，依內容特性， 《御製秘藏詮》經卷共分三個部份─宋太宗的御製
詩文、僧侶注釋，以及眾多的山水版畫。現存三個版本：一、北宋《開寶藏》本，
2如今藏於美國哈佛大學美術館，存第十三卷的 4 件版畫作品。第二個版本藏於
日本南禪寺，共存 19 卷，總 50 件版畫。第三本則藏於南韓誠庵古書博物館，存
                                                 
1  《景印高麗大藏經》(台北：新文豐，1982)，第三十五冊，頁 821。因為原北宋刊本已佚，是
故本文所引《秘藏詮》文字皆參考自《高麗大藏經》本。 
2  中國第一部官版大藏經─《開寶藏》 ，製作始於開寶四年(971)，宋太祖勅張從信等人至蜀地刊
刻經卷。共雕版 13 萬件，總 480 函、5048 卷、經 1076 部，最終完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
乃歷時 13 年方完成的曠世鉅作。因開刻於開寶年間，故名《開寶藏》 。在北宋太宗以後，又多次
編入新翻譯之經卷，使其內容日漸龐大。而《秘藏詮》20 卷，後來亦被編入藏經之中。 
   關於《開寶藏》的研究史自二十世紀二零年代開始，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且累積不少資料：
葉恭綽， 〈歷代藏經略考〉 ，收於徐蔚南編《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上海：上海書店，
1990) (原文 1936 年)；鈴木宗忠， 〈宋版藏經の諸版とその組織及び內容〉 ， 《文化》 ，第 10 卷 10
號(1943)，頁 803-822；Kenneth Ch’en, “Notes on the Sung and Yuan Tripitaka,” HJAS, vol. 14, 
no.1/2(1951), pp. 208-214;  張曼濤編， 《大藏經研究彙編 （上） 、 （下） 》 (台北：大乘文化，1978 年)；
中村菊之進， 〈宋開宝版大藏経構成考〉 ， 《密教文化》 ，第 145 號(1983)，頁 34-50；椎名宏雄， 〈北
宋勅版大藏經と入藏禪籍〉 ， 《宗學研究》 ，29 號(1987)，頁 161-166；童瑋， 《二十二種藏經目錄
對照考釋》(北京：中華書局，1997)。其中《大藏經研究彙編》蒐錄了國內外學者眾多的研究，
廣泛且深入的介紹了各朝各式大藏經的版本，其中還翻譯了日人橋本凝胤的〈宋版一切經考〉等
重要文章，值得讀者參考。較近期的研究可參見，李富華， 〈 《開寶藏》研究〉 ， 《普門學報》13
期(2003)，頁 181-206。   2
第六卷的四件版畫作品。而第二、三個版本應屬於高麗 《初雕大藏經》 的一部份，
是 11 世紀高麗顯宗、文宗朝二次翻刻《開寶藏》後所產生的經卷。 
 
《御製秘藏詮》 的相關研究首見於 1968 年，Max Loehr 的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四十年前 Max Loehr 的研究已奠定許多重要的論述基礎，他將
《秘藏詮》經卷置於大藏經、版本學、繪畫史等脈絡下做廣泛的討論，嘗試追索
此套經卷及其版畫的製作時代、版本歸屬，以及風格特色。他的論述主幹包含兩
大部分：大藏經印刷史與中國山水畫的發展。透過這兩部分的考查，試圖找尋 《秘
藏詮》在歷史上的定位。 
Max Loehr 首先由大的研究範圍開始，並逐漸縮小論述範疇，閱讀其書，彷
彿觀看偵探小說，論述行文像是帶領著讀者探查《秘藏詮》的歷史與風格定位，
並解答「何謂秘藏詮」的謎題。他在第一章中，廣泛地討論東亞印刷術發展的背
景與狀況。接著，第二章則縮小探究北宋前後(10 至 12 世紀)的幾個《大藏經》
版本，
3如《開寶藏》 、 《遼藏》 、 《金藏》 、 《高麗藏》 、 《思溪藏》等。透過版式的
比對，最後推論哈佛大學美術館所藏之四張《秘藏詮》版畫，最有可能是利用十
世紀末北宋《開寶藏》經版所印行之經卷。
4 
在第三章中，Max Loehr 集中討論《秘藏詮》的風格及相關問題。透過《秘
藏詮》中十六種母題與傳世畫蹟的比對分析，最後推論《秘藏詮》畫風是最接近
十世紀前半荊浩、關仝的樣貌，並與傳為董源早年作品的《溪岸圖》關係密切。
5在第四章，作者還討論北宋《秘藏詮》的翻刻本，即收藏在日本南禪寺的初雕
《高麗大藏經》本。Max Loehr 於 1964 年 11 月時親自至日本南禪寺考察，並仔
細地分析南禪寺第十三卷的四件作品。在比對二者的風格後，他認為即使南禪寺
                                                 
3《大藏經》又名一切經，是佛教一切經典的總和。緣自東漢佛教傳入後經典翻譯日多，但多散
落各地缺乏有系統的整理。此情況到唐代武后時，她命沙門明佺等撰《大周刊定眾經目錄》 ，定
入藏流行目，並於目中經名卷數的下方，兼註寫經用紙的數目(帙數)。其後智昇撰 《開元釋教錄》 ，
其中有「大小經律論及賢聖集傳見入藏錄」 ，此錄明確記載並註明紙數、卷數、帙數，也同時標
明了千字文的編排次第，成為後代刻經的根據，也可以稱為唐代藏經的標準。形式上，唐代以前
的藏經為卷式手寫本，正式的官方刻本一直要到北宋初期《開寶藏》的出現。請參見周叔迦， 〈大
藏經雕印源流紀略〉 ，收於《大藏經研究彙編》(上)(台北：大乘文化，1977)，頁 67-68；小笠原
宣秀， 〈大藏経の成立と開版〉 ， 《講座佛教》 ，第四卷(1958)，頁 205-224。此外，更多關於佛教
藏經的研究書目可以參見 http://www.gaya.org.tw/zizhulin/library/html/reader_03_ch6.htm  
4  關於《開寶藏》的詳盡介紹請見本文第一章第二節。 
5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34-54.   3
本在排序上與哈佛本不同，但風格上卻是高度相近，所以南禪寺本應該是 11 世
紀時，高麗翻刻《開寶藏》的《初雕大藏經》印本。並且，藉由南禪寺翻刻本印
行於 11 世紀的結果，加強其「 《秘藏詮》版畫應製作於十世紀末」的論點。
6 
Max Loehr 最令人稱道處在於其宏觀的研究視野，他不僅是位出色的藝術史
家，他還對中國版刻史、印刷史有著相當的認識，文中亦對 10-12 世紀諸多藏經
版本有著深入的研究，他儼然就是位卓越的藏經版本學家。不僅如此，他還發現
北宋開寶藏本 《秘藏詮》 的翻刻本，即如今藏於日本南禪寺的高麗 《初雕大藏經》
本《秘藏詮》經卷(以下簡稱南禪寺本《秘藏詮》)，這對後來《秘藏詮》經卷版
本關係與早期山水畫史的研究上有重大的影響，並指示了日後《秘藏詮》經卷的
研究方向：若要深入了解《秘藏詮》經卷的特色，不僅要兼顧圖像的風格分析，
同時也須具備大量的藏經與版本學的知識。但是，即便 Max Loehr 供獻良多，但
其論證與方法並非完美無缺，並隨資訊流通與圖像公開，現今的研究資料比數十
年前增加許多，因此有必要重新檢視與修正 Max Loehr 之論點。 
首先，在風格分析方面，Max Loehr 作為例證之畫作多為「傳」為董、巨等
後代傳摹之作，拿來推斷《秘藏詮》畫風與製作時代則有失偏頗。因此，必須採
用考古與鑑定無誤的畫蹟做為材料，以重新檢驗《秘藏詮》圖像的時代。所幸，
大量出土的考古材料讓我們比四十年前更具有風格比對的優勢 。 再者 ， Max Loehr
過度著重畫面各種母題的探討，卻忽略可幫助斷代的其他可能，如線描筆性、構
圖，以及空間結構等面向。最後，Max Loehr 忽略以佛經版畫的角度來分析《秘
藏詮》圖像，畢竟此套經卷乃是版刻印刷品，是故，光以繪畫史觀點來論述《秘
藏詮》圖像的話，做出的判斷與結論是略嫌不足。 
 
在 Max Loehr 之後的相關研究，還有 1986 年韓國學者李成美的〈高麗初雕
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高麗初期山水畫의  研究〉一文。
7這是篇以韓國
誠庵古書博物館 《秘藏詮》 第六卷為主題的研究文章。李成美提出三個重要論點：
第一，南禪寺本與誠庵古書博物館本(以下簡稱誠庵本)，並非使用同一經版所印
刷出來的經卷。在仔細比較過南禪寺本與誠庵本後，李成美發現二本在字體上與
                                                 
6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55-69. 
7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高麗初期山水畫의研究〉，《考古美術》
，卷 169-170(1986)，頁 14-70。筆者所閱讀的是臺大同學裴英姬、李在娟的中文翻譯。在此感謝
提供這份資料的石守謙老師以及盧宣妃學姊。本中文譯請見「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網站：
http://proj3.sinica.edu.tw/~eaart/article.php  以下關於李成美論述與引文，皆引自網站中譯本。   4
版畫的細節上有些許出入，由此，他認為這兩個版本都是摹刻自北宋《開寶藏》
版的作品，但在不同時期交付給不同刻工製作，因此產生兩套風格接近、卻有些
許細節差異的兩個版本。李成美最後結合日人小野玄妙對高麗 《初雕大藏經》 「二
回雕造」論，認為《初雕經》經過顯宗、文宗朝二次雕造，所以產生兩個版本的
《秘藏詮》 經卷。
8雖然其論證過程仍有可議之處，但李成美注意到 《初雕經》 「二
回雕造」的可能性，做出「南禪寺本與誠庵古書博物館本並非同一個版本」的結
論，相當有創見。 
李成美所提出的第二個論點是「哈佛本《秘藏詮》應該是依據高麗《初雕大
藏經》本，重新在十二世紀初期製作的版畫」仔細檢驗李成美的論點，可發現其
論證不乏缺漏與矛盾。首先，李成美並不認同 Max Loehr「高麗初雕本是翻刻自
北宋《開寶藏》本」的論點，他發現哈佛本的安排次序不同於南禪寺本，因此就
認定南禪寺本並非北宋本的直接複刻。
9但這樣的看法僅是直觀的判斷，且欠缺
風格分析的支持，乃因其忽略翻刻本可能改變母本編排順序的可能性。事實上，
今天的南禪寺本確實存在著與哈佛本四件作品，構圖與內容高度雷同的版畫，請
見【圖 1-1】至【圖 1-8】 。 
最後，李成美認為高麗初雕本(南禪寺本與誠庵本)，可能反映高麗初期山水
樣式的特點，尤其是 10 世紀末至 11 世紀中葉的畫風特性。並在結語時說，由於
現今不存任何高麗初期的山水畫作，因此初雕經本對考察高麗時期山水有重大的
意義。
10正如李成美所言，如今高麗 11 世紀的山水畫作幾乎遍尋不著，那麼這
不正與「高麗初雕本反映高麗初期山水樣式」的論點自相矛盾嗎？換言之，若缺
乏高麗時代山水畫作的檢驗，怎能說南禪寺本與誠庵本版畫跟高麗山水畫風有
關？這麼看來，李成美的幾個論點是有待檢驗與修正。筆者將於本文第一章，透
過進一步的風格分析來探討現存《秘藏詮》三個版本間的可能關聯。 
 
在李成美之後，有 1994 年小林宏光與江上綏的《南禅寺所蔵秘蔵詮の木版
画》 一書， 本研究以今藏於南禪寺高麗 《初雕大藏經》 版本的 《秘藏詮》 為主題。
兩位日本學者繼承 Max Loehr 的意見，認為哈佛本是以十世紀末經版於十二世紀
初印刷的卷子，而南禪寺本是北宋《開寶藏》本的翻刻本，與哈佛本都反映十世
                                                 
8  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6-12。 
9  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12 
10  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20、25。   5
紀末的宋初畫風。
11在本書的第一章，小林宏光與江上綏詳細地考證高麗《初雕
大藏經》的雕印歷史和南禪寺本的形制與組成；第二章則著重南禪寺本的版畫部
份，探討其風格特色與畫風種類，並論及可能的製作過程；第三章則探討《秘藏
詮》在中國版畫史上的地位；第四章，著重在南禪寺本的流傳經過，並推論其對
於日本繪畫風格的可能影響。 
此書的貢獻共有以下幾點：第一，首次完整地公開南禪寺所蒐藏的 《秘藏詮》
版畫，大量的圖像與精美的印刷對於日後的研究學者裨益良多。第二，整理許多
重要的資料表，如各卷尺寸表、兩件相同圖像安插在各卷中的順序表，以及南禪
寺本文字版與圖像版沾黏處的印記整體表。對於無法親臨觀賞南禪寺本的研究者
來說，以上圖表都是珍貴的研究資料。第三，首次將《秘藏詮》圖像置於中國版
畫史的脈絡下來探討。第四，並考察此套版畫對日本畫壇的可能影響。 
然而，本書與 Max Loehr 的著作一樣，依然無法解答關於《秘藏詮》經卷的
許多關鍵性問題：例如， 《秘藏詮》圖像與唐宋山水畫史的關聯以及畫史定位為
何？多元畫風內容所代表的意義是甚麼？《秘藏詮》圖像與詩文是否有關？為數
眾多的版畫，其作品意義到底是什麼？甚至， 《秘藏詮》的製作者宋太宗，是如
何使用這套經卷，其可能產生政治、宗教、文化上的影響是甚麼？種種問題都是
過往研究未曾觸及，卻又與《秘藏詮》經卷息息相關，是故，筆者嚐試在本文解
答以上諸多疑問。 
 
除了以上兩本專書與一篇論文外，還有 Richard Barnhart 與李鑄晉二人對於
Max Loehr 的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所寫的書評。
12此外，宿白對於李鑄晉
的書評也有所回應。
13基本上，三位學者對哈佛本《秘藏詮》的意見大致可歸納
如下：圖像與文字部分是分開完成的，哈佛本《秘藏詮》的文字部分與圖像相較
之下是較為模糊不清的，可能是多次印刷的結果，但圖像部分卻好像是剛完成，
線條清晰明確。另外，李鑄晉認為哈佛本文字部份用紙與圖像部份所用紙張不
同。並且，宿白並提出插圖版版心低於文字版版心，且圖版上下有界格，但文字
                                                 
11江上綏與小林宏光認為，雖然在圖像上風格上有些差異，但南禪寺本是為哈佛本的忠實翻刻，
請見江上綏、 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畫》 (東京：山川出版社， 1994)， 頁 25-33。 
12  Richrad Barnhart, “(Rev.)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from an imperial commentary to 
the tenth-century printe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anon,” Artibus Asiae, vol. XXXI, no. 2/3(1969), pp. 
210-216;  李鑄晉， 〈 （書評）羅越：中國十世紀所刻御製秘藏詮之木刻山水畫  〉 ， 《香港中文大學
文化研究所學報》6 卷 1 期（1973） ，頁 319-328。 
13  宿白， 〈讀李鑄晉《評羅越：中國 10 世紀所刻〈御製祕藏詮〉之木刻山水畫》 〉 ，收於宿白， 《唐
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78-83。   6
版上下並無界格，顯示圖像與文字之間版本上的差異。 
由以上種種觀察，學者提出的結論是， 《秘藏詮》文字部分可能是《開寶藏》
原版 ， 但圖像部分的時代較晚並可能是後來補上 。 據哈佛本卷尾 「大觀二年」 (1108)
牌記，推測其完成的時間可能是在十二世紀初前後。而這樣的推論被周心慧、李
之檀等學者所接受，認為圖像製成時間應是十二世紀。
14幾位學者對於現存「哈
佛本《秘藏詮》圖像與文字部分應是分開完成，圖像部分應為後來補上」之論點
看似頗具說服力，但事實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檢驗。
15 
 
回顧過往，即使經過 Max Loehr、李成美、小林宏光與江上綏等多位傑出藝
術史家的研究， 《秘藏詮》版畫的製作時代還未被充分解答。諸多學者對《秘藏
詮》成畫時間還多有保留的原因是，他們難以相信十世紀末的中國山水畫已發展
到如此成熟的地步，而傾向將《秘藏詮》斷定為十二世紀初的作品。不管是繪畫
或版畫作品，現存唐、五代的山水畫作可謂屈指可數，在缺乏可靠作品的比對之
下，鑑定與斷代的工作自然難以進行，所以才無法肯定《秘藏詮》的成畫年代。
可幸的是，近年來有更多考古材料出土，應有助於解決前人學者爭論不休的斷代
問題。 
另一方面，前人研究較集中以繪畫史角度來討論《秘藏詮》經卷，卻忽略以
更廣的研究角度來解析這套版畫的特性。畢竟，版畫僅是《秘藏詮》經卷諸多身
份之一，而這套作品實乃多重身份的複合體：佛經版畫、宋太宗御製詩文、山水
畫、大藏經經卷等。以上皆是與《秘藏詮》經卷相關的研究脈絡，在這些脈絡相
互交織、彼此作用之下，形成複雜的「秘藏詮關係網絡」 ，若僅從單一面向討論
這套作品，論述將有失偏頗、結論也會失去平衡。因此，本研究將《秘藏詮》視
為一個完整的個體，試著從各個面向，如歷史、大藏經史、山水畫史、版畫史，
與文化史等多個角度來了解這套經卷。以下的研究，是嘗試重建《秘藏詮》所處
關係網絡的過程，透過將這套作品與相關歷史事件的逐一連結，最後指出《秘藏
詮》在歷史脈絡中意義與重要性。當然，本文論述重點依舊以《秘藏詮》的畫風
特性、圖像意義為主，但更注重風格與圖像意義在整體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 
                                                 
14  請參見，周心慧、郭強主編， 《新編中國版畫史圖錄》(北京 : 學苑出版社，2000)，冊一，頁
31。李之檀的意見請見，中國美術全及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 20》(北京：人
民美術出版社，1988)，圖板七注解。 
15  除了以上專論文，還有幾篇概論性的文章可以參考，請見千惠鳳， 〈初雕大藏經의現存本괴그
特性〉 ， 《大東文化研究》 ，第 11 輯(1976)，頁 167-219；K. T. Wu, “Illustrations in Sung Pri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vol. 28, no. 3(1971), pp. 173-195.   7
 
本文第一章將論述《秘藏詮》經卷的內容，文本部分的製作時代，現存三個
版本(哈佛本、南禪寺本、誠庵本)的版式特徵與印造經過，以及三者間圖像的傳
摹關係。尤其是三套《秘藏詮》間的版本關係是否真如李成美所說，哈佛本是
12 世紀初北宋再次翻刻高麗 《初雕大藏經》 本的作品？筆者將深入比較哈佛本、
南禪寺本、誠庵本的線條品質與圖像結構，藉此可更穩當的論述《秘藏詮》三個
版本間關係。 
第二章，在釐清《秘藏詮》各版本關係，確定哈佛藏《秘藏詮》乃北宋原刻
本，南禪寺本與誠庵本為後世的忠實複刻之後，可藉由前者討論《秘藏詮》圖像
的版刻特質與斷代，再用南禪寺本豐富的圖像探討畫史相關問題。本章著重《秘
藏詮》版畫的風格問題，旨在斷定《秘藏詮》的成畫年代與十世紀山水畫的發展
情況。將從這套版畫的版刻特性、母題樣式、線條使用、敘事特性、空間結構等
五個角度，來分析《秘藏詮》版畫的風格特色。論述將採「雙軌制」：一方面透
過可靠的考古與傳世作品為《秘藏詮》版畫斷代；另一方面，也藉由比較《秘藏
詮》與其他作品的風格異同，考察唐末至宋初畫史的相關議題，以重建十世紀可
能的畫風輪廓。 
第三章要將《秘藏詮》眾多的圖像整理並分組，以究其畫風的種類與特色。
第二章對《秘藏詮》版畫的斷代結果，有助於進一步討論《秘藏詮》圖像的畫史
意義及諸多相關問題：這套多達五十件版畫的畫風樣貌為何？圖像彼此間的相互
關聯、眾多風格的來源是甚麼？必須將這套版畫置於什麼樣的繪製脈絡下較為恰
當？甚至，能否在畫史中找尋《秘藏詮》版畫製作的相關脈絡？本章透過對《秘
藏詮》版畫中山體造型、慣用母題、構圖安排等三個面向，將此套版畫做更細的
畫風分組。目的是考察《秘藏詮》版畫的風格種類、畫風組合意義，以及可能的
畫史意義。 
第四章則側重在解答《秘藏詮》經卷的意義。透過第二、第三章的風格分析
可發現，《秘藏詮》版畫具有敘事與山水並重的圖繪特性，許多圖像利用山石造
型與構圖佈景來輔助畫面敘事。這麼看來，山水與畫面敘事似乎有著更密切的關
聯，然若要闡述思想與教義，為何不乾脆以人物故事為主？選擇山水為主題會比
較容易傳達作品主旨？由《秘藏詮》50 件版畫皆採取「人物行走山林前往高僧
所在」的圖法可知，此乃刻意的設計並與《秘藏詮》作品意義關係密切。是故，
本章將考察 《秘藏詮》 圖像內容與意義、文本內涵，與圖文關係，最後，並將 《秘  8
藏詮》的圖文特性與現存畫跡相比，試著找尋此套經卷在畫史上的定位。 
   第五章要以《秘藏詮》詩文創作者兼圖像贊助者宋太宗為核心，探討《秘藏
詮》經卷的製作目的，藉此解答《秘藏詮》版畫風格選成之意義、其所繼承的風
格傳統、以及《秘藏詮》作品意義的成因。透過分析太宗的個性與事蹟、相關的
宗教政策、御製詩文創作，以及此套經卷是如何被使用、其相關的製作背景為何
等種種議題。最後，還要將此套經卷放入開寶大藏經的脈絡下，討論北宋藏經管
理制度以及對外傳播之過程，採更宏觀的角度來探查 《秘藏詮》 可能扮演的角色。  
 
如今唐末至宋初的山水畫作可謂屈指可數，若能透過充分風格例證將《秘藏
詮》的成畫時代確定下來，其眾多的圖像即可彌補十世紀繪畫史、版畫史資料嚴
重不足的窘況，並有助於探討十世紀山水畫史的發展情況。再者， 《秘藏詮》可
說是宗教版畫中的異數─在經典中安插大量山水圖像的例子，可謂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那麼為何使用山水圖像呢？山水圖像是如何詮解詩文義理？能比人物畫更
恰當地傳達作品的意義嗎？透過對《秘藏詮》經卷的考察，可望提供學界認識中
國宗教版畫、山水畫的另一個思考面向。不僅如此， 《秘藏詮》贊助人兼創作者，
將其製作成可大量複製的版畫，並編入中國第一部官刻大藏經之中。同時，透過
大量印刷與賞賜，宋太宗將《秘藏詮》經卷廣泛地傳播出去。由此， 《秘藏詮》
經卷可能產生的輻射效應，應該不僅限於藝術創作上，對政治、文化、與外交範
疇的影響亦値得學界關注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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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御製秘藏詮》經卷的版本 
 
本章主要討論《秘藏詮》經卷的三個版本及其相關問題，現存《秘藏詮》經
卷有：哈佛大學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藏本，僅存卷十三，是以北宋《開寶
藏》經版所印行的經卷；另外，還有存於日本南禪寺與韓國誠庵古書博物館的兩
套經卷，乃是複刻北宋《開寶藏》的高麗《初雕經》之印本。下文首先介紹《秘
藏詮》 經卷的內容─包括宋太宗御製詩文、僧侶注釋、版畫等三部分。並考察 《秘
藏詮》文本與注釋可能的製作時間，圖像部分留待本文第二章再以風格分析斷
代。最後，再分別探討哈佛本、南禪寺本、誠庵本三個版本的版式特徵、版刻品
質等關鍵問題，以推論哈佛本製作的時間與彼此的版本關係。 
第一節  《御製秘藏詮》經卷的內容 
就存世《秘藏詮》經卷的內容特性來看，此套經卷可分成三個部份：太宗(r. 
976-997)的御製詩文、義學文章僧的注釋，以及山水版畫。首先，宋太宗御製的
《秘藏詮》詩文，共計有五言古詩一千首，每五十首為一卷，共二十卷。根據南
宋志磐的《佛祖統紀》(1269)中有太平興國八年(983)太宗「詔以御製《蓮花心迴
文偈頌》 、 《秘藏詮》 、 《逍遙詠》宣示近臣」
16的記載，這是與此經卷相關的最早
紀錄。因此，可大致推論約在 983 年前後，太宗創作的《秘藏詮》詩文已完成。
廣義來說《秘藏詮》文字部份應包括：太宗御製詩文集二十卷、 《佛賦》‧《詮
源歌》一卷，五言律詩《幽隱》四卷，五、七言的《懷感》古詩四卷，及《懷感
迴文》古詩一卷，總共三十卷。而本文將集中討論《秘藏詮》二十卷的詩文、僧
侶注釋，以及圖像，其餘《佛賦》和《懷感》等經卷則不列入討論。如此劃分的
原因是，本文研究重點乃《秘藏詮》經卷中的「版畫」 ，而圖像是依序安插入這
二十卷詩文，顯示圖文之間可能有關。其餘的 《佛賦》 、 《幽隱》 、 《懷感》 等作品，
就現存狀況來看都不具有山水版畫，因此不列入討論範圍。
17 
                                                 
16  此文獻參見於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頁 80。 
17  事實上，南禪寺本所藏《秘藏詮》經卷中收有《佛賦‧詮源歌》及版畫三件。但其內容描繪  10
此外， 《秘藏詮》詩文注解乃太宗端拱元年(988)十二月，詔下「義學文章僧」
所做。根據真宗(r. 997-1022)所編大藏經目錄《大中祥符法寶錄》
18(1013)記載： 
 
右詮賦等(《蓮華心輪迴文偈頌》與《秘藏詮》等)端拱元年十二月/上遣
中使衛紹欽諭/旨僧錄司選京城義學文章/僧惠溫、繼琳……等五十六人
同為注/解書成/上進各/賜襲衣器幣/詔以其文編聯入藏。
19 
 
由此可知， 《秘藏詮》注解是 988 年前後由五十六位僧人通力完成。在每句太宗
的大字詩文後搭配小字雙行夾注，每句詩文都有四句左右的釋義，並引用《法華
經》 、 《維摩經》 、 《唯識論》 、 《金剛經》 、 《華嚴經》等諸多經典做解說。 
最後， 《秘藏詮》經卷還包括與詩文相連的版畫。據現存三個《秘藏詮》版本
看來，每卷應有五張圖版，以一圖像搭配 10 首詩文的形式，將版畫分別安插於
卷首與卷中。關於圖像部分的製作時間，筆者認同 Max Loehr 與小林宏光等人的
推論，認為《秘藏詮》版畫是完成於十世紀末。
20關於筆者對《秘藏詮》圖像風
格的意見與斷代，請詳見本文第二章的討論。 
 
總結以上， 《秘藏詮》經卷乃採圖文相配的形制，每卷有 50 首詩文、5 張圖
版，共 20 卷。廣義的《秘藏詮》經卷是包括《佛賦》 、 《幽隱》 、 《懷感》等共 30
卷的御製詩文集作品在內。然而，本文僅將集中討論《秘藏詮》詩文 20 卷，以
及其中收錄的諸多版畫作品。另外， 《秘藏詮》 詩文與注釋的產生時間分別是 983
與 988 年前後。需強調的是，這個時間點只是文本出現的可能時間，並一定就是
《秘藏詮》經卷的「刻製」時代。畢竟，如今所見哈佛本《秘藏詮》是以北宋官
版印製而成，是故，應該要以刻本入藏的時間作為論述依據，較具說服力。因此，
下文要繼續追索《秘藏詮》經卷可能的刊刻時間。 
                                                                                                                                            
以佛傳故事圖為主，不同於《秘藏詮》共 50 件的山水圖像，因此暫不列入本文討論之中。但就
筆者的觀察， 《秘藏詮》佛傳圖故事畫與唐五代敦煌出土佛幡，以及南唐南京棲霞寺佛塔石雕圖
像傳承關係密切，值得再做更進一步的探討。關於《佛傳圖》的相關研究可見蘇玟萱， 〈明代佛
傳圖圖像初探─以崇善寺《釋迦應化事跡圖》 、多福寺佛傳壁畫、覺苑寺佛傳壁畫及《釋氏源流》
為例〉 ， 《議藝份子》 ，未刊稿。 
18  關於《大中祥符法寶錄》與其他北宋敕修的大藏經目錄研究，可參見塚本善隆， 〈佛教史料と
しての金刻大藏經〉 ， 《東方學報》(京都)，冊六(1936)，頁 26-101。尤其是頁 29-66 的部份，詳
細地討論了北宋《大中祥符法寶錄》 、 《天聖釋教目錄》 、 《景祐新修法寶錄》等配合譯經院新譯經
典所製作的大藏經目錄，並對各自書籍的製作時間與背景，相互的關聯等多有論述。 
19  《大中祥符法寶錄》 ，卷十八，頁 515。 
20  關於前人學者對於《秘藏詮》圖像製作時間的各種論點，請見緒論。   11
第二節  《秘藏詮》文本的製作時間 
前文約略指出《秘藏詮》文本的製作時間為 983 年，但這個時間點不一定符
合現存《秘藏詮》版本的「刻製」年代，畢竟文獻並未清楚說明此時的《秘藏詮》
到底是刻本或是寫本。那麼， 《秘藏詮》經卷到底何時開版、何時編聯入藏？尤
其是編聯入藏後，為了配合《開寶藏》很有可能改變《秘藏詮》既有的版式，因
此，以下將《秘藏詮》文本的製作時間以編聯入藏為分野，區分成入藏前與入藏
後，並判斷哈佛本《秘藏詮》的製作時間的上下限。 
 
在前人研究的部分，Max Loehr 注意到《秘藏詮》經卷雖被納入《開寶藏》
中，但其製作時間與地點卻可能不同於後者。他注意到， 《宋史》記載日僧奝然
在 984 年來到宋朝首都開封，雖受賜《開寶藏》一部，但未受賜《蓮花心輪迴文
偈頌》之外的御製詩文，因此推論奝然不可能得到《秘藏詮》 。
21換言之，即使
984 年《開寶藏》已完成，但《秘藏詮》經卷還未出現，否則太宗應會連同大藏
經一併賞賜才是。此現象顯示， 《秘藏詮》經卷應「刻製」於 983 年之後，而晚
於蜀地製作的大藏經版本。不僅如此，Max Loehr 還注意到， 《秘藏詮》與其他
《開寶藏》經卷版式並不完全一致。是故，他認為《秘藏詮》應是宋朝後來的新
翻譯經卷，製作時間應該晚於《開寶藏》完工的 983 年。根據《宋史》記載： 
 
淳化二年(991)，遣使韓彥恭來貢，彥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並御
製秘藏詮、逍遙詠、蓮華心輪賜之。
22 
                                                 
21 1953 年學者於京都清涼寺釋迦堂佛像中發現了許多奝然自宋朝所帶回的珍貴寶物，其中發現
一縱 17.1、橫 150 公分的長文墨記，寫道「至乙酉年三月二日，告辭金殿，面對童顏，蒙宣賜師
號及大藏経四百八十一函五千四八卷，新翻譯經四十一卷，御製迴文偈頌絹帛例物等。」記載了
奝然自宋所帶回的大藏經及新翻譯經典，並有御製迴文偈頌(即《御製蓮華心迴文偈頌》)，映證
了《宋史‧高麗傳》的記載。關於清涼寺釋迦像中取出墨記長文的資料是參見中村菊之進， 〈宋
開宝版大藏経構成考〉 ，頁 37；墨記長文的圖版與清涼寺釋迦立像的討論可見長岡隆作， 〈清涼
寺釋迦如來立像〉 ，收於《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東京都：小學館，1997-2001)，卷五〈五
代‧北宋‧遼‧西夏〉 ，頁 327-330。 
22  相關文獻請見《宋史》卷四八七， 〈高麗傳〉 。此外，Max Loehr 還認為，如今哈佛本《秘藏詮》
文字與版畫插圖都是完成於十世紀末，是於徽宗大觀二年(1108)時，利用了 984/85 至 990/91 年
之間所完成的《開寶藏》原版所重新印行的版本，請見 Max Loehr 前引書，頁 31-33。但筆者認  12
 
Max Loehr 以此推斷《秘藏詮》文字應是製作於 984-991 之間。 
關於《秘藏詮》經卷的雕造時間，小林宏光與江上綏等人參考《大中祥符法
寶錄》記載「右詮賦等端拱元年十二月(988)，上遣中使衛詔欽諭，旨僧錄司選
京城義學文章僧……等五十六人同為注解。」藉此推斷其注釋應完成於 990-991
年左右，而《秘藏詮》(文字與圖像)應是 988 至 991 年之間製作於首都開封。 
筆者以為，前人直接將《秘藏詮》經卷等同於《開寶藏》經卷一部份來討論，
卻未注意到《秘藏詮》編聯入藏的時間，因此造成他們推論上的偏差。 《大中祥
符法寶錄》載道： 「右頌至道元年(995)三月中  詔下印經院開板模印編聯入藏」
的敘述。此段文字指的是將包括《秘藏詮》在內，以及《蓮華心迴文偈頌》 、 《佛
賦》‧《詮源歌》 、 《懷感迴文》 、 《逍遙詠》 、 《縁識》等詩文作品，送至印經院製
版，並按照編排順序，併入《開寶藏》中。由此，將作為《開寶藏》一部分的《秘
藏詮》經卷，製作的上限定為 995 年較為妥當。 
總之， 《秘藏詮》文字部份的製作時間與地點應不同於其他《開寶藏》經卷，
在 983 年前後《秘藏詮》文字出現，而注釋約略完成於 988 年左右，但至此為止
《秘藏詮》的身份都是「御製詩文集」 ；另根據《大中祥符法寶錄》 ， 《秘藏詮》
經卷作為《開寶藏》一部份的上限應該是起自 995 年才對。關於《秘藏詮》經卷
出現、編入注釋、刻版模印等時間點的相關記載，大致如下表： 
時間  事件說明  參考文獻  備註 
開寶四年
(971) 
太祖下詔蜀地刊刻《開寶藏》 ，共雕版 13 萬件，卷軸裝，按
《開元釋教錄》所刊刻，總 480 函、5048 卷、經 1076 部 
《佛祖統紀》
卷 43 
《秘藏詮》還
未出現。 
《開寶藏》自宋太祖開寶四年下詔蜀地刊刻，直至太宗太平
興國八年(983)完成。  
《佛祖統紀》
卷 43 
太平興國八
年(983) 
《秘藏詮》詩文(第一部分)出現。根據《佛祖統紀》中有「詔
以御製《蓮花心迴文偈頌》 、 《秘藏詮》 、 《逍遙詠》宣示近臣」
的紀錄。 
《佛祖統紀》
卷 43 
雍熙元年
(984) 
Max Loehr 認為《秘藏詮》製作於 984-991 之間。其推論乃
根據文獻記載，日人奝然雖受賜《開寶藏》一部，但並未受
賜任何《蓮花心輪迴文偈頌》之外的御製詩文，因此不可能
得到《秘藏詮》 。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30-33. 
 
《秘藏詮》詩
文出現，但未
配有僧侶注
釋。應該不同
於現存的《秘
藏詮》形式。
                                                                                                                                            
為我們還必須透過風格分析來斷定圖像部分的時代。   13
端拱元年十
二月(988) 
太宗下詔僧侶五十六人注解《秘藏詮》 。  《大中祥符法
寶錄》卷 18，
頁 515。 
端拱二年至
淳化元年
(989-990) 
小林宏光等人藉由《大宗祥符法寶錄》推估《秘藏詮》文字
部份完成的時間應介於 988-990 之間，並根據《高麗史》的
記載，太宗於 991 年賞賜《秘藏詮》 、 《逍遙咏》給韓國使臣
韓彥恭，因此推斷《秘藏詮》是在 991 前製作完成。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の
木版畫》 ， 頁6。  
淳化元年
(990) 
根據《玉海》中的〈淳化內閣御製〉條，有「淳化元年(990)
七月丁酉，以《御製秘藏詮》十卷、 《逍遙詠》十一卷……藏
於秘閣」的記載，由於《秘藏詮》詩文早已出現於 983 年，
此時會特地蒐藏置於秘閣者 ， 可能是詩文加上注解後的版本 。
《玉海》卷 28 
淳化二年
(991) 
太宗賞賜韓國使臣韓彥恭《御製秘藏詮》 。  《宋史‧高麗
傳》 ，卷 487 
淳化三年 
(993) 
一月六日，高麗國王遣使白思柔貢物，得藏經一部。  《宋史》卷
478、 《佛祖統
紀》卷 43 
 
 
《秘藏詮》注
釋完成，經卷
可能刻製於此
時，但還未編
入《開寶藏》
中，因此可能
未具有大藏經
的版式。 
至道元年三
月(995) 
印經院開版模印、編聯入藏。  《大中祥符法
寶錄》卷 18，
頁 516。 
作為「大藏經
的《秘藏詮》 」
經卷之上限。
由此可知， 《秘藏詮》文本部分應是分成二個部分/二階段完成。根據文獻記載在
太平興國八年(983)已出現《秘藏詮》 ，但此時可能僅有詩文部份，未包括僧侶的
注解。注解可能於淳化元年(990)完成，因為《秘藏詮》詩文早已出現於 983 年，
此時特地蒐藏置於秘閣的經卷，有可能是詩文加上注解後的版本。
23 
第三節  哈佛本《秘藏詮》的編輯與印造過程
24 
由以上討論可知， 《秘藏詮》經卷的身份由太宗「御製詩文集」轉變為「開
寶大藏經」 ，那麼作品定位的改變是否有跡可尋？抑或是改變了其原有的版式特
徵呢？以下探討哈佛本《秘藏詮》的版本形式追查其可能的印造經過。 
                                                 
23  這個定義較不同於小林宏光等人，他們並未區分太宗御製詩文與注釋，此外，Max Loehr 與小
林宏光等人一樣，他們並不認為哈佛本《秘藏詮》的圖像與文本是分開製作完成的，這造成了他
們所斷定《秘藏詮》的製作時間與筆者有所差異。 
24  以下關於哈佛本 《秘藏詮》 作品現況的觀察與相關資料的搜集，是在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之研究員 Melissa Moy 與 Robert Mowry 協助下完成，筆者謹此表達由衷的感謝。   14
哈佛所藏《秘藏詮》經卷既為北宋開寶大藏經的一部份，自然有著與《開寶
藏》相同的版式特徵，因此，若藉由比較哈佛本與存世《開寶藏》經卷版式上的
異同 ， 應可進一步回答哈佛本的印造經過以及北宋藏經的雕造制度等問題 。
25Max 
Loehr 雖首開《秘藏詮》版式的研究面向，但其主要目的還是著重在「哈佛本屬
開寶藏一部分」的論證上，而忽略版式差異可能代表的社會與文化意義；不僅如
此，也因近年來眾多的考古發現與資訊公開，我們勢必要對其論點有所檢討並做
增補。以下首先討論哈佛本《秘藏詮》的現況，並透過比較哈佛本與其他《開寶
藏》經卷的版式異同，來推論其可能的編輯與製作經過、可能的印造時代，最後
再拿哈佛本與現存宋初法書與碑帖作品比較，以風格分析確定哈佛本《秘藏詮》
的製版時代。 
哈佛本《秘藏詮》的現況 
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美術館的《秘藏詮》經卷，僅存第十三卷。其中包含四張
版畫作品【圖 1-1、1-2、1-3、1-4】 ，與 14 張文字版經紙，分別被裝裱成三個手
卷【表 1-1：哈佛本經紙版片與尺寸一覽表】 。此經卷乃 Max Loehr 於 1962 年，
替哈佛大學美術館向洛杉磯的 Richard C. Rudolph(1909-2003)
 26所購買的作品。
27
歷經千年，哈佛本表面已接近深駝色，但紙質依舊光潔透薄，除了部份污漬與破
損外，完全沒有蟲蛀的痕跡。哈佛本現有裝裱方式相當特別，是將經紙捲起後分
成三 「卷」 ，中間並未有木軸的形式。
28在兩張經紙交接處約有 3 釐米的重疊， 「以
前紙覆蓋後紙」的方式沾黏在一起，背後再另裱一層較白的紙(可能是棉紙)。由
                                                 
25  事實上，Max Loehr 於四十多年前已注意到此研究法，率先將哈佛本 《秘藏詮》 與 《中論》 、 《十
頌尼律》 、 《佛本行集經》 、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等四件《開寶藏》經卷做了版式的比較，並提出
幾點基礎且重要的觀察：除 《佛本行集經》 外，哈佛本與其他三件 《開寶藏》 卷尾都有相同的 「大
觀二年」施經牌記；另外，這些經卷皆裝裱成手卷，每行字數和上下無界格的形制皆相近，得以
證明哈佛本應為開寶大藏經的一部份。以上討論請參見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13-33. 
26  根據美國 UCLA 官方網站的資料，Richard C. Rudolph 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中國研究之父」  
的稱號。他在 1947 年秋天來到 UCLA，建立了當時的東方語言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也就是今天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所(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的前身，對此系所貢獻良多。不僅在任內開設了東方語言研究的碩士與博士學院，並在 1940 年
代末前往當時動亂不堪的大陸，替系所添購了一萬多本中文書籍，為今日以他名字來命名的
Richard C. Rudolph East Asian Library 奠定了往後的研究基礎。相關資料與訊息請見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3646(檢索日期：2007/11/15) 
27  請參閱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viii. 
28  根據哈佛美術館研究員的說法，這是當初購買進來的裝裱形式，近年美術館方面有考慮將其
重新裝裱。   15
於前後紙重疊的裝裱形式，造成經紙重合處較厚、較不平整，經年累月之下，使
得接縫處產生不少破損與脫落。 
大體來看，哈佛本經卷保存狀況還算良好，近千年下來紙質依舊柔軟。據筆
者觀察，哈佛本圖像版與文字版可能使用不同質料的紙張。相較而言，圖像版的
紙質較為潔白、柔軟、輕薄；而文字版則是較硬脆、並稍有厚度。
29但是，這並
不一定代表圖像版就是另外製作補入，因為古代善本書在印刷圖像部分時，相較
於文字部分，可能會使用品質較好、更柔軟輕薄的紙張。
30總之，圖像與文字部
分用紙的差異並不能代表製作時間的先後，版畫的成畫時代還有待第二章風格分
析的檢驗。另一方面，如今哈佛本表面留下許多排筆的刷痕，其痕跡貫穿圖像與
文字部分。由此可知當時裝裱所使用的漿糊及裱工並不是很講究，導致紙張表面
留下筆刷過的痕跡。 
哈佛殘卷如今僅剩卷十三，其中有四張插圖，以下簡稱哈佛本第一圖、第二
圖，以此類推。
31圖版大小分別是 22.6 x 53、22.6 x 52.5、22.6 x 53.1、22.7 x 53
公分，高低差異僅有 0.1 公分；而長度差稍有不同，大致介於 52.5 至 53.1 公分
之間，僅有 0.6 公分的出入，略有差異的原因是來自經紙前後沾黏時會有重疊的
部分，因此長度上較難控制達到完全一致。據哈佛大學美術館提供的資料【表
1-1】顯示，
32哈佛本圖像與文字部份共存 18 頁，除了破損或在圖像版前的文字
版經紙較短外，大致是印製在約 30 x 51-53 公分的紙上。
33 
                                                 
29  關於文字版與圖像版使用紙質上的不同，請見前文緒論中李鑄晉與 Barnhart 的討論。他們藉
材質上的差異推論出，比起文字版，哈佛本的圖像可能是較晚製作並於後代補入的版畫。 
30  例如，蒐藏在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 圖書館的《帝鑒圖說》(1573)，其圖像部分的紙質是輕
薄、白皙、柔軟的；相較之下，文字版的紙質是較為硬脆、暗沉。由此可知，古人對於圖像與文
字版的用紙是有不同的講究，而這種做法或許在宋代就有先例可循。關於此本《帝鑒圖說》的資
料請見：
http://clio.cul.columbia.edu/cgi-bin/Pwebrecon.cgi?v1=1&ti=1,1&SC=CallNumber&SA=DS734%2EC
432%201606&PID=3Kc5AYnM8S-totCnH_ska1vncO1q&SEQ=20080907220309&SID=1(檢索日
期：2008/7/28) 
31  關於「哈佛本第一圖」的稱呼，並不是指此圖即原本的十三卷一圖。如今的「哈佛本第一圖」
事實上應是原來的十三卷二圖，十三卷一圖已經遺失，本文如此稱呼只為了行文論述上的方便，
特此提醒讀者。 
32  本表是參照哈佛大學研究員 Mellisa 所測量之資料製成，謹此表達感謝之意。 
33  部分的相關資料可見哈佛大學美術館網站，其中《秘藏詮》英文名稱為 Yuzhi mizangquan 
“Landscape Illustration and Leaves 2 through 5 from Chapter Thirteen of the Imperial Commentary on 
the Buddhist Canon (Tripitaka) Commissioned by Emperor Taizong (r. 976-997),”詳見
http://www.artmuseums.harvard.edu/collection/search.dot?page=1 (檢索日期：2009/6/18)   16
哈佛本的千字文秩號
34 
根據現存《開寶藏》經卷可知【表 1-3：哈佛本《秘藏詮》與《開寶藏》經
卷版式資料表】 ，其組織系統是透過千字文編號統整而成。如今傳世《開寶藏》
卷首多有秩號，僅有標號 13 日本大德寺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與哈佛本《秘
藏詮》未有千字文號，而標號 1 的《妙法蓮華經》第七【圖 1-9】則秩號不明，
其他共計十二件經卷都標有編號。那麼，何以哈佛本沒有千字文號呢？這樣設計
的目的為何？抑或代表了什麼意義？根據小野玄妙的研究，在北宋時《御製秘藏
詮》 、 《宋高僧傳》等書除了入藏雕印外，尚有單行本的出現： 
 
……如太宗皇帝之御製秘藏詮、贊寧之宋高僧傳、道原之景德傳燈錄等類，
亦同作為官版而入藏開版。然而至此時代，情形已不同於咸平以前，如在組
織上，似乎不可能再逐千字文之字號，於有流制之編次下，雕鏤弘傳。……
換言之，亦即單獨流行。
35 
 
這段文字顯示，藏經系統在北宋太宗之後，隨著新譯經卷日益增多而逐漸失去原
有的嚴整規制，在千字文標號上亦隨性而行。此外，宿白亦根據太宗頒賜《秘藏
詮》給近臣王禹偁(954-1001)的紀錄，其中有「臣等言伏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秘
藏詮》 、 《逍遙咏》共四十一卷者。」的紀錄，以此推測哈佛本《秘藏詮》有可能
                                                 
34  所謂藏經千字文號標誌法，是以南北朝時梁周興所編的《千字文》為依據，利用天、地、玄、
黃、宇、宙、洪、荒等一千個互不重複的字，來標誌佛典經文的作法。此編號法是將全藏經典按
結構體系依次排列，後以卷為單位、按篇幅(即紙張)多寡合併成秩。通常來說，10 卷為一秩，每
秩有 100 張到 200 張紙左右，並用布、錦等秩皮將經紙包捲起來，合為一個手卷。合秩後，按秩
號順序將千字文號一一配上，每秩給一個千字文號，並且將此千字文號寫於秩皮之上。這樣的作
法自唐末的寫本藏經時就已使用，後來被《開寶藏》等刻本藏經所繼承，並將千字文秩號刻於每
卷經的卷首、卷末及每版的版首或經紙沾黏處。 
   採用千字文秩號的好處是，可將龐大的佛典組織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只要對佛典的大致結構
有所認識，就可按照秩號來判斷該秩在整體藏經中的相對位置，是屬於哪一部、哪一類的經典，
並藉此將每秩所收的經典相對固定下來，後來新編入的藏經就不容輕易改動原有秩序，而是按千
字文號依序往後增加。另外，因千字文是相當普遍的童蒙讀物，古代凡識字者對其多能倒背如流，
於是，選用千字文號也提升了當時民眾使用時的便利性。事實上千字文秩號法是隨著時代，逐漸
從其他幾個標號法中脫穎而出，其他的佛經編制法還有「數字秩號法」 、 「經名標誌法」 、 「經名秩
號法」 ，以及敦煌地區的「偈頌秩號法」等。請參見方廣錩，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403-510、631。 
35  小野玄妙， 《佛教經典總論》 ，頁 631。   17
是利用大藏雕版，隱去大藏編號而單獨印造的經卷。
36正如程俱 (1078-1144)所
記載： 
 
淳化元年(990)七月以御製祕藏詮十卷、逍遙咏十一卷、祕藏諸雜詩賦十卷、
佛賦一卷、幽隱律詩四卷、感懷一百韻詩四卷、懷感迴文五七言一卷，凡四
十一卷藏於秘閣。
37 
 
這麼看來，哈佛本經卷確有可能獨立於《開寶藏》外，以單行卷的方式流通和被
收藏著。這就像一部大型套書中，若有一本缺乏編號的書籍，將會使人不覺得其
屬於哪個書籍系統之中，而更像是獨立存在。 
那麼，消失於哈佛本頁首的秩號到底是什麼呢？畢竟經卷是大致按照各自 
譯成時間的早晚，而逐一編入大藏與經藏目錄之中，若能夠追索出原先排序，就
可幫助了解《秘藏詮》經卷於開寶大藏經中的編排、關係位置，與可能的製作時
間點。事實上，哈佛本文字部分的頁首出現了可能是千字文號的標記，然而，這
些字樣僅出現二次、前後也不一致，並且與其他版本藏經與經藏目錄的秩號完全
不同。對於哈佛本千字文號的討論可謂眾說紛紜，筆者將相關版本與藏經目錄中
的可能標號列於底下： 
刊刻時代  大藏經版本與目錄  千字文號  版畫有無  參考資料 
995 年以前  哈佛本《秘藏詮》  (？)、英(？)  有   
1020-1087 
《高麗初雕大藏經》(南
禪寺本、誠菴本) 
車、駕、肥、輕
(517-520) 
有   
1026  《天聖釋教總錄》  假、途、滅 (577-579)   塚本善隆
38 
1112-1151 
《崇寧藏》 、 《毗盧藏》  尹(531)─佐(533) 
無 
李富華、何
梅
39 
1132－  《思溪藏》  纓(512)、世(513)  無  塚本善隆
40 
1139-1172  《趙城金藏》  并(617)─宗(619)  無  蔣唯心
41 
                                                 
36  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 81。 
37  程俱， 《麟臺故事》收入《百部圖書集成》(台北：藝文出版社，1970)。卷一， 〈儲藏〉 。 
38  塚本善隆， 〈佛教史料としての金刻大藏經─特に北宋釋教目錄と唐遼の法相宗關係章疏に就
いて〉 ， 《東方學報》(京都)，第 6 期(1936)，頁 41。 
39  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頁 693。 
40  塚本善隆， 〈佛教史料としての金刻大藏經〉 ，頁 41。 
41  參見蔣唯心， 〈金藏雕印始末考〉 ，收入蔡念生編， 《宋藏遺珍敘目》(台北：新文豐，1976)，  18
1236-1251  《高麗續雕大藏經》  車(517)─輕(520)  無   
值得注意的是，為何各版本《秘藏詮》經卷的千字文號有如此多樣的變化？事實
上，據南禪寺本部分頁首殘留的痕跡可知，早期《秘藏詮》秩號應為 524-527 的
實、勒、碑、刻，但據今南禪寺或韓國誠菴古書博物館所藏的《秘藏詮》已改為
車、駕、肥、輕可知，此當是配合「新譯經典」再度傳入後，於現在 517-520 的
函次中所做的改編，而後《續雕高麗藏》也就維持了相同的千字文號。
42所謂北
宋「新譯經典」 ，是指那些不包含在益州雕印的 480 秩《開寶藏》(983 完成)，由
汴京傳法院在後來(983 以後)陸續翻譯出的經典。根據惟白《大藏綱目指要錄》
(1104)「即其餘隨藏添賜，經傳三十帙，未入藏經二十七帙」的記載推斷， 《開
寶藏》是陸續將翻譯經卷補入大藏中，而終北宋一朝都不斷地翻譯新的經典。所
謂經傳 30 秩與未入藏 27 秩，則標示經卷在編聯入藏上，有著不同階段之分，詳
見下表：
43 
 
                                                                                                                                            
頁 39。(原文 1934 年)。 
42  小野玄妙， 《佛教經典總論》 ，頁 627-630；李富華、何梅前引書，頁 79-83；鄭正姬， 〈高麗再
雕大藏經目錄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頁 61。 
43  請見小野玄妙， 《佛教經典總論》 ，頁 627-630；中村氏一文按照時序，更詳盡地討論了《開寶
藏》 正藏經卷與各部份續藏(新譯經典)增補的情形，請見中村菊之進， 〈宋開宝版大藏経構成考〉 ，
《密教文化》 ，第 145 號(1983)，頁 34-50。   19
由此可知，直到宋末政府都不斷雕造與翻譯經典添入藏經之中。另外，根據現存
南禪寺本 《秘藏詮》 卷八的部份 ， 有五件經版的千字文號由原本的 「車」 改成 「實」 ；
且卷十一後原本該出現的「駕」 ，卻改成「勒」 。
44再者，南禪寺本圖 2-1、7-1 頁
尾與文字版相接處「車」的千字文標號【圖 1-21、1-22】 ，在中央豎筆的部分有
重複書寫的痕跡，顯然是使用毛筆書寫上而非刻印所造成的效果。由此可見，早
先的秩號很可能依日後正式編入藏經的情況，再重新做調整。南禪寺本千字文號
確如前人所述，配合宋朝新譯經卷的編聯入藏，而以毛筆修改了原有的秩號。 
  這麼看來，隨著時代的流傳，很可能逐漸造成《秘藏詮》秩號失去原有的準
則。
45然按唐代《開元釋教錄》內容所刊刻的最初 481 函，歷代各個版本的大藏
經經卷卻少有秩號不一的情況。 《佛祖歷代通載》寫道： 
 
是歲沙門智昇上釋教經律論目錄凡二十卷，銓次大藏經典及聖賢論撰，凡五
千四十八卷，自是遂為定數。
46 
 
由此可知， 《開元錄》撰成後，5048 卷便成為大藏經的定數，顯示了千字文號前
481 函已有固定的規制可尋。這麼看來， 《秘藏詮》秩號錯亂，該歸因於它屬於
983 年《開寶藏》完成後，再編入的眾多新譯經典之一，根本不屬於唐《開元釋
教錄》的編排系統中，因而沒有著較固定的規制可尋。從另一角度來看，對後代
刊印的《崇寧藏》 、 《毗盧藏》或《金藏》等藏經來說，其所收錄的宋太宗的御製
經卷，已不具有如位於北宋《開寶藏》系統中的重要性，失去了「御製」經典的
光環。後代藏經編輯者有能力重新選擇或安排經卷(新譯經卷)順序，所以，非大
小乘傳統經典之一的《秘藏詮》 ，在脫離趙宋皇室的庇蔭之後，固有的秩號自然
容易「流離失所」而淪於被隨意安排的處境。 
 
根據宿白的研究，哈佛本有可能是利用大藏雕版， 「隱去」千字文號而單獨
印造、流通的經卷。
47有趣的是，現存哈佛本的存在卻挑戰了這個單純的推論，
因為其中出現可能為千字文號的「 」 【圖 1-23】與「英」字【圖 1-24】 。而「 」
                                                 
44  參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表一，頁 172-181。 
45  對於千字文號不一的情況，小野氏認為，可能是各經之開版或書寫速度快慢不同，或登錄時
發生錯亂所致。小野玄妙， 《佛教經典總論》 ，頁 630。 
46  釋念常， 《佛祖歷代通載》 ，卷十三。 
47  換言之，一套經卷在缺乏千字文編號的情況下，自然與大藏經沒有甚麼明確的關聯。宿白， 《唐
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 81。   20
是為「拱」或「恭」的異體字，
48對照到《開寶藏》中「拱」110 是為《大方廣
佛華嚴經》 、而「恭」153 則是《大灌頂經》 ，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是此二者。再者，
千字文號 480 的「英」字，對照是為《開元釋教錄略出》 ，亦不可能是《秘藏詮》
這個新譯經卷的千字文號。由此看來，哈佛本的千字文編號遠比學者與想像中的
複雜許多，或有可能與其為「新譯經卷」有關。假設哈佛本是使用 995 年《秘藏
詮》編入藏經後的經版所印刷出來的經卷，這時的木版上應該要有車、駕、肥、
輕的千字文號，並根據宿白，哈佛本亦有可能是單一流通的經卷所以被後人隱去
秩號。然而，哈佛本在頁碼下方千字文號「應該出現」的位置，卻出現了「 」
與「英」字，因此推翻了宿白所說哈佛本是隱去大藏經千字文號印本的可能。較
有可能的情況是，哈佛本是使用 988-995 年間已加入僧侶注釋但未編聯入藏的經
版所印製的經卷，所以才不具有一般大藏經所具有的千字文號。 
哈佛本《秘藏詮》經卷的頁碼、裝裱形制、與版片 
事實上，不僅是在千字文標號上，從哈佛本的其他版式亦能發現其迥異於其
他《開寶藏》經卷的版式特徵。若以南禪寺本為例，其圖像與文字皆有頁碼標示
於每頁卷首，並位於經卷名稱與卷數之下，呈現合理的連續。
49以南禪寺本卷二
為例，圖版起首標明了「御製秘藏詮第二  第一幅  車」字樣，於圖版尾端與文字
接連處亦見「御製秘藏詮第二  第二幅  車」 ，若將第二卷諸件圖像版版片整理成
表，可更清楚其編排順序【表 1-4：南禪寺本卷二圖像頁尾版片表】 。雖然圖像部
分頁首的標記多被遮蓋住，但藉由頁尾與文字版相接的部份可知，其頁碼編排是
二、六、十、十四、十八，呈現第一張為圖版、後接三張文字版的規律，因此全
卷以五張圖版、十五張文字版共二十紙組成。 
相較之下，哈佛本頁序安排就不盡相同，據實際觀察所做成的【表 1-2】可
知，哈佛本原先亦是由五張圖版與十五張文字版共二十紙所組成(只不過哈佛本
13-1 圖與第一張經紙今已不存)。
50值得注意的是，哈佛本諸件圖像的頁首無一具
                                                 
48  請參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參見網頁：http://140.111.1.40/yitia/fra/fra01350.htm  和
http://140.111.1.40/yitib/frb/frb01285.htm (檢索日期：2009/2/12) 
49  參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表一，頁 172-181。 
50  根據江上綏、小林宏光，除了第一卷有六張圖外，南禪寺本每卷皆是搭配五張山水版畫，前
圖後文，一張圖後有十首御製詩文。因此，對照到哈佛本《秘藏詮》現存的第一圖，據其接連的
詩句是第十一首詩可知，哈佛本卷十三當短少了第一張圖。   21
有標記─缺少千字文號、卷數、以及頁碼 【表 1-5：哈佛本圖像版版片表】 。試想，
若經紙缺乏編號與頁碼則可能導致工人在沾黏時缺乏依據而造成錯誤；甚至，由
於圖像與文字之間根本就沒有頁碼上的聯繫，若非哈佛本與南禪寺本有著重複的
圖像，我們很難能確定哈佛本的圖像就是原初《秘藏詮》的版畫。此一詭譎的現
象顯示，在哈佛本製作之初可能未將圖像部份編輯在內，因此造成兩部份之間頁
碼的斷裂。由此推想，哈佛本的圖像與文字部份很可能非同一時間完成，或許是
先有文字版，而圖像部分則是在日後補入。這樣的現象接近 Barnhart 與李鑄晉
「 《秘藏詮》文本與圖像是分開製作完成的推論」 。 
 
透過比較哈佛本、南禪寺本、誠菴本的長度可以發現，哈佛本圖像前端部份
有明顯的裁切痕跡【表 1-5】 ，由短少的部份可知，無論是本身即無標記、或者原
本有但日後卻被裁去 ， 這兩種可能都導致 「若單看圖像部分根本無法得知這是 《秘
藏詮》經卷」的結果。若是像南禪寺本那樣的隨意覆蓋狀況也罷，但是哈佛本的
覆蓋狀況，不惜裁切掉部分圖版的做法，會讓人覺得是刻意隱瞞圖像版版首的經
卷、卷數、以及頁碼，或許，這樣的裝裱方式是為了掩飾圖像部分不合於文字部
分的版片形式，顯示圖像部分可能為後來補入的。 
 
在版片部分，比較現存《開寶藏》頁首標示與各版《秘藏詮》經卷，亦可發
現其間的巨大差異【表 1-6：哈佛本《秘藏詮》與《開寶藏》經卷版片比較表】 。
現存哈佛本與其他《開寶藏》經卷的版片形式大不相同，相對於後者如《大般若
經》第二百六，多會寫出經卷的完整名稱、卷數、第□□張(頁碼)，並加上千字
文號。相較之下，哈佛本卻採用簡化的經名，卷數與頁碼間也不再是空白，反而
加入「‧」 ，最後在版片下方還缺少關鍵的千字文號。值得注意的是，南禪寺本
的標誌法，反而更接近其他《開寶藏》經卷而非哈佛本《秘藏詮》 。考慮到高麗
《初雕大藏經》的藏經製作與收贖情況【表 1-7：北宋、高麗二國官方大藏經交
流紀錄表】 ，相較於哈佛本可能單獨流傳，高麗國較有可能以「整部」藏經為單
位進行大藏經刊刻工作，因此，南禪寺本較有可能根據北宋官版的形制刊刻，保
留原有的《開寶藏》版片標示。 
總括看來， 《秘藏詮》 的文字版可能較早製作完成，圖像版是後來才編入 《秘
藏詮》之中，所以造成文字與圖像版間沒有連續的頁碼。相較於南禪寺本，哈佛
本版片之所以不同於其他 《開寶藏》 經卷，可能是 《秘藏詮》 一開始並無編入 《開  22
寶藏》的打算，所以在開版時並未按照既有《開寶藏》的版片形式。換言之，哈
佛本很有可能是使用 988-995 未編入藏經的經版所印製的卷子。但是，當《秘藏
詮》傳播至高麗並為其所翻刻時已被視為大藏經一部份，所以南禪寺本的版片形
制有可能是高麗工匠基於版式統一的原則下，對原有《秘藏詮》版片所做修改與
增補的結果。 
哈佛本《秘藏詮》經卷的製版時代(文字部分) 
透過版式與史料記載推知，哈佛本《秘藏詮》經卷可能是使用 988-995 年間
木版所製的印本。然而，我們不能排除哈佛本文字部分可能是後人翻刻的可能，
直接將哈佛本等同於太宗朝的創造是有論證上的危險。此外，文獻雖記載《秘藏
詮》於 995 年「開版模印」 ，但到底何時完成、是否確實刊刻於十世紀末也都是
個疑問。是故，必須檢驗哈佛本版刻字型上是否合於十世紀末的書風，才能更肯
定此經卷的原初的製版時代。 
根據何傳馨的研究，宋初不僅延續唐代在翰林學士院內設御書院，同時繼承
唐代書風的傳統，其中以歐陽詢對宋初碑帖的影響尤為深遠。現今西安碑林留存
的宋初碑刻多為歐體，如黃甫儼《篆書千字文序》(967)【圖 1-25】 、 《佛說摩利
支天經》(968)【圖 1-26】 、 《黃帝陰符經》(968)、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980)【圖
1-27】 、 《贈夢英大師詩》(998)【圖 1-28】等等，以上諸多作品與哈佛本《秘藏詮》
書風相近，字形修長、結體緊密，用筆方勁有力，這都是典型的歐體風範。
51是
故，在宮廷追尋歐陽詢傳統的趨勢下，太宗御製的《秘藏詮》很有可能雕版於十
世紀末期，忠實反應當時碑刻所流行修長、勁瘦的歐體書風。 
 
哈佛本出現「 」與「英」兩個不屬於《秘藏詮》該有的秩號，但因此二字
出現於一般《開寶藏》經卷的秩號位置，所以推測哈佛本不太可能是隱去千字號
後的單行本 。 而較有可能是使用 988-995 年間 ， 未編聯入藏的經版所印製的經卷，
                                                 
51  Chuan-hsing Ho, “The Revival of Calligraphy in the Early Northern Sung,”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6) , pp. 59-86.  莫家良亦指出，宋初宮廷書風
尤其忠實於唐代傳統，使得歐陽詢尤其受到重視。這樣的風氣一直延續到北宋中葉，受到米芾、
蘇軾等人強調書法尚意的風潮影響，歐體傳統逐漸式微，但從宋徽宗的瘦金書依舊可發現北宋宮
廷眷戀初唐瘦健書風的傾向。莫家良， 〈宋代書法中的歐陽詢傳統〉 ， 《書海觀瀾》 （香港：香港中
文大學，1998） ，頁 121-140。   23
所以才不具有一般大藏經所具有的千字文號。另外，由哈佛本特異的版片形式、
而南禪寺本反而更接近其他《開寶藏》版式的情況可推知，這套經卷很可能是使
用未編聯入藏的經版所印製。而哈佛本圖像與文字間頁碼並不連續，或許是因製
作之初僅有文字，而圖像部份乃後來補入之故。最後，可發現《秘藏詮》書風與
初唐歐陽詢傳統相近，與宋初碑帖的流行書風關係密切，因此《秘藏詮》文字部
分最有可能刊刻於十世紀末。綜合以上，根據哈佛本 《秘藏詮》 特殊的版式可知，
《秘藏詮》經版很可能刊刻於 995 年編入大藏前，應是先有文字後來才補入圖像
部分，而哈佛本就是此時印刷的成品之一。 
以上分析哈佛本的千字文號、頁碼、版片特徵後，筆者認為 Max Loehr、小
林宏光等人推論「哈佛本應是北宋《開寶藏》的一部分」
52應該稍作修正，哈佛
本《秘藏詮》較不可能是使用已編入大藏的經版所製之印本，是等到哈佛本印刷
完成、隨著《秘藏詮》於 995 年正式入藏後，才被人們視為《開寶藏》的一部分
所蒐藏(如卷尾的「大觀牌記」顯示其被視為《開寶藏》的一部分，詳盡討論請
見本文第五章)。 
 
第四節  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秘藏詮》的版本關係 
  對於 Max Loehr、小林宏光等人推論，高麗《初雕大藏經》中的《秘藏詮》
版畫是為北宋開寶藏本的翻刻版本，
53韓國學者李成美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
認為「哈佛本應是以高麗《初雕大藏經》為藍本，重新於 12 世紀初所刊刻的經
卷」 。對同樣的兩套圖像為何產生如此不同見解？到底誰是誰非？此問題關係到
本文如何討論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的版刻特質，因此以下首先探討高麗《初雕大藏
經》(以下簡稱高麗《初雕經》)的製作緣起、流傳、版式特徵，與相關的研究史，
                                                 
52  此論點首先可見於禿氏祐祥， 〈佛教版畫概說〉 ， 《世界美術全集》 ，第八卷，(東京：平凡社，
1930-1932)，頁 8；小林宏光等人認為，南禪寺本《秘藏詮》乃高麗《初雕大藏經》的一部分，
是高麗對北宋《開寶藏》本忠實的複刻，僅有些許細節改動。請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
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9。 
53  此論點首先可見於禿氏祐祥， 〈佛教版畫概說〉 ， 《世界美術全集》 ，第八卷，(東京：平凡社，
1930-1932)，頁 8；小林宏光等人認為，南禪寺本《秘藏詮》乃高麗《初雕大藏經》的一部分，
是高麗對北宋《開寶藏》本忠實的複刻，僅有些許細節改動。請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
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9。   24
並透過比對哈佛本與南禪寺本圖像，來討論北宋《開寶藏》與高麗《初雕經》圖
像間可能的傳摹關係，並藉由版本比較討論哈佛本作為原刻本的可能性。 
高麗《初雕大藏經》的製作經過 
關於高麗《初雕經》製作，有著傳奇般的源起。契丹於高麗顯宗二年(1011)
入侵高麗，在國家臨危存亡之際，顯宗向佛祖祈求遼軍撤退以保家國平安。因此
發下大願，若契丹撤退，未來將致力於大藏經的刊刻。
54後來，遼軍果真退兵。
而顯宗皇帝也謹守諾言，於其在位的第十一年至十二年之間(1020-1021)展開《初
雕經》的製作。
55既然《初雕經》是翻刻自《開寶藏》的作品， 《開寶藏》又是
於何時、透過怎樣的方式傳入韓國？結合前人研究，可整理出北宋與高麗之間有
關大藏經交流的紀錄共有六次，其相關記載如【表 1-7：北宋、高麗二國官方大
藏經交流紀錄表】
56由表可知，在扣除編號 4 和 5 兩個不相關的紀錄後，北宋應
透過標號 1、2、3、6 等四次的使臣往來，將《開寶藏》輸出到高麗。雖然，兩
國之間的交流媒介除使臣外，還有留學生、僧侶，以及商人等，
57但北宋中期以
前，政府對外國收贖經卷的態度較為保守，在正式的國際政治交流外， 《開寶藏》
經卷大量外流的可能性不高。
58此外，若考慮《初雕經》開雕的時間是在 1022
年前後的話，我們應該可以說，與韓國大藏經製作較相關的規模性、整體性《開
寶藏》傳入，較有可能是 989-1019 間的三次。 
在得到北宋藏經後，高麗《初雕經》工程得以展開，而複刻《開寶藏》所雕
成的 5048 卷經卷，大致在 1029 年全部完成。其後經過多次增補，可能經歷顯宗、
文宗的二次雕造，最後完成的時間應在宣宗四年(1087)。
59而北宋《開寶藏》的
                                                 
54  日人對於高麗大藏經的研究相當早就開始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小野玄妙、妻木直良、大屋德
誠都有相當的論述，關於高麗大藏經較重要的研究，讀者可參見小野玄妙前引書， 《佛教經典總
論》(台北：新文豐，1983)；大屋德城， 〈高麗藏の.舊雕本との考證に關する實證的研究〉 ， 《支
那佛教史學》 ， 第三卷一號(1939)， 頁 28-61 ； 以及池內宏前引文， 〈高麗朝の大藏經(上)〉 ， 頁 326-331。  
55  池內宏， 〈高麗朝の大藏經(上)〉 ， 《東洋學報》 ，第十三卷，三號(1923)，頁 307-362，關於開
雕年代的討論請見頁 322-326。 
56  本表以韓美鏡所整理的資料為主，請參見〈北宋、高麗書籍交流之研究〉(國立台灣大學圖書
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68-71；池內宏， 〈高麗朝の大藏經(上)〉 ， 《東洋學報》 ，第十三
卷，三號(1923)，頁 311-319；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頁 118-121。 
57  參照韓美鏡， 〈北宋、高麗書籍交流之研究〉 ，頁 33-43。 
58  北宋官方對於藏經等書籍對外開放所採取的相關態度與政策，請詳見第五章，關於「熙寧」 、
「大觀」牌記的討論。 
59  關於高麗大藏經的雕造經過的討論可參見小野玄妙著 ， 楊白衣譯 《佛教經典總論》 ，頁 649-651。    25
《御製秘藏詮》 ，就此被翻刻成為高麗《初雕經》的一部份。
60如今， 《初雕經》
本《秘藏詮》經卷僅存收藏在日本的南禪寺，以及韓國的誠庵古書博物館之中的
兩套印本。 
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版刻特質的差異
61 
現藏於日本南禪寺的《秘藏詮》原有 20 卷，但第十七卷遺失，如今剩下 19
卷。根據小林宏光與江上綏所做〈南禪寺本《秘藏詮》中同版圖像在卷中對應關
係表〉可知，
62南禪寺前十卷圖版與後十卷的圖版是重複的，大致呈 2-1 同於
12-1、2-2 同於 12-2、2-3 同於 12-3 的對應關係。所以，即使卷十七已佚，但其
圖像應與卷七的五張版畫相同。是故，南禪寺本依舊保有 50 件版畫。然相對於
哈佛本，南禪寺本圖像的排序有所改變，
63哈佛所藏《秘藏詮》卷十三的四件版
畫，分散在南禪寺版本的 8 卷 5 圖、10 卷 4 圖、9 卷 4 圖、5 卷 3 圖。 
對於哈佛本與南禪寺本之間的圖像關係到底為何，過往學者雖曾觸及但卻未
深入討論。首先，於 1968 年來到京都南禪寺的 Max Loehr 並未見到完整的南禪
寺蒐藏，僅見到南禪寺本卷十三的四件作品(圖 13-4 不存)。因此，他自然不知道
南禪寺藏有翻刻哈佛本的四件作品存在。此外，由於小林宏光與江上綏兩人繼承
Max Loehr 的論點，認為南禪寺本是為北宋《開寶藏》的忠實複刻作品。所以，
他們並未細緻比對兩者圖像的異同。 
然而，李成美在其〈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中，否定 Max 
Loehr 的論點並認為「高麗《初雕經》不是北宋開寶敕版的複刻」 ，
64是故，我們
勢必要檢視《秘藏詮》各版本間圖像上的關聯，透過兩個版本圖像的仔細比對，
                                                 
60 
關於韓國現存《初雕高麗大藏經》經卷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千惠鳳，〈初雕大藏經의現存本괴그
特性〉，《大東文化研究》，第 11 輯(1976)，頁 167-219。千教授蒐集了 1976 年時可找到的所
有《初雕高麗大藏經》的殘卷資料，他詳細的討論這些殘剩的數十種經卷，比較他們的版式與字
體，並將其與 《開寶藏》 、 《再雕高麗大藏經》 做細緻的比較。是故，他也有簡略地論述哈佛本 《秘
藏詮》 、南禪寺本、與誠庵古書博物館本之間的異同。中文摘要可見「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網
站：http://proj3.sinica.edu.tw/~eaart/article_details.php?ArticleID=36(檢索日期 2009/6/15) 
61  以下以哈佛本與南禪寺本圖像進行討論而不論及誠庵本的原因是，誠庵本僅存卷六的四件版
畫、保存狀況不好畫面有不少污漬，而且已發表的圖版都太小太模糊。相形之下，南禪寺保存圖
像較多較完整，也有清晰的圖版可供研究。 
62  請參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82，表三。 
63  請參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82，表三。 
64相關討論請見李成美著、裴英姬譯，〈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12-15。
中文譯本請見「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網站：http://proj3.sinica.edu.tw/~eaart/article.php    26
解答《秘藏詮》版本時代先後的問題。需強調的是，於 1984 年來到南禪寺研究
《秘藏詮》經卷的李成美，僅見到南禪寺本《秘藏詮》卷一、六、七、十三、二
十一等五卷，共二十三幅的版畫作品。更關鍵的是，他也沒看到變動順序後，與
哈佛本在構圖、描繪內容上高度相近的四件版畫作品，因此推論南禪寺本並非北
宋《開寶藏》的複刻。
65如今，有兩兩構圖相同的圖像可對比，相信可在前人研
究外提出更多、更深入的觀察，並能進一步確認版本製作的早晚。 
大致看來，哈佛本第二圖【圖 1-2】與對應的南禪寺本 10-4【圖 1-6】 ，在整
體佈局與描繪內容上幾乎一致。僅因哈佛本卷首與前方文字版經紙相連部分被切
去，因此短少前方一小段圖像。此外，各種母題樣式如山石的造型、雲朵、地面
的小草與植物、人物的姿態與動作等等，兩個版本可說是一模一樣。 
以下分兩個部份來討論哈佛本與南禪寺本圖像間的關係：首先，透過比較哈
佛本四件作品及其對應的南禪寺本，來檢驗李成美「北宋本《秘藏詮》應該是參
考，並簡化高麗《初雕大藏經》本後，在十二世紀初期製作出的版畫作品」的論
點。第二，比對哈佛本與南禪寺兩個版本中，四組對應的圖像，比較二者版刻品
質，藉此來區分出孰為複刻本，並斷定二者可能的時代早晚。 
  首先討論兩本的圖像結構。以哈佛本第二圖及其對應的南禪寺本 10-4 為例，
對畫面中央兩塊巨大山石結構，兩本刻工似乎有理解上的差異。先看豎立在左邊
的這塊巨石，哈佛本石塊使用許多短促、硬細的線條，以表現山石細微的分面與
堅硬的質感【圖 1-31】 。但在南禪寺本 10-4 中，這些細短的線條往往莫名地與外
輪廓線接連在一起，造成整塊山石的線條缺乏變化。而過多的輪廓線，卻缺乏石
塊分割線，或透過細短的線條來表現山塊的質感，皆使南禪寺本的山體造型較為
平面 【圖 1-32】 。此外，在哈佛本中的表現是透過三條短線來描繪山石的側面 【圖
1-31】 ，但在 10-4 中，這三條線直接被刻劃成兩條接續的輪廓線【圖 1-32】 。不
僅如此，此石塊的正下方，哈佛本中使用像是「L」型的線條分割塊面，但南禪
寺本的表現變成一個古怪的正方形，中間還多加了根線。 
類似的例子在哈佛本第二圖中還可見於畫面右側下方的樹叢【圖 1-33】 ，在
相對應的南禪寺本中，山石的線條竟然與描繪樹木質感的平行細線連接在一起
【圖 1-34】 。不僅如此，其左方水邊的石塊【圖 1-35】 ，在南禪寺本中莫名奇妙
地將石塊的分面線與植物的葉子刻成同一條線【圖 1-36】 。在南禪寺本 10-4 中，
                                                 
65  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12。   27
刻工對線條結構的混淆，甚至到了將表現地面左右橫向的平行線，與人物衣紋刻
在一起的程度【圖 1-37、1-38】 。以上種種誤謬就是證明南禪寺本是後來複刻本
的證據，正如繪畫的傳移摹寫，後代刻本往往在不理解原作、或不經意的情況下，
造成物象結構的誤謬。 
除此之外，在哈佛本第一圖所對應的南禪寺本 8-5，依舊可見類似的差異。
在畫面右下角的河岸，原本應該出現的三叢植物都消失【圖 1-39】 ，反而被幾根
重複的線條所取代【圖 1-40】 。這是不曾出現在其他對應組圖像中的狀況，令人
懷疑南禪寺本刻工是否因為偷懶而自行改變原本的表現，將植物簡化成幾根線
條。此外，在畫面中景偏右的土坡上使用接近「V」型的線條【圖 1-42】 ，但對
照哈佛本第一圖可知，原應是兩個土坡交接處【圖 1-41】 ，這也是因為後來的刻
工不明白原有物象結構所犯下的錯誤。經由以上的比較顯示，南禪寺本不僅在複
製哈佛本上產生些許的差錯，還在某些部份更改原本的圖繪內容，相較於哈佛本
第二圖，南禪寺本 8-5 的刻工是稍嫌隨便了點。 
哈佛本第三圖與其相近的南禪寺本 9-4，依舊存在許多物象結構的差異。例
如，生長在畫面左下土坡上的樹木，在哈佛本中是使用接續上方連接左右枝幹間
的「V」型線條來表現樹幹不同層次的線條【圖 1-43】 。但在南禪寺本中，右邊
樹幹的線條被省略， 「V」型的線條也被刪去，甚至與下方的線條相連接【圖
1-44】 。簡化線條所產生的誤謬，在二件作品中景的山石上也看的很清楚。哈佛
本以短促、轉折的線條表現山石塊面的層次與分割【圖 1-45】 。但在南禪寺本圖
像中，線條出現錯位、過度連結、甚至是省略等情況，這些都使得山石看來較缺
乏立體感與量感【圖 1-46】 。由此可知，哈佛本刻工用來表現山石塊面結組，那
種細膩、多變的線條，往往被南禪寺本刻工更改或誤解，導致南禪寺本的物象結
構變得較不合理的結果。 
最後，再來看哈佛本第四圖及南禪寺本 5-3。首先，在第四圖右下角的土坡，
其右下方的坡腳，應該是以兩根分開的線條所描寫【圖 1-47】 。但是，在南禪寺
本中兩條短線被連接成一條，上方的輪廓線也被混淆，並與另外上方的弧線連接
成一塊長條型。再往左的土坡也是，哈佛本的土坡在南禪寺本中被改變成一個小
三角形的造型【圖 1-48】 。土坡上生長的樹木亦是如此，在哈佛本右下角樹幹上
的弧形樹紋【圖 1-49】 ，到南禪寺本 5-3 中，竟然被與後方描繪地面左右向的橫
線搞混【圖 1-50】 。南禪寺本的錯誤還不僅如此，哈佛本第四圖畫面左下的石頭
【圖 1-51】 ，這樣的石頭造型在前方近景的水面中也有出現，其構造是一致的。  28
但是，在南禪寺本中，分割的輪廓線並未與下方的土坡相連，描繪土坡的線條也
有中斷，整體石塊的造型被改變成奇怪的「ㄇ」字型【圖 1-52】 。 
總結以上，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相比之下，相同的物象結構與線條往往被後者
刻工誤解或變更，造成南禪寺本整體物象較為平板，與結構模糊不清。是故，南
禪寺本應為時代較晚的翻刻本。相較之下，也顯示出哈佛本應該是較早的刻本。
還需注意的是，即使哈佛本物象結構較為清晰正確，但並不代表哈佛本就是《秘
藏詮》 版畫的原刻本 。 換言之 ， 哈佛本版畫是否能夠提供作為原刻本的視覺證據？ 
哈佛本圖像作為原刻的可能 
以第二圖為例，哈佛本第二圖左下方一塊由右下往左上隆起的土坡【圖
1-53】 ，刻工所使用的線條是跟隨著內外的輪廓線、山石的結組與分面而有著粗
細不同的變化。最上端接近樹叢與繁雜水面的部份(圖版圈起處)，相對於上述物
象所使用的繁密線條─製造出較深、較濃重的塊面，刻工反而用了較纖細的線
條。這是因為相對於線條繁雜的深色塊面，較細的線條搭配留白的山石，就可完
成了一個清楚的對比，並產生明確的物象結構。另外，在土坡最右上邊緣的輪廓
線，哈佛本使用相當粗厚的黑線，這是為了要切割出其與後方地平面的空間關
係，使得物象前後關係明顯，並突顯土坡的立體感。整體看來，哈佛本的土坡下
半部運用厚重的線刻，帶給物象較多的量感。遠邊上方近水域的邊緣部份就用了
較纖細的線條，這樣的表現方法，令人想到了水墨畫中眾所皆知的原理─近景、
靠近觀者的部份，相較於遠景要使用較粗重的墨色來表現。相形之下，南禪寺本
10-4 的線條使用比較單調且一致的【圖 1-54】 ，這不僅剝奪山石的體積感，並使
得其塊面分割沒有哈佛本中的清楚，整體結構看來變得較為平面，缺乏前後關係
的展現。 
在哈佛本第二圖的水紋表現上，也可以發現遠勝於 10-4 的視覺效果。在畫
面前景中央，以及左側遠景的水面，可見刻工使用許多抖動的線條來描繪水【圖
1-2】 。這位工匠懂得使用有疏密、粗細變化的線條，使得某些部分的水紋較密、
顏色較深，而有些部分線條較疏、顏色也較淺，就像觀看水面時會發現波光粼粼
的反射效果 ， 而這種模擬自然視覺經驗的企圖 ， 則是在南禪寺本中無法觀察到的 。  
在第三圖中，還可見到對人物表情和動作的細膩描寫。手持拂塵坐在岩座上  29
的高僧，由其左邊揚起的嘴角與法令紋可知，他正面帶著笑容宣說佛法。畫面右
方戴帽的弟子與岩座前方的僧人，兩人同時都張嘴微笑。此三者圍繞成三角形的
構圖【圖 1-55】 ，彷彿高僧正在講解佛理，而弟子們聽的津津有味並露出心領神
會的笑容。然而距離較遠、被排除在三角形外的兩個信眾的反應就大不同於高僧
身邊的弟子們，右上方綁著兩球髮髻的人正皺著眉低頭苦思中，而最左方離高僧
最遠的信眾，雖雙手合十作聽法狀，但其表情木然、給人種置身事外的感覺。以
高僧為核心，有所體悟的人們透露欣喜的表情，隨著三角形向外的擴散，不解的
弟子則低頭苦思、甚至不為所動。由這些人物面容的細膩表現可知，這位刻工應
忠實地呈現畫稿的原貌，而這是哈佛本作為原刻本的證明，對照到南禪寺本，翻
刻本自然難以再現如此細膩的神情表現【圖 1-56】 。 
 
藉由比較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版畫可知，前者明顯具有較高的版刻品質，顯示
其時代應該早於南禪寺本甚至很有可能是原刻本，是故，Max Loehr 所說「南禪
寺本是為北宋本的忠實翻刻」應是較合理的推論。相形之下，李成美因在南禪寺
本卷十三未見到與哈佛本卷十三相同的圖像，就推論「南禪寺本並非複刻自哈佛
本」 ，這樣的論點是缺乏風格分析的根據，並且其「哈佛本是利用高麗《初雕經》
版於 12 世紀初重新雕造的經卷」的推論也難以成立。
66 
第五節  誠庵本《秘藏詮》
67 
對於現藏於韓國誠庵古書博物館的 《秘藏詮》 經卷，李成美有著深入的考察，
他透過字體與圖像間的差異，推論南禪寺本與誠庵本「是按照同樣原本的基礎
下，由不同的刻工所完成的版本」 。這很可能是因高麗《初雕經》曾經過顯宗朝
與文宗朝兩次雕造，因此產生所謂「國前本」與「國後本」─兩個版本的《初雕
經》 。
68此點觀察相當重要，若可確定南禪寺本與誠庵本確屬不同的兩個版本，
                                                 
66  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12。 
67  如今藏於首爾誠庵古書博物館的《秘藏詮》經卷僅存卷六及四張版畫，相對於南禪寺本後來
被改為經褶裝式的蒐藏，誠庵本與哈佛本相同，都保持現存《開寶藏》經卷原本的卷軸裝形制。
然而，誠庵本保存狀況不佳，第二、第三、第四幅有一半以上被污漬覆蓋，且有許多縱向的裂痕。  
68  請參見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頁 6-12。   30
就證實學界長久以來對於《初雕經》 「二回雕造」的推論。 
李成美發現，在誠庵本 6-3 與 6-4 兩件作品中鴨子的數量，與南禪寺本相比
之下，數量較少且有缺漏。南禪寺 6-3 畫面最右邊的水上，描繪有七隻鴨子【圖
1-57】 ，但在誠庵本中只剩五隻(其中四隻完整，一隻僅見頭部)【圖 1-58】 。令人
不解的是，鴨子短少的情況也發生在南禪寺本 16-3【圖 1-59】 ，16-3 反而與誠庵
本相同，只剩下五隻鴨子。不僅如此，在南禪寺本 16-4 畫面左下方小船的左側
【1-60】 ，也是與誠庵本 6-4 較相近【圖 1-61】 ，畫面上都沒有鴨子。但在南禪寺
本 6-4【圖 1-62】上卻出現兩隻鴨子。令人不解的是，作為同一個版本，南禪寺
何以擁有兩種不同的圖像呢？對此，小林宏光等人的解釋是，6-3 和 6-4 圖像上
的差異，是因後來印刷工人為了遮掩墨漬而以毛筆添加的結果。
69 
然而，小林宏光等人的解釋，並不能回答李成美所提出的第二個證據。李成
美發現南禪寺本 6-3 中的高僧，可清楚的看見其側面眉毛、眼睛，以及耳朵【圖
1-63】 ，但在誠庵本中卻僅剩下耳朵的線條，其他的細節都模糊不清【圖 1-64】 。
相似情況，在南禪寺本 16-3 的圖像【圖 1-65】也是缺少眉毛、眼睛、與耳朵，
而與誠庵本接近。 
然而，透過圖像比對誠庵本 6-3 圖中的鴨子數量雖有短少，但其出現的位置
與南禪寺本卻是一致的，且消失鴨子的位子上，也並未被其他圖像所填補。同樣
的狀況，也出現在誠庵本 6-4 與 16-4 之中。此外，李成美僅以 6-3、6-4 兩圖中
的鴨子為例，卻不能舉出更多視覺例證。筆者以為，還需舉出更多南禪寺本與誠
庵本圖像上的不同，才能加強「存在兩塊圖像版」的可能性。而且，李成美所做
的比對，並非版刻「表現」上的差異而只是某些線條的短少。若排除些許線條的
短少，在刻版的手法、圖像細節上，誠庵本與南禪寺本間並無顯著差異。是故，
僅以某些線條的缺少，就要推論南禪寺本與誠庵本是不同刻工所刻製的兩個版
本，是較難令人相信。因為這些圖像上細微的差異，很有可能是來自於多次印刷
後，木版線條的模糊或崩壞；或者，也不能排除是印刷時不同按壓力量所造成的
結果。 
 
以上僅對李成美論點提出些猜測性的反證，若要作出更肯定的推斷，還需實
                                                 
69  江上綏與小林宏光等人知道誠庵本的存在，並比對了南禪寺與誠庵本的圖像，但他們似乎不
知道有李成美的研究，因此並未對李成美的論點有所回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9。   31
際比對兩個版本，或是擁有相當清楚的圖版或照片的情況下才能完成。總之，南
禪寺本與誠庵本在文字部份的差異，可能接近李成美所說，由兩個文字版分別印
刷而成。但在圖像部分，卻無法觀察到線條與物象「表現」上的差異，而多是局
部線條的短少。在欠缺更多圖像例證的情況下，筆者暫時無法接受「南禪寺本與
誠庵本是以兩塊不同木版所印刷的經卷」這個推論。較可能的情況是，南禪寺本
與誠庵本的文字部分，是使用不同時代鐫刻的版子印刷的產物，後與在先後不同
時期印刷出的圖像版裱在一起，因而產生了今天的南禪寺本與誠庵本。 
第六節  小結 
前文指出， 《秘藏詮》 詩文與注釋可能的產生時間分別是 983 與 988 年前後。
需強調的是，這個時間點只是文本出現的可能時間，並不一定就是《秘藏詮》經
卷的「刻製」時代。就現有資料來看， 《秘藏詮》文字部份的刻製時間與地點應
不同於其他《開寶藏》經卷，由哈佛本未具有《開寶藏》該有的千字文號及其他
版式特徵可知，此經卷的文字部分有可能是利用 988-995 的經版所印製而成，此
推論亦符合哈佛本版刻風格與宋初書風的比對結果。 
藉由風格分析可知，雖然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的圖像高度相似，但前者具有較
高的品質，並反映許多獨具匠心的巧思與刻畫細膩之處，有可能是使用北宋《開
寶藏》 印刷的原刻本。相較之下，鐫刻品質較差、物象結構較為模糊的南禪寺本，
應是後代翻刻北宋《秘藏詮》的版本。在南禪寺本與誠庵本的部分，兩者在文字
部份的差異，可能接近李成美所說，由兩個文字版分別印刷而成。但是，在圖像
部分，應該是使用同一套版子所印刷出的圖像，因而產生今天的南禪寺本與誠庵
本。 
通過以上討論，若能釐清哈佛本與南禪寺本間的圖像關聯，那麼哈佛本《秘
藏詮》將有助於了解北宋原刻本的品質與版刻手法，可用來斷定《秘藏詮》版畫
製作的時代：另外，南禪寺本所保留下高達 50 件的版畫作品，亦能幫助討論與
十世紀相關的畫史議題原有風格樣貌的重要依據。藉由探討《秘藏詮》版畫的風
格特性，還要檢驗前人「 《秘藏詮》圖像製作於十世紀末」的推測。並進一步透
過南禪寺本 《秘藏詮》 中豐富的圖像，探討唐宋間山水畫的發展狀況、構圖概念、  32
造型樣式等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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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秘藏詮》版畫與十世紀山水畫 
 
  經過數十年累積，現今學界對宋代繪畫史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對北宋山水
畫壇的重要畫家董源、李成、范寬、燕文貴、許道寧、郭熙、李唐等多有專文討
論。可是，由近年有關傳五代董源《溪岸圖》真偽鑑定的爭論可發現，專家們對
唐末至宋初的山水畫風還未達到共識，也未能充分掌握此時畫壇的面貌與發展。
70溪岸圖事件中學者分歧的見解與論調，彰顯早期畫史研究的最大問題─傳世作
品過於稀少、又參雜許多後代傳摹之作，因而造成研究個別作品與釐清時代風格
上的困難。 
對此，Max Loehr 指出，若缺乏對風格的認識，將無法判斷個別作品的真偽；
然而，若無確定、可靠的真品提供支持與檢驗，則亦不能建構風格的概念，而這
就形成研究方法上的兩難。而 Max Loehr 認為，我們可透過後代摹寫古代大師的
畫跡來為作品斷代，經由後人臨摹畫作中保留的造型元素，推測早期畫風可能的
樣貌，進而解決方法學上的兩難困境。
71他於 1968 年所發表關於《秘藏詮》版
畫的研究，正是在此研究脈絡底下產生的著作，書中大量採用「傳」為某畫家的
作品或是後代臨摹之作，聚焦於畫面母題的討論，以此為《秘藏詮》版畫斷代並
推論《秘藏詮》與早期山水畫風間的關係。 
事實證明，Max Loehr 的方法是有缺陷的，過往學者對其論述已提出不少批
評。其主要問題在於畫面不僅只有形式母題而已，過於強調樣式分析的結果，只
會使推論走向危險與孤立的角落─母題樣式往往是後世畫家最容易、也最喜歡臨
仿、學習的對象，所以 Max Loehr 在其研究中，常將後代臨摹之作當成早期的真
                                                 
70  關於 《溪岸圖》的討論文章可見 Wen C. Fong, “Riverbank: From Connoisseurship to Art History”; 
James Cahill, “The Case against Riverbank: An Indictment in Fourteen Counts” ; Hironobu Kohara, 
“Notes on the Recent History of Riverbank” ; Maxwell K. Hearn, “A Comparative Physical Analysis of 
Riverbank and Two Zhang Daqian Forgeries,” all collected in Issues of Authenticity in Chinese 
Painting(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9).  其他的相關討論有傅申， 〈辨董源《溪
岸圖》絕非張大千偽作〉 ， 《藝術家》 ，第 269 期（1997） ，頁 256-258；石守謙， 〈 《溪岸圖》的時
代問題〉 ， 《當代》 ，第 152 期（2000） ，頁 66-75；丁羲元， 〈讀溪岸圖〉 ， 《故宮文物月刊》 ，15 卷
11 期（1998） ，頁 101-107；Richard M. Barnhart, “The Spurious Controversy over the Riverbank,” 
Orientations, vol. 28, no. 11 (1997), p. 86；古原宏伸著，林惠玲、邱士華譯， 〈 《溪岸圖》偽作考〉 ，
《當代》 ，第 152 期(2000) ，頁 44-65 ； 馮幼衡 ， 〈 《溪岸圖》 的再思考〉 ， 《歷史文物》 ， 7 卷 8 期 （1997） ，
頁 58-62。 
71  Max Loehr,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III, no. 2(1964), pp. 185-193.  尤其是 187-188 頁的部份。   34
跡來討論。方聞為改善此缺失，提出了結合考古證據的空間結構研究法；
72傅申
與 Marilyn Fu 則另外提出重視繪畫品質與外在證據，即材質、墨、顏料、印鑑等
的考察方法。
73總括來看，Max Loehr 的研究太過侷限於母題造型在畫史中的延
續，又忽略墓葬考古中職業畫匠對當時或早期大師的可能風格傳承，因而簡化畫
史的原貌。另外，其研究方式雖著重畫作造型式樣的比對，卻未深入討論不同作
品在「表現」手法(墨染手法、線條特性等)上的差異。 
前人對 Max Loehr 的批評值得引以為戒，而「溪岸圖事件」與《秘藏詮》風
格問題實乃一體兩面，皆源於對早期山水畫的陌生，致使各家所採方法不同而在
判斷上造成出入。然而，藉著探求多重脈絡所呈現的交會點，應能更接近《秘藏
詮》圖像在畫史上的座標位置。
74因此，以下將分別從《秘藏詮》的版刻特性、
母題樣式、線條使用、敘事與山水的搭配關係、空間結構等五個方面，來分析 《秘
藏詮》版畫的風格特色。 
以下論述採「雙軌制」 ：一方面透過可靠的畫作為《秘藏詮》斷代；另外，
並藉由比較《秘藏詮》圖像與相關作品的風格異同，考察唐末至宋初山水畫的流
變與發展，重建十世紀可能的畫風輪廓。畢竟，若不能掌握十世紀山水畫史的發
展情況，則不能將這套版畫放置在恰當的畫史位置中。總之，必須注意 《秘藏詮》
圖像在個別風格脈絡(如母題、線條特性、空間結構等)中，與比它更早、或更晚
畫作表現上的差異，藉此才能突顯這套版畫的畫史位置。並透過比較，亦可釐清
各個風格面向在畫史上的變動與發展情況。(以下所論「秘藏詮」者，若無特別
說明，皆指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秘藏詮版畫」而言。) 
                                                 
72  Wen C. Fong, “Towards a Structural Analysis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rt Journal, vol.28, 
no. 4(1969), pp. 388-397.  中文請見方聞著、羅劉先譯， 〈山水畫結構之分析—國畫斷代問題之
一  〉 ， 《故宮季刊》 ，4 卷 1 期（1969） ，頁 23-30。 
73  Marilyn Fu, Shen Fu, 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 Chinese Painting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 in New York and Princet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9-21. 
74  透過多重脈絡以斷定作品成畫年代與畫史定位的研究範例，可參見賴毓芝， 〈想像異國─傳陳
居中《文姬歸漢圖》研究〉 ， 《故宮學術季刊》 ，第 25 卷 1 期(2007)，頁 15-88。本文使用多重脈
絡的研究方法對筆者啟發良多，是近年對單一作品斷代、畫意、使用脈絡的精采論述，實可做為
研究的參考典範。   35
第一節  《秘藏詮》的版刻特色與唐宋版畫中的山水圖像
75 
由於版畫中所呈現的「視覺效果」─風格，是由繪稿者與刻工合作，經二層
工序所完成的複合產物，因此研究者的首要任務，即在於辨別與釐清何者是畫工
的表現、何者又是刻工的創意。過往對存世《秘藏詮》三個版本多著重於斷代與
版本上的討論，對其版刻特色卻缺乏深入的、全面性的研究。Max Loehr 雖有簡
單論及哈佛本刻工的風格，但其觀察與判斷卻有欠周到。他認為哈佛本第三圖的
刻工相當忠實地保存原畫稿的風貌，再現樹林豐富且茂盛的意象，並詳細地再現
各自樹木的姿態與生長結構。然而，筆者以為第三圖的刻工是哈佛本中最差的一
位，不僅時常誤解畫稿的物體結構，在版刻線條上也是較為粗糙的(請詳見以下
討論)。
76 
前文已指出南禪寺本應是複刻本，因此，以下將透過哈佛本來了解 《秘藏詮》
版畫原初的製作情況與工序手法。作為一套宮廷贊助的版畫作品， 《秘藏詮》到
底呈現哪些版刻表現上的特色？除了就其本身風格的解析外，還需探究不同時代
的版刻作品在呈現「山水」元素的手法與特質，以追索與《秘藏詮》相關的圖像
語彙系統及其在版畫史上的定位。
77以下首先分析哈佛本 《秘藏詮》 的版刻特性，
接著與唐末至宋初、北宋中葉至南宋初，兩階段版畫中的山水圖像相比，以此推
斷《秘藏詮》在風格序列上的可能位置，以考察唐宋版畫中山水圖像的發展，並
推斷《秘藏詮》的可能製作時代。 
                                                 
75  以下關於哈佛本的版刻風格的觀察，部分是在林麗江老師於 2006 所開設之「中國古代版畫史
專題研究」課堂一起討論出來的成果，謹此對眾多一同修課的學姊、學妹們，以及林麗江老師表
達誠摯的謝意。 
76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38.  另一方面，小林宏光與江上綏認為南禪寺本與
哈佛本相較之下，整體是較為舒朗的，而哈佛本的版刻特質則是在於繁密的線條。但是，他們的
論述乃針對南禪寺本為主，因此對哈佛本的鐫刻風格沒有深入的討論。請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19。 
77 Michael  Sullivan 曾指出圖像語彙的整理是研究繪畫史的重要工作，在什麼時候產生或流行了
怎樣的母題形式？什麼是當時繪畫作品中的「慣用語」？哪些母題又延續到了後代為後人所延
用？透過建立一個清楚的圖像語彙系統，研究者才能透徹了解某一時期的時代風格，並且，透過
研究重要的造型元素，我們可探索畫風所受到的影響或日後的演變，請參見 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Landscape Painting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pp.127-143.    36
鐫刻精良的山水圖像─《秘藏詮》的版刻特質 
在哈佛本第一圖的山石表現方面，可看見由右下往左上逐漸隆起的山坡，起
伏平緩、漸次而上【圖 2-1】 。其土坡使用了稍有粗細變化的線條來表現，此作法
與《王處直墓室壁畫》(924)【圖 2-2】 、燕文貴的《江山樓觀圖》(約 1000)【圖
2-3】中的線描相接近。
78三者的土坡都是以柔軟並稍帶有粗細波動的線條完成，
外輪廓較少硬折的角度並具有種綿延的韻律感。與其他三件作品相較，哈佛本第
一圖的線條較長，較少轉折，哈佛本畫稿應是接近王處直墓室壁畫與《江山樓觀
圖》中稍有溼軟的線條，目的是要表現出南方土山鬆軟、潤澤的質感，而這樣的
線性特色被刻工忠實的保存下來。大體來說，本圖的刻工是相當忠實地表現畫稿
原有的樣貌，不管在山石、雲氣、植物等方面都是如此，只不過在雲朵輪廓的某
些起伏部份，會有較堅硬的角度出現，讓人稍微感覺到刀刻過後所留下的痕跡。  
哈佛本第二圖刻工亦善用具粗細變化的線條，以富有轉折的線條突顯山石堅
實的質感與塊面分割。中景兩側的巨大岩塊，由粗厚的線條完成主要的輪廓線，
而次要的塊面分割，則使用較為纖細、短促的線條，整體看來一氣呵成。在遠方
山頂樹叢的部份，刻工大膽地將樹冠的部份直接刻畫連接在一起，使得觀者僅看
到下方一根根的樹幹，上方則是一整條連成帶狀的樹叢 【圖 2-4】 。其原稿的樣貌，
似乎與《明皇幸蜀圖》中遠山上的樹叢接近【圖 3-44c】 ，呈條狀生長在山稜上的
樹叢，沒有明顯的前後交疊與大小變化，隨著山坡的高低而起伏。在此，刻工巧
妙地將樹冠直接刻在一起，其視覺效果適切地表現遠山山頂植物，那種因距離遙
遠，而在模糊彷彿中連成一片的感覺，更接近我們的視覺經驗。在水紋描寫上，
本圖的刻工也交互使用抖動與平直的線條，並以細膩的手法作出疏密聚散，使得
水面看來具有陽光照射後波光粼粼的樣貌。 
總括來看，第二圖刻工的功力是高於第一圖，不僅能忠實再現毛筆所要製造
出的柔軟質感，靈活地運用其智慧製造出恰當的視覺效果，使此圖物象結構更明
確、更具量感。然而，畫面最上端左右平行的裝飾雲紋【圖 2-4】 ，其左右起伏波
動的線條並不流暢，反而有時會出現斷續與參差，線條的粗細變化也無法配合造
                                                 
78
 關於燕文貴相關畫跡與生平之研究，請見嶋田英誠， 〈燕文貴の伝稱作品と、その北宋山水画
史上に占める位置についての一試論〉 ， 《美術史》 ，第 101 期（1976） ，頁 39-58；余輝， 〈北宋
《燕家景》與屈鼎《夏山圖》卷〉 ， 《畫史解疑》 （台北：東大圖書，2000） ，頁 61-66。   37
型上的上下起伏，甚至在直線的部份也顯露出斷續與坑坑疤疤的刀味。不僅如
此，畫面最左上的雲朵【圖 2-5】 ，在造形上與畫面中央的雲朵相比是較拙劣的，
原本是拉長、充滿韻律的雲氣【圖 1-2】 ，在此，即使用較多的線條也無法表現出
相同的效果，給人種僵硬生澀之感。由此，此圖在畫面邊緣或是較不重要的部份，
可能交由次要刻工來負責。是故，整塊版的應不只由一人單獨完成，而較可能有
一主要工匠來領導其於次要工人。 
與第一、第二圖相較之下，哈佛本第三圖刻工的最大問題在於，無法完整地
再現畫稿的物象。首先，第三圖的石塊表現是較為平面的【圖 1-45】 ，缺乏線條
粗細的變化，造成輪廓線與塊面分割線條的不明確、主要與次要結構也不明顯。
另外，第三圖的遠山上出現一排排依附在山頂稜線的帶狀植物，其造型亦相當形
式化【圖 2-6】 ，這可能是刻工自己簡化畫稿的結果。權衡之下，第三圖的刻工算
是四人中較差的一位，他無法抓住物象的特色，在刻板的技術上也較為生硬，甚
至還會誤解畫稿的意思，造成物象結構不清。可是，此圖刻工對於人物表情的呈
現是細膩且忠實的，表達人物間互動時溢於言表的喜悅之情(請見第一章的討
論)，相形之下，與山石稍嫌粗糙的表現有所落差。這反映以下幾種可能：一，
代表刻工在刻畫山石上的功力還不及人物，顯示並非所有刻工都擅長做山水主題
的描寫，亦即，十世紀末山水版刻技巧還未達精巧純熟的階段。二，山水與人物
部分，分別交付不同工匠負責，相較於山水表現，人物由較具功力的刻工負責人
物。三，這種物象表現品質上的巨大差異應是原刻本的特徵，後代的翻刻往往是
將各物象的品質平均化與劣化。 
最後，第四圖的山石是種在三角錐形山體內以接近「ㄑ」或「L」型轉折的
分面線所構成之山石樣貌【圖 1-4】 。這樣的山形因為比較多平直的線條，加以其
線條較缺乏粗細變化，導致山石並不像圖二中那樣富有立體感與量感。即使其塊
面分割與結構比第三圖更為清楚，但過多平行重複且粗細一致的線條，往往給畫
面帶來較呆板的視覺效果。從山石、雲氣、水紋等三部分的表現來看，第四圖雖
然整體予人一種較為呆板、單調的觀感，但未出現太多物象結構上的謬誤，可知
此刻工仍有相當的功力。或許可說，第四圖較為平面化的視覺效果，部份該歸咎
於畫稿的限制，由於此中多描繪三角錐形的山體，其線條本身就是較為平直且多
轉折的「ㄑ」或「L」型，加以刻工的風格，因此造成第四圖較為形式化的圖像。  38
79 
總括來看，哈佛本四件作品應由四位不同的刻工主導完成，在畫面邊緣部分
可能交由次要刻工負責，甚至人物與山石可能也採分工完成。哈佛本刻工大體上
相當尊重原畫稿線條之特質，並展現以版刻線條再現毛筆流動感與質感的企圖
心。可以表現複雜的山體與樹木結構，並注重物象質感的傳達，如柔軟飄動的雲
朵、堅硬銳利的石塊、波光閃閃的水面等；甚至，在人物描繪上還能細膩地表現
高僧與徒弟間的互動之情。他們以高超的技術與經驗推斷製版後的視覺效果，並
盡可能的追求貼近觀看經驗的物象呈現。是故，筆者推測哈佛本《秘藏詮》較有
可能是個原刻本，而非後代翻刻的成品。 
早期版畫中的山水表現 
  《秘藏詮》的版刻線條的可謂直追繪畫中筆描的水準，體現早期版畫中山水
圖樣應以繪畫為「依循標準」的發展過程。然而， 《秘藏詮》的版刻成果並非一
蹴可幾，其版刻特性是如何逐漸發展成熟？在山水表現上呈現出怎樣的時代上、
甚至是宮廷製作的特色呢？《秘藏詮》在版畫發展史上的意義又是甚麼呢？  
現存唐至北宋中葉前的版畫作品相當稀少，幾乎全為考古出土的宗教版畫，
例如敦煌藏經洞發現版畫、
80吳越國的寶篋印陀羅尼經、
81日本清涼寺版畫、
82應
                                                 
79  關於第四圖所呈現出較為平面化的視覺效果， 「不盡然是源於刻工的技巧問題，反之，畫稿也
佔有很重要的決定因素」的看法，是在「議藝：2007 年藝術學領域研究所學生論文發表會」上，由
中央大學何嘉誼同學對筆者文章所提出的建議，筆者在此致謝。 
80  關於敦煌藏經洞發現版畫的研究，請見菊竹淳一， 〈敦煌の仏教版画〉 ， 《佛教藝術》 ，第 101
號(1975)，頁 3-35；大英博物館監修，ロデリツク、ウイツイフイ-ルド編集解說，上野アキ翻
譯，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東京都：講談社，1982)；秋山光和監修、
秋山光和等譯， 《西域美術 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東京：講談社，1994)；Monique Cohen, 
Nathalie Monnet, Impressions de Chi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2), pp. 49-52. 
81  關於吳越國王錢俶與其贊助刊行《寶篋印經》的相關研究請見岡崎讓治， 〈銭弘俶八萬四千塔
考〉 ， 《佛教藝術》 ，第 76 號(1970)，頁 111-125；Sören Edgren, “The Printed Dharani-Sutra of A. D. 
956,”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4(1972), pp.141-152；張秀民， 〈五代吳越國
的印刷〉 ， 《文物》 ， 1978年12期 ， 頁74-76 ； Sören Edgren, 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New York City: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c1984), pp. 50-51；盧錦堂， 〈記雷
峰塔出土 《寶篋印經》 〉 ，收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編輯， 《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 (台
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5)，頁 150-159；林柏亭主編， 《大觀：宋版圖書特展》(台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2006)，頁 192-198。 
82  相關論著請見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上)〉 ， 《美術研究》 ，第 325 號(1983)，頁
25-35；宮次南， 〈中国の仏教版画─仏教說話绘を中心に─〉 ， 收於町田市立国際版画美術館編，
《中国古代版画》(町田市：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88)；荒木計子， 〈奝然将来の宋代木
版画 『文殊像』 について〉 ， 《昭和女子大学文化史研究》 ，第 1 號(1998)，頁 106-121；內田啟一，
〈宋請来版画と密教図像─应現観音図と清涼寺釈迦如像內入版画を中心に─〉 ， 《佛教藝術》 ，  39
縣木塔的遼代版畫、
83山東莘縣木塔中的版畫、與其他零星的出土【表 2-1：北
宋中葉以前存世版畫一覽表】 。
84儘管這些作品沒有時代上的疑慮，但卻過度侷
限在某一地域或時段，若企圖在這些作品間找尋共通性，甚至歸納出一些版畫史
發展的動向與趨勢，誠非易事。小林宏光、江上綏兩人的研究雖已論及許多重要
作品如 《大隨求陀羅尼經》 、 《寶篋印陀羅尼經》 、清涼寺的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靈山變相》 、 《彌勒菩薩像》 、 《金光明經》等，但(可能)出於早期版畫資料太過
零星之故，並未做深入的，具有脈絡性的風格分析。以下將試圖從現有材料中整
理出唐宋版畫的可能發展脈絡，並找尋《秘藏詮》版刻風格的來源與影響的蛛絲
馬跡，藉此釐清其與早期宗教版畫的可能關係，以突顯此套版畫的特殊地位。同
時，也考慮《秘藏詮》最可能的製作時代。 
現存最早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868)【圖 2-7】 ，以大量黑塊表現畫面
右下力士所踏的岩塊，其細部的分面線是用反白的作法，做出塊面分割的結構。
然而，留白的作法畢竟無法像線條般再現複雜的山石結組，石塊因此看來稍嫌平
板。同為藏經洞發現的《大聖毗沙門天王》(947)【圖 2-8】 ，在兩側人物下方出
現駝峰形的土坡，分別使用黑塊中以白點、或反白中加入黑點的「黑白點」手法
表現土坡。後者可大致表現沙丘鬆軟的質感，但是，在黑塊中留下白點的作法就
無法有效表現山石的結構，更不能掌握其物理的質感。空間上，土坡少見前後重
疊，而依賴「上下法堆疊」將山石往畫面上方堆疊，使整體缺乏空間感與山石的
前後層次。或許，畫中土坡意在暗示地面，或僅作為畫面的裝飾，因此不講求細
緻合理的山體表現。但就這兩件作品來說，刻工在再現土石外貌上有著相當的自
由，可視為版畫媒材在山水表現上的摸索階段。 
稍晚雷峰塔所發現的幾件款記 975 年的《寶篋印陀羅尼經》(以下簡稱《寶
篋印經》)，
85亦展現刻工對相同畫稿的多樣詮釋。以哈佛大學美術館藏《寶篋印
                                                                                                                                            
第 254 號(2001)，頁 36-59；長岡隆作， 〈清涼寺釈迦如来像〉 ，收於《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東京都：小學館，1997-2001)，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頁 327-330。 
83  應縣發現遼代文物的相關資料，可參見閻文儒、傅振倫、鄭恩准， 〈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
現遼代珍貴文物〉 ， 《文物》 ，1982 年 6 期，頁 1-8；侯愷、馮鵬生， 〈應縣木塔秘藏遼代美術作品
的探討〉 ， 《文物》 ，1982 年 6 期，頁 29-33；在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 《應縣木塔遼代
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在《應縣木塔遼代秘藏》中收錄了所有應縣佛宮所發現的文
物，有非常清晰且完整的圖版、搭配部份的解說，値得參考。 
84  本表乃據筆者有限知識所完成，並非現存唐至北宋版畫的完整列表，還有待先進後學更多的
補充。 
85  對五代的 《寶篋印陀羅尼經》 的觀察，是哈佛大學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東方部部長 Robert 
Mowry 慷慨提供其館藏之下完成，筆者在此表達感謝之意。   40
經》為例【圖 2-9】 ，
86畫面中山石的出現是因為故事所需要，反應經文「榛草充
遍，覆諸疆礫，狀若土堆」的描述。其土坡僅用簡單輪廓線交代，缺乏前後層次
與量感，尤其是畫面右下只是用幾個半圓弧形堆疊、搭配幾條地線，做出土礫堆
的樣子。然而，卻可使觀者感受到藝術家嘗試製造畫面景深的企圖，透過左半往
右上斜向搭建的房舍、右側佛陀與兩位協侍菩薩的安排方式，其採取由右方逐漸
往左後方重疊、加以前方桌案也做對角線斜向由右下往左上的配置。物象多按照
向心式安排，指向畫面上方中央，即《寶篋印經》所強調的「七寶塔」所在。 
另外，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藏《寶篋印經》 【圖 2-10】 ，其在前景的山坡
上特別使用粗重的線條，表現下方山石側面的厚度，上方則簡單用輪廓線勾勒出
來，突顯物象的層次感。而浙江博物館藏《寶篋印經》 【圖 2-11】在坡腳的部份
使用較粗厚的線條，使得土坡下方稍較具有厚重的感覺；上方坡頂的部份，則用
斷續的線條嘗試模擬土山鬆軟的質感。就此三本《寶篋印經》 ，刻工已有掌握層
次與質感的企圖，但對於山石間的前後和大小關係，則無法兼顧。線條表現上，
不同刻工以各自的手法來呈現山石的質感與層次，顯然在山石描繪上還具有相當
的自由，換個角度來看，亦代表此時的山水描繪似乎還不具有固定的表現手法或
標準。
87 
北宋版刻技術的成熟─《秘藏詮》版畫的製作 
與《秘藏詮》細膩精緻的風格比較之下，前述敦煌及吳越國的版刻作品就相
形失色許多。如今，日本清涼寺發現數件十世紀末的版畫作品，可以幫助提供更
多宋初版畫中山水表現的實例。拿《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版畫(985)為例【圖
2-12】 ，
88在山岳表現上，畫稿左半利用朝著左上運動的山石，約略切割出兩個不
                                                 
86  《寶篋印陀羅尼經》故事由畫面右方往左半展開，故事述說佛陀應大婆羅門無垢妙光到其住
所接受供養，途經豐財園「於彼園中有古朽塔摧壞崩倒，荊棘所沒，榛草充遍，覆諸疆礫，狀若
土堆。」當佛走向朽塔，塔突然大放光明，原來這個土聚是為七寶塔，只是眾人過路不識罷了。
相關故事內容見盧錦堂， 〈記雷峰塔出土《寶篋印經》 〉 ，頁 150-159。 
87 《寶篋印經》 流傳廣泛，乃因 1924 年塔身倒塌，在斷磚內發現許多高 5.8、長 208.5 公分的 《寶
篋印經》 。數量之多，或反映經卷卷首刊記「造此經八萬四千卷」的記載。現據知至少有五種刻
本並藏於世界各大博物館，請見盧錦堂， 〈記雷峰塔出土《寶篋印經》 〉 ，頁 154-155；林柏亭主
編， 《大觀：宋版圖書特展》 ，頁 192-198。 
88  此作特別之處在於人物旁多了小字榜題，標明人物的身份。榜題的作用應是提示人物身份，
而這對不熟識經文讀者來說相當重要。相較於咸通九年的《金剛經》 ，此作並不強調畫面繁複細
緻的裝飾效果，反而出現許多榜題，加以其人物造型與版刻品質的是略遜於前者，或可推論這是
當時民間所流通的版畫作品，著重在經文故事的清楚呈現。   41
同的場景，即舍衛大城與祇樹給孤獨園，並在畫面下方左右二角描繪有土坡。整
體來看，其線條依舊是簡略，而不能劃分出山石前後的層次。但在山岳造型表現
上，已日趨豐富。從畫面中央偏左開始逐一往左下，分別出現具有方折線條的岩
塊、利用柔軟滑順線條做出的土山、與以平緩、簡約線條塑形而成的土坡。同一
畫面中使用三種不同的線條來表現不同質感的山體，這是過往不曾發現的作例，
表示畫家與刻工們已開始注意到自然界不同造型與質感的地質，可見宋代的自然
主義精神潛藏其中。 
約完成於十世紀末的《靈山變相圖》 【圖 2-13】上半部描寫隆起並往後延伸
的山脈，並圈圍出一個口袋空間，將中央的佛說法的場景包圍其中。其線描概念
與哈佛本第四圖相當接近，利用均勻的、一層層不平行的線條，重複堆疊出山體
的層次，並在主要的輪廓線中，加以許多「ㄑ」型的細短線條來做細部塊面的分
割。另外一件屬名宋太宗畫院待詔高文進畫、越州僧知禮所雕的《彌勒菩薩像》
(984)【圖 2-14】 ，其下方岩石臺座的塊面分割概念，也與《秘藏詮》相近。使用
硬折的線條描繪出石塊大大小小的不同塊面，內部又用細小的短線切割，使得整
體層次感豐富且分明。整體看來，除《金剛經》版畫的山岳表現略遜一籌外， 《彌
勒菩薩像》與《靈山變相圖》的版刻品質與《秘藏詮》相當接近：線條皆是明快
簡鍊且具造型變化的，尤其人物一氣呵成的衣紋可與哈佛本第二圖的雲紋相比
擬。因此，從版刻品質來看，或可推測御製的《秘藏詮》版畫、 《彌勒菩薩像》
與《靈山變像》等，可能代表當時版刻的最高水平。 
若要精準推斷《秘藏詮》時代，款記大宋端拱元年(988)的《金光明經》版
畫【圖 2-15】就成不可或缺的關鍵品。
89此圖畫工利用粗厚、多轉折的線條刻畫
出山石造形。並利用斜向的山石、雲氣、欄杆與流過畫面左側的溪流，在畫面上
切割出三個區塊，分別是右半部的佛說法圖，畫面上半部六位跪地禮拜的僧人，
以及溪流對岸的高僧說法等三個部份。這種劃分畫面區塊的作法，與《秘藏詮》
有相通之處，皆有突顯人物活動的功能。畫面右下佛說法的部份，利用向左開口
的弧形山體加以寶蓋、聖樹，搭配畫面中央偏左的山石，其往右上傾斜的動勢，
巧妙的圍繞出一個空間單元(space cell)，
90並烘托主角的所在，而此構圖手法也
                                                 
89  蘇州博物館、江陰縣文化館， 〈江陰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 ， 《文物》 ，1982 年 12 期，
頁 28-35。 
90 “Space  Cell”首先為 Ludwig Bachhofer 使用，請見其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Art (New York: 
Pantheon, 1946), pp. 94-97.參見於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2), pp.116, note 4.   42
常在《秘藏詮》圖像中發現(相關討論請見本文第三章，筆者所分 A 組圖像)。更
重要的是， 《金光明經》與《秘藏詮》相同，已能創造出一個自然的空間，在流
水區隔出的畫面右半，透過斜向擺設的桌案、地毯、甚至是跪地的人物排列，都
是逐一由右下往左上去，暗示了相當的空間深度。最後，在細節母題樣式上， 《金
光明經》山石上隨機分布的苔點、大量的雲氣、密集的水紋、地表滿佈裝飾花草
(沿著山石側面長出、以及地線上生長的植物)、天空還填滿平行橫向的裝飾雲紋
(或線條)等，都與《秘藏詮》圖像相當接近【圖 2-16】 ，二者都體現一種繁密的
裝飾美感。 
由現存圖像證據來看，或可推測在《秘藏詮》版畫之前，版刻媒材表現山體
的手法還未固定，並具有較多的彈性與自由。而與《秘藏詮》時代接近的清涼寺
版畫，其簡鍊、精到的線條加以宮廷畫家高文進之名的背書，可能代表當時版刻
的最高水平。另外，具有類似山石、母題表現和裝飾特性的《金光明經》版畫與
清涼寺《彌勒菩薩》 、 《靈山變相》版畫，有助於斷定《秘藏詮》版畫的製作年代
接近十世紀末，另外，亦證明此時版畫中的山水圖像已漸趨成熟。但若拿《金光
明經》和同為御製的《寶篋印經》與《秘藏詮》相比，則可見前者的線條品質與
物象結構明顯略遜一籌，也再次突顯《御製秘藏詮》的版刻成就，昭告世人北宋
官版鐫刻所達到的精良品質。 
北宋中葉至南宋的宗教版畫 
  即使《秘藏詮》與其他清涼寺藏作品，展現十世紀末版畫對山水圖像的細膩
刻畫，且山水在畫面所扮演的重要性也大幅躍升，然而，這樣的傳統是否延續至
後代版畫作品？山水元素是否自此佔據更多的 「版面」 而受到重視呢？ 《秘藏詮》
採用大量山水元素搭配人物敘事的手法，又與南北宋的版畫有甚麼關聯？以下透
過比較 《秘藏詮》 與晚期版刻圖像的差異，試著討論此套版畫在版畫史上的定位，
以及其可能的風格來源。 
約刊刻於十一世紀前半的幾件應縣木塔遼代《妙法蓮華經》版畫，
91畫面安
排以佛說法圖為主佔據畫面約 1/2，另一半則是人物故事與山水場景。這幾件作
                                                 
91  刊刻的時代與內容介紹 ， 請見周心慧 ， 《中國古代佛教版畫集(冊一)》 (北京 ： 學苑出版社 ， 1998)，
頁 31-33；國家文物局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築保護研究所、山西省雁北地區文物
工作站、山西省應縣木塔文物保管所， 〈山西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發現遼代珍貴文物〉 ， 《文物》 ，1982
年 6 期，頁 4。   43
品多不約而同地描繪了遠方的地平面，似乎嘗試著做出空間透視的效果。以《妙
法蓮華經》 第三 【圖 2-17】 為例，透過雲氣、隆起的山脈切割出右半的佛說法圖。
左半則描繪一大宅院，藉其圍牆內外分別表現〈窮子喻〉和〈藥草喻〉等兩則經
典故事。透過華舍斜向、高大的圍牆暗示空間深入，並在其後方有一大片水域與
遠景山峰，坡岸是由右側逐漸往左後方堆疊，給人一種空間深入之感。 
  另外， 《妙法蓮華經》第四也有相類似的構圖【圖 2-18】 ，畫面右半依舊是佛
說法的場景，透過人物向背與山石區隔出與左半〈化城喻品〉的故事。畫面左下
方有著一位頭戴冠、身著長袍、高舉右手遙指畫面遠處的人物，透過其暗示，觀
者視線自然被導向遠方大城，旁邊並有榜題「化作大城墎庄嚴諸舍宅周邊有園林
男女皆□偽」 。然仔細分析，左下還有潺潺流向城池的溪水，溪流盡頭有著參天
峭壁，峰巒背後才是城墎所在。而畫面中央描寫大片水域與遠方山景，透過往畫
面深處而去的透視感，將畫面左右切割開來，劃分出左右不同的故事場景。 
  發現於山東莘縣佛塔紀年 1060-69 之間的《妙法蓮華經》版畫，
92也展現將
經文故事再現於三度空間中的企圖心。這四件作品皆使用相似的構圖 【圖 2-19】 ，
右半為說法圖，左半是寬廣的地平面，其上描繪有各品故事，畫面上方則是一片
水域。以《妙法蓮華經》卷四(1060)為例，地表有許多左右平行的地線，其上畫
有花草植物，用以暗示地平面的存在，表現層層向後延伸的空間。 
  在此之後，南北宋之交還有多件《妙法蓮華經》版畫留存，然而多依循北宋
規制，以說法圖搭配人物故事的場景，沒有太大變化。如何將看似不具明確時間
點、地點的說法圖安插在觀眾可以接受的畫面空間之中，甚至是他們熟悉的生活
場景之中，可能才是藝術家最關心的一環。從現存的幾件作品來看，十一世紀以
後的版畫(大部份是《妙法蓮華經》)多試圖將經品內容描繪入一真實的空間中，
因而使用地線、花草、流水、山峰、雲氣、建築物等等方法來暗示和區隔畫面空
間，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說服觀眾進入一個合理的視覺幻象之中。 
以上檢視現存的北宋宗教版畫，其共通特性在於描繪重心始終在人物身上，
山水所扮演的只是陪襯的「綠葉」一角，往往具有強烈的功能性。例如，暗示畫
面空間、裝飾與分割畫面、或對應敘事的需求等。 《秘藏詮》所採用大量山水入
畫並搭配人物敘事的作法，似為曇花一現，並未對後代版畫產生重要的影響。須
強調的是， 《秘藏詮》中多達五十件圖像所表現出的山水面貌，是非常多元且豐
                                                 
92  山東省博物館、崔巍， 〈山東省莘縣宋塔出土北宋佛經〉 ， 《文物》 ，1982 年 12 期，頁 39-42。   44
富的。就現有版畫材料中的山水表現來看， 《秘藏詮》不太可能從版畫史脈絡中
取得足夠的「養分」 ，因此，可推想此套版畫很有可能從其他方面─當時的山水
畫中，學習了大量的圖像元素。 
  
總括來看， 《秘藏詮》流暢細膩的線條直追繪畫作品，這容許下文直接將其
與繪畫作品作風格上的比較，而不需擔心繪畫與版刻之間媒材差異所造成風格上
的斷層。更重要的是， 《秘藏詮》的風格特性是接近 988 年的《金光明經版畫》 ，
以及十世紀末的清涼寺版畫《靈山變相》和《彌勒說法圖》 ，顯示此套版畫的製
作時間應該接近十世紀末。而哈佛本精良版刻品質則宣告在中國版畫史上「山水
版畫」的生成，
93代表至遲於十世紀末，刻工已能熟稔地再現山水圖樣且絲毫不
遜於繪畫作品。而此卓越的創造力與品質，應來自宋初內府雄厚財力與精良刻工
的配合，反映當時宮廷版刻事業的高超水準，無怪乎此後難有類似品質的作例留
存。然而，這畢竟是透過版刻角度所得出的斷代與風格特性，以下還需考慮此套
版畫中有異於既有版刻圖像之處，再透過更多角度的考察來斷定這套版畫的時代
與風格特性。  
《秘藏詮》版畫風格之形成，有一部分可能是繼承版畫既有的圖像語彙，例
如地表裝飾的花草和天空橫向的裝飾雲紋。但是，現存宗教版畫中貧乏的山水圖
像，多採人物為主、山水為輔的作法，較難以是《秘藏詮》豐富山水圖像的風格
來源。那麼， 《秘藏詮》多種多樣的山水風貌到底源於何處？我們該如何解釋此
套版畫中，人物活動與山水圖像的搭配關係呢？此時，或可轉向版畫作品的另一
重要的風格來源─繪畫作品，以尋找《秘藏詮》的圖像淵源。畢竟，版畫還是翻
刻自畫家畫稿，版畫雖有其自屬的版畫圖像傳統，直接吸取繪畫之精華或許是最
快速且經濟的好辦法。 
第二節《秘藏詮》母題樣式及表現手法的時代風格 
                                                 
93  此一稱呼首見於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30。筆者亦認同
此論點， 《秘藏詮》版畫無論是山石結構、質感、造型上的成熟與多元表現、空間安排、與山水
所佔之比例等是更勝過往所有作品，代表中國山水版畫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作為中國第一套「山
水版畫」 ， 《御製秘藏詮》可謂當之無愧。   45
前文曾批評 Max Loehr 過度專注於母題造型上的相似性，卻忽略對相同母題
的不同表現手法往往才是斷代的關鍵。換言之，不同時代的畫家會使用不同手法
來表現相同的物象，必須了解不同時代的描繪慣例後，才可能可靠地斷定圖像的
製作年代。
94下文將分析《秘藏詮》母題造型是如何被表現，考察類同母題在較
早、較晚畫跡中描繪上的異同，而非侷限於外觀造型上的相似而已。透過《秘藏
詮》所通用而具有時代標的性的式樣，探討其「母題」與其「表現手法」 ，以釐
清此套作品的畫風樣貌─與哪類作品相關？特性為何？並進一步推斷其成畫時
代。 
坡腳的短線 
  在哈佛本各圖像中，坡腳多以細短的線條來表現土坡的層次，這些線條出現
在坡腳的三角形內，平行於主要的輪廓線以表現其側面的分割【圖 1-39、1-47、
2-1b】 。而這樣的作法在王處直墓室壁畫(924)【圖 2-2】 、敦煌佛幡《法華經普門
品變相圖》(十世紀中後期)【圖 2-20】 、敦煌《觀音經冊畫稿》(九世紀末至十世
紀初)【圖 2-21】 、和五代的平順大雲寺壁畫都可發現。尤其， 《秘藏詮》線條使
用的手法，是與敦煌發現的 《觀音經冊》 畫稿相近。這個以白描線條為主的畫稿，
單純以長短、粗細線描再現物象的結構，亦運用於細短的線條劃分山石前後的層
次關係。這樣的作法主要是伴隨著線條表現力的逐漸成熟，尤其是在設色簡淡、
線條為主的畫作上特別明顯。相較之下， 《江行初雪》這類青綠設色之作，則是
用色彩來描繪坡腳的厚度與層次。事實上，在主要輪廓線內加以細部的線條分
割，也是為了達到增加物象層次感的目的。由如今眾多的畫例，並考慮到北宋山
水畫中已不見此作法，因此，可推測以短線描寫坡腳層次的作法應流行於十世紀
畫壇。 
「向下」覆蓋的草叢 
                                                 
94  這是中國藝術史學界慣用的鑑定原則，根據高居翰「在某一特定的時代，並不是每種畫風都
有可能(出現)」 ，以及方聞「當後代臨仿者在摹製古代畫作時，往往會製造出形式關係上、空間
結構上更接近其時代的作品」 ，研究者得以透過風格分析區分出早晚時代不同，但造型相當接近
的作品。請詳見 James Cahill, “The Case Against Riverbank: An Indictment in Fourteen Counts,” pp. 
16；Wen C. Fong, “Riverbank: From Connoisseurship to Art History,” pp. 265.   46
  通觀《秘藏詮》圖像，其中有些草叢的生長方式相當特別，多是「向下」覆
蓋【圖 1-47、1-53】 ，或像被黏貼在土坡上方似的，而不同於其他「向上」生長
的雜草般自然，尤以哈佛本第二與第四圖特別明顯。有趣的是，此作法在《江行
初雪》 、 《明皇幸蜀圖》中也有出現。尤其是《江行初雪》 ，只要是在染有石青的
土坡底層，多描繪有向下覆蓋的雜草【圖 2-22】 。雜草像是被拔起、或失了根似
地被左右橫向地散佈在土坡上。另外，在《明皇幸蜀圖》中的作法稍有不同，傾
倒的草叢僅出現在樹木根部，並未完全覆蓋石綠所渲染的部份，看去好像是鬆軟
的稻草平鋪在地上一般【圖 2-23】 。由此，將草叢描繪於青綠顏色下層，可能是
設色山水擅用的描繪技法。若不仔細觀察是很難發現的，在某種程度或許可以增
添山體的厚度與量感。而這種以隱微的方式來增添山岳實體感作法，還可在《明
皇幸蜀圖》的山石發現相近的例子，此畫山石上所出現的細小橫向的皴線也幾乎
難以觀察，卻同樣具有賦予石塊質感的效果。
95由此可知，早期青綠山水畫中擁
有多變且細緻的技巧，在漫長歷史洪流的挑戰下多已銷聲匿跡，於後代畫跡中未
曾再見到的。 
或可推知《秘藏詮》許多圖像原為設色的稿本，由於版刻媒材的限制，未能
有色彩的呈現。但是，仍可見到當時畫工以他們孰悉的青綠設色風格創稿，但因
畫稿不能上色，所以畫面只剩下線條與母題。於是，這種向下覆蓋的草叢可能是
畫工創作時，不知不覺中所保留下來的特殊圖樣。而這些特屬於著色山水畫的特
殊樣式，在北宋以後逐漸消失在畫壇之中，如今僅能夠過《秘藏詮》反向推測其
原本的可能樣貌。 
山石上的黑點 
  在眾多《秘藏詮》圖像中可見到一粒粒黑點分佈在岩塊上，這些狀似苔點的
黑色小點，分佈在山石輪廓線的中間，呈現一排排狀的聚散形態。在哈佛本第二
圖中【圖 1-2、2-16】 ，黑點平均地散佈在劃分山體的兩條輪廓線之間，明顯不同
於後代點苔成群地出現在岩縫的空隙，或群聚於山頂上端的作法。現存可靠的畫
跡中，喬仲常的《後赤壁賦圖》(十二世紀初)【圖 2-25】與趙令穰的《湖莊清夏》
                                                 
95  關於 《明皇幸蜀圖》 山石描繪與皴線的討論，可見 Lin-ts'an Li, “A Study of the Masterpiece T'ang 
Ming-Huang's Journey to Shu,” Ars Orientalis, vol. IV (1961), pp. 315-321; James Cahill, “Some 
Rocks in Early Chinese Painting,”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vol. XVI(1962), pp. 
77-87.   47
(1100)【圖 2-24】 ，可能是最早繪有苔點的畫卷，但其點苔的手法似已固定，大
致以毛筆沾上濃墨，輕巧地以中鋒筆沿著山頂稜線點上黑點作出上尖下寬的水滴
型，模仿遠方山頂樹叢的作法。另外一種稍晚的作法，是模擬生長於岩縫間、地
表裂縫等潮濕處的苔藓，此類畫法可舉明代的沈周的作品為代表。
96 
然而， 《秘藏詮》中苔點呈排狀的分佈在山石塊面之間，而非聚集在山頂或
岩縫的作法，明顯地還未形式化或規則化。然而，與唐代章懷、懿德、節愍太子
等 706-710 年之間的墓室壁畫相比【圖 2-26】 ，其黑點的作法似乎又太過隨機散
佈，
97而不類《秘藏詮》版畫。筆者以為，這樣的作法或與《明皇幸蜀圖》中，
山石表面細小的皴紋的表現相近【圖 3-42a】 。這些短線是以筆尖，採左右橫向逐
一畫出，大致呈現由上而下的排列狀。重點在於這樣的皴法出現於山石兩側輪廓
線的中間，這與《秘藏詮》的作法相當接近。或許，哈佛本中的小黑點就是畫工
保留著色畫作中細皴後的產物，因此外形上雖不盡相同，但上下排列與出現的位
置卻與《明皇幸蜀圖》相當接近。 
雲氣與水紋 
  《秘藏詮》的雲氣圖樣與現存唐、五代的早期畫跡中，雲朵多用線條表現，
而未見墨染的作法相近。尤其和唐代懿德太子墓室(706)壁畫，雲氣的樣式造型
相似【圖 2-27】 。值得注意的是， 《秘藏詮》出現大量雲氣於山腳、樹背、和近中
遠各景之間的畫法習慣很可能與唐人山水有關，蘇軾〈又跋漢傑畫山〉中寫道：  
 
唐人王摩詰、李思訓之流畫山川峰麓，自成變態。雖蕭然有出塵之姿，然頗
以雲霧間之，作浮雲杳靄與孤鴻落照、滅末於江天之外，舉世宗之，而唐人
之典型盡矣。近歲惟范寬稍存古法、然微有俗氣。
98 
 
由是可知，唐人畫山水亦多做雲氣於峰巒之間，以暗示空間距離的關係，而此畫
                                                 
96  關於中國畫中點苔的相關研究，請參見李霖燦， 〈中國山水畫上苔點之研究〉 ， 《故宮季刊》 ，9
卷 4 期（1975） ，頁 25-46。 
97  學者李星明應是首位觀察到唐墓壁畫中山石上出現了苔點的表現，相關討論請見李星明， 《唐
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328、330。 
98  蘇軾， 《東坡題跋》卷五，收入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冊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2)，頁 638。   48
法可謂唐代山水之典範。若對照今日正倉院的 《龍池圖》 密陀繪盆(約八世紀) 【圖
2-28】 、以及蘇芳染金銀山水繪箱(約八世紀)【圖 2-29】 ，多有大量雲氣盤繞於山
谷樹叢之間，而傳為展子虔《遊春圖》 、傳唐人《明皇幸蜀圖》 【圖 3-42】亦是如
此。勾雲的作法到宋代中期以後逐漸成為復古畫風的重要元素，類似手法可見於
王詵(約 1048-1104)的《煙江疊嶂圖》 【圖 2-30】 、
99大都會《仙山圖》 【圖 2-52】
等。由山麓間皆滿佈雲朵的作法可知，此當與唐代著色山水傳統相關。 
 
另一方面， 《秘藏詮》中以水線填滿畫面的作法與其他五代畫作相近，如趙
幹的《江行初雪》 【圖 2-22】 、五代棲霞寺佛塔的《佛傳圖》 【圖 2-31】等，都以
繁密的水紋佈滿整個水面。然仔細來看， 《秘藏詮》是以細長波動的線條搭配直
線完成，稍不同於《江行初雪》與棲霞寺佛塔《佛傳圖》是使用具有「 」轉
折，或網狀交織而成的水面。相形之下， 《江行初雪》水域給人更為繁密的感覺，
或許比較接近張彥遠所說古典山水畫「水不容泛」的樣貌。
100而《秘藏詮》版畫
的作法應該更接近傳為董源的《寒林重汀圖》畫面上方遠景，
101使用墨筆畫出波
折抖動的線條相近，可以表現出遠方水域疏朗和緩的波動。 
地表的花草 
在《秘藏詮》大部分的圖像中，地表上描繪許多小花、小草，這些植物的造
                                                 
99  關於王詵 《煙江疊嶂圖》 的研究可見徐邦達， 〈王詵水墨 《煙江疊嶂圖》 考辨〉 ， 《中國畫研究》 ，
第 2 期（1982） ，頁 296-303；徐邦達， 〈王詵〉 ， 《古書畫偽訛考辨》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84） ，頁 213-216；河野道房， 〈王詵について─二畫風並存の問題〉 ， 《東方學報》(京都)，第
62期(1990)， 頁345-371 ； Richard M. Barnhart, “Three Song Landscape Painting,” Orientations, vol. 29, 
no. 2(1998), pp. 54-61；Alfreda Murck, “Su Shih and Wang Shen: Misty River, Layered Peaks,” Poetry 
and Painting in Song China: 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0), pp. 126-156；竹浪遠， 〈王詵「煙江畳嶂図」について--上海
博物館所蔵・着色本、水墨本を中心に〉 ， 《澄懷》 ，第二號(2001)，頁 11-34；廖堯震， 〈王詵青
綠本《煙江疊嶂圖》和《漁村小雪圖》研究〉(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100  張彥遠， 〈論畫山水樹石〉 ， 《歷代名畫記》卷一，收於于安瀾編， 《畫史叢書》(台北：文史哲
出版社，1974)，頁 16。 
101  相關研究請參見米澤嘉圃， 〈傳董源筆  寒林重汀〉 ，收入《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下)》 ，頁
263-264(原文 1967)；入矢義高， 〈董源‧巨然の周邊〉 ， 《文人畫粹編中國篇 4－董源、巨然》 （東
京：中央公論社，1985） ，頁 103-109；藤田伸也， 〈寒林重汀図〉(圖版解說)《大和文華》 ，第 86
號(1992)，頁 56；竹浪遠， 〈(傳)董源「寒林重汀図」の觀察と基礎的考察(上)〉 ， 《古文化研究》 ，
第三號(2004)，頁 57-106；傅申， 〈對日本所藏數點五代及北宋書畫之私見─《寒林重汀》 、 《喬
松平遠》 、高桐院山水對幅、蔡京題胡舜臣畫〉 ，收入王耀庭主編《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177-213。   49
型與種類眾多並大量地出現在地面各處，其生長未有固定的方向或規律可循，並
不沿著岩石或山腳下的縫隙、亦不沿著河岸邊生長。仔細觀察，這些小花草是被
平均分布在地表的空白處，除道路、橋樑等人物走動之處外，幾乎是無所不在地
佈滿畫面空白之處，饒富有裝飾概念。筆者以為， 《秘藏詮》中使用花草裝飾地
面的作法，應是承繼於唐代以來對器物與繪畫的裝飾概念。今天眾多的唐代銀器
【圖 2-33】 、 《金銀平文琴》(723)【圖 2-34】等，皆在空白處點綴小花小草，體
現出富麗繽紛的效果。然這樣的作法卻不見於宋代中葉後的畫作，後代作品最多
在土坡邊緣或樹木底部適當的描繪小草，不像早期花草滿地遍佈；並且，植物的
種類也簡化為草叢，不像早期畫作描繪多種不同的植物，甚至還可按其外形辨別
出花草品種。 
以小花小草點綴地表的作法可能接近張彥遠所說早期山水「率皆附以樹石，
映帶其地」
102，也就是說使用植物裝飾畫面的同時，並以此暗示地平面存在的特
色。將葉茂台遼墓出土的《竹雀雙兔圖》 【圖 2-35】與《秘藏詮》比較，可進一
步提供斷代上的例證。首先， 《竹雀雙兔》(約 980)中的植物整體上也是遍佈整個
地平面的，最特別的是在草叢的根部多畫有一條淡淡的墨線，以暗示地平面的存
在。此法近南禪寺 5-5【圖 2-36】 ，左半側草叢規矩地生長在左右平行的地線上，
一排排的並列生長的樣貌。只是《竹雀雙兔》的對稱性構圖，使其物象描寫更為
概念化、裝飾化，其地面的花朵(除了位於中央的之外)，幾乎都是左右對稱，而
且草叢也平均地分布在地面上，缺乏聚散的安排。相形之下， 《秘藏詮》5-5 中小
草雖然也生長於地線上，卻更自然地分布在地平面上而非平均或對稱地生長，並
且，還描繪一層又一層向畫面深處退去的地線，以此暗示地平面不斷往後退的深
入效果。由此來看， 《秘藏詮》的圖繪概念與《竹雀雙兔》關係密切，可推測其
製作時間應是接近十世紀末。 
 
《秘藏詮》 中許多的母題造型與表現方式接近唐代著色山水的畫法 ， 並與 《明
皇幸蜀圖》關係密切。這些式樣與作法雖部分延續到宋代，卻多不見於十一世紀
中葉以後的水墨山水畫作，顯示《秘藏詮》圖像的母題表現多延續唐代以來的著
色山水傳統，並與十世紀的山水畫風最為相關，代表山水畫由唐入宋的一個過渡
階段。 
                                                 
102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卷一，頁 16。   50
第三節《秘藏詮》與唐代山水的「鐵線描著色畫風」 
  前文透過版刻特性、母題樣式的角度，推斷《秘藏詮》可能與《明皇幸蜀圖》
這類著色山水關係密切，成畫年代最接近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然而，此判斷
還須透過完整風格脈絡的考察與驗證。以下要將《秘藏詮》圖像視為一個整體，
試圖找出《秘藏詮》的主要畫風，並考察此畫風的表現內容與特點、此風格來源
與發展情況。如此，才可能深入了解《秘藏詮》風格特色與製作年代，並將其安
插至恰當的風格序列中。 
《秘藏詮》是為一套透過刻工表現畫稿後大量印刷的版畫，畫面可供討論的
僅有線條及其各種母題式樣，因此，下文將專注於唐至宋初畫家使用線條再現物
象的手法。此段期間，正是中國畫家們追求設色與水墨畫法之平衡的時代，新興
的水墨畫法帶給傳統青綠設色畫派相當的衝擊與挑戰，並給予畫家們更多創作上
的選擇與可能性。概括而論，這時的山水畫還未發展出系統式的皴法觀念，藝術
家們多使用隨機性、不規則式的筆描，搭配上色彩或墨染來再現山體的質感。但
是，此時的畫風特色到底為何？不同區域、時代、畫家之間的畫法是否有著顯著
差異？再者，該如何精確地考察這段期間筆法的特質與發展呢？ 
清人奚岡曾針對山石用筆說道： 「重勾一遍，謂之輪郭，輪郭之內縷縷分者
謂之石文，石文之後然後加皴。」
103以線描再現山體的步驟有三：輪廓、石文(分
面線)、皴擦，畫家藉此逐一刻畫各樣造型與質感的山石。於是，藉由考察線描
疏密、濃淡、粗細、長短等表現上的不同，再注意其於塑形的輪廓、分面、皴染
的手法，或可分析《秘藏詮》的線性特質。此外，也應注意歷來畫作中，線條與
色彩是如何搭配，若能細究二者的「合作關係」則更能釐清畫家創作的時代與背
景。因為《秘藏詮》是套版畫作品，畫面僅有線條、沒有墨染與設色的表現。是
故，以下首先透過對《秘藏詮》線條特質的考察，歸納出其畫風特性。接著，按
照時序，分為四個階段：隋唐、中晚唐、五代至宋初、南北宋之交，逐一追索此
畫風的淵源與發展情況，討論《秘藏詮》在此畫風脈絡中最可能的風格位置。 
                                                 
103  請參見清奚岡， 〈樹木山石畫法冊〉 。引自於古原宏伸， 〈唐人「明皇幸蜀圖」 〉 ， 《奈良大學紀
要》 ，第 23 號(1995)，註 20，頁 181。   51
「鐵線描著色畫風」─唐代山水畫的主流
104 
前文已指出《秘藏詮》與《明皇幸蜀圖》(以下簡稱《明圖》)的畫風接近，
然而，該如何具體描述《明圖》的畫風？還有哪些作品是與此類畫風相關？竹浪
遠注意到《秘藏詮》與《明圖》的筆線性質，類同於懿德太子墓室壁畫上的山岳
圖像。
105也就是說， 《秘藏詮》剛硬強健的線性特質應繼承唐代強調筆描能力的
傳統而來，可說是種「利用粗厚的鐵線描來勾勒山石輪廓，搭配色彩施染而沒有
規律性皴擦」的畫法。 
筆者同意竹浪遠的觀點，以為 《秘藏詮》 的線描能力確實相當傑出，並與 《明
圖》 、唐墓壁畫的表現接近。以哈佛本第二圖為例【圖 1-2】 ，畫面中央左側的山
體結構極為複雜，首先，畫家以右側平直的外輪廓劃分出主要結構；接著，畫家
以較長的輪廓線描繪外側結構，越往山體中央，物象結構與塊面分割越趨繁複
時，則轉為使用更為細短、轉折的線條。並透過樹木草叢的生長、向下垂掛的蕨
類，暗示塊面的不同方向。相形之下，畫面左下隆起的土丘，畫家則改用綿長起
伏的輪廓線，表現不同山體的質感。由此可見， 《秘藏詮》的線條不僅可再現繁
複的山體結構，並能描繪不同山石質感。於此，以下要尋找與《秘藏詮》版畫、
《明皇幸蜀圖》 、唐墓壁畫風格相關之作，以重建此畫風的完整脈絡，藉此斷定
《秘藏詮》的畫史座標。 
 
考察今日留存的唐代繪畫作品，如敦煌壁畫、絹帛畫、墓室壁畫、器物裝飾
繪等，線描與色彩的搭配方式約略可分為以線條為主、設色為輔，和設色為重、
線條為輔兩類。以設色為主的畫風盛行敦煌石窟壁畫，多以淡墨線勾勒主要輪廓
後施以厚重的礦物性顏料，廣為流行於六朝至五代間的石窟壁畫上。
106然而，重
視以色彩厚塗山體造型的技法外觀上往往較為單調，而以饅頭形或尖錐形的山體
                                                 
104  一般來說，學界中「鐵線描」多指畫家描寫人物衣紋所使用的粗厚筆描，學者竹浪遠首先將
「鐵線描」 用以描述山石的外輪廓線，本文以下論述行文亦參考竹浪遠之用語。請見竹浪遠， 〈 「明
皇幸蜀圖」(大和文華館本)の圖樣と描法について─故宮博物院本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 《大和
文華》 ，第 116 號(2007)，頁 17 
105  竹浪遠， 〈 「明皇幸蜀圖」(大和文華館本)の圖樣と描法について〉 ，頁 17。 
106 Teh-yu  Wang 認為，敦煌重設色的山水表現有著相當的宗教性意義，可能是為了配合佛經敘
述多彩繽紛的天堂景象而產生。然而，此論有欠更客觀的證據，在出現更完善的論證前，僅能當
作有此一說。請見 Teh-yu Wang,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in Autumn Colors by Zhao Boju and 
associated attributions,” 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1991, pp.101-125.   52
為主。
107另一類畫風乃前述之唐代墓葬壁畫，較強調線條的表現能力，而色彩則
扮演輔助的角色，能夠表現複雜的山岳結構與石塊細部的分割。相較於敦煌與中
唐後興起的潑墨山水，此類強調筆力的著色畫法可被稱為唐代山水中的「鐵線描
畫風」 。
108對於山水線描力感的重視，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得相當清
楚，他對引領「山水之變」
109的李思訓有「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的評語，
110而對吳道子的山水也有「天付勁毫」的敘述。
111這代表當時領導畫壇李思訓、
吳道子的山水畫風，應是注重輪廓線有著曲鐵盤絲般力道與彈性的筆性。還需注
意的是，根據許多考古出土、正倉院繪作、以及許多唐代山水畫詩文可知，這類
畫作當是結合青綠等礦物顏料的著色畫風。
112 
然而，前人雖已注意到《秘藏詮》線條特性與唐代鐵線描傳統的可能關係，
但對此畫風還欠缺脈絡性的論述：鐵線描法的特色到底是什麼？線條、墨色、色
彩三者間的相互搭配關係為何？不同時代或區域間筆描能力的發展與變化又有
甚麼異同？再者， 《秘藏詮》與唐代墓室壁畫、故宮本《明皇幸蜀圖》三者間的
風格關係又是什麼呢？甚至，此畫風的發展、成熟、轉變、式微之過程又呈現怎
樣的發展情況？  
隋唐間「鐵線描著色畫風」的畫例 
此類「利用粗厚的鐵線描來勾勒山石輪廓，搭配色彩施染而沒有固定皴擦」
的畫法，最早可舉隋代敦煌 276 窟壁畫為例。此窟南壁《菩薩說法圖》背後山石
上，可發現使用硬直、粗重的線條並搭配上些許赭色暈染的作法【圖 2-37】 。其
                                                 
107  關於敦煌山水壁畫畫法的研究，請見秋山光和， 〈唐代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表現〉 ，收於《中國
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195-209；趙聲良， 《敦煌壁畫風景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5)。 
108  島田修二郎則將這類重視筆線表現力的畫風，拿來與中唐興起潑墨式的 「逸品畫風」 做對比，
稱之為唐代的「正統畫風」 。然而， 「正統」二字畢竟具有相當的價值判斷在內。雖然同指唐代這
種重視筆描表現力的著色山水，但本文還是採以較為中性的「鐵線描畫風」稱之。關於唐代逸品
畫風與著色畫傳統的經典研究，請見島田修二郎著、林保堯譯， 〈逸品畫風〉 ， 《藝術學》 ，第五期
（1991） ，頁 249-275(原文 1951 年)。 
109  關於唐代「山水之變」的經典性研究文章，請見米澤嘉圃， 〈唐代における「山水の變」 〉 ， 《米
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上）卷》 （東京：國華社，1994） ，頁 48-66。 
110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九，頁 110。 
111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一，頁 16。 
112  鈴木敬注意到李白有許多詩文，記載當時山水畫是以粉塗壁後加以青綠等礦物顏料的做法，
如 《觀博平王志安少府山水粉圖》 、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等等。請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國繪畫史(上)》 ，頁 70。   53
以線描主導、敷色簡淡之風格當與 276 窟整體壁畫製作有關，因為此窟壁畫不論
人物或山水，皆採類同的鐵線描風格。
113然而，其山體線描稍嫌簡略而缺乏粗細
轉折等變化，塊面的分割略顯曖昧，山體還需顏色施染來突顯其結構，再者，遠
山上樹叢的大小與山石之間的比例失當，好似過大的樹木生長在遠景的石塊上，
給人突兀之感。 
  接著，在初唐燕妃墓十二屏風(671)【圖 2-38】也可看見與敦煌 276 窟類似
的線條特質。畫家使用粗重的筆描勾劃出外輪廓，但依舊未有細緻的分面線或線
條上的粗細變化，山石結構也不明確，且略顯平板。設色上，也僅使用赭色混合
墨色來暈染山石，還沒有出現石綠、石青等其他顏色。最後，山體、山頂樹叢、
人物等三者間的比例也顯得曖昧失當，給人種「人大於山」的觀感。 
透過上例可知，中國至遲於七世紀前後已出現鐵線描的畫法，而初唐至盛唐
間的墓室壁畫風格，應是繼承此一傳統而來。例如，懿德太子(706)墓道上的樹
石畫，除了富有力道與彈性的線描特質外，出現更細緻、複雜的山石組構【圖
2-38】 。畫家開始利用較粗、較濃重的筆法形塑山體的主要結構，並用較細、墨
色較淡的線條表現更細微的塊面分割，墨線更富有粗重濃淡的變化。並且，還使
用硬直的、多轉折的線描來表現石塊堅硬的質感，以及稍有起伏波動的線條來表
現大面積的土坡【圖 2-38】 ，這表示畫家注意到使用線條的造型來表現不同山體
的質感。在章懷太子 (706)、節愍太子的墓室壁畫(710)中，除了使用近於懿德太
子墓室壁畫中的線描法外，畫工使用更具造型變化的線條來表現山石的外輪廓，
尤其畫工用筆較少停頓與轉折，多以豪爽的筆法一揮而下，因此在許多部份可看
見肥厚圓潤的起伏波動。這賦與山石鬆軟質感，恰當地再現土坡的質感，而非全
像是懿德太子墓道上那種硬梆梆的石塊【圖 2-40】 。此外，章懷、節愍太子壁畫
上更多了墨色的暈染，這些墨染某種程度上扮演後來「皴法」的角色，畫家在塊
面中央以大筆刷染，使其隆起並有相當的厚度，在凹處則以墨色渲染以強調山石
突起部分【圖 2-26】 。可惜的是，墨筆刷染與主要輪廓還缺乏緊密的配合，因此
不能製造出明確的山石結構。 
  以上三個墓室壁畫的風格特色在於，透過具有造型能力的筆法來表現物象的
                                                 
113  若要討論敦煌 276 窟中的山水表現，勢必不能迴避其窟洞的整體畫風。從人物畫的角度來看，
石守謙認為，此窟的人體描繪「是中國人物畫中將陰影凹凸成功地『轉譯』成線條的最早範例」 ，
本窟的畫匠所展現的高超線描能力，是不同於其他敦煌同時期的洞窟壁畫，而更顯成熟。相同的
情況也出現在其山水表現上，山岳多以純粹線條勾畫而成，搭配上簡單的色彩暈染，可以說 276
窟整體風格是著重線描而施彩簡淡的。相關研究請參見，石守謙， 〈盛唐白畫之成立與筆描能力
之擴展〉 ，收於《風格與世變》(台北：允晨文化，1996)，頁 42-43。   54
輪廓、塊面分割，甚至做出部份質感。此畫法應是唐代山水的主流畫風，不僅是
因為其作為皇家墓室之故，所採用之墓葬規模與制度具有極高的水平，
114更重要
的是，初唐墓室於墓道東西兩壁描繪樹石圖像的慣例，是包含在 「初唐京畿模式」
的整體壁畫製作系統之中，
115而隨著京畿模式廣泛影響到唐代後期的墓葬規制。
筆者相信，以鐵線描法搭配上稍許色彩暈染的畫法，可能是當時的主流畫風，隨
著京畿模式的輻射效應廣泛地影響後代東亞的繪畫創作。 
  例如，在敦煌 103 窟(720-730)也可見到類似的畫例，此窟素來以東壁甬道口
兩側的白畫《維摩詰經變》聞名於世，多被當成盛唐白畫的代表作，是學界理解
吳道子「蓴菜描」的重要範例。
116不僅是人物畫，其南壁西側的《化城喻品》之
山水也不同於敦煌石窟重設色的傳統，而出現更多筆線對山體的刻畫，這可能是
受到中原鐵線描畫風影響下的結果【圖 2-41】 。此作特殊之處在於，在外層的大
輪廓之內多出許多細短的分面線，以方折的用筆切割出許多塊面，但是還無法配
合適當的乾擦或暈染來區分塊面不同的層次，使得整體結構看來相當的平面。然
單純靠線條來做出豐富的塊面分割，這是過往少見於敦煌的成熟作品，足見中原
的主流畫風很可能刺激西域畫家筆描能力的提升。 
  不僅如此，此類畫風不光流行於中國境內，如今藏於日本一系列的《繪過去
現在因果經》畫卷(以下簡稱《因果經》)【圖 2-42】 ，亦可納入此一筆描系統討
論。此系列經卷受中國六朝以來繪畫傳統的影響，分別製作於八世紀中期前後，
117其特色在於，使用粗厚的鐵線描法搭配赭石設色的畫法，這樣的特色與唐代八
                                                 
114  學者對懿德太子墓室甚至有 「號墓為陵」 之稱，並推論其圖像安排當是具有象徵意涵的組合。
關於懿徳、章懷太子與唐代墓室壁畫的規模與型制，可參考李求是， 〈談章懷、懿德兩墓的型制
問題〉 ， 《文物》 ，1972 年 7 期，頁 45-50、58；宿白， 〈西安地區的唐墓形制〉 ， 《文物》 ，1995 年
12 期，頁 41-49；傅熹年， 〈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構造和所反映的地上宫室〉 ，收於文物出版社編
輯部編， 《文物與考古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頁 322-343。 
115  在宿白 1982 年所發表的文章中 ， 已經初步整理出了唐代長安地區唐墓壁畫的描繪內容及其配
置，在此之後，李星明於其 2005 年《唐代墓室壁畫研究》中，更進一步地將唐首都附近的墓室
壁畫做更細緻的整合討論，歸納出唐代七世紀中期至八世紀初期逐漸成熟的皇家墓葬制度，稱之
「初唐京畿模式」 。相關文獻請參見宿白， 〈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佈局和內容〉 ， 《考古學報》 ，1982
年 2 期，頁 137-154；以及李星明， 《唐代墓室壁畫研究》(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頁 37-71。 
116  相關討論可見米澤嘉圃， 〈白描畫から水墨畫へ展開─中國の場合〉 ，收於田中一松、米澤嘉
圃， 《白描畫から水墨畫への展開》 ，第一卷(東京：講壇社，1978)，頁 119-145；石守謙， 〈盛唐
白畫之成立與筆描能力之擴展〉 ，頁 27-29。 
117  《過去現在因果經》畫卷如今存有多卷，應是以中國畫卷為祖本的後代模寫之作，忠實地保
留了六朝至初唐的畫風。松本榮一與秋山光和透過各卷畫風與書風的比較，將如今流傳共八卷的
《因果經》區分成醍醐寺與東京藝術大學等兩個系統。相關研究可見藤縣靜也， 〈過去現在因果
経画卷に就て〉 ， 《國華》 ，第 365 號(1920)，頁 119-127；松本榮一， 〈繪因果經私考〉 ，原載《國
華》648、649 號。後收錄於國華社編， 《百年紀念國華論攷精選》(東京都：朝日新聞社，1989)，  55
世紀初墓室壁畫相當接近。但《因果經》在山石設色上，較少使用石綠或石青等
顏料，僅使用赭石與墨色的畫法是和隋代 276 窟與初唐彥妃墓壁畫較接近，顯示
其確實可能受到較早畫風的影響。另外， 《因果經》的畫家也懂得在輪廓線內部
以擦筆與墨染的技法來製造岩石的質感，這與章懷、節愍太子兩墓中的山岳表現
接近。因此，若說《因果經》忠實地保存六朝的山水畫風，那麼，或是指其色染
與鐵線描法上的繼承，而使用擦染來製造物象量感的方式，應該是與當時所流行
的唐代山水畫風有密切的關係。
118 
  大體而論，唐代鐵線描的畫風是繼承隋代、初唐的傳統而來，於八世紀廣為
流傳於中原、敦煌、乃至東瀛一帶，此畫風不僅是當時的主流，甚至可說是種盛
行東亞的國際風格。由此可知， 《秘藏詮》線描畫風的淵源當是唐代主流的山水
畫法，但二者在筆調與物象描繪上依舊有著相當差異， 《秘藏詮》版畫以線條表
線山體的多樣造型與塊面分割的能力上，明顯是更勝一籌。那麼，此類畫風是如
何拓展並豐富自我表現能力？用筆、墨染、與色彩三者的關係互動又有怎樣的變
化呢？ 
中唐水墨山水的興起與「鐵線描著色畫風」的蛻變 
山水畫的發展進入中唐以後，隨著水墨畫的興起，畫家開始應用各種不同的
手法來描繪自然，筆跡簡放的潑墨畫法尤其蔚為「時尚」 ，
119不僅重視水墨表現
力並大力開發此種媒材表現的可能性。此一發展過程，在五代時達筆墨交融的平
衡，孕育日後水墨山水的產生。然而，此時鐵線描著色畫風的發展又是如何呢？
是否受到逸品畫家的影響，進而融合墨染技巧於既有的畫法中呢？以下將討論此
二種畫風的發展歷程，探討二者可能的相互影響或互動關係。 
首先，關於水墨畫的興起方面，趙聲良教授注意到即使是地域偏遠的敦煌洞
窟如中唐莫高窟第 112 窟【圖 2-43】 、榆林窟第 25 窟壁畫【圖 2-44】等，採取
                                                                                                                                            
頁 453-462；伊東卓治， 〈寫經より見た過去現在因果經畫巻(上)〉 ， 《美術研究》 第 149 號(1948)，
頁 1-29；伊東卓治， 〈寫經より見た過去現在因果經畫巻(上)〉 ， 《美術研究》第 150 號(1948)，頁
27-49；秋山光和，對京都上品連台寺本《因果經》的圖版解說，請見瀧口修造編， 《世界美術全
集：卷三》(東京：角川書店，1960-1968)，頁 227；槙みどり， 〈古因果経の絵画史的位置〉，
《古美術》，第 103 號(1992)，頁 34-57。 
118  槙みどり整理了歷來對《因果經》的研究文獻、探究諸卷現況、書風與畫風等問題，認為現
存各卷應保存了中國八世紀的繪畫樣式，有著顯著的寫實傾向。槙みどり， 〈古因果経の絵画史
的位置〉 ，頁 34-57。 
119  島田修二郎著、林保堯譯， 〈逸品畫風〉 ，頁 249-275。   56
淡墨渲染山水而減少使用青綠等礦物顏料的畫法，造成早期敦煌壁畫原有鮮豔明
亮的特色消失。藉此推測，這當是受到王墨、項容等逸品畫家對墨染技法的開發，
使得水墨山水流行於世，就連地處偏遠、吸水性差、難以作出層次暈染的壁畫都
捨棄原有重設色傳統，改以水墨結合設色的畫法。
120  
值得關切的是，對於墨法使用的重視，是否也滲透到著色山水中，帶給既有
青綠設色畫法新的刺激與改變？由初唐以來的例子來看，還未見將色彩鮮豔的石
青、石綠與墨染混染的例子；反之，水墨較常與花青、赭石等顏色搭配施染，如
正倉院的山水地圖(756)【圖 2-45】 、 《麻布山水》 【圖 2-46】 、 《騎象奏樂圖》 【圖
2-47】 、敦煌 103 窟壁畫【圖 2-48】等。那麼，水墨暈染的畫法是何時開始與青
綠色彩結合？並具有怎樣的表現特性呢？ 
現存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約八世紀後半) 【圖 2-49】
中的山水表現，
121可做為解釋結合墨染與重設色畫法的好例證。畫作中央描繪釋
迦於靈鷲山說法的場景，左右各有數位脇侍菩薩與佛弟子，背景以山脈圍繞出半
弧形的口袋空間以襯托畫面主題。畫面左右上半則描繪逐漸往畫面深處退去的遠
景，尤其是右上的流水與遠方坡岸更成功地拓展畫面空間的深幅。 
雖因時代久遠造成色調暗沉黝黑，但依舊可看出此作背景山脈是使用墨汁融
合青綠等礦物顏料，以層層墨染作出山體側面突起的弧度。
122畫家規律地沿著山
                                                 
120  趙聲良， 《敦煌壁畫風景研究》 ，頁 154-169。 
121  二十世紀後半以來，日本學者已累積不少關於《法華堂根本曼陀羅》的研究，較早期的研究
可見矢代幸雄在《美術研究》中所發表一系列的文章，請見矢代幸雄，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 《美
術研究》 ，第 37 號(1935)，頁 1-18；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追記〉 ， 《美術研究》 ，第 58 號(1936)，頁
429-433；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の囘想〉第 192 號(1957)，頁 1-5。此外，也見松下隆章， 〈法華堂
根本曼陀羅について〉 ， 《美術研究》 ，186 號(1956)，頁 1-6；龜田孜，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新論〉 ，
《佛教美術》 ，6 號(1950)，頁 19-25。接著，在 80-90 年代又再起了一波對《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的專論性研究風潮，相關討論可見秋山光和，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の構成と表現〉 ， 《美術研究》 ，
323 號(1983)，頁 1-25；川村知行，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と東大寺法華会〉 ，收入町田甲一先生古
稀紀念會編， 《論叢仏教美術史》 (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6)， 頁 447-478；Moritaka Matsumoto, “The 
Iconography of Shaka’s Sermon on the Vulture Peak and Its Art Historical Meaning,” Artibus Asiae, 
vol. 53, no. 3/4(1993), pp. 358-411。另外，近年還有些圖版解說與科學分析報告可參考，如關口正
之，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釋迦靈鷲山說法圖)〉 ， 《國華》 ，第 1128 號(1989)，頁 40-42；Jacki Elgar, 
Anne Nishimura Morse, and Richard Newman, “A Technical Study of the Hokkedo konpon mandara,”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Pictorial Arts of Asia: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Forbes Symposium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2005), pp. 1-10。 本文的日文翻譯可見泉武夫譯，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に関する科学的研究〉 ， 《美術史學》 ，第 27 號(2006)，頁 105-119。除此之
外，米澤嘉圃在其〈唐代における「山水の變」 〉之中，將《法華堂根本曼陀羅》與李思訓的畫
風做連結，也是個相當有意思的論點，請見其《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上）卷》 （東京：國華社，
1994） ，頁 48-66。最後，筆者還需感謝波士頓美術館研究員 Joe Scheier-Dolberg 的協助，筆者得
以順利研究《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筆者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 
122  關於畫面殘存的礦物顏料等物質性考察，可見 Jacki Elgar, Anne Nishimura Morse, and Richard 
Newman, “A Technical Study of the Hokkedo konpon mandara,” pp. 1-10；或泉武夫譯， 〈法華堂根  57
體輪廓線外側積染，作出逐漸往外淡去的顏色層，並透過重複的手法表現山體一
層層堆疊的結構。其畫的墨染技巧已相當熟稔，並理解如何清楚呈現物體前後結
構。相較於單純設色的畫法，融入墨染後更能做出山體凹凸的漸層變化，透過多
次的暈染表現更細膩的明暗變化，這是早期著色畫作無法做到的。 《法華堂根本
曼陀羅》顯示至遲在八世紀後半，畫家已嘗試著融合青綠顏料與水墨兩種媒材。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所出現結合墨染與重設色的畫風，亦為唐代的鐵線描
畫風所學習，改變八世紀唐墓壁畫中墨染、皴擦、設色三者分立的情況，使三者
更能相互搭配。敦煌藏經洞出土九世紀的《佛傳圖》 【圖 2-50】 ，可作為唐代鐵線
描結合墨染技法的代表作之一。此作以濃重鮮豔的石綠敷染山石，搭配充滿表現
力的墨線輪廓，內部並有細短、稍有起伏的分面線。畫家沿著輪廓線的外側、山
石凹陷處加以數層濃墨擦染，筆蹤巧妙地融入色彩中，使山體具有豐富的厚度與
前後層次感。這是種延續唐代《根本曼陀羅》一類結合墨染與設色的畫法，而此
時的敦煌畫家在過往的成就上有更深一層的體會與發展。此作山岳與人物間的比
例已更為合理，山體理所當然的比人物還要巨大，還透過遠近景山峰的大小差
異，暗示空間往後推移的透視感。而且山水所佔的比例也有增加，使人物與山水
更緊密結合，故事彷彿發生在一戶外空間之中，而不會給人山水元素像是刻意添
加上的感覺。 
透過以上討論可知，逸品畫風的出現反映中唐畫家對水墨技法的開發與關
注。這種對墨法的重視，豐富了鐵線描畫風的表現力，在色彩中融合細膩的墨染、
皴擦技法後很能再現山石側面傾斜的坡度，以及由突起轉向陰凹處的漸層效果，
將鐵線描畫風的描寫力推向更高的一個層次。 
《秘藏詮》與《明皇幸蜀圖》─「鐵線描著色畫風」發展的高峰 
回過頭來，我們又該如何將《秘藏詮》版畫放入上述的鐵線描脈絡中呢？就
《秘藏詮》硬折的線條性質、山石結組、諸多母題造型、山水與人物的大小比例
等面向，都與《明皇幸蜀圖》相當接近。
123因此，藉由考察《明圖》的筆描與設
                                                                                                                                            
本曼陀羅に関する科学的研究〉 ，頁 105-119。 
123  事實上，許多學者已經指出《明皇幸蜀圖》與《秘藏詮》間畫風的相似之處，包括前文所提
的竹浪遠與陳韻如，近期李如珊也在其碩論中討論兩者圖像上的關聯。請見竹浪遠， 〈 「明皇幸蜀
圖」(大和文華館本)の圖樣と描法について〉 ，頁 17；陳韻如， 〈 《明皇幸蜀圖》畫意與風格的思
考〉 ， 《故宮文物月刊》 ，23 卷 9 期（2005） ，頁 30-39；李如珊， 〈台北故宮本《明皇幸蜀圖》研  58
色手法，或能幫助《秘藏詮》畫風的脈絡化。但是，兩者的製作時代與風格問題
實乃環環相扣，
124若不解答其中一者，我們對另一件作品的所作的推論都會令人
難以信服。為此，首先藉由考古出土作品考察與《明圖》相近的作例，以此斷定
《明圖》的創作年代。在確定《明圖》可能的成畫時代後，再進一步考察《秘藏
詮》與《明圖》風格上的差異，以推斷《秘藏詮》在此鐵線描畫風脈絡中的可能
定位。 
仔細來看， 《明皇幸蜀圖》與《佛傳圖》在筆性、技法、母題式樣上是相當
接近的。兩者的山石輪廓皆具有形塑立體塊面的功效，並可傳達山石硬脆、或尖
銳的質感。再者，二者皆巧妙地融合墨色、赭石、石綠三者，山石是一層一層地
厚染而成，強調陰凹與山頂、顯現峰巒厚重的質感，巧妙到未留下明顯墨筆擦染
痕跡【圖 2-50、3-42】 。就線描特性來看， 《明圖》的塊面分割與層次是比《佛傳
圖》更為細膩繁複，輪廓線、分面線更為豐富，不僅表現山石硬脆的質感，更展
現石體的突起、陰凹、平頂、傾斜等多樣姿態。再者，青綠山水慣用在顏料底層
添加細小皴線的畫法【圖 3-42a】 ，也可見於《佛傳圖》 ，雖然用筆和層次感略嫌
粗略，但創作概念上是與《明圖》一脈相承。最後，此二件作品山峰的頂端都描
繪有一棵棵樹叢，這些樹木單獨生長，下方露出三、五根樹幹，上方樹冠部分則
融合在一起，以此表現生長於遠方山頂的植物，但大小比例上則是《明圖》更為
合理。最後，在人物比例上， 《佛傳圖》中央主角與後方山體相比，稍嫌偏大；
相較之下， 《明圖》是較為合理。總合以上， 《明皇幸蜀》在設色、筆描、皴擦、
母題樣式、人物的大小比例上，多與《佛傳圖》接近，但手法與表現上仍略勝一
籌。因此，或可將其祖本時代定在晚於《佛傳圖》(九世紀)的十世紀初。 
事實上，米芾《畫史》中有段有趣的記載，或許能夠提供關於《明皇幸蜀圖》
時代斷定的一些參考： 
                                                                                                                                            
究〉 ，(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31、38。 
124  雖然現今學界對《明皇幸蜀圖》的製作時代還處於議論紛紛的狀態，但大多學者多可接受其
為後代的臨摹之作，忠實地保留了早期的山水畫風。相關研究可見 Lin-ts'an Li, “A Study of the 
Masterpiece T'ang Ming-Huang's Journey to Shu,” Ars Orientalis, vol. IV (1961), pp. 315-321.；李霖
燦， 〈明皇幸蜀圖的新研究〉 ， 《中國名畫研究（上） 》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3） ，頁 19-26；衛
藤駿， 〈明皇幸蜀圖について〉 ， 《大和文華》 ，第 49 號(1968)，頁 13-26；藤田伸也， 〈明皇幸蜀
圖試論〉 ， 《大和文華》 ，第 80 號(1988)，頁 57-65；古原宏伸， 〈唐人《明皇幸蜀圖》 〉 ， 《奈良大
學紀要》 ，23 期（1994） ，頁 161-182；楊新， 〈胡廷暉作品的發現與「明皇幸蜀圖」的時代探討〉 ，
《典藏古美術》 ，第 96 期（2000） ，頁 30-33；鄭又嘉， 〈元人畫作或宋人摹本-石守謙對陽新看法
的幾點回應〉 ， 《典藏古美術》 ，第 96 期（2000） ，頁 34-37；陳韻如， 〈 〈明皇幸蜀圖〉畫意與風
格的思考〉 ， 《故宮文物月刊》 ，23 卷 9 期（2005） ，頁 30-39；竹浪遠， 〈 「明皇幸蜀圖」(大和文
華館本)の圖樣と描法について─故宮博物院本との比較を中心に─〉 ， 《大和文華》 ，第 116 號
(2007)，頁 7-22；李如珊， 〈台北故宮本《明皇幸蜀圖》研究〉 。   59
 
今人絕不畫故事，則為之人，又不考古衣冠，皆使人發笑。皆云某圖是故事
也。蜀人有晉唐餘風，國初以前多作之，人物不過一指，雖乏氣格亦秀整。
林木皆用重色，清潤可喜，今絕不復見矣。
125 
 
米芾見到某件風格高古的「故事畫」 ，是沿襲唐代繪畫傳統樹木多用重設色，而
「人物不過一指」之大，米芾因此推斷其為宋初以前蜀人之作。事實上，從文字
所述山水與人物的大小比例來看不僅與 《明皇幸蜀圖》 相近，更是貼近 《秘藏詮》
等十世紀畫作的表現，可藉此推測前者的成畫年代應是接近十世紀。
126 
唐代的鐵線描著色畫風，發展到唐末五代階段已能熟稔地結合色彩、線描、
墨染、皴擦等面向，以表現複雜的物象結構。若就種種風格面向來考量， 《佛傳
圖》 、 《明圖》 、 《秘藏詮》三者，在設色、筆描、皴擦、母題樣式等方面，都有相
近之處。但是，透過人物大小在山水中的比例，以及空間透視效果的掌握， 《秘
藏詮》是比前二者更為成熟的作品。這麼看來， 《秘藏詮》版畫所展現靈活多變
的線描特性、繁複的山體結組等特性，可說是「鐵線描畫風」發展過程中的頂峰
之作了。 
南北宋的著色山水─「鐵線描著色畫風」的末章 
  在《明皇幸蜀圖》與《秘藏詮》版畫之後，鐵線描畫風逐漸式微而少為北宋
山水畫家採用。或許，隨著李成一派重視以淡墨表現大氣煙嵐的技法逐漸成為畫
壇領導，
127加以皴法的蓬勃發展，
128都大幅削弱再現物象時對線描的依賴，使得
                                                 
125  米芾， 《畫史》 ，頁 981。 
126  雖有諸多學者提出 《明皇幸蜀圖》 與蜀地畫風的可能關聯，但至今還無法肯定兩者間的關係。
請見 Alexander C. Soper, “A Ninth Century Landscape Painting in the Japanese Imperial Palace and 
Some Chinese Parallels,” Artibus Asiae, vol. XXIX, no. 4 (1968), pp. 350；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
國繪畫史》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1981 年日文初版） ，頁 80；藤田伸也， 〈明皇幸
蜀圖試論〉 ， 《大和文華》 ，第 80 號(1988)，頁 63；陳韻如， 〈 《明皇幸蜀圖》畫意與風格的思考〉 ，
《故宮文物月刊》 ，23 卷 9 期（2005） ，頁 30-39。 
127  關於李成的相關研究請見何惠鑑， 〈李成略傳—李成與北宋山水畫之主流（上篇） 〉 ， 《故宮季
刊》 ，5 卷 3 期（1971） ，頁 33-62；Richard M. Barnhart, Wintry Forests, Old Trees: Some Landscape 
Themes in Chinese Painting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2)；Peter C.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rtibus Asiae, vol. LV, no. 
1/2(1995), pp. 43-97；楊仁愷， 〈北宋李成茂林遠岫圖與傳世諸作之比較研究〉 ， 《楊仁愷書畫鑑定
集》 （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 ，頁 79-89；李裕民， 〈李成生平與家世考〉 ， 《美術研究》 ，
2000 年 4 期，頁 61-63。近年 Jonathan Hay 亦發表了關於傳為李成《晴巒霄寺圖》的研究，作者  60
早期鐵線描的作法逐漸衰微。北宋末的徽宗畫院，雖一改過往郭熙主導精巧秀媚
的畫風，提倡結合詩、書、畫三者，以詩意入畫的「詩畫」創作；
129同時，亦重
視對古代作品的臨仿與摹作，
130有助於青綠山水畫風再度興起。
131然而，此時的
設色畫風已加入後人的不同詮釋，在用筆、母題樣式、空間結構等方面都已不同
過往，展現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以下將討論南北宋間著色山水的幾個要例，嘗
試描繪出此畫風漸入末流後的走向，藉此突顯《秘藏詮》版畫在此畫風脈絡的歷
史意義。 
以畫院生徒王希孟為例，伊沛霞教授推論其與王詵、趙令穰等宗室畫家有可
能受宣和內府的審美趣味與收藏之影響，而重拾唐代青綠山水之傳統，而《千里
江山》(1113)【圖 2-51】就是個徽宗畫院復古山水的好例子。
132此作色彩鮮麗，
                                                                                                                                            
認為此畫有可能是王士元(約活動於 960-1006) ， 一位活動於當時首都開封的北方畫家創作於 1000
前後之作。本文首先以傳統藝術史角度介紹這作品，接著討論可能的圖像意義，其論述側重於將
藝術品視為各種詮釋間的 「中介」 (mediation)，強調畫面詮釋與作品功能相互辯證與拉扯的關係。
就論述廣度與研究方法的創新來看，本文實屬近年對北宋山水畫研究的重要著作，但其在風格分
析與文獻考證方面皆有欠恰當。Hay 認為，在尖聳的山峰與大石、光禿的樹木與抖動的輪廓線、
以及短促、直向的皴線，都與關仝畫風相近。然不可否認的，其中大氣氤嵐的特殊效果是傳承自
李成畫風的。因此，他推論此作應出自十世紀末，關仝畫派王士元的手筆。但是，現今不存任何
一件可靠的關仝或王士元的畫作，他何以比較出《晴巒霄寺圖》與前者風格接近？並且，若不知
道王士元個人風格，怎能僅憑文獻記載就將此作歸於王士元名下？於是，Jonathan Hay 以下據王
士元之「文人」身分與活動於開封一帶的紀錄，所做出眾多且陳長的推論，自然有欠說服力了。
請見 Jonathan Hay, “Interventions: The Mediating Work of Art,” Art Bulletin vol. 89(2007), pp. 
435-459.  其他學者如王正華、汪悅進、Patricia Berger, James Elkins, David Summers 等人的書評也
收於同期的 Art Bulletin。以上文獻為學妹郭珮妮提供，筆者特此致謝。 
128  關於中國皴法的介紹與使用時代，可見李霖燦， 〈中國山水畫中的皴法研究〉 ， 《故宮季刊》 ，8
卷 2 期(1974)，頁 1-59。 
129  關於徽宗與其畫院的研究可見鈴木敬， 〈畫學を中心とした徽宗畫院の改革と院體山水畫樣式
の成立〉 ，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東京大學） 》 ，第 38 期（1965） ，頁 145-184；嶋田英誠， 〈徽
宗朝の畫學について〉 ， 《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中國繪畫史論集》 （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 ，
頁 109-150；陳葆真， 〈宋徽宗繪畫的美學特質─兼論其淵源和影響〉 ， 《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
40 期（1993） ，頁 293-344。 
130  徽宗朝大量摹作唐代古畫的例子至少有《擣練圖》 、 《虢國夫人遊春圖》 、傳韓幹《牧馬圖》 、
傳韓滉《文苑圖》等等，相關研究可見五味充子， 〈伝徽宗摹張萱搗練圖の成立に関する考察〉 ，
《美術史》 ，第 81 期（1971） ，頁 1-16；吳同， 〈章宗題天水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小考〉 ， 《中
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書畫（上） 》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1） ，頁 1-11；許天治， 〈感
通乎  變奏乎  描摹乎摭談 「麗人行」 與 「虢國夫人遊春圖」 〉 ， 《故宮文物月刊》 ， 4 卷 10 期 （1987） ，
頁 84-94；王耀庭， 〈唐韓幹《牧馬圖》與徽宗朝摹古〉 ， 《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
論文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373-389；徐邦達， 《古書畫偽訛考辨》 （南京：江
蘇古籍出版社，1984） ，頁 150-154，關於《琉璃堂人物圖》的討論。 
131  關於北宋末年青綠復古山水畫風的復興，相關討論請見魏美月譯、鈴木敬著， 《中國繪畫史》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7)，頁 221-232；Wen C. Fong, Images of the Mind, pp. 51-55。 
132  伊沛霞， 〈宮廷收藏對宮廷繪畫的影響：宋徽宗的個案研究〉 ，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4 年 3
期，頁 105-113。關於徽宗朝的書畫蒐藏之相關論述請見 Patricia Ebrey, “Rethinking Imperial Art 
Collecting: The Case of the Northern Sung,”  收入 《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台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頁 471-497；Maggie Bickford, “Mak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at the Courts of Northern Sung China,”收入《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頁  61
山頭多用石青，並搭配上石綠、赭石、墨色敷染整體，其筆性已失早期剛健硬朗
之風，而改用柔軟淺淡的輪廓線勾勒山體，加以大量系統性的細筆皴擦，不同於
過往鐵線描畫作輪廓線過於平板刻畫的毛病，畫中山岳更具厚實感、量感，而更
往寫實邁進一步。 
另外，大都會所藏的《仙山圖》(12 世紀前半) 【圖 2-52】 ，
133其尖聳的、平
頂的山峰依舊保有古早的山體造型，但在山石主要的輪廓線上，卻是柔細缺乏肯
定感，失去早期筆描形塑山石立體感的特質。山石內部添加許多細短的皴線，以
作出山體的分面與質感。 《仙山圖》的筆性與傳李唐的《江山小景》接近，然相
較於李唐，前者缺少適當的分面線與墨染，造成許多山峰欠缺層次感而流於平面
化。 
事實上，唐代設色結合鐵線描的傳統並未就此銷聲匿跡，在傳趙伯駒的《江
山秋色》圖中【圖 2-53】 ，
134得以窺見此一畫風在南北宋之交的發展情況。此畫
繼承早期線描在勾畫輪廓線的同時兼具有傳達山石質感的特質，線條硬直、粗
厚。但與唐代畫作相比之下，更多粗細與濃淡的變化，在山體上也添加細緻的擦
染，整體更具細膩精巧之特色。 
 
本節考察《秘藏詮》畫風的淵源，乃唐代山水畫盛行的鐵線描著色畫法。隋
代、初唐的山水畫作致力於以筆描清楚地再現各個物象，然正如張彥遠所說初唐
山水 「狀石則務於雕透，如冰澌斧刃，繪樹則刷脉鏤葉，多栖梧菀柳，功倍越拙。」
135太過專於以筆描再現自然物的形貌，即使是飄忽不定的雲朵也嘗試用線條定
型，往往使物象太過僵硬而不自然。然這類重視筆力的畫風，亦隨著時代逐漸發
展，中唐以降水墨暈染法逐漸流行，可能間接影響此類畫風對墨染技法的使用。
此後，鐵線描著色畫風也逐漸兼容墨染與皴擦技巧於色彩之中，更能增添山石堅
實渾厚的質感。而《秘藏詮》的線條特性，特別接近晚唐《佛傳圖》與《明皇幸
蜀圖》等作品。三者皆以筆力強勁的線描來勾勒山石輪廓、切割塊面，並透過筆
調的變化，恰當地製造物象質感。但《秘藏詮》更為成熟細膩的線條特性與空間
                                                                                                                                            
499-535。 
133  此作英文名稱為 “ Retreats in Spring Hills”，相關討論請見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pp. 102-105. 
134  此作與趙伯駒的可能關係 、風 格 斷 代、 圖像意義等相關討論 ， 可見Teh-yu Wang,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in Autumn Colors by Zhao Boju and associated attributions”；相關研究也見 William 
Trousdale, “Architectural Landscapes Attributed to Chao Po-chu,” Ars Orientalis, vol. IV (1961), pp. 
285-313。 
135  張彥遠， 〈論畫山水樹石〉 ， 《歷代名畫記》卷一，頁 16。   62
結構，標示其位於此畫風脈絡發展中的高峰階段。在此之後，隨著皴法與墨染技
巧的蓬勃發展，線條所擔負的描繪物象之任務相對減輕，鐵線描著色畫風的線描
也就逐漸失去早期的力感與強度，而「退居幕後」 。
136雖然，著色畫風在徽宗提
倡下再度受到畫壇注意，但已失去早期筆線的表現力，改以依賴皴擦墨染來形塑
山體結構。
137 
值得注意的是，由畫史記載李成(約 919-967)重視以淡墨層層渲染做出大氣
雲霧的水墨畫法、王處直墓室壁畫(924)【圖 2-59】與遼畫《山弈候約圖》(980
以前)【圖 2-56】可知，十世紀的水墨繪畫應該發展到相當程度。然而， 《秘藏詮》
版畫依然採用唐代鐵線描著色畫的傳統，並沿用許多著色畫的母題式樣，顯示當
時朝廷還未認同水墨山水為主流，因而保留許多唐代傳統。 
第四節  融敘事於山水─《秘藏詮》圖像敘事與山水的搭配關係 
前文透過物象母題與線條特性，考察《秘藏詮》的畫風特性。然而這樣的 
切入角度還略嫌狹窄，討論較集中在畫面局部與描繪手法上。以下兩節將轉採更
為宏觀的分析法，透過《秘藏詮》整體的敘事特性與空間結構來考察此套版畫繪
稿者的創作概念，分析他們是如何營造畫面空間，並把人物敘事佈排其中，期望
歸納出一些關於《秘藏詮》更全面性的觀察。 
本章第一節指出， 《秘藏詮》不同於一般佛教版畫之處在於，其中沒有任何 
佛故事與佛說法的場景，而有許多人物行走山林之間。小林宏光與江上綏亦指
出， 《秘藏詮》圖像描繪旅者穿梭在山間小徑，藉此將觀者視線導坐於草堂或茅
                                                 
136  據筆者觀察，目前在宋代墓室與寺觀壁畫中，還未發現此類鐵線描著色畫風的作品。但在濟
南市埠東村所發現的元代墓葬中，墓室西北壁有出現類似畫風的作品。畫家使用了濃重的墨色勾
勒出山體輪廓，畫面僅用石綠塗染而未見筆墨皴擦。資料與彩圖可見劉善沂、王惠民， 〈濟南市
歷城區宋元壁畫墓〉 ， 《文物》 ，2005 年 11 期，頁 59-71。 
137  南北宋之交各有多位擅長設色山水的畫家，除了前述王希孟、趙伯駒外，還有趙伯驌及其 《萬
松金闕圖》留存，以及李結的《西塞漁社圖》 ，相關討論請見嶋田英誠， 〈伝趙伯驌筆「萬松金闕
圖卷」 について〉 ， 《宋代の社會と文化—宋代史研究會研究報告第一集》 （東京 ： 汲古書院 ， 1988） ，
頁 267-298；Richard Edwards, “The Search for Zhao Bosu,” in the Judith G. Smith et al.,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Studies in Chinese Art in Honor of Chu-tsiu Li (Kansas: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2005), pp. 58-82；西尾步， 〈趙伯驌筆「万松金闕図」の考察─実景描写の
観点から─〉 ， 《美術史》 ，第 163 期(2007)，頁 159-176。You-heng Feng, “Fishing Society at Hsi-sai 
Mountain by Li Chien (1124-before 1197): A Study of Scholar-official's Art in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63
屋中的高僧，把畫面串聯成一個連貫的整體，具有《禪會圖》的特色。
138筆者認
為其觀察相當重要， 《秘藏詮》中行腳人物跋山涉水謁見高僧的場景，可能反映
「入山求法」的敘事情節。 
以南禪寺本 5-5 為例【圖 2-54】 ，畫面右下山間小徑上，站立著兩位作世俗官
員打扮的人物，二者皆身穿長袍、戴幞頭、腰束皮帶。在他們身後，隨著小路而
上，還有一位肩挑扁擔，手持柺杖的僧人，暗示著這兩個官員可能也是順著這條
路而來。順著畫面往左而去，在隆起大石塊的左側再度出現兩個官員。其中，左
邊那位也是伸起左手指往畫面左方，右邊的人則微微彎腰專心地聽講著。順著人
物的手勢通過小橋後，在畫面左邊出現一座草棚，其中坐有手持柺杖的高僧，旁
有服侍的弟子。在草堂之前，可再一次發現兩位官員，其中一位雙手合十對坐於
草棚中的高僧禮拜，另一位則五體投地地趴倒在地。若將整體畫面串聯起來思
考，三度出現的官員形象可能表現相同人物在山間行走，穿越小徑、渡過溪橋，
並對高僧跪拜的「敘事」發展。這樣的手法，雖然缺乏明確的故事情節，但依舊
反映「入山求法」的敘事概念。 
《秘藏詮》 畫面缺乏明確的故事情節，反而能提升觀者對山水的欣賞與投入，
也沒有早期人物畫榜題的干擾，使觀者擁有更多閱讀的自由，山水場景因此更具
有獨立的審美地位，而不再只是故事畫中配角而已。令人好奇的是， 《秘藏詮》
將「人物敘事置於寬闊的山水場景中，敘事與山水兼具」的畫風特性，是從何而
來？在畫史中是否有跡可尋？而這樣的人物敘事與山水並重的特性具有怎樣的
畫史意義？ 
十世紀的「山水故事畫」 
事實上， 《秘藏詮》將人物置於具有寬度與空間透視感的山水場景中，使得
敘事與山水並重的特性，可能是五代宋初山水畫作的特性之一。例如南唐趙幹的
《江行初雪圖》 【圖 2-22】 ，畫中描繪一段段江上漁人活動與生活景象，使觀者視
線彷彿隨著畫面人物活動，逐一瀏覽完整個畫卷。山水雖佔據相當的比例，但畫
中人物細膩的神情與豐富的動態依舊是觀看的重點。畫面的視覺效果接近畫史所
說 「趙幹窮江行之思觀者如涉」 ，
139令人彷彿親臨江邊飽覽南方水鄉的自然風貌，
                                                 
138  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35-36。 
139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 ，頁 454。   64
是幅精彩非凡的風俗敘事畫。
140筆者以為， 《秘藏詮》版畫中人物活動與山水的
搭配關係，接近《江行初雪》的圖繪概念。在大範圍的山水場域中，兩者所描繪
的人物已不比早期人物畫般巨大，比例上相對縮小。然而，人物雖然變小，但其
表情和動作卻依舊搶眼，能恰當地傳達出畫意，並引導觀者目光連貫地閱讀畫
面。然相較於《江行初雪圖》 ， 《秘藏詮》圖像的空間是更為開闊深入，能表現近
景往遠景的穿透感。 《秘藏詮》與《江行初雪圖》人物與山水兼具的特性，或許
接近 Richard Barnhart 所說，五代宋初山水畫的人物往往扮演「畫眼」的角色(正
如詩有「詩眼」一般)，具有標示畫家身分、宗教、與思想價值的功能，具有導
引觀者體驗畫幅山水世界的功用，證明早期人物敘事與山水描繪之間的密切關
係。
141 
然令人好奇的是，到底人物要小到甚麼程度才會被歸為山水畫的點景人物？
而山水佔據畫面的比例要大到甚麼情況，才算是山水畫呢？事實上，山水與人物
的大小比例似乎不是區別山水畫與人物畫的標準。反之，敘事成份的多寡可能才
是解題關鍵。然而，如何判斷畫作的敘事內容往往是個棘手難題，對許多早期畫
作來說，亦無清楚的區分界限。因為時代久遠，許多視覺經驗與畫史知識已消失
在歷史洪流中，大量畫作的意義與故事在脫離原有脈絡後逐漸被人遺忘。在無法
正確解讀早期畫跡意義的情況下，許多畫作容易被歸類為 「山水畫」 。舉例來說，
傳為董源的《瀟湘圖》 【圖 2-55】 ，乍看之下彷彿是件純粹的山水畫作，但經學者
重新考證後，才重新挖掘出其背後可能潛藏著「河伯娶妻」的故事。
142 
另一方面，遼墓出土的《山弈候約圖》 【圖 2-56】(或稱《深山會棋圖》)乍
看亦像幅山水畫，但仔細觀察其下方中景策杖的文人，後方跟隨著兩位背著琴囊
與酒罈的小童，好像在趕赴約會一般，參看其上則是兩位文人正在下棋的景況，
此人很有可能是要前來趕赴下棋之約。
143或許， 《山弈候約圖》也描繪著當時某
                                                 
140  關於《江行初雪》敘事表現的詳盡討論請見 John Hay, “Along the River during Winter's First 
Snow: A Tenth-century Handscroll and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vol. XCV 
(1973), pp. 45-58. 
141  Richard Barnhart, “Figures in Landscape,”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XLII (1989), pp. 62-70. 
142  根據 Barnhart， 《瀟湘圖》內容應描繪了「河伯娶妻」的故事，而另一幅傳為董源的《夏景山
口待渡》(北京故宮)末段，則忠實地描摹了《瀟湘圖》的構圖與人物內容，若將二畫相合，則可
重建《瀟湘圖》的原貌，請見 Richard M. Barnhart, Marriage of the Lord of the River: A Lost 
Landscape by Tung Yuan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Publishers, 1970). 
143  關於葉茂臺出土遼畫的相關資料，請見遼寧省博物館、遼寧鐵岭地區文物組發掘小組， 〈法庫
葉茂台遼墓記略〉 ， 《文物》1975 年 12 期，頁 26-36；楊仁愷， 〈葉茂台第七號遼墓出土古畫綜合
研究〉 ， 《楊仁愷書畫鑑定集》 （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99） ，頁 40-59；李清泉， 〈墓葬中的
會棋圖─以遼墓中的《三教會棋圖》和《深山會棋圖》為例〉 ， 《藝術史研究》 ，第 5 輯(2003)，
頁 371-398；李清泉， 〈葉茂台遼墓出土《深山會棋圖》再認識〉 ， 《美術研究》2004 年 1 期，頁  65
個民間傳說，只不過時代已久故事內容與細節早已為人遺忘。類似例子還有傳為
衛賢的 《高士圖》 ，畫作可能再現東漢梁鴻 「舉案齊眉」 的故事 【圖 2-57】 ；另外，
還包括傳為董源的《溪岸圖》 、巨然的《蕭翼賺蘭亭》也都含有豐富的敘事性。 
過往對畫作歸類上的區別，很可能因既有閱讀經驗的喪失而導致畫意不明，
所以將這些作品歸類為「山水畫」範疇，往往只是論述上的便宜行事而已。石守
謙教授曾指出，十世紀山水畫如 《溪岸圖》 、 《蕭翼賺蘭亭》 等富含敘事性的畫作，
可能與南唐宮廷畫風有關。
144筆者以為，十世紀敘事與山水兼具的畫風特性，應
該不僅限於南唐宮廷，而很可能與整個十世紀山水畫有關。以上所舉畫作與《秘
藏詮》版畫共有的特點在於，它們兼具山水與人物畫的雙重特性，而具有畫類區
別的曖昧性；此外，敘事場景往往被安排在一個全景山水的畫中世界，畫面更具
有前中後三景的安排，展現往遠景透視的穿透感，這是早期畫家遠不及的。換言
之，就上述幾件畫作而言，在正確解析脈絡下可發現敘事隱藏其中，但是，山水
所佔的比例已經相當巨大而可以被獨立欣賞。此類畫作或可稱為 「山水故事圖」 ，
如此能夠更貼切形容其風格特性。 
畫中世界的拓展─五代宋初畫面空間結構的發展 
人們對外在世界的觀察往往是由小而大、由近而遠，藝術家對身旁的樹林、
花草、人物等自然能夠較快速地掌握其描繪方式。這是為何早在唐代專門描繪樹
木與岩石的「松石圖」便已成為畫科。
145然而，對變化多端的地貌與飄渺無際的
天空這類範圍廣大的對象，往往需要更多時間去掌握。隨著中國人對自然重視的
不斷提升，十世紀時的山水畫家們有了更宏觀的視野與企圖，開始關心各種造型
的山岳及其整體構圖。而十世紀正是中國山水畫技巧與空間結構逐漸成熟的階
段，畫家嘗試掌握一個更為宏觀的畫中世界，他們試圖將早期繪畫中片段的、零
星的山水元素重新組合，透過精心佈排組構出一幅全景式的山水畫作。如荊浩所
                                                                                                                                            
62-68。在〈墓葬中的會棋圖〉一文中，李清泉分析了《深山會棋圖》的構圖與其形式，認為圖
中出現的山路與右側山腳下卻有個半掩的洞門，洞門應是進入山中的唯一通道，可視為進入夢幻
般世外桃源之境的秘徑並呼應畫面中央下棋場景，可能是進入「神仙洞」後與仙人對弈的景象。
因此， 《深山會棋圖》或可稱為《仙山觀棋圖》 。相關討論請詳見頁 372-378。 
144  石守謙， 〈風格、畫意與畫史重建─以傳董元《溪岸圖》為例的思考〉 ， 《美術史研究集刊》 ，
第十期(2001)，頁 11-12。 
145  關於唐代 「樹石畫」 的研究請竹浪遠， 〈唐代の樹石画について─松石図を中心に─(上)〉 ， 《古
文化研究》 ，第 5 號(2006)，頁 59-95； 〈唐代の樹石画について─松石図を中心に─(下)〉 ， 《古文
化研究》 ，第 7 號(2008)，頁 1-56。   66
說： 
 
山水之象，氣勢相生。故尖約峰，平曰頂，圓曰巒，相連曰嶺，有穴曰岫，
峻壁約崖，崖間崖下曰岩。路通山中曰股，不通曰峪，峪中有水曰溪，山夾
水曰澗。其上峰巒雖異，其下岡嶺相連。掩映林泉，依稀遠近。夫畫山水無
此象亦非也。
146 
 
畫家們著眼於山岳多變的造型，並注意到山水的構圖原則，整段文字像在指導如
何描繪一全景式的構圖，要畫家注意山頂峰巒的造型、中景土坡與山谷、和近景
的樹林與流水該如何表現。並透過「掩映林泉，依稀遠近」製造出相當的空間深
度。
147正因企圖再現全景式、巨碑式的山水，畫家們致力於畫面構圖與空間上的
和諧與統一，對空間結構的理解和描繪因此有進一步的發展。 
  富平出土的唐墓壁畫(8-9 世紀)分別在五扇屏風上描繪各種造型的山體，畫
面左邊第二扇具有近中遠景的安排，可能呼應荊浩所強調山水的多樣性與全景式
的山水【圖 2-58】 。
148並且，由王處直墓室壁畫(924)可發現畫家們對全景山水的
創作已有相當的掌握【圖 2-59】 ，能夠表現大範圍的山岳場景，空間具有前、中、
後三景的安排，使畫面更為寬廣並有往遠景深入的透視感。  
 
事實上，逐漸提升畫面山水所佔比例、並將描繪主題安排在山水所營造的寬
廣空間的情況，也出現在五代宋初的花鳥畫上。由唐代阿斯塔那 217 號墓【圖
2-60】 、和王處直墓室的花鳥畫屏風可知，其畫面空間往往是淺薄且拼湊的。畫
家大致按照中軸線佈置左右對稱的花樹植物，在植物前方則有錦雞、鴛鴦等鳥
類，最後，再於鳥禽前方繪有岩石。植物、鳥禽、石塊三者間，並不具有空間或
構圖上的互動關係，三者更像是獨立存在般的處於畫面中。這樣的情況到《竹雀
雙兔圖》 【圖 2-35】與傳為黃居寀的《山鷓棘雀圖》 【圖 2-61】中，
149已有了些
                                                 
146  荊浩， 《筆法記》 ，收於俞崑編， 《中國畫論類編》 ，上卷(台北：華正書局，1984)，頁 607。 
147 參 見Kiyohiko Munakata, Ching Hao's Pi-fa-chi: A Note on the Art of the Brush (Ascona, 
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 1974)  尤其是頁 41-43，注解 53、54 的部份，詳盡地討論了文字的可
能詮釋。 
148  事實上富平唐墓山水壁畫當有六扇，但如今僅見其中五幅的照片。六扇屏風全部的線描圖可
見張建林， 〈唐墓壁畫中的屏風畫〉 ，收入王輝等編， 《望遠集：陝西省考古硏究所華誕四十周年
紀念文集》(西安市：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 724。 
149  江兆申， 〈山鷓棘雀‧早春與文會─談故宮三張宋畫〉 ， 《故宮季刊》 ，11 卷 4 期（1977） ，頁
13-21 ； 李玉珉 ， 〈黃家體製的代表作─黃居寀 〈山鷓棘雀圖〉     〉 ， 《故宮文物月刊》 ，第 277 期 （2006） ，  67
許的轉變，畫家透過流水、斜向坡岸、地表花草的物象，暗示出前、中景間的空
間延續。 
花鳥畫空間的持續發展，到崔白的《雙喜圖》(1061)【圖 2-62】 ，
150可謂到
達一個高峰。畫面的兔子、鳥禽不再像早期畫作般，有如貼在畫面上的剪紙那般
造作，而更像是一個大自然瞬間的側寫，給人一種貼近日常視覺經驗的熟悉感。
順著畫面右下的山谷，斜向進入畫面，空間不再侷限於近中景，畫家在兔子耳朵
旁，使用淡墨表現遠景的土坡，暗示空間深入的穿透感，使得畫面深度大為增加。
這樣的發展歷程可能反映，隨著山水畫的發展成熟，畫家也越來越關心「如何在
一個『合理』的空間中描繪人物/花鳥的活動」 。 
不僅如此，試圖將畫面景物置於一更寬廣空間的企圖，也出現在佛經版畫
中。從五代的《寶篋印陀羅尼經》(975)【圖 2-11】開始，到《金光明經》(988)
【圖 2-15】 、清涼寺版畫【圖 2-13】 、遼代版畫【圖 2-17】等，五代北宋的版刻
創作者，也都努力地創造出一個「合理」空間─更具有深度推移，好將佛經故事
安置其中(相關的作品討論可見本章第一節)。 
 
對唐末至宋初的畫家來說，無論是人物畫、花鳥畫、佛經版畫等，他們無不
致力將景物描繪在一個更為可信的空間場域中，顯示一種時代的共性與審美傾
向。這種描繪畫面空間深度、寬度的創作態度與能力，應該是伴隨著山水畫發展
而來，使山水在人物/花鳥畫中所佔的比例逐漸提升，並逐漸達到山水與人物並
重的程度，同時亦激勵畫家對空間結構更合理的描繪。對於這類山水與敘事並重
的畫作，筆者暫稱之 「山水故事圖」 ，其特性是將人物敘事佈排在全景山水之中，
具有山水與敘事並重的特性。這樣的畫類出現，反映十世紀山水畫發展過程中與
敘事畫混融的現象，而《秘藏詮》版畫應與此類畫風密切相關。 
第五節《秘藏詮》圖像與唐宋山水畫空間結構的進展 
唐末至宋初人物畫、花鳥畫、佛經版畫中的一種發展傾向─隨著空間描寫的
                                                                                                                                            
頁 32-39。 
150  相關研究請見李霖燦， 〈蘇東坡詩和崔白雙喜圖─論宋畫闊絹狹絹問題〉 ， 《故宮學術季刊》 ，2
卷 1 期（1984） ，頁 1-8。   68
成熟，畫家逐漸提升山水在畫面的比例，將主題(故事、花鳥、佛說法等)安排在
一個更寬廣的畫面空間中。這個現象應是受到山水畫空間結構成熟，以及畫家對
山水描寫的興趣之影響，所以在十世紀左右出現「山水故事圖」一類， 「將人物
敘事置於一個更具有寬度與深度透視的全景式山水空間中，給予觀者敘事與山水
並重的觀感」的畫作。 「山水故事圖」的出現，標示中國山水畫家對空間結構發
展的發展趨勢─逐漸朝著全景山水的方向努力。然而，唐宋山水畫空間結構的實
際發展情況還未被充分討論，五代宋初畫家的空間概念是甚麼？山水畫作空間表
現的特性是甚麼？畫家到底使用哪些「戲法」創造出三度空間的視覺幻象？ 
方聞教授曾指出，中國唐至元之間的山水畫的空間結構是漸進式地發展而成
熟，構圖從早期分成前、中、後三個不同的層次，而逐漸能描寫統一的地平面和
空間延續，最後達到畫面景物按照透視比例縮小、展現前後景間遙隔千里的視覺
幻象。
151他注意到中國早期山水畫空間結構的兩個問題：地平面的描寫與前中後
三景空間延續的再現。然而，其理論成立與否、能否可套用於每一個案還有待考
驗。更重要的是，若不能細分作品表現差異所代表的意義，僅約略將圖法相似的
作品歸為某一類，那麼我們將很難掌握清楚的畫史樣貌。例如，前輩學者們雖已
指出地平面傾斜的「現象」 ，卻不曾有人探究到底是什麼造成地平面的傾斜感？
畫家對空間結構因怎樣的不理解導致視覺上的謬誤呢？而這樣的現象持續多
久、到何時以後有了轉變呢？山水畫空間結構的轉變與成熟又具有怎樣的畫史意
義呢？類似問題若無更進一步的解答，那麼我們將難以更精確的重建山水畫空間
結構的發展原貌。 
筆者以為， 《秘藏詮》版畫是反映畫史空間結構發展過程的重要例證，其眾
多圖像有的延續古典山水的作法、有的反映當時畫家對空間的理解，忠實地呈現
十世紀山水畫的樣貌。因此，以下要藉由《秘藏詮》的例子，分析上述兩個中國
山水畫空間結構的問題：對地平面的描寫，與對三景空間延續的再現。藉由比較
可靠畫作的空間結構，對這套版畫在空間描寫上做出的革新或誤謬之處加以討
論，以說明唐宋山水畫的空間發展歷程。 
傾斜的地平面與坡腳描寫 
                                                 
151  相關的討論可參見 Wen C. Fong,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pp.20-22. 
中文可見方聞， 〈山水畫結構之分析—國畫斷代問題之一〉 ，頁 23-30。   69
正如眾多學者所注意到的，傾斜的地平面乃早期畫作共有的標記，畫面地平
線與視點也往往被置於畫面的高處。
152由唐代 《騎象奏樂圖》 (八世紀) 【圖 2-47】
與富平的唐墓壁畫(九世紀) 【圖 2-58】 地平面接近於畫面八分之七的高度可知，
早期畫跡地平面傾斜的表現，可能出於欠缺將景物作空間上 「前後」 安排的能力，
為了將景物清楚地呈現，畫家只好將物象做 「上下」 的安插，使得母題逐一往 「上」
堆疊，而造成一個傾斜的地面。此現象產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早期畫家缺乏 「大
氣透視法」的觀念，即透過墨色濃淡與物體大小的控制，再現空間深度的作法。  
在《秘藏詮》中也有類似《騎象奏樂圖》的高地平面畫作，以南禪寺本 7-4
為例【圖 2-63】 ，畫家以畫面右下的大片水域包圍左半隆起的土坡，隔著流水在
畫面右下與左上分別有凸出的坡岸。空間表現上，畫家以「俯視」的角度，描寫
左半山巒位於畫面 3/4 以下山脈的平頂與山背。然而，在畫面上方約 1/4 部分，
左半土坡與右側往遠處延伸的河岸都轉變成正視的剪影造型。由此可知，畫家所
處的視點高度約略是在畫面 1/4 的位置。關鍵在於，畫面 1/4 以上的部分雖已轉
為正視的山石，但依舊可見到「往上」而去的傾斜水面。較合理的作法應將這部
份的水面轉而描繪成「水平線」 ，才能配合平視的山體而接近一般的視覺經驗，
簡圖如下： 
 
假定畫家位在 B 的水平面高度，採「正視」或「平視」的角度來觀看遠山，那
麼自然不應該看到水平面「以上」的水域，而只能夠看到 C 處的水平線及其以
下物象。然而，在 7-4 中，畫面右上正面性的山體卻搭配不斷 「往上」 的水平面，
水面卻依舊被描繪成「俯視」才能觀看到的平面(圓圈圈起的區域)，這就與畫作
所設定的視覺高度有所衝突，其觀看方式大致如下所示： 
                                                 
152  唐宋畫跡對地平線描寫的相關研究，可參見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繪畫的透視遠近法─中國
傳統繪畫的規範〉 ，收入王耀庭主編， 《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頁 139-175；
小川裕充， 〈從燕文貴作品中的透視遠近法看中國山水畫透視遠近法之成立〉 ， 《故宮學術季刊》 ，
23 卷 1 期(2005)，頁 241-266。   70
 
如上圖，以俯視角度呈現的水面與平面性的山石是衝突的，是故，這應是導致早
期畫作水面傾覆感的「罪魁禍首」 。 
另一方面，早期畫作對地平面的描寫還有一個誤謬之處─將平視的山石層層
往畫面「上方」堆疊的作法。以王處直壁畫為例【圖 2-59】 ，左上遠景的兩個土
坡作正視的描繪，但兩個土坡的坡腳被清楚的呈現，好像被描繪在不同的「地平
面」 上。然而若是正視的山石，山體應該是做前後重疊而不應該出現兩條地平線。
因此，露出兩個三角形坡腳的王處直墓室壁畫，勢必以鳥瞰的角度來畫出的。 
 
關鍵在於，以俯視的角度怎麼描寫的出正視的山體造型呢？亦即，若以正視法描
繪土坡，則不該出現採俯瞰才得見到的坡腳。在王處直墓室壁畫中，由前、中景
的山石畫出山脊與山頂平台可知，畫家在表現俯視的山體上應是沒有問題，並已
了解隨著地平面逐漸往上，遠景的山坡自然該逐漸轉成正面性的山石才合乎視覺
經驗。只可惜，此時的畫家還無法成功的描繪遠景的地平面，才繼續將三角形的
土坡向上堆疊。 
近中遠三景的空間延續 
經由以上可知，有部分《秘藏詮》圖像延續早期對空間結構的古法，表現傾
斜的地平面。有趣的是，在南禪寺本 5-5 與 9-1 中，早期山水空間結構的兩大問  71
題：高水平面與近、中、遠三景空間的延續，卻得到修正。南禪寺本 5-5 與 9-1
圖像大致採平遠構圖，在近、中景間並無大樹或山體的遮掩，透過貫穿前中景的
溪流，充分展現寬敞開展的空間透視。5-5 與 9-1 圖在畫家觀看高度的視平面(水
平面)以上，亦將遠景山石描繪成正視的三角形。然重點在於，流水的部份並沒
有像南禪寺本 7-4 那樣，繼續往水平面「上方」而去，而是逐漸消失在此平面以
上【圖 2-54、2-64】 ，因此成功地修正 7-4 圖中地平面傾斜的問題。此外，9-1 的
作法亦是如此，由近景中央的樹叢到其上方、畫面遠處的樹木有著逐漸縮減的趨
勢【圖 2-64】 ，可做為暗示空間距離的測量基準。 
  然而，這兩件圖像對遠景山脈的透視卻依舊缺乏肯定與自信。畫家利用雲朵
遮蓋兩座山峰所夾高山的山腳，並將高山一重重的錯置，形成一道阻隔在畫面深
處的牆壁，讓觀者的視覺完全無法穿透這個平面，藉此迴避遠景的描寫。類似畫
例可舉遼代慶陵墓室壁畫(約 1030)的《春景》 【圖 2-65】為例，
153與 5-5 相似，
二者都使用河水貫穿整體畫面的構圖法，以此作為貫穿、統一畫面的媒介。兩邊
的土坡以接近層層堆疊的方式配合著往後延伸的空間，這樣的作法似乎描繪出一
個連續地平面。 《春景》也只表現近景與中景的物象，對於遠山與畫面深處缺乏
交代。整個畫面的透視隨著流水到盡頭就停止，而表現不出更遠方的山脈，使空
間侷限於此。在前中後三景空間的掌握上，慶陵遼墓壁畫與南禪寺本 5-5 與 9-1
的問題相近：僅能掌握近、中景空間的延續，在缺乏大氣透視法與墨色濃淡的控
制下，逃避遠方山景的描繪。是故，可約略推測北宋初年，對畫面前中後三景透
視效果的再現，僅能達到近、中景的空間延續。 
無法描繪遠景透視感的窘況，到北宋中期的郭熙有了突破性轉變，其《早春
圖》所展現的透視遠近法【圖 2-66】 ，標示中國山水畫自此進入另一個空間結構
的發展階段。郭熙使用松樹作為距離基準，隨著空間的深入而縮小樹高的技巧，
暗示距離的遠近；
154同時，以細緻多變的淡墨層層渲染，做出樹木、山石、幽谷
的遠近層次。更重要的是，畫面左半平遠的部份，隨著水流往遠方而去的透視，
在視平面以上成功的以不同濃淡的墨色描寫遠方的兩座山峰，展現空間「縱深」
                                                 
153  關於遼代慶陵四季山水壁畫的研究，可見田村實造， 《慶陵の壁画：絵画．彫飾．陶磁》(京
都：同朋舍，1977)，頁 95-114；小川裕充， 〈壁画における＜時間＞とその方向性―慶陵壁画と
平等院鳳凰堂壁扉画〉 ， 《美術史學》 ，第 9 號(1987)，頁 37-64；張鵬， 〈遼代慶東陵壁畫研究〉 ，
《故宮博物院院刊》 ，2005 年，第 3 期，頁 127-149，尤其是頁 131-135 的部份。 
154  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繪畫的透視遠近法─中國傳統繪畫的規範〉 ，頁 139-175。筆者以為，
在眾多做「平遠」構圖的宋畫中確實可觀察到所謂透視遠近法的效果，然此一圖法是否為普遍於
宋畫之中，還需更多的證據來檢驗。   72
的延續，修正將山體「向上」堆疊的古法。此畫可謂為宋畫空間結構的典範與里
程碑，不僅解決畫面三景的延續問題，更使早期高地平面的表現得到修正。
155 
對此，小川裕充教授進行一連串對宋畫地平面在畫面高度的考察，他早期畫
作如《騎象奏樂》高地平線的描繪，在郭熙《早春圖》已向下修正至畫面 1/2 的
位置，似乎暗示著地平面的高低與空間結構的成熟與否有關。然而，若舉北宋末
年王希孟的《千里江山》(1113)為例【圖 2-51】 ，此作的地平線雖高居於畫面上
方約 2/3 處，但整幅畫已沒有地平面傾斜的問題，越接近水平面下方的坡岸就變
得越扁平，而水平面上方山體則轉為正面性的描繪。這麼看來，空間描寫的重點
不在地平線的高低，而是在畫家能否將視平面以上的山體轉為正面性的描繪，並
以濃淡法做出前後山峰的相互關係，而不是繼續將坡岸往畫面上方堆疊。再者，
南宋李嵩(1170-1255)
156《西湖圖》 【圖 2-67】 ，
157採鳥瞰的視點將地平線置於畫面
9/10 的高處，但其空間卻是相當合理。 
小川氏理論的另一個缺陷在於，預設宋代畫作中多有視平面存在。
158然事實
卻不盡然，尤其是採高遠構圖的畫作，往往需採取移動視點的方式，才能將山的
各面畫出，如范寬的 《谿山行旅圖》 等。
159以小川氏著墨甚多的《早春圖》為例，
他認為水平面是位於畫面約 1/2 處，然而畫面中段左下，桃子形的山丘似可讀作
正視的表現，而非視平面以下該有的俯瞰表現。因此，筆者以為觀察中國畫視平
面的研究法，較難以套用於「非平遠式」─強調高遠與深遠表現的畫作中。相反
的，由於平遠構圖理所當然地強調大地之開闊與空間深入之感，有一固定可尋的
視平線或地平線存在，是較能夠預期的。 
 
                                                 
155  小川裕充， 〈中国山水画の透視遠近法―郭熙のそれを中心に〉 ， 《美術史論叢》 ， 第 19 期 （2003） ，
頁 63-70。中文可參見小川裕充， 〈中國山水畫的透視遠近法─論郭熙山水畫〉 ，收於上海博物館
編， 《千年遺珍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頁 253-262。 
156  關於李嵩的生平考據，請見劉興珍， 《李嵩》(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 
157  關於《西湖圖》的研究請見宮崎法子， 〈西湖をめぐる繪畫─南宋繪畫史初探〉 ，收於《中國
近世の都市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4)，頁 199-246；宮崎法子， 〈南宋時
代における実景図〉 ，收於《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東京都：小學館，1997-2001)，卷六〈南
宋‧金〉 ， 頁 149-162；Hui-shu Lee, Exquisite Moments: West Lake and Southern Song Art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Gallery, 2001).   
158  關於小川教授多年來對空間表現的研究可見〈從燕文貴作品中的透視遠近法看中國山水畫透
視遠近法之成立〉 ，頁 241-266； 〈中国山水画の透視遠近法―郭熙のそれを中心に〉 ，頁 63-70；
〈江南山水畫の空間表現について—董源‧巨然‧米友仁〉 ， 《アジアにおける山水表現につい
て》 （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國際交流美術史研究會，1983） ，頁 56-60。 
159  江兆申對《谿山行旅圖》畫面視點有相當的考察，請見江兆申， 〈從畫家構圖意念來看中國山
水畫的舊有進展〉 ， 《故宮季刊》 ，4 卷 4 期（1970） ，頁 1-11。   73
以上探討北宋山水如何一步步地征服空間結構，以展現服人的三度空間幻
象。十世紀末的《秘藏詮》版畫與 1072 年的《早春圖》 ，可作為標示唐宋山水結
構的兩個重要轉捩點，分別標示山水畫結構發展的三個重要階段：一、唐代山水
傾斜地平面的階段─唐代的《騎象奏樂圖》 ；二、傾斜地平面得到修正、但無法
描寫遠景的透視效果─宋初的《秘藏詮》與慶陵遼墓壁畫；三、空間連貫近中遠
三景─北宋中葉的《早春圖》 。仔細來看， 《秘藏詮》版畫是混雜前兩個空間結構
的作品。由此可見，並非所有山水畫家皆具有類同空間概念，對空間透視的掌握
亦非一蹴可幾，應是漸進式地體悟空間描繪的法則。而《秘藏詮》中包含不同空
間結構的作品，如南禪寺本 7-4 和空間結構較成熟的 5-5 與 9-1，顯示《秘藏詮》
版畫可能處在一個由上述第一階段往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 
第六節  小結─《秘藏詮》版畫做為唐宋著色山水的風格橋梁 
以上由《秘藏詮》的版刻特色、母題式樣、畫風類型、敘事與山水的搭配、
空間結構等五個面向，來推斷《秘藏詮》版畫可能的時代風格；並一併探討與這
些畫史脈絡相關的四個議題：唐宋版畫的山水圖像、唐代鐵線描著色山水畫風的
發展歷程、十世紀山水畫的敘事性、以及唐宋山水畫空間結構。總結以上，按不
同風格脈絡的分析結果，可歸納出《秘藏詮》畫風特性如下：   74
 
由上表可知， 《秘藏詮》版畫在母題樣式、線條特性、以及空間結構上，與唐代
至宋初畫風相關。再考量其版刻特質及敘事特性後，可推測《秘藏詮》的風格特
性應最接近十世紀後半葉。 
透過比較《秘藏詮》版畫與相關的考古與傳世作品可知，哈佛本《秘藏詮》
鐫刻細膩的圖像、熟稔流暢的線條水平，可以比擬繪畫作品中的筆描表現。而哈
佛本的風格特質，又與十世紀末兩件清涼寺發現版畫《靈山變相》 、 《彌勒菩薩
像》 ，以及 988 年《金光明經》版畫接近，顯示《秘藏詮》版畫最有可能刊刻於
十世紀末，代表當時宮廷版刻的高超水準。 
  從母題表現手法與線條特質來看， 《秘藏詮》 應屬唐宋間 「鐵線描著色畫風」 ，
並與《佛傳圖》 、 《明皇幸蜀圖》的畫風密切相關。此畫風大約略萌芽於隋代、初
唐，廣泛地流行於八世紀的盛唐，是一種重視筆描表現力的畫風，可能接近張彥
遠所說李思訓「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 ，
160而對吳道子的山水也有「天付勁
毫」的筆描特性。
161受到中唐以降對水墨暈染技法的開發與重視， 「鐵線描著色
                                                 
160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九，頁 110。 
161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一，頁 16。   75
畫風」也兼容墨染與皴擦技巧於既有的設色畫法，能夠更忠實地再現山體堅實渾
厚的質感。而《秘藏詮》版畫線條所具有塊面分割細膩、再現物象質感的特性，
標示其位於此畫風脈絡發展中的高峰階段。在北宋中葉以後，隨著皴法與墨染技
巧發展的日新月異，畫家逐漸忽略早期筆描的力感與強度，而使鐵線描畫風逐漸
「退居幕後」 。 
  由整體創作的概念來看， 《秘藏詮》的繪稿者將人物敘事融入山水場景的作
法，與十世紀的「山水故事圖」關係密切。皆出自於畫家對山水畫空間結構概念
的逐漸成熟，將敘事置於全景式山水中，予人山水與敘事並重的觀感。而空間結
構的發展，可說是伴隨山水畫成熟的產物，追根究底乃源自於人們對山水的興趣
與愛好。或許正是這樣對山水的熱愛，使唐末至宋初的人物畫、花鳥畫、佛經版
畫的畫家，無不致力將景物描繪在一個更為可信的空間場域中，並逐漸提升山水
在人物/花鳥畫中所佔的比例。更具體來看， 《秘藏詮》版畫標示著唐宋山水結構
的過渡階段：雖然已能修正早期畫作中地平面傾斜的問題，但依舊無法描寫遠景
的透視效果。 
 
在母題表現與線描特性上， 《秘藏詮》版畫與唐代著色山水傳統關係密切，
但在融敘事於山水中的特性與空間結構上，是與十世紀當時流行的畫風接軌。總
括來看， 《秘藏詮》版畫可視為唐代著色山水往宋式全景山水的過渡階段，是學
界重建唐代設色山水面貌的關鍵作品。更積極的來看， 《秘藏詮》版畫不僅與唐
代著色山水關係緊密，在許多宋代青綠和文人復古山水如王詵的 《煙江疊嶂圖》 、
傳趙伯駒的《江山秋色》 、喬仲常《後赤壁賦圖》 、甚至是李公麟的《山莊圖》中
都可發現與《秘藏詮》相似的圖像。若能持續考察《秘藏詮》與後世青綠復古山
水的風格關聯，透過此套版畫建立起「唐代著色山水─《秘藏詮》版畫─宋代青
綠復古」 三者的畫風聯繫，則能夠更深入了解畫史上著色山水的發展脈絡。另外，
即使宋初李成已大力開發墨染技巧，由遼畫《山弈候約圖》(980 以前)亦可推知
水墨山水已高度發展，然《秘藏詮》版畫的主要畫風依舊是唐代繪畫的傳統。這
顯示相較於新興的水墨山水，宮廷的審美喜好是注重著色山水的傳統，因此在主
要畫風的選擇上略顯保守。事實上， 《秘藏詮》畫風的選擇絕非偶然並有更深一
層的政治意義，更詳盡的討論請見本文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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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秘藏詮》的多元畫風─宋初區域畫風的匯集 
 
前文透過多個風格面向分析《秘藏詮》版畫，推斷其製作時代接近十世紀後
半，這有助於本章討論宋初區域性畫風的發展與《秘藏詮》的畫史意義。前文乃
將《秘藏詮》版畫視為一個整體，而較忽略其中各件圖像風格差異。然而，這套
版畫的五十件圖像都是如此相像嗎？答案若否，那麼各圖像表現上有何不同？又
該如何解釋畫風種類間的差異？而《秘藏詮》圖像中眾多風格的來源為何？必須
將這套版畫置於什麼樣的繪製脈絡下較為恰當？甚至，能否在畫史中找尋《秘藏
詮》版畫製作的相關脈絡？ 
在前人研究方面 ， 江上綏與小林宏光曾為南禪寺本進行畫風分類 【表 3-1 ： 《秘
藏詮》圖像分組比較表】 。但在圖像分組上，他們僅探討其中 28 件，約佔全部
50 圖像的一半多一點。畫風分組上不甚完備，許多該被歸類為同一組的圖像被
忽略，如筆者所分 A1、A2、B、江南畫風等組；另外，也有可獨立成一種畫風類
型而未被討論到的作品，如筆者所分 A3、A4、E 三組。再者，兩人的研究也未
具體描述各組畫風的特色、圖像歸為同組的原因、及各組間的可能關聯，在風格
分析上給人意猶未盡之感。而他們的分組是按照「畫家風格」與「無法區分是否
為同一位畫家或是相近的風格」的標準來劃分，卻使人不明兩種分類間的風格差
異究竟為何？況且，如此區分也不見得能使讀者更清楚《秘藏詮》的畫風面貌。  
 
初步來看，按照山體造型、線條特質、構圖等角度，可按地域性將《秘藏詮》
圖像大致區分成華北山水、江南山水、南北兼融的山水畫風等三大類圖像。這樣
的分類法是因為《秘藏詮》的畫風分類，大體接近目前學界對十世紀山水畫的研
究成果─五代宋初的山水畫，在描繪物象、墨法皴染、筆描特質上多反映地域性
特徵，可大致分為華北與江南兩類。
162宋初山水風格與地景風貌應合的特性，可
                                                 
162  莊申， 〈五代十國的繪畫〉 ， 《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 ，第 3 卷(1974)，頁 51-65；曾布川寬，
〈五代北宋初期山水畫の一考察—荊浩‧關仝‧郭忠恕‧燕文貴〉 ， 《東方學報》 ，第 49 號(1977)
頁 123-214；班宗華， 〈宋金における山水画の成立と展開〉 ， 《文人画粋編 2 董源  巨然》 （東京：
中央公論社，1985） ，頁 111-117；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の绘画  總論〉 、 〈五代の绘画〉 ，收於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東京：小學館，1997-2001)，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頁
73-86；陳葆真， 〈從南唐到北宋─期間江南和四川地區繪畫勢力的發展〉 ，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
研究集刊》 ，第 18 期（2005） ，頁 155-208；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の繪畫─傳統中國の歴史的・
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の淵源〉 ， 《國華》 ，第 1329 號(2006)，頁 23-32。   77
能源於五代宋初畫家對觀察自然的重視，荊浩說畫有「二病」 ： 「一曰無形，一曰
有形。有形病者，花木不時，屋小人大，或樹高於山，橋不登於岸，可度形之類
也。」
163這是種強調觀察自然、追求「物象之原」的態度，而非單純講求形似，
是需要對地景萬物有深刻體悟後才能有所掌握。
164或許這正是荊浩隱居太行山崇
山峻嶺中，觀察萬物後的寫照。相似的寫景態度亦可對應到范寬對關、陝地貌的
體會，劉道醇說： 
 
(范寬)居山林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
覽以發思慮，學李成筆，雖得精妙尚出其下，遂對景造意，不取繁飾，寫山
真骨，自為一家。
165 
 
由此推知， 范寬 《谿山行旅圖》 中高聳參天的主山及有如雨點般的皴線 【圖 3-18】 ，
應脫胎於范寬長久對北方山岳的觀察，山體千百年來風吹雨淋後所形成蒼勁堅實
的質感才能被忠實地體現畫中。是故，五代宋初畫家使用的山體構成、筆描、皴
染、構圖安排等風格特性，可能與他們所觀察/所處周遭的風貌地貌息息相關：
如荊浩等華北畫家多使用垂直方向的線描再現挺拔高聳的山體，相較之下，董源
則採水平方向的筆描寫出江南水鄉平遠的樣貌。
166 
 
在依照地域風格區分後，接著透過對山體造型、慣用母題、構圖安排等三個
面向，將《秘藏詮》做更細的畫風分組，分組標準是「一組為一種風格」 。意即，
同組中可能有一種以上的個人風格，但整體可歸類為相近的畫風。例如，A 組的
特性是強調山體龐大堅實的質感，山岳造型往往配合人物佈局，利用扭曲與動態
的山石引導觀者視線的構圖法。但是在細部塊面結組與構圖上可能有所差異，是
故，可再進行細部個人畫風的區分。總之，要考量每一組本身內部和其他各組的
風格差異，若本身圖像間差異過大，就該再做劃分；若否，或可解釋為同一組中
兩位不同畫家的個人風格。若出現類同但有部分風格差異的作品時，將以山體構
造為主要考量，圖像模組的使用與構圖為輔來判斷。這樣的判斷基準，是因為 《秘
                                                 
163  荊浩， 《筆法記》 ，頁 606。 
164  關於荊浩在《筆法記》中強調繪畫「圖真」的創作態度，可見《中國繪畫理論史》(台北：三
民書局，1997)，頁 58-59。 
165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 ，頁 453。 
166  班宗華， 〈宋金における山水画の成立と展開〉 ， 頁 111-127；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の繪畫〉 ，
頁 28。   78
藏詮》圖像的描繪重點著重於多種多樣的山岳型態，能夠獨立成為一組的往往具
有較鮮明的風格特性。另外，雖然慣用母題與物象模組(modules)亦有助於畫風的
推斷，但許多作品可能在母題使用上相當接近，因此難以做為判斷基礎。相關的
《秘藏詮》 畫風分組與構圖可見 【表 2-2： 《秘藏詮》 畫風分組與人物動線一覽表】
(本表將《秘藏詮》共 50 件作品縮小收錄，並描繪各圖人物的行進路線。下文因
篇幅之故，每組僅舉出部份圖像做討論，其於作品請參見本表的小圖)。 
在區分畫風組別後，還要試著將各組圖像與相關的畫作聯結，呈現每組畫風
在縱向時間軸上的可能來源與延續，以及橫向地域性的風格特性。做畫風聯結的
目的在於，將各組圖像置於相關的畫風網絡之中，使讀者從多件作品所組成的風
格「面」 ，來認識《秘藏詮》各組特性，而非以單一作品所代表的「點」 ，對個別
作品進行討論。  
最後，若能解答各組的風格特色，還必須思考《秘藏詮》圖像的組合意義，
為什麼被編入同一套版畫之內？是如何被編輯成一套作品？而這種組合與搭配
比例有何意義 ， 呈現怎樣的畫史或時代意涵？太宗為何統合華北 、 江南畫風於 《秘
藏詮》版畫中？多種多樣的畫風類型又代表了甚麼意義？(以下所論「秘藏詮」
者，若無特別說明，皆指哈佛本與南禪寺本「秘藏詮版畫」而言。) 
第一節《秘藏詮》版畫中的華北山水風格 
  所謂的五代宋初的華北山水，應包含荊浩、關仝、范寬所代表的陝西畫風，
以及李成所領導的山東樣式。
167其特性大致包括：多使用平直、方折的線條，描
寫垂直發展的巨大山體或樹木；此外，多使用細短的皴線，配合物象陰凹凸起與
塊面分割的方向，以一筆筆做細膩的描繪。整體來看，應是注重山脈宏大壯闊、
與多變地貌的畫類。按此原則，將《秘藏詮》圖像大致劃分出華北畫風與江南畫
風的不同。以下按照畫風特性，將歸為北方山水的作品再細分為 A 至 F 等 7 組，
並逐一探討各組的畫風特性與可能的相關作品。 
                                                 
167  關於華北山水的詳盡研究，可見鈴木敬， 〈李成から浙派〉 ， 《水墨美術大系(二)：李唐・馬遠・
夏珪》 （東京：講談社，1974） ，頁 39-70。特別是 39-45 頁的部份。班宗華， 〈宋金における山水
画の成立と展開〉 ，頁 111-115；另外，類似意見也見鈴木敬， 《中國繪畫史》 ，頁 151-178。   79
A 組─有助於畫面敘事的山體造型 
A 組圖像具有突出明顯的主山，多以斜向堆疊的山體或圓弧狀運動的岩塊劃
分畫面空間，透過山石運動的方向暗示畫面的主題。而人物行進方向往往順著山
岳佈排的方向，最後延伸到高僧所在，整體人物和構圖，與山體構造間有密切的
互動關係。整體特別強調山岳巨大的體積與量感，使用許多方折的線條描寫山石
塊面分割。按照山體造形、構圖與慣用母題，可再將本組細分為 A1 至 A6 等六
小組，代表至少有六種個人畫風。 
 
A1 組圖像包括南禪寺本 6-1、6-5、10-2、10-4，本組圖像最大共通性在於使
用 “boxes  within  boxes”構圖法。
168這是一種比空間單元(space cell)更能夠加強主
題的構圖方法，往往利用「雙層」的構圖框架，將觀者視線集中於畫面的主題所
在。以 10-4【圖 1-6】為例，畫面可分為兩個層次：首先，畫家以畫面中景左右
對稱的兩塊巨大山石切割出畫面中央的空間，山石的斷面是垂直且銳利的，而前
景的水紋也是有意識的呈現繁密的效果，使得中景的空地看來特別的舒朗。在這
圈圍出的空間中，出現三棵松樹，以略顯不自然地姿態圍繞出一個樹下的第二層
的空間。而當中坐的就是畫面的主角─高僧與弟子。畫家利用垂直的岩壁、糾結
的松樹、前景的水域來突顯主題，令觀者的視線通過兩層「視覺框架」 ，最後才
落至畫面主題。這種雙層空間單元的構圖概念接近《山弈候約圖》(約 980)【圖
2-56】與傳衛賢的《高士圖》 【圖 2-57】等十世紀畫作中的設計。
169這樣的構圖
慣例亦通同於本組其他圖像：不外乎使用巨大傾斜的石塊、高大的樹叢劃分空
                                                 
168  高居翰認為《高士圖》以近景的籬笆與流水、中景樹木、遠景的高山為畫面創造出了一個空
間；在這個空間內，另外還有一個以地板平台、房屋圈圍出的室內空間，而觀者的視點隨著前方
籬笆開啟的小門被引入畫面主題，因而稱之 “boxes  within  boxes” 的構圖。此外，在遼墓出土的
《山弈候約圖》中，畫家在前景利用左右巨大突起的石塊，結合中景下方人物背後的山壁圈圍出
空間；此外，中景人物進行的方向，加以往內延伸的流水，皆使得觀者的視線被引入後方，用鮮
明紅色廊柱所搭建出的建築空間中。而高居翰認為這種 “boxes  within  boxes” 的構圖方式相較於
較早的“space cell”構圖來說是更為進步，展現了十世紀繪畫在空間構圖上的特色，是朝向具有空
間統一性的宋代繪畫方向前進的藝術表現。請見 James Cahill, “Some Aspects of Tenth-Century 
Painting As Seen in Three Recently Published Works,”  收於《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藝
術史組》(台北：中央研究院，1981)，頁 1-36，尤其是頁 4-6 的部份。 
169  孫菊君已在她的論文中首先注意到《秘藏詮》此種“boxes within boxes”的構圖特色，參見其
〈萬曆年間郭世元摹《郭忠恕臨王維輞川圖》石刻拓本研究〉(國立師範大學美術系研究所碩士
論文，2005)，頁 42-43。   80
間，如圖 10-2【圖 3-1】 、6-1【圖 3-2】 ；接著，再繪入草棚、涼亭、山洞等，以
區隔出另外一層空間。事實上，若將 A1 圖像兩側出現的水域也考慮在內，利用
流水切割以突顯畫面主題的作法，或許可視為另一層 “box”。於是，在層層「包
裝」之下，A1 組的主角─高僧多被描繪在畫面最明顯的地方。 
若將 10-4 的構圖與傳為五代阮郜的《閬苑女仙圖》相比較【圖 3-3】 ，
170可
發現許多相近之處。首先在整體構圖上，二圖兩側皆繪有魚鱗般水紋之大片水
域，藉以切割出畫面中央的陸地；陸地上又表現巨大松樹圍繞出的空間，而這些
松樹的枝幹與樹葉皆「往內」生長或傾倒，好像具有某種方向性；而松樹之下，
都坐著畫面的主角。由此觀之，A 組圖像的確在構圖設計上，與考古出土的遼畫
及傳為五代的畫跡相當接近。 
在母題表現方面，山石多呈尖銳的轉折，大致按照方形的結構一層層地組合
出堅硬的岩塊，這樣的山石可見於李唐《萬壑松風圖》 【圖 3-4】 ，這樣的岩塊被
重複使用於 6-1、6-5、10-2。為避免石塊結構過於平面，畫家會在山石上搭配樹
叢等植物，以做出前後的層次【圖 3-5】 ；另外，此三圖的雲紋多為上一下二，共
三組渦形組合成的雲氣，再搭配下方如髮絲般的平行線條；最後，天空則佈滿以
如意造型拼組平行線的裝飾雲氣，在這些雲氣中，畫家不時會添加上遠山山尖，
以表現遠景飄邈的距離感，但其距離感卻是很曖昧的，與中景山體之間的空間關
係也很模糊。以上三例皆是同一畫家重複使用單元模組(module)的例證，顯示這
四件圖像很有可能出自同一畫工之手，除許多圖像模組被重複使用外，“boxes 
within boxes”的構圖法也是此組最不同於其他各組圖像之處。 
 
 A 2 組圖像有 1-5【圖 3-6】 、3-4【圖 3-7】 、4-2、5-4，其共通性在描繪多面切
割的山石，以「L」形線條與方折的線條再現塊面硬脆的質感。在山體構造上，
A2 組與 A1 組有著相近的山體質感，即堅硬、銳利的岩塊。但本組圖像特殊之處
在，其構圖多以一層層岩塊堆疊，安排畫中旅者前進的道路【圖 3-6】 ，而最後皆
導向高僧所在之處。整體看來，以綿延累積、與斜向堆疊的方式，表現石塊內部
運動的能量，使山石凝結成一個龐大、具有方向性的整體。A2 組各圖就是由這
些一塊塊的山石脈動所累加而成，各自佔有畫面不同的區域，同時也區劃空間單
元。以山石累進暗示敘事方向的手法，在《明皇幸蜀圖》 【圖 3-8】中亦可發現，
                                                 
170  相關討論可見謝稚柳， 〈阮郜筆閬苑女仙図巻について〉 ， 《國華》 ， 第 917 期 （1968） ， 頁 23-29。   81
《明圖》左半透過斜向約 45 度往畫面深處而去的堆疊法，賦予山石某種運行的
方向，此導向與畫面人物並行，具有輔助敘事的效果。 
 A 2 組與 A1 組不同之處在於，並無 A1 組所出現近以層層塊面累加成的四方
體山石，在構圖上亦未使用  “boxes within boxes”的雙層空間單元法來大力強調
高僧所在。然而，在細部的石塊組成、遠山山頂團聚一起彷彿連成一片的樹叢、
天空中以平行搭配如意形雲朵的裝飾等母題使用，A1 組與 A2 組有著相近之處。
並且，上述幾種母題表現在《明皇幸蜀圖》中亦可發現許多，顯示 A1、A2 兩組
風格相似，並與古典青綠山水的可能關聯。 
 
 A 3 圖像共有 4-5、6-2、7-3、9-3、9-5【圖 3-9】 、10-1【圖 3-10】等六件，
是《秘藏詮》各組中圖像最多的一組。其最大的特色在於具有「氣勢」
171的山石
造型，其山岳往往透過堆積的、斜向的山石組構出扭轉、垂懸的山勢。以 10-1
【圖 3-10】為例，其近景左半出現由右下往左上約 45 度傾斜的山石，透過其上
生長的樹叢，與後方中景相連，中景山體則略具有由右下往左上方運動的態勢，
山體中央內部則稍稍呈現彎曲狀。在右半山體的部份，則使用相反方向左下─右
上─左上的運動做出畫面中央的凹陷，成為高僧所在的岩洞。畫家透過近景與中
景山石運動方向的改變或扭轉，賦予山石強大的生命力與動能。對觀者來說，視
覺的觀察亦隨著山體扭轉的動勢，被引導至畫面主題所在。另外，6-2 近景中央
的山石是由右下往左上傾斜，其背後的山石卻呈現由左下往右上的相反構造。相
似的作法還可舉 9-3 為例【圖 3-11】 ，前景中部的石塊也是朝左上傾斜，但與其
相對的主山卻是由左下往右上運動，甚至頂端還微微地向左邊傾斜，呈現扭動的
姿態。畫家彷彿透過斜向與變動的構造賦予山岳生命，讓觀者感覺到其內在所蘊
含的大地能量。 
A3 組充滿動勢的山岳造型，與富平唐墓壁畫(約 9 世紀)尤其相近。在富平山
水屏風中的一軸，近景山脈也表現由右下─左上─右上的「圓弧式」運動法【圖
3-12】 ，連畫面右下的小土丘也重覆相同的造型，做出垂懸的山勢。重點在於，
圓弧狀的山體在其山腰部位轉折後，山頭彷彿垂吊在空中，給人一種重心不穩的
                                                 
171  曾布川寬認為，不同於北宋中期以後，唐末至宋初山水是特別重視「氣勢」的表現，尤其在
對連綿的地脈、扭動崢嶸的山勢、或是堆疊累積的山岳描繪上，透過「斜向、迴旋」的造型展現
了豐富的大地能量。這是「觸覺性山水」的表現，可吸引觀者視覺上的投入，是一種「可行可望」
的山水創作，不同於北宋中期以後郭熙所強調「可居可遊」的山水表現。詳見曾布川寬， 〈五代
北宋初期山水畫一考察—荊浩‧關仝‧郭忠恕‧燕文貴〉 ，頁 123-214。   82
感覺，而正是這種視覺上的不平衡引發觀者視覺的投入。再者，為突顯峰巒崢嶸
之勢，A3 組圖像與富平壁畫採用相同的作法，皆以描繪平遠的景緻做為背景、
近景處則為水域，予人一種山體由水中飛躍升起的感覺。事實上，這種具有動勢
的主山搭配平遠的構圖，相當近似畫史中記載十世紀華北山水畫家關仝的特色：  
 
上突巍峰，下瞰窮谷，卓爾峭拔者，仝能一筆而成，其疏擢之狀，突如涌出
而又峰岩蒼翠，林麓土石，加以地理平遠，蹬道邈絕。
172 
 
劉道醇所說疏擢的樣貌就像突然從大地湧出一般，若搭配上背景「平遠」 ，山體
就更能夠給人「蹬道」─彈跳出地表的感覺。此段文獻與 A3 組構圖、考古畫跡
不謀而合，即使不足以說明本組畫風與關仝有什麼關聯，但至少可說，這種崢嶸
的動勢山體應是流行於唐宋間華北山水的特點之一。 
從山石造型與構圖來看，還可將 A3 組略分為三小類，代表應由三個不同畫 
家起稿。第一類有 4-5、7-3【圖 3-13】 ，中央的主山皆呈右下往左上的傾斜造型，
創造出一個開口朝左的半弧形空間，並將高僧安排在左半涼亭中。第二類有 9-3
【圖 3-11】 、
1736-2：以中景奇偉崢嶸的主山切割畫面，相對於左半茂密的叢林、
石塊、高聳的山體；畫面右方是較為開闊，展現往遠方推移的透視效果。第三類
有 10-1、9-5，畫家使用平行、方折的筆法表現山體繁複的塊面分割，使得山石
質感較前二類堅硬。在構圖上，皆在畫面左右安排往地平面延伸出去的水面與遠
方山丘，使得畫面中央的近、中景更為突顯，這種做法使中央主題明顯，而僧人
與問道者往往就安排在此中的茅舍或山洞中。 
總括來看，A3 組圖像所使用「圓弧式」動態造型的山峰，具有更清楚點出
描繪重點、切割畫面空間，並使整體構圖更為清晰明確的功能特色。在 A 組其
他圖像中，山石多呈 45 度斜向的直向安排，卻並不具有變動方向所產生的「扭
曲感」 ，或可說 A3 的山體劇烈變動的姿態，是 《秘藏詮》 中最具有戲劇性的表現。
藉由比對畫史和考古出土可知，本組具有動態與方向性的山體應是北方山水的造
型之一。  
                                                 
172  劉道醇， 《五代名畫補遺》收於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冊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1992)，頁 462。 
173  事實上，9-3 圖從左下以圓弧狀往右上運動的主山，實與王詵《漁村小雪圖》中的主山相似，
二者山頂沿著山稜生長的一排排樹叢、右側突出做塊狀的結組，加以背景搭配平遠的構圖法都是
兩兩相近的。對於王詵與《秘藏詮》圖像的可能關係，還值得作更深一步的探討。   83
 
  A4 組包含 1-1【圖 3-14】 、4-3、4-4【圖 3-15】 ，其共通之處在於使用大量直
向與轉折的線條勾畫出山石輪廓，使得山體看來較為平面與呆板。而 A4 組山石
也有以層層堆疊、斜線式發展的造型，這樣的概念與 A2 組有相近之處【圖 3-9、
3-10】 。強調山石傾斜地重複累積，以此切割畫面空間、劃分道路，或者指示高
僧的所在。在雲氣表現上，除了其他組常見之具有兩組渦型的雲氣外，還可見許
多僅有輪廓，呈現一小塊一小塊葉片狀的雲朵，其造型破碎並缺乏明確的結構，
是 A4 組中最不同於其他各組的母題表現。 
  在整體構圖上，A4 組也近於其他各組將高僧安排在畫面中央，並使用類似
A2、A3 兩組的手法，即以山石圍繞出口袋空間，透過三面山壁包圍住高僧，此
種利用山體圍繞畫面主角的作法在早期畫作中相當常見。
174而這種利用山體圍繞
畫面主角的作法，似乎自唐代開始就是佛教繪畫上常使用的圖法，例如八世紀的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圖 2-49】 、清涼寺《靈山變相圖》版畫(約十世紀末) 【圖
2-13】  等，主尊多被放置在山脈圍繞出的半弧形之中。中景之外，A4 組的近景
多是大片水域，並在遠景描繪大片的遠山與雲氣，幾乎填滿整個畫面。在山石結
組方式上【圖 3-15】 ，與李唐《萬壑松風圖》有相似之處【圖 3-4】 ，二者山體皆
是近於四方形，以一層層近乎直角的折線，逐一框圍出山體的結構。尤其是銳利
的分割角度，使岩石因此呈直角結組，可想見其描繪對象應是北方堅實厚重的山
體。 
 
  A5 組圖像有 6-3【圖 3-16】 、8-1【圖 3-17】 。其圖像相近處在分佈於山石表
面的眾多小黑點，這些黑點較不像是哈佛本第二圖那樣並排群聚的樣子。仔細來
看，這些黑點並非隨意出現，而多是沿著兩條山石輪廓線的內側分佈，而山石外
層多留下空白，這接近繪畫作品使用毛筆擦染加暗山石陰凹處，突顯山石立體感
的作法。由此可知，創稿的畫家很有可能已具有初步的皴染法概念，並了解該怎
樣加強山石立體感，而本組黑點規律性的分佈，可能是之後刻工保留畫稿筆法的
結果。 
                                                 
174  像這種空間單元的作法應盛行於六朝時期，例如敦煌北周 428、301 等窟，利用山脈與樹叢區
隔出一個個半弧形的空間。另外，南朝西善橋五世紀初的竹林七賢磚畫，也多利用了樹木來區劃
分人物所在的空間。由此來看，空間單元應與人物畫傳統關係密切且為流傳久遠的構圖法。關於
六朝至唐代人物畫空間單元演變的研究，請見 Pao-chen Chen, “The Goddess of the Lo River: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Handscrolls,”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84
若仔細觀察 A5 組的山石造型與其黑點的出現，讓人不僅聯想到范寬的《谿
山行旅圖》 【圖 3-18】 。A5 組畫面中央多出現半橢圓形的主山，一層層地向後堆
疊而上【圖 3-16】 。在山頂稜線上長有樹叢，生長的位置亦讓人想起范寬《谿山
行旅圖》 ，或許接近米芾所述范寬「山頂好作密林」的風格特色。此外，山體外
輪廓線也與范寬所使用硬折的筆法相近，邊緣多是尖峭突起、曲折起伏，表現北
方山岩經年累月受風化後堅硬滄勁的質感 。 這麼來看 ， 其黑點很有可能是刻工 「翻
譯」范寬雨點皴的結果。
175 
 
A6 組圖像包含 4-1、7-1【圖 3-19】 、8-3【圖 3-20】 ，此組的特色在於山石呈
現「工」字型的節理。除了外輪廓線，山石內部由許多的「工」字分割而成，使
得石塊分割相當細碎繁雜，且石塊大多呈現右下往左上傾斜狀，其上繪有大量向
下覆蓋的雜草。而 A6 組的巨大岩塊多有由右下往左上，呈現約 45 度的傾斜姿
態，而眾多山岩所構成的方向，是指向畫面左側高僧所在的草棚或岩洞。 
考察傳世畫跡可發現，以方折平行的筆法表現山石塊面結組的方式，與敦煌
藏經洞出土《靈鷲山說法圖》(八世紀)  【圖 3-21】的刺繡畫有相近之處，
176當
是早期畫作表現山石的作法之一。除此之外，本組畫家還喜歡在茅草屋或房舍頂
端加上一個鼓狀物並搭配棕櫚樹作為背景【圖 3-22】 ，這種組合方式也是不見於
其他組圖像的作法。 
在空間表現上，A6組的遠景與前景之間是斷裂的。與《秘藏詮》其他各組
相近，本組也多使用雲氣遮掩遠景的山脈，透露出畫家對空間掌握上的不確定
性。另外，如 8-3 中，中間右上的山脈，好像被描繪在兩層不同的地平面上，讓
人聯想到唐代正倉院桿撥琵琶畫，在空間表現的稚拙感【圖 3-23】 。 
 
總括來看，A 組山體講究造型之奇勢─山石做斜向、圓弧，或扭轉的姿態，
使得山體組成與畫面敘事有著關聯─透過山體累進的方向映襯人物前行的動向
或所處的位置。早期山水強調崢嶸之勢與 「氣勢」 的特色，已為曾布川寬所注意，
                                                 
175  關於 A6 組圖像中小黑點與范寬雨點皴的可能關聯，韓國學者李成美已經指出，但他並未細
究其表現方式及山體造型。
請見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高麗初期山水畫의研究〉，《考古美術
》，卷 169-170(1986)，頁 17。 
176  關於此作的詳細資料與研究，請見大英博物館監修，ロデリツク、ウイツイフイ-ルド編集解
說，上野アキ翻譯，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東京都：講談社，1982)，
卷三，頁 277-280。   85
177但石守謙教授更進一步發掘《溪岸圖》 、 《高士圖》等作品中，講求山體奇偉之
勢的造型與人物敘事的可能關聯。
178這麼看來，這種透過具有動勢的山岳，搭配
人物敘事的手法似乎與早期山水畫關係密切，但此種作法到底從何而來？何時產
生？流行的時代與區域又是甚麼？創作的動機與背景為何？諸多問題有待本文
第四章作更進一步論述。 
B 組─著重樹石造型 
  本組圖像包含2-1、2-3【圖3-24】 、3-5【圖3-25】 、10-3，其中重複使用許多
傾斜平頂與側面下削、由左下往右上傾斜的土坡，整體看似個傾斜的直角三角形
「⊿」【圖3-26】。其土坡的傾斜程度或有不同，其頂上多呈現圓鼓的平面並長
有樹木，由此造型在B組中再三出現的情況可知，這應該是此畫家善用的山型模
組(module)。而土坡與樹叢的模組搭配應是早期山水畫家擅用的手法，在唐代正
倉院的《蘇芳染金銀繪箱》(約八世紀)【圖3-27a】以及節愍太子墓道壁畫(710)
【圖3-27b】上都可以看見類似的造型。甚至，在後來王詵青綠復古之作《煙江
疊嶂圖》中【圖3-27c】 ，亦可發現由左下往右上傾斜，上面長樹木的平台。 
  此外，B組四件作品的構圖方法也大致相同(除2-3外)，構圖大致如下圖所示：  
 
畫面右上方皆出現沿著山壁所架設的棧道，由遠而近，在近景右下或中央皆出現
兩位行腳僧，其中一位帶著斗笠，另一位將斗笠懸掛在拐杖之上。即使10-3人物
看似稍有不同，其實也只是將懸掛的斗笠戴到了頭上【圖3-28】。此外，近景與
中景間皆描繪水域；人物由右往左行進、在繞過近景之後，多迴轉而右上，將觀
者視線帶回畫面中央的高僧所在，而高僧都不約而同的坐在岩洞底下，請見【表
2-2】。 
                                                 
177  曾布川寬， 〈五代北宋初期山水畫の一考察—荊浩‧關仝‧郭忠恕‧燕文貴〉 ，頁 123-214。 
178  石守謙， 〈風格、畫意與畫史重建─以傳董元《溪岸圖》為例的思考〉 ， 《美術史研究集刊》 ，
第 10 期(2001)，頁 11-12。   86
 B 組的圖像不僅在構圖上彼此相近，各種母題造型也重複地被使用在各個圖
像中。負責繪稿的畫家可能將其所熟悉的母題式樣再三地套用到相近的構圖中，
透過部份細節的變動，拼組出四件看似不同而內容卻高度相似的作品。B組與A
組的風格差異在於，本組缺乏中央主山，而多描繪傾斜的土石平台與高大的樹
叢；也沒有A組中，使用山體佈排走勢暗示畫面人物行走與高僧所在的設計感。 
C 組─較為平板的山體造型 
本組包括南禪寺本 3-3【圖 3-29】 、5-2【圖 3-30】 、5-3【圖 1-8】 。本組山石
造型平面，在輪廓線以外缺乏細部的分面，僅重複使用平行的、或「L」形的轉
折線條，組構出接近三角錐狀的山體。這類平面化的山岳表現似乎流行於五代至
宋初，如南唐棲霞寺石刻【圖 2-31】 、敦煌 61 窟(五代)【圖 3-31】 、
179以及《靈
山變相》版畫【圖 2-13】等。若與其他各組或可靠的十世紀畫跡如《江行初雪》 、
王處直墓室壁畫、甚至《秘藏詮》A 或 B 組相較，即可發現 C 組山體是過於平
板，線條缺乏方向與長短的變化，使得山石造型上看似千篇一律。 
對此，方聞認為十世紀中葉將這種較為平面、概念式的山體作為一種復古
的、裝飾性的表現，可能反映當時對山岳的理想典範。
180此類山形母題多出現在
與宗教相關的作品上，很可能是基於宗教圖像學的考量而延續或追索某種畫風傳
統，故不採用當時較為成熟的山水造型來表現。而這種古早的圖像傳統持續在北
宋中後期被沿用，稍晚的宋真宗(1010-1063)陵寢石雕【圖 3-32】 ，也採取高度形
式化的手法表現山石與雲朵。
181此現象說明，早期風格往往並不因新興的畫風流
行而消失 ， 反而多進入較傳統的宗教或墓葬圖繪系統中 ， 繼續尋求贊助者的支持 。  
                                                 
179  關於敦煌 61 窟五臺山圖壁畫的研究，可見日比野丈夫， 〈敦煌の五台山図について〉 ， 《佛教
藝術》 ，第 34 期(1958)，頁 75-86；Ernesta Marchand, “The Panorama of Wu-t'ai Shan as an Example 
of Tenth Century Cartography,” Oriental Art, vol. XXII, no. 2(1976), pp. 158-173；小山滿著、袁林
譯， 〈敦煌第六十一窟《五臺山圖》研究〉 ， 《敦煌學輯刊》 ，1 卷 17 期（1990） ，頁 143-153；趙
聲良， 〈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圖研究〉 ， 《敦煌研究》 ，1993 年 4 期，頁 88-107；Dorothy C. Wong, 
“A reassessment of the Representation of Mt. Wutai from Dunhuang Cave 61,”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46(1993), pp. 27-52. Dorothy Wong 於其研究中亦指出，敦煌五臺山與《秘藏詮》第四圖風格
上的相近之處。 
180  方聞認為，十世紀曾流行一種刻意使用早期形式化的造型樣式，來傳達具有裝飾趣味或古意
的畫風，而這樣的形式逐漸為後代畫家所延用，並成為「古典山水」的標準模式。相關研究請見
Wen C. Fong, “Archaism as a ‘Primitive’ Style,” Artists and Traditions: Uses of the Past in Chinese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76), pp. 89-109. 
181  相關圖版與解說可參見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iland: SDI Publications, 1998), pp. 61-62.   87
另一方面，C 組各圖展現一個廣闊的空間，但近、中景缺乏連貫統一的感覺，
山峰林立，密佈整個畫面，幾乎要頂到畫面最上方，只剩下一絲絲空白來描寫天
空【圖 3-29】 。並且，因採鳥瞰的視點，讓人覺得觀看距離被拉的很遠，這也與
其他各組較為近視觀看人物活動的距離不同。再者，還可發現此組畫工重複使用
相同的構圖設計，以 3-3【圖 3-29】 、5-2【圖 3-30】為例，在畫面右下近景處皆
出現由畫外延伸至畫內的道路。觀者的視線順著道路往左，就會看見行走在近景
中央的旅者，他們繼續朝著畫面左方前進直到畫面的尾端，此時出現往右上斜向
延伸的道路；視線隨著山坡逐步而上，最後就會看見端坐在畫面中央的高僧。人
物活動的路徑大致呈現「 」的形狀，而 5-2 只是將方向相反過來，但整體佈局
還是相近的，詳見【表 2-2】 。 
D 組 
  本組有 2-4【圖 3-33】 、9-4【圖 1-7】兩件作品，其中大量使用重複的圖像模
組(module)。例如，山石好像用一塊塊積木拼組而成【圖 3-34】 ，透過方折線條
結組出頂部平坦的平頂，周圍則被雲氣圍繞。再者，兩件圖像都在前景傾斜的土
坡上描繪有許多大樹，透過高聳的樹木與祥雲遮掩近景與中景間的距離感，並切
割出畫面的不同空間【圖 3-35】 。 
空間表現上，近景處有土坡，並在土坡上畫有樹叢，樹梢與後景山脈之間的
重疊部分則畫有祥雲，使得景物間的距離相當曖昧。而且畫面的構圖也較侷限於
近、中景，整體缺乏遠景的描繪。僅在畫面中央，透過往遠方延伸的水域，隱約
暗示深入的空間，但其中又雜有大量的雲氣，山體多以前後重疊方法描繪。 
E 組 
本組包括 1-3【圖 3-36】 、2-5、8-2【圖 3-37】三圖。佈局上中央為水景，山
脈土石將近景圍繞，彷彿製造出一個舞台空間，而人物的活動就在內部的空間展
開。以 1-3 為例【圖 3-36】 ，動線的起點可由畫面中間左上的寺廟開始，隨著蜿
蜒的山徑來到前景，中央近處的水域有正在穿越小橋的旅人，他們朝著右方前
進、迂迴而上，最後得以拜見畫面最右方的高僧。而 2-5、8-2 亦是如此，人物  88
行走的路線多由兩側上方開始，且一定會繞經前景下方，渡過水域後再蜿蜒而
上，大致如下圖： 
 
在母題樣式方面，本組最特別之處是遠方山頂有著一棵棵像是聖誕樹造型的
樹木生長，但是比例過大、樹幹過於硬直而沒有樹木生長的感覺，突兀的生長在
山頂的之上。另外，近景水面的邊緣，多畫有充滿凹洞的湖石，且山上滿是各種
植物、雲氣、苔點，使得整體的山勢並不明顯，只有幾個頂端尖銳、略呈三角形
狀的山峰較為顯眼。 
F 組 
有 2-2【圖 3-38】 、3-1、3-2【圖 3-39】 。本組的共通之處在於，山石的造型
是根根豎立的山峰，穿過雲氣獨立存在。其峰頂多有尖銳的轉折，由側面看去像
是鋒利的刀刃。近景為水面，水面上有許多湖石。構圖上，以三面山峰圍繞出近
景口袋型的平坦空間，透過山石的側邊或谷地可見到遠景。同於其他各組，遠方
的山丘多被雲煙遮掩，空間結構是較為曖昧不明的。 
  值得注意的是，F 組與現存幾件《明皇幸蜀圖》有著不少相似之處。不僅雲
氣、水紋都是用線條勾勒之外，在山體多呈瘦長的圓錐體造型、頂端有尖銳的折
角，並在峰頂長有幾棵孤立的樹叢。更仔細來看，山岩細部不時會出現一層層斜
向平行結組的片狀山岩，乍看之下，像是一塊塊疊架而成的磚牆 【圖 3-40、3-41】 。
而這樣的山石構造在故宮【圖 3-42b】和大都會所藏《明皇幸蜀圖》
182 ( 約 12 世
紀中葉)中也可以見到【圖 3-43】 。其特點在於，沿著外輪廓線上偶然會出現一個
個平行片狀的石塊，表現細膩的岩塊分割。不僅如此，3-2【圖 3-41】與《明皇
幸蜀圖》 皆出現一種斜向突出的山峰 ， 其頂端平坦但側面以層層片岩構造而成 【圖
                                                 
182  此做英文名為 “ Emperor Hsuan-tsung’s Flight to Shu”相關內容與風格介紹請見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pp. 26-31.   89
3-42a】 。這樣的造型在許多早期山水與復古山水中時常看見，例如唐代的《騎象
奏樂圖》 【圖 2-47】 、盛唐 320 窟北壁《日想觀》 【圖 3-44】 ，以及文人復古作品
─喬仲常《後赤壁賦圖》 【圖 3-45】 。由此可見，這樣的母題造型當與唐代山水關
係密切，應是早期山水中慣用的樣式之一。 
另一方面，F 組的山峰上出現許多細小的黑點，但這些黑點不像在是其他各
組那麼巨大，也不是呈團狀的聚集；在此多像是平行並排式的做長條狀分布在岩
壁上。考慮到本組圖像與《明皇幸蜀圖》的相近之處，讓人不禁猜想，這些小黑
點是否是刻工在表現畫稿時，將 《明圖》 山石上細小的皴紋 「翻譯」 而來的表現？ 
 
總括來看， 《秘藏詮》版畫中共 37 件的華北山水圖像，特別強調線條的表現
力，而以平直、方折的筆法刻畫多種多樣的山岳造型，風格上與許多唐代著色山
水和北宋青綠復古畫作相關，如富平唐墓壁畫、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 《蘇芳染
金銀繪箱》 、 《煙江疊嶂圖》 、 《明皇幸蜀圖》 、 《萬壑松風圖》等，顯示《秘藏詮》
版畫的主要畫風乃延續唐代著色山水的傳統，並扮演聯繫宋代青綠復古山水和早
期著色畫風的橋梁工作。 
第二節  《秘藏詮》版畫中的江南山水風格 
相較於前述的華北畫風，往往強調山體巨大、多變的態勢，多使用方折、平
直的線條， 《秘藏詮》版畫中還有另一類畫風，多以綿長、波動起伏的線條描寫
像饅頭般低緩起伏的土丘，缺乏主要或高聳的山體。整體構圖上更為開闊、物象
佈排較為疏朗，人物動線更為直接明瞭。而這種畫風特性可能代表南方畫風，以
下簡述其風格特性。
183 
 
江南畫風的圖像包含 1-6【圖 3-46】 、7-2、7-5、8-4【圖 3-47】 。其特出之處
在於，並不講求山體多變的造型或構圖上的變化，山石多是平緩低矮的土丘，沒
有高起的山峰。即使有較高起的山體如 7-5、8-4，也多被樹叢與雲氣所遮掩，似
                                                 
183  關於北方與南方山體造型上的不同，以及二者表現方式的討論可見 Richard M. Barnhart, Along 
the Boarder of Heaven: Sung and Yuan Paintings from the C. C. Wang Family Collecti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3), pp. 33-34.   90
乎有要避免山體過於突出的企圖。平緩的山石與平遠式的構圖與江南畫風的代表
作，傳為董源的《寒林重汀》 【圖 2-32】相當接近，
184董源的土坡造型亦是圓滑
且平緩，山頭沒有任何銳利的轉折，山體是透過一個個三角形的土坡由前往後逐
漸堆疊而成，畫面多採較近的觀看距離，並搭配上大片水域。若與 A3 組所表現
崢嶸扭動的山勢、或北方山水那種質地堅硬的山石相比，本組的山岳則未有引人
入勝之處。構圖上也缺少變化，放大的人物使得整體行進的路線一目了然，多呈
現直線式的行進路線。不像其他各組的人物彷彿在山林水間忽隱忽現，觀者必須
仔細觀察才能解晰其行走的動向。總括來看，本組圖像予人種平淡無奇的視覺效
果，乍看之下反而讓人摸不著頭緒。 
  或許上述諸點正是本組圖像的特色，畫家欲傳達的是種整體的意象而非畫面
細節的描述，目的在傳達一種 「平淡天真」 的視覺感受，接近北宋沈括(1029-1093)
所說： 
 
江南中主時，有北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嵐遠景，多寫江南真山，不為奇峭
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理。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
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不類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
185 
 
從文獻可得兩個重點：第一，沈括所敘述董源江南畫風之作是不做奇峭之筆，不
重山體造型的多樣變化，而以平淡示人。第二，其畫風多簡單草率，近看難以辨
別任何物象，需遠觀才能領會其整體面貌，是重視「意境」的傳達而非仔細地雕
琢畫面的作法。以上兩點正合於本組的圖像表現，雖在《秘藏詮》中無法體會水
墨渲染的墨色變化、江南的雲霧氣氛也不得而見，但由本組畫家刻意迴避對山體
質感與造型的描繪可知，其在山石描繪方面的確是具有一種「低調」的特質。同
為北宋的著名書畫家米芾對董源之畫也有相近的看法： 
 
  董源峰頂不工，絕澗危徑，幽壑荒迥，率多真意。
186 
 
                                                 
184  關於《寒林重汀》的研究請見竹浪遠， 〈(傳)董源「寒林重汀図」の觀察と基礎的考察(上)〉 ，
《古文化研究》 ，第 3 號(2004)，頁 57-106。另外，關於董源的畫風與傳世畫蹟之研究，可參見
Richard M. Barnhart, Marriage of the Lord of the River 尤其是頁 22-40。 
185  沈括， 〈論畫山水〉 ， 《夢溪筆談》 ， 參見俞崑編， 《中國畫論類編(上)》 (台北：華正書局， 1984)，
頁 625。 
186  米芾， 《畫史》 ，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冊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頁 988。    91
所謂董畫之山岳「峰頂不工」 ，正同於沈括所說某種表現上的節制與簡約了吧。
另外，米芾對董源的風格與畫法還有以下敘述： 
 
余家董源霧景橫披全幅，山骨隱顯，林梢出沒，意趣高古。
187 
 
此段記載相當重要，尤其是「山骨隱顯、林梢出沒」的風格敘述，或可與 7-5、
8-4 中大量使用雲氣遮掩山體的作法相通。利用雲霧將山的骨幹與主軸掩沒，只
能透過樹林隱約窺見其大致的走勢，這種作法創造了神祕迷濛的畫面氣氛，是透
過作品中煙嵐、土丘、樹林所共同製造出的「印象」 ，山體本身並非表現上的重
要訴求。 
若拿趙幹的《江行初雪》作為對照【圖 2-22】 ，則可更清楚沈括與米芾所言。
在《江行初雪》中，土坡的輪廓線並不明顯，幾乎是隱沒在色彩與墨染之中，大
不同於其他北方山水畫的代表作如《谿山行旅》 、 《山弈候約圖》 、許道寧《漁父
圖》一類，重視以線條表現壯闊雄偉的山勢與山石質感的作法。最後， 《江行初
雪》中拉近的視點，也與本組作法相近，畫家放大畫面人物，使他們看來更接近
觀者，動作與表情更為清楚，使焦點較集中於人物身上而非山體的表現。
188 
                                                 
187  米芾， 《畫史》 ，頁 980。 
188  所謂江南畫風的約興起於五代南唐，此後一度消寂，至十一世紀中葉後經由米芾等文人的提
倡才又再度復甦。十世紀初，由於戰事造成南北分裂，位於江南的南唐相對北方是更為安逸平穩，
加以南唐帝王們對文化藝術的獎勵，使得南方孕育出自己獨特的山水畫風格。以董源為中心，其
弟子巨然與畫院學生趙幹等的傳世畫作，都能相當程度地反映當時的畫風特色。比較之下， 《秘
藏詮》 圖像較重人物在山水中的活動，並不同於十一世紀中葉專注於描寫江南水鄉景色的趙大年
畫風。以其《湖莊清夏》(1100)為例，此畫視點拉近，彷彿在邀請著觀者進入畫面，順著畫面中
的小徑一步步走進幽遠飄邈的雲霧中。全畫杳無人煙，但近景有許多白鷺、鴛鴦等水禽，讓人在
遠離塵俗後可與大自然進行心靈的對話。樹木使用點葉法畫成，亦不用粗重的輪廓線勾勒山石，
與「米家雲山」橫點而成的山形有異曲同工之妙，很能傳達遠方霧氣中物象迷離的意像。相形之
下，人物活動在《秘藏詮》版畫中依舊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非宋代中期後重視對純粹之自然景色
的關懷，由此可知《秘藏詮》版畫應與十世紀的江南畫風較為相關。 
感謝波士頓美術館研究員 Joe Scheier-Dolberg 的協助，筆者得以順利研究《湖莊清夏》 ，筆
者在此表達誠摯的謝意。關於趙令穰的相關研究可見米澤嘉圃， 〈伝趙令穰筆秋塘圖について〉 ，
《大和文華》 ， 第31期 （1969） ， 頁1-15 ； Robert J. Maeda, “The Chao Ta-nien Tradition,” Ars Orientalis, 
vol. VIII(1970), pp. 243-253；板倉聖哲， 〈傳趙令穰「秋塘圖」 （大和文華館藏）の史的位置〉 ， 《東
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 ，第 542 期（1996） ，頁 33-51。另外，南宋小景畫構圖之發展，可見陳葆
真， 〈從空間表現法看南宋小景山水畫的發展〉 ， 《故宮學術季刊》 ，13 卷 3 期（ 1996） ，頁 83-104。
尤其是頁 87-88 的部分論及了北宋末年趙令穰畫作，強調以迷霧淡化遠方沙洲汀渚，以增強畫面
空間感的作法，是為「宋式三遠」 ，可能與北宋末年追求「詩畫」的美學趣味有關。 
   關於江南董巨畫派的研究，Daniel Bryant 搜集了許多宋金之間的相關文獻資料，可作為了解
早期(明代以前)對江南畫派評論的基礎。請見 Daniel Bryant ,“Patriarchs in Wait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ung-Chu School,” Monumenta Serica, no. 41(1993), pp. 29-88.  關於南唐帝王對藝術
的贊助與推廣，及南唐一朝孕育了江南畫風等一系列的研究請參見，陳葆真， 《李後主與他的時  92
第三節  《秘藏詮》中南北兼融的山水畫風 
相較於北方與江南山水而言， 《秘藏詮》中還有一種兼具以上兩類畫風特性的 
圖像。其特色是：在山體構成上，這類圖像在畫面右半多是低緩的土坡，土坡並
往畫面左半延伸而去，並逐漸攀升隆起形成一個巨大堅硬的山體。而描繪左右兩
半山體的線條自然也不一樣，右半是使用綿長具有起伏波動的輪廓線，相形之
下，左側山體則用多使用方折的輪廓界定外型。構圖上亦是左右有別，右半為低
平開展的水域，搭配上右半山脈為主的山群。相較於《秘藏詮》中的華北與江南
畫風，本組圖像在山體構成、線描、佈景上展現折衷南北山水的特性。 
 
本組包括南禪寺本 7-4【圖 2-63】 、8-5【圖 1-5】 。構圖方面，以平遠為主搭 
配上深遠，觀看的視點似位在畫面中央偏左約 3/4 處，隨著水域往右上開展，也
暗示空間逐步退後的效果。畫面中左半巨大的土坡有著由右下逐漸向左上隆起的
態勢，恰巧與空間深入的方向垂直。而人物活動也配合山勢起伏的方向，旅者是
從右下逐一順著山徑前往位於左上草棚中的高僧所在。其空間與構圖表現如下圖
所示： 
 
若以 7-4 為例，畫面中前後土坡上的樹木似乎也有按照透視遠近法的安排，近景
左下是巨大的闊葉樹；到中景後，樹木的高度也逐漸縮小，在邊緣土坡的部份僅
見到矮小的樹叢與地上的蕨類；最後，在遠方山上僅見到一根根並排的樹叢，更
                                                                                                                                            
代：南唐藝術與歷史論文集》(台北：石頭出版社，2007)。她在第一章至第三章對南唐三位帝王
的全面性介紹，包括其各自的政治建設、歷史發展、文藝活動等，闡述全面。另外，在第五章的
部份 ， 則集中在傳世畫蹟的討論 ， 論述了南唐孕育了特屬於江南地區的新畫風 ， 特別是頁319-344 。    93
遠的山上甚至只剩下沿著山稜生長、像是草叢般的植被。總括來看，7-4 中人物
的大小也不同於其他各組普遍過大，是較合於正常視覺比例，且其活動方向是由
右下的小舟開始逐漸往左上移動，恰與空間縱向的深入交錯。 
値得注意的是，本組在石結組與質感上，畫面左右兩半各有不同。右半部 
份造型平緩、較少垂直與轉折的線條，當是描繪質地鬆軟的土坡，且多用綿長波
動的線描做出山石的外輪廓，這樣的線描特色相當接近燕文貴《江山樓觀圖》的
筆性【圖 2-3】 ，與哈佛本第一圖共有一種滋潤柔軟的筆描特性。然而，隨著山體
逐漸往左半隆起，在巨大的左半山體上，哈佛本第一圖則改用較堅硬、方折的線
描。有趣的是，再次對比《江山樓觀圖》畫面左半的主山，發現使用細小平行筆
線描繪出塊面的結組，表現較堅實的山體【圖 3-48】 。需要強調的是，與現存畫
跡相比，董源所代表的江南畫風之山體，大致呈半橢圓形「 」 ，如《寒林重
汀》一類【圖 2-32】 ；而華北山水的山體造形如 A3 組，多有「突如湧出、疏擢
之狀」 。因此，這組圖像在畫面右半安排低矮、鬆軟的土坡，隨著畫面向左開展，
逐漸出現高聳且堅硬的山體的作法，可謂融合江南與華北山體的特點，這在五代
宋初山水畫地域性鮮明的時代實屬相當特殊的。 
筆者以為，這種兼融南北的山水畫風可能與宋初的燕文貴畫派有關。根據嶋
田英誠，他曾就畫史記載與存世作品推論燕文貴的畫風是特立於北宋三家(關
仝、李成、范寬)之外，在華北畫風的基礎上增添江南畫的特色。
189並認為這就
是何以劉道醇《聖朝名畫評》中有著「不師於古人，自成一家」的評語，其意乃
指燕文貴能在華北山水中，融合江南山水的畫風特性。
190以下嘗試透過燕文貴的
傳世畫跡，考察 7-4 與 8-5 圖是否真具有南北兼融的畫風特色。 
首先，在構圖上採橫卷形式，右下角偶爾搭配有小土坡，隔著中央大片的水
景搭配左半漸次隆起的山體之圖法，也接近傳世燕文貴畫派的風貌。在《江山樓
觀圖》 【圖 3-48】 、屈鼎《夏山圖》 【圖 3-49】 、 《溪風圖》 【圖 3-50】 、
191台北故宮
之《江帆山市》(約 12 世紀)【圖 3-51】
192等作品中都可看到相似的山體與構圖。
而描繪漸次隆起的山峰並搭配大片水景，再加上利用不同特質筆描，表現不同山
                                                 
189  詳見嶋田英誠， 〈燕文貴の伝稱作品とその北宋山水画史上に占める位置についての一試
論〉 ；另外小川裕充也持相近看法，認為燕畫折衷了江南與華北的特色，表現了一種普遍性而非
地域性的畫風，請見其， 〈五代・北宋の繪畫─傳統中國の歴史的・文化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の淵源〉 ， 《國華》 ，第 1329 號(2006)，頁 28-29。 
190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 ，頁 453。 
191  圖見 Wen C. Fong, ‘Summer Mountains’: The Timeless Landscape, pl. 31, 32。 
192  相關討論請見林柏亭主編， 《大觀：宋版圖書特展》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6)，頁 124-127。    94
體質感的畫法，融合江南與華北山水的特色，可能是燕貴派的畫風特色之一。 
在描繪內容上，據《聖朝名畫評》燕文貴曾作《舶船渡海圖》 ： 
 
富商高氏家有文貴畫舶船渡海圖一本，大不盈尺，舟如葉，人如麥，而檣帆
槔櫓，指呼奮踴，盡得情狀。至于風波浩蕩，島嶼相望，蛟蜃雜出，咫尺千
里，何其妙也。
193 
 
由此可知，燕貴對大片水域與水上活動的描寫當有過人之處。事實上，傳世的 《江
山樓觀圖》 、 《夏山圖》 、 《溪風圖》 、 《江帆山市》等作品，都描繪不少江邊水榭、
舟行魚釣、汀洲水渚等場景，由此可見這確實是燕家景致的獨特風格。蘇軾亦有
題燕貴遠近景圖曰： 「此圖燕貴之來昆仍雲也，窮山野水，亦是林下人窠窟，然
烈風偃草木，客子當藏舟浦淑中，強人力牽挽，欲何之耶。」
194文中亦提即燕文
貴所擅長的水景舟子的主題表現。而 7-4 中也出現兩艘舟船，這是南禪寺本 50
件圖像中，唯二出現水上活動描寫的作品(另一件為 6-4)，此特點亦符合畫史所
說，燕文貴擅於江南水鄉景色的描寫。 
就整體畫史脈絡來看，眾多學者已指出五代北宋初的山水畫多有強烈的地域
性特徵，如華北的荊浩與關仝、江南的董源、山東的李成、陝西的范寬等風格。
江南畫如《寒林重汀》 【圖 2-32】與《江行初雪》 【圖 2-22】等，則自然表現大
量的水景以及江南舟船的景色；相較之下，北方山水如《山弈候約》 【圖 2-56】 、
《谿山行旅圖》 【圖 3-18】則偏重於山體造型與質感的描繪。透過前面兩節的考
察，應可發現《秘藏詮》版畫亦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色。相較於著重於山體造型
與姿態描寫的圖像如 A 組，本組 7-4 與 8-5 這種融入大量水域和水上活動的圖
像，就顯得相當特別。有趣的是，出身浙江吳興的燕文貴，正活動於太宗朝前期。
經由畫院待詔高益的引見進入畫院中，並於端拱年間(988-989)受到賞識得於太宗
御前圖畫，
195其活躍的時代正與《秘藏詮》版畫製作時間疊合。 
總括來說，7-4 與 8-5 兩件作品的畫風體現兼融南北的畫風樣貌：利用不同
筆線特性描寫不同山體質感，構圖上以右半大量水域搭配左側漸次隆起的山峰，
畫面中可能還有舟船活動的描繪。透過畫史考證與現存幾件燕文貴的派傳世作
                                                 
193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 ，卷一，頁 452。 
194  《東坡題跋》卷五， 〈遠近景圖〉 ，頁 639。 
195  劉道醇， 《聖朝名畫評》 ，頁 452。   95
品，可進一步的發現本組圖像可能具有南北綜合的畫風特質。雖然現有資料還不
足以證實 7-4 與 8-5 稿出燕文貴，但透過風格分析與間接性的畫史例證，或可推
測本組版畫風格應與「燕家景」的山水畫風相關，反映十世紀末綜合南北畫風的
風格樣貌。 
 
小川裕充教授認為，燕文貴及其 《江山樓觀圖》 代表宋初畫院對范寬畫風 「地
方性」的消解，創造了折衷華北與江南畫風的山水樣式。
196雖無法肯定本組圖像
與燕文貴畫派的關係，此概念依舊可類比到《秘藏詮》版畫上，南禪寺本 7-4、
8-5 融合南北不同的地貌與畫風的特性，亦是太宗宮廷《秘藏詮》版畫的製作所
達成的成果─大規模的製作背後透露出多元畫風匯集與畫家彼此交流的可能，而
本組圖像象徵宋初太宗畫院對區域畫風融合的最初成果。另外，此時身處太宗畫
院的巨然，亦在其既有董源江南畫風的基礎上吸收北方李成畫派的風格，繪於翰
林院玉堂的《煙嵐曉景》山水壁畫表現「大氣煙霞」的視覺效果，應是受到李成
派重視煙雲與大氣光影表現的結果。新滕氏因此推論，活躍於北宋畫院的江南畫
家巨然，亦可作為當時南北畫風相融合的代表人物。
197由此可知， 《秘藏詮》版
畫匯集多元畫風、甚至出現兼融南北山水的風格，應反映十世紀末政治統一後所
帶來畫風交融的情況。 
第四節  《秘藏詮》版畫中的其他圖像 
  據筆者分組的三個標準：山體組成、構圖佈景、慣用母題來看，還有些許無
法歸入上述任何組別的《秘藏詮》圖像，包括 1-2、1-4、5-1、5-5、6-4、9-1、
9-2 等七件。大體來說，被歸入「其他類」的第一個原因是，上述七件圖像缺乏
獨立成為一種畫風的魅力─缺乏獨具特色的山體造型或線條特性(5-1、9-2)，或
欠缺對問道者行進路線的經營與安排(1-2、6-4)。第二個理由是，在其他眾多 43
                                                 
196  小川裕充， 〈五代・北宋の繪畫〉 ，頁 28-29。 
197  相關研究可見新藤武弘， 〈巨然について—北宋初期山水画における南北の邂逅〉 ， 《跡見学園
女子大学紀要》 ，第 17 期（1984） ，頁 133-154；小川裕充， 〈 「院中の名畫」－董源‧巨然‧燕
肅か郭熙まで〉 ， 《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中國繪畫史論集》 （東京：吉川弘文館， 1981） ， 頁 23-85。
此文中譯本可見白適銘譯、小川裕充著， 〈 「院中名畫」─從董羽、巨然、燕肅到郭熙─〉 ， 《藝術
學》第 23 期(2007)，頁 229-308。   96
件圖像中無法找到類同特質的作品，所以被歸入「其他」 ，如 5-5、9-1 等。然而，
並不代表 5-5、9-1 圖像缺乏特色與探討價值。經由本文第二章對空間結構的討
論，已經指出 5-5、9-1 在空間結構上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以下再針對其構圖與
畫風內容進行論述。 
空間結構特別成熟的一組 
本組圖像包括 5-5【圖 2-54】 、9-1【圖 3-52】 。本組的山體是透過簡約的輪廓
線描寫，遠方山頂的樹木呈現一排排的半圓弧形排列，好像矯正過後的牙齒一樣
太過規律，欠缺植物該有的柔軟姿態。而天邊的雲朵亦與 A 組之表現相近，皆
描繪膨鬆圓轉的雲朵搭配下方不平行的重覆線條。大體看來，本組中各式母題依
舊與古典風格關係密切。 
然而，本組圖像在空間結構與構圖上卻展現卓越過人的特點，在《秘藏詮》
圖像中誠屬特別。首先，不僅近、中二景呈現合理有機的連貫性，其地平面的描
繪也展現不同於其他組的合理推移。南禪寺本 5-5 的畫家利用河流來貫穿整個畫
面，隨著溪水由遠而近的的潺潺流動，搭配溪邊的土坡也一層一層的向後推移，
使得畫面近中遠的景物統合在一起【圖 2-54】 。考察此種使用河水統一畫面的作
法，較早的例子有莫高窟初唐 323 窟(約 689 前後)上，石佛沉江的佛教史跡故事
畫【圖 3-53】 。
198在此畫面中，三個故事場景被安排在一個寬廣的河谷之中，透
過往天際流去(或由遠景流至近景)的河流，引發觀者視線隨之流動，而逐漸往畫
面深處而去的效果，不知不覺中統合整個畫面。這種結合深遠與平遠的作法，在
初唐以前的存世畫跡中尚未得見，但卻大為流行於八世紀以後唐代的視覺藝術
中，如敦煌唐代 172 窟北壁東側壁畫【圖 3-54】 、 《騎象奏樂圖》桿撥裝飾畫(約
八世紀)  【圖 2-47】 、
199與 217 窟北壁的十六觀中。
200並且，此種圖法還持續被
                                                 
198  根據孫修身所謂「佛教史迹故事畫」 ，乃指中國宣傳佛教發展歷史的故事畫、高僧故事、感應
故事、或瑞像故事等。統稱為佛教史迹故事畫。共有三個表現上的特點：其一，多位於石窟角落、
甬道頂部等不重要的位置；二，畫面較為零碎；三，在多為歷史可尋的人物，是提供給我們研究
佛教發展歷史的重要資料。關於「佛教史迹故事畫」的定義與內容之討論，請詳見孫修身， 〈莫
高窟的佛教史迹故事〉 ，頁 204；及其〈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畫介紹(一)〉 ，頁 332。 
199  關於此作品的中央的河流，因顏料色變而不易辨識，但在仔細觀察下的確可在此圖中發現類
同 323 窟壁畫的構圖法。關於《騎象奏樂圖》的研究可參見米澤嘉圃， 〈唐代繪畫に於ける形似
主義と騎象鼓樂圖の畫風〉 ， 《國華》 ，第 658 號(1947)，頁 25-38；米澤嘉圃， 〈正倉院の山水畫
をあぐる諸問題〉 ， 《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上）卷》 （東京：國華社，1994） ，頁 40-47。英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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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在《秘藏詮》與遼代慶陵《春景》 【圖 2-65】的墓室壁畫(1031)上，由此可
知此一圖法當是唐代流行的圖繪傳統，後為《秘藏詮》版畫所延用，再次證明此
套版畫風格上與早期山水的緊密關係。然而，5-5、9-1 的圖像卻成功地克服早期
圖像水平面過高，以及近、中、遠三景割裂的問題，而其空間表現上成功的「獨
門祕訣」已在本文第二章做了詳盡的論述。 
在構圖方面，前文已提出 5-5 透過人物重複出現，產生了統合構圖、連結人
物活動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人物行進方向是由右而左，接近平行的視覺移動
並伴隨著時間的變化；另一方面，畫家描繪溪水從畫面深處潺潺流動而來，造成
由近而遠貫穿畫面的空間深度，恰與人物活動安排呈垂直交錯，如下圖所示： 
 
空間的透視與敘事順序的交錯，讓人感受到畫面時空隨著景物做前後左右等不同
向線的移動，畫面空間頓時變得寬廣開闊，容許觀者自在地目遊於畫家所創造的
視覺幻象中。 
另外，南禪寺 9-1 亦展現相似的空間佈局，稍不同於 5-5 畫面小溪所帶來的
透視感，9-1 的作法是經由近景土坡、透過小橋連接到中景，橋上站著背負行囊
的旅者與手持柺杖的僧人，其身後有另一陸橋通到畫面深處的涼亭，而那正是高
僧所坐之處。值得注意的是，敘事與空間透視的方向是一致的，隨著橋樑與人物
的安排，我們也逐步深入畫面內，畫面彷彿正邀請著觀者進入其所述說的美麗故
事中。相較於《秘藏詮》其他圖像，人物動線雖多做左右安排，但少有這麼強烈
地往畫面深處而去的穿透感，由此可見本組空間結構的過人之處。 
第五節  小結─宋初畫院區域風格的融合 
                                                                                                                                            
Painting,” Acta Asiatica, no. 15(1968), pp. 1-25. 
200  秋山光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推測蜿蜒於山巒之間的河岸可能是唐代山水表現的基本形
式。此外，他更進一步推論，323 窟南壁上部壁畫，將各景故事配置在山岳景觀中的作法，很有
可能是初唐時中原所傳入的。相關研究請詳見秋山光和， 〈唐代敦煌壁畫中的山水表現〉 ，收於《中
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199-200。   98
經過全盤討論《秘藏詮》各組畫風後，
201可觀察到多樣的區域畫風，至少有
江南、華北、南北綜合等畫風，其數量與所佔百分比大致如下表：
202 
  組別(數量)  山體構成  構圖  百分比
北方山水 
A、B、C、D、E、F 組(共
37) 
強調山勢與樹石造型的描繪。 以高遠結合
深遠為主。 
74% 
江南畫風 1-6、7-2、7-5、8-4 
線條少轉折，粗細波動較大，
多像是饅頭般低緩的土丘 
平遠  8% 
南北兼融 7-4、8-5 
由右而左逐漸隆起的山體，綜
合了右方質感鬆軟的低矮土
坡，和左方堅硬高起的山塊。
平遠  4% 
其他 
【5-5、9-1 同組】 、1-2、
1-4、5-1、6-4、9-2(共 7)
 
 14% 
由表可知，北方山水佔 74%、江南畫風約佔 8%、南北綜合者 4%。然而， 《秘藏
詮》 的畫風比例版畫是否合於五代和宋初的畫史發展？該如何解釋此套版畫的風
格組成呢？如此組成與比例分配是否有更深層的畫史意義？或者，是否可提供學
界對五代宋初山水畫史研究的補充？以下分成三點論述之。 
首先，由《秘藏詮》多種多樣的畫風類型可知，本套版畫當由多位畫家合力
製作完成。若一併考慮本文第二章所得的《秘藏詮》斷代結果─成畫年代接近十
世紀後半，那麼，這套御製版畫的創稿者應該是十世紀末的宮廷畫家，因為宮廷
畫院較有可能同時聚集這麼多畫家與多元的畫風。根據《玉海》記載，同為太宗
御製文集《蓮花心輪迴文偈頌》的附圖《心輪圖》一卷，
203由御書院刻製： 「心
輪圖、大言賦，並錄出別行，筆法歌至日行誡，刻石於御書院。秘閣贊刻於秘
閣……。」
204由此可知御書院亦承擔太宗御製詩文附圖的刻版工作。並由諸多太
宗賞賜御製詩文的紀錄顯示， 《蓮花心輪迴文偈頌》與《秘藏詮》經卷往往做為
群組作品，一同賞賜給臣下與僧侶(更詳盡的討論請見本文第五章第三節的討
論)。是故，不能排除《秘藏詮》版畫也一起刻製於御書院的可能。 
第二， 《秘藏詮》版畫中眾多的畫風種類與南北兼融的山水風格，代表宋初
                                                 
201  以上討論並未包含《秘藏詮》全部的版畫之作，其中 1-4、5-1、6-4、9-2 等四件作品之風格，
並未與上述任何一組之畫風相近。另外，南禪寺本後 《佛賦》 的三張佛傳故事圖，由於圖像內容、
構圖、以及版式設計上多不同於《秘藏詮》一系列的山水畫作品，因此在此不納入討論。 
202  本表所採的標準為畫家出身地與史籍對其畫風的記載。參照陳葆真教授之標準，出身江蘇南
部、江西、安徽、湖北、浙江等地區皆列屬江南畫家。請見陳葆真， 〈從南唐到北宋─期間江南
和四川地區繪畫勢力的發展〉 ，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18 期（2005） ，頁 184。 
203 《太宗皇帝實錄》記： 「御製蓮華心輪迴文偈頌十部，共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
近臣。」請見錢若水等撰，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卷二十七。 
204  王應麟， 《玉海》 ，卷二十八。   99
畫院對山水畫區域風格所產生的彙整與融合作用。經歷唐末五代戰爭的紛擾，南
北因不同地景風貌產生風格迥異的山水畫風。但在宋朝統一南北後，透過太宗對
書畫藝術和圖書蒐藏投入大量心力，
205圖畫院一方面繼承既有華北山水的傳統
外，亦廣納西蜀、南唐各地畫家如黃居寀、高文進、巨然、董羽等人，
206使宋初
宮廷畫院儼然成為多元畫風的大熔爐。這麼看來，宋初政治上的統一進一步帶來
了山水畫風上的融合，巨然、燕文貴和《秘藏詮》版畫兼具南北的畫風，可視為
宋初山水融匯南北風格的初步成果。 
第三，就對華北山水風貌的研究來說，由 A 組共 20 件的圖像可知，多具有
以斜向堆疊山石、或以弧狀構造的山體之特色，彷彿表現大地內部運動的能量。
由此可知，具有動勢的山岳樣貌可能是五代宋初北方山水的流行畫風之一。但如
今顯少類同畫作留存，是故， 《秘藏詮》版畫無疑是幫助學界考察早期山水樣式
的關鍵作品。不僅如此，華北畫風共 6 組多達 37 件圖像，透露許多不同於現今
畫作的豐富樣貌。因此，若繼續探討《秘藏詮》圖像與存世畫作的關聯，應可發
掘更多早期山水畫不為人知的特性如構圖特性、山岳造型、母題樣式等。早期畫
史研究若靠現存鳳毛麟角的傳世畫跡與文獻記載，論述往往陷入難以伸展的困
境。而《秘藏詮》版畫或可充當一個早期山水畫的圖像資料庫，將有助於考察早
期畫家與畫派的風格特色。 
 
 
 
 
 
 
 
 
 
                                                 
205  種種政策例如太宗派遣黃居寀、高文進求訪民間書畫，見秘閣、興三館，並定期公開內府蒐
藏以供近臣觀覽研究，在郭若虛〈敍國朝求訪〉中有詳細記載。請見郭若虛， 《圖畫見聞誌》 ，頁
148-149。 
206  關於西蜀與南唐畫家入宋畫院之考察，可見陳葆真， 〈從南唐到北宋〉 ，頁 159-164、190-192。    100
第四章  藉教闡宣以明極致秘者─《秘藏詮》經卷的作品意義 
 
本文第二、第三章集中討論《秘藏詮》版畫的風格問題，但若過度集中於風
格的討論，而忽略其與圖像意義的關係，則不能徹底解答圖像的成因。換言之，
畫家想畫甚麼？為什麼這麼畫？都可能是決定其風格的要素之一。畢竟風格不是
憑空而生，而是透過「選擇」而來的，而圖繪內容往往決定作品的表現手法。尤
其對一套宗教版畫，教義和儀式性可能還比風格來的更為重要。前文指出， 《秘
藏詮》具有敘事與山水並重的圖繪特性，有眾多圖像以山石奇偉之勢輔助畫面敘
事(如 A 組)。這麼看來，山水與畫面敘事似乎有著更密切的關聯。然而，若要闡
述思想與教義，為何不乾脆以人物故事為主？選擇山水為主題會比較容易傳達作
品主旨？抑或有更一層的企圖嗎？再者， 《秘藏詮》眾多圖像的來源與意義到底
是甚麼？ 
前人對 《秘藏詮》 經卷的研究中，還未曾對其作品意義有全面性的探討， 《秘
藏詮》 圖像到底傳達甚麼意義？太宗御製詩文的內容與訴求為何？圖與文又是怎
麼搭配而成？這類版畫與宋代以前佛教敘事圖像，在型制與圖文關係上有何差
異？另一方面， 《秘藏詮》圖像皆透過人物活動串聯起整體構圖，彷彿在引導觀
者遊走山林之中，最後找到高僧的所在。然而，為什麼使用這種構圖手法？目的
為何？此構圖安排與《秘藏詮》經卷的作品意義與功能是否相關？以下將分別探
討《秘藏詮》經卷的圖像意義、文本內涵，與圖文關係。最後，並將《秘藏詮》
的圖文特性置於畫史脈絡底下，試著找尋此套經卷在歷史上的定位。 
第一節  《秘藏詮》圖像的意義與來源 
《秘藏詮》版畫的內容是高僧與人物在深山中活動的圖像，除高僧所在的禪
堂與草屋外，周遭沒有其他的建築物，亦無小販、商店、酒家、婦幼等閒雜人與
物的出現，整體透露一種隱居山林的氣息。除高僧與服飾高僧的僧侶和小童之
外， 《秘藏詮》人物還有兩種─行腳僧與世俗人物，其分配比例大致如下：   101
由表可知， 《秘藏詮》版畫中一半以上(27 件)的圖像描繪行腳僧，其餘多是頭戴
幞頭的人物。這兩類人物多處於 「動」 的狀態，如拱手作揖、踏步前進 【圖 1-3】 、
穿越小橋、或相互攙扶等【圖 4-1】 ；同時多有畫面僧人或小童的帶領，如【圖
1-2、2-54、4-27】 ，或是在道路盡頭高僧所在出現與高僧對坐聽法的人物，暗示
著他們是要前去參訪高僧的問道者【圖 3-1、3-6、3-7】 。 
相較之下，高僧大致處於「靜」的狀態。身型較大、穿著有黑色條紋袈裟的
高僧，坐定在禪椅、獸皮、或岩座上【圖 4-2、1-2、1-55】 ，並且被安置在人物
動線的終點。透過旅者行走過小橋、階梯、棧道、與小徑等，朝著高僧所在前進，
而高僧的「靜」與求法者的「動」之間，彷彿為畫面帶來一種視覺動能，可能帶
給觀者一種在「尋找」些什麼東西的觀感。隨著行腳人物穿梭在山林水間，或許
給人帶來種身歷其境的感受，而使讀者彷彿也變成深山中求道的修行者。 
大抵來說， 《秘藏詮》圖像看似是以「入山求法」為基調，在畫面進行敘事
的發展。但以上僅是以直觀觀察所得到的結果，對此套版畫，難道沒有更為明確、
更細緻的解釋？例如，原初的設計概念是甚麼？部分圖像與其整體的構圖或情境
的搭配關係又是如何？作為一套佛教版畫，為甚麼《秘藏詮》圖像從頭到尾未出
現任何佛說法的場景，或佛經相關故事？更重要的是，這些圖像的來源是甚麼？
為解答以上問題，首先著眼於整體的佈景安排，再逐一探討畫面人物─高僧、行
腳僧、騎驢問道者所代表的意義，最後再綜合考察《秘藏詮》可能的圖像與文化
意涵，並推論圖像整體反映的思想觀念。 
《秘藏詮》圖像與神仙/隱逸山水 
  圖像  數量/百分比 
行腳僧  1-1、1-3、1-6、2-1、2-3、3-5、4-2、4-5、5-3、
5-4、7-1、7-5、8-2、8-3、9-1、9-4、10-3 
17/34% 
行腳僧與騎驢者 1-5、2-2、2-5、3-1、8-1、8-4  6/12% 
行腳僧與世俗人物 4-1、6-2、6-3、6-5  4/8% 
騎驢者  5-1 1/2% 
世俗人物  1-4、2-4、3-2、3-3、3-4、4-3、5-2、5-5、6-1、
7-2、7-3、7-4、9-2、10-2、10-4 
15/30% 
主角不明 1-2、4-4、6-4、8-5、9-3、9-5、10-1、  7/14%   102
  自古以來，在中國人的宇宙觀中，山岳一直是與人緊密關聯的，是種強調天、
地、人三者之間平衡與和諧的態度，使得中國人一直重視聖山崇拜的傳統。
Munakata 認為，這種心態一方面是出於對萬物有靈論(animism)的信仰，另外也
融合了將山岳視為世界中心的觀念，甚至還包含視仙山為永生不朽表徵的情緒。
207進一步來看，中國山水畫正是源於這種泛神論信仰，隨著人們對山岳信仰的世
俗化與具象化，才逐漸產生後來的山水畫。
208上述乃中國山水畫的思想根源，這
種泛神論的概念能否套用在 《秘藏詮》 版畫，這套版畫是否反映神仙山水的內涵，
抑或有不同的圖像意義？就是本段想要探討的議題。 
前文指出《秘藏詮》圖像與唐代青綠山水的密切關聯，事實上，唐代的青綠
山水依舊承繼漢代與六朝以來的仙山思想，而瀰漫濃厚的宗教氣息。不僅因其描
繪的內容多與仙境圖像相關，也因許多領導畫家皆是以此為主要創作主題。
209據
《歷代名畫記》對李思訓的記載可知  ： 
 
其畫山水樹石，筆格猶勁，湍瀨潺湲，雲霞飄邈，時神仙事覩，藐然巖嶺之
幽。
210 
 
文字述說大李將軍以強健的筆線勾畫山石，表現山間溪水流動與大氣雲霞之美，
使觀者彷彿看到神仙天境般的景像。然而，李思訓到底畫了些甚麼會讓觀者聯想
到神仙之事呢？其可能的風格樣貌又是怎樣？由本文第二章的討論可知， 《秘藏
詮》版畫繼承唐代二李一類鐵線描法的著色山水畫風，那麼其表現內容上是否也
學習李思訓而表現「神仙之事」？  
自唐以降，神仙山水的傳統與二李所代表的青綠設色畫風有關，這種「仙境
山水─青綠設色」的關係，北宋中葉以後被賦予更強烈的聯繫，宋元時代的山水
                                                 
207  探討中國藝術中山岳崇拜的研究 ，請 見 Kiyohiko Munakata, Sacred Mountains in Chinese art: An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Krannert Art Museum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hampaign, Ill. : 
Krannert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c1991), pp. 2-12, 65-72. 
208  雷德侯對早期中國山水形象，體現於皇家園林、帝王陵寢、博山爐等，並逐一發展到北宋山
水畫的歷程作了一系列的考察。他注意到中國山水表現無論是三度立體的，或是二度平面的作品
都共享自然信仰的元素，而山水畫的誕生正是對宇宙自然信仰逐漸世俗化(secularization)的產
物 。 相關討論請見 Lothar Ledderose, “The Earthly Paradise: Religious Elements in Chinese Landscape 
Art,”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5-183. 
209  鈴木敬透過對唐代描寫山水畫作詩文的考察，發現許多以青綠設色媒材描寫神仙世界的例
子，詳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國繪畫史》 ，頁 71-72，特別是註 61、63。 
210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九，頁 111。   103
畫家多以著色山水表現某種離世與懷古的情懷。
211具體的例子有王詵《煙江疊嶂
圖》 【圖 2-30】 、(傳)趙伯驌《萬松金闕圖》 【圖 4-3】 、美國大都會藏《仙山圖》 【圖
2-52】 ，以及元代陳汝言《仙山圖卷》(1371)【圖 4-4】等，
212皆是與仙境世界相
關的設色畫作。Alfreda Murk 透過卷尾蘇軾與王詵相互唱和的題畫詩，推論《煙
江疊嶂圖》展現蘇、王等人對陶淵明歸隱田園生活的渴慕，所謂「桃花流水在人
世，武陵豈必皆神仙」 。
213再者，蘇轍〈題王詵都尉設色山卷後〉亦寫道： 
 
還君橫卷空長嘆，問我何年便退休，預借岩阿著茅屋，還當溪口泊漁舟。 
  經心蜀道雲生足，上馬胡天雪滿裘，萬里還朝徑帰去，江湖浩蕩一輕鷗。
214 
 
文字說明見到王晉卿著色山水所引發的退隱思想，透露出對居處茅屋、泊船溪口
這類恬淡生活的嚮往。如此，著色畫作所引發「遁隱理想樂園」的念頭，正與神
仙山水提供理想世界做為現世的脫逃之概念契合。另外，根據西尾步的研究，傳
為趙伯驌的《萬松金闕圖》因為畫中繪有瑞鶴、祥雲，岩石夾縫之間點有泥金暗
示金芝的生長，可能是以南宋鳳凰山一帶實景做為原形，結合祥瑞圖像後成為象
徵黃帝的仙境山水並充滿祝賀的意味。
215由以上二例可知，宋代的青綠山水雖因
水墨山水之勃興而逐漸退居幕後，但依舊保有唐代以來與神仙世界的內在聯繫，
而時常被畫家們援引為比喻理想仙境的媒體。是故，在看到《秘藏詮》這類青綠
山水相關的畫作時，很可能帶給觀眾神仙之境的觀感。 
透過竹浪遠對唐代二李山水畫的深入考察，我們可以進一步釐清唐代神仙山
水的內容與畫風樣貌， 《歷代名畫記》中寫道： 
 
思訓子昭道，林甫徒弟也。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
                                                 
211  關於北宋的青綠山水與復古風潮之討論，可見廖堯震， 〈王詵青綠本《煙江疊嶂圖》和《漁村
小雪圖》研究〉 ，頁 33-37。廖堯震透過對蘇軾詩文的考察，認為北宋中葉後李公麟、蘇軾、米
芾、黃庭堅等人的文人集團扮演了文藝復古的關鍵角色，而這波風潮間接影響到與蘇軾友好的王
詵與趙大年。而青少年時與王詵與趙大年有著藝事往來的徽宗，很有可能也受到這復古風潮的影
響。 
212  關於此畫的研究可見 Wai-kam Ho et al., Eight Dynasties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elson Gallery - Atkins Museum, Kansas City 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Cleveland, Ohio: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39-140；陳汝言生平及其畫作的詳
盡研究可見 Claudia G. Brown, “Ch’en Ju-yen and Late Yuan Paintings in Suchou,”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Kansas, 1985. 
213  Alfreda Murck, “Su Shih and Wang Shen: Misty River, Layered Peaks,” pp. 126-156 
214  蘇轍， 《欒城集》(台北，商務出版社，1965)，卷十六。 
215  西尾步， 〈趙伯驌筆「万松金闕図」の考察─実景描写の観点から─〉 ，頁 170。   104
妙。世上言山水者，稱大李將軍、小李將軍。昭道雖不至將軍，俗因其父呼
之。
216 
 
透過畫史對小李將軍的記載，竹浪遠發現李昭道所創的《海圖》實與仙境山水關
係密切。藉由考察許多唐詩與唐代「海圖屏風」的記載可發現，海圖的內容不外
描繪大海波濤中有著仙山(蓬萊仙島一類)、雲氣、松鶴，與龍魚、鯨鯢、海鱉等
水族。如李白題《瑩禪師房觀山海圖》 ： 
 
  真僧閉精宇，滅跡含達觀，列嶂圖雲山，攢峯入霄漢， 
  丹崖森在目，清昼疑卷幔，蓬壺來軒牕，瀛海入几按， 
  煙濤爭噴薄，島嶼相凌亂，征帆飄空中，瀑水灑天半， 
  崢嶸若可陟，想像徒盈嘆，杳與真心冥，遂諧靜者翫， 
  如登赤城裏，揭涉滄洲畔，即事能娛人，徙茲得蕭散。
217 
 
這類圖像的主要元素就是山岳浮島(蓬萊)與豐沛的海水描繪，現存明清摹作唐人
《海圖》或可提供我們構圖上的大致樣貌【圖 4-5】 。還需注意的是，這首詩文顯
示佛門禪師在靜心禪修時，將山水大海做為冥想對象，顯示山水畫可能作為禪修
的輔助工具。與海圖相關的實際畫例可以初唐敦煌 335 窟《維摩詰經變相》(686)
【圖 4-6】 、
218東大寺《葡萄唐草文染革》(八世紀)【圖 4-7】為例，
219這些圖像
在構圖上多表現大海波濤中的島嶼和山岳，圖像內容是以大量雲氣搭配隱者坐於
樹下，一旁或有仙鶴相伴，顯示僧侶和高士在仙山修行與活動的場景。
220 
事實上， 《秘藏詮》版畫中高僧坐於樹下、岩座上說法的場景，與唐代在仙
                                                 
216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 ，卷九，頁 111。 
217  李白， 《李太白全集》(台北：世界書局，1962)，下冊，卷二十四，頁 1213。 
218  此景描繪〈阿閦佛品〉 ，維摩居士展現神通力變化出「妙喜世界」 ，畫面中的維摩詰伸出右手，
從手指中湧現雲朵，雲中出現妙喜世界的須彌山、大海水、不動如來等，展現了在此清靜國土中
修行的菩薩與弟子，描繪一個西方理想世界的圖像。 
219  此件作品的長側繪有洶湧的波濤、大量雲氣，以及海中島嶼；搭配短側有樹下彈琴的高士，
由樹梢有象徵太陽的三足烏可知，此景當是作仙境場景的描寫。而長短兩側圖像當為互訓關係，
同為表現仙境山水的畫例。圖版解說見東京國立博物館編， 《東大寺展》(東京：朝日新聞社，
1980)，頁 222。 
220  竹浪遠， 〈唐代の海図─その主題と絵画史上の意義をめぐつて─〉 ， 《古文化研究》 ，第 2 號
(2003)，頁 1-39，特別是 1-20 頁，註 67、68 的部分。此外，關於中國《海圖》的研究亦見長廣
敏雄， 〈李昭道の海圖について〉 ， 《東方學報》(京都)，14 卷 3 期，頁 70-101。本文主要探討笹
川喜三郎藏《海圖》與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趙伯駒摹李昭道海天旭日圖》的相互關係，並考察
歷代文獻中關於《海圖》的記載。   105
境修行的樹下高士形象相當接近【圖 4-7、2-34】 ，這類高士圖像可能與六朝竹林
七賢的圖繪傳統關係密切。有些學者認為，這類南京一代墓室磚畫《竹林七賢與
榮啓期圖》 【圖 4-8】
221具有強烈的仙境意涵，
222鄭岩說： 「在人們的心目中，高
士們是道術極為高深的人，他們是通往仙界的媒介，甚至本身就是神仙。」
223然
而， 《竹林七賢》 這類圖像是否與神仙思想有關還值得進一步研究。可確定的是，
唐代《葡萄唐草文染革》 、 《金銀平文琴》中的樹下高士與三足烏、雲中飛仙的圖
像組合，應與仙境山水有密切的關聯。而哈佛本第二圖中，坐於虎皮上、被松樹
圍繞的高僧或手持羽扇的形象【圖 4-9、圖 2-6】 ，亦近於佛教繪畫中具有無邊神
通力的維摩詰居士的樣貌【圖 4-6】 ，應與神仙圖像有關。
224這麼看來， 《秘藏詮》
中高士/高僧坐於樹下、岩洞中的說法場景至少可上溯至唐代，與高士仙境說法
的圖像相關而具有神仙山水的意涵。 
結合文獻與唐代圖像資料可知， 《秘藏詮》版畫中描繪大片的水域、雲氣繚
繞，以及高僧居處其中的特點，似乎與海圖所代表的仙境山水概念相通。然還需
注意的是，並非描繪有這些圖像的就一定是神仙山水，畢竟圖像意義的詮釋往往
具有豐富的彈性與多變性。若拿《秘藏詮》圖像與《金光明經》版畫相比【圖
2-15】 ，即使風格上高度相近，但後者圖像卻是表現佛說法場景的宗教繪畫。同
樣具有大量雲氣、背景被水域圍繞的《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圖 2-49】 ，亦是描繪
                                                 
221  六朝時代南京地區，目前為止已發現四座大墓具有竹林七賢圖圖像，相關的考古報告可見南
京博物院， 〈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及其磚刻壁畫〉 ， 《文物》1960 年 8、9 期合刊，頁 37-42；羅宗真，
〈南京西善橋油坊村南朝大墓的發掘〉 ， 《考古》 ，1963 年 6 期，頁 291-300；南京博物院， 〈江蘇
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 ， 《文物》 ，1974 年 2 期，頁 44-56；南京博物院， 〈江蘇丹陽縣胡
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 ， 《文物》 ，1980 年 2 期，頁 1-17。 
222  關於竹林七賢的圖像風格與意涵等相關研究，請見長廣敏雄， 〈竹林七賢と榮啓期の畫圖〉 ，
《六朝美術の研究》 ，頁 43-53；南京博物院， 〈試談“竹林七賢及榮啟期”磚印壁畫問題〉 ， 《文
物》 ，1980 年 2 期，頁 18-23；林聖智，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4)；鄭岩， 〈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賢與榮啓期畫像的涵意〉 ， 《魏晉南北朝壁畫
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 209-235；謝振發， 〈六朝絵画における南京・西善橋墓
出土「竹林七賢磚画」の史的位置〉，《京都大學美術史學》，第二期(2003)，頁 123-164。 
223  鄭岩， 〈南北朝墓葬中竹林七賢與榮啓期畫像的涵意〉 ，頁 227-232。 
224  維摩詰居士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其辯才無礙的能力，連佛陀十大第子與代表智慧第一的文
殊菩薩都無法與他匹敵。而早期的維摩詰圖像之所以受到重視，很有可能是出於他卓越的思辨能
力，畢竟此形象正是魏晉南北朝時清談之士們的理想典範。在形象上，手持塵尾、身穿長袍、坐
於帳上的維摩很可能沿襲了《竹林七賢》等高士圖像。於是，維摩─神仙─高士，三者之間似乎
建立起微妙且互通的關聯性。相關研究請見 Emma C. Bunker, “Early Chinese Representations of 
Vimalakirti,” Artibus Asiae , vol. XXX, no. I (1968), pp. 28-49；賀世哲， 〈敦煌莫高窟壁畫中的《維
摩詰經變》 〉 《敦煌研究》 ，試刊 2 期(1982)，頁 62-87；Judy Chungwa Ho, “Tunhuang cave 249: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Vimalakirtinirdesa,”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5；Laura Gardner 
Heyrman, “The Meeting of Vimalakirti and Manjusri: Chinese Innovation in Buddhist Iconography,”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4；蕭玉真， 〈中國維摩造像的起源與開展─以隋唐
敦煌維摩變壁畫為研究重心〉(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與藝術批評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106
佛於山岳(靈鷲山)中說法的場景。相形之下， 《秘藏詮》圖像不再出現佛菩薩，
而變為高僧說法的場景，主要人物縮小、山水比例放大，整體觀看重點不再只是
「說法」場景，反而更著重於人物如何「生活」在這片世外桃源之中。相較於運
用相似圖像母題的佛教繪畫， 《秘藏詮》可能是種更世俗化、現世化的表現。 
再者，考慮到《秘藏詮》圖像中還有許多求法問道者，他們背負著沉重的行
李，有些是行腳僧的樣子，有些則是頭戴幞頭、著長袍的世俗人物形象。若將此
套版畫解釋為仙境山水，將難對這些世俗人物的出現自圓其說。因此，將《秘藏
詮》的畫意解釋成遁隱山水而非仙境圖像，或許是比較恰當的答案。 
更仔細來看， 《秘藏詮》圖像多表現隱居於深山大川中的僧侶與佛弟子，周
遭沒有世俗房舍或車馬活動，充分表現出高僧離塵而居的景象。小林宏光等人注
意到， 《秘藏詮》版畫多表現以山間草堂為中心的僧侶生活景象，呈現坐地讀書
【圖 4-10a】 、渡溪後翹腳休息【圖 4-10b】 、修繕引水管道【圖 4-10c】 ，以及逗
弄山中野鹿的有趣場景等【圖 4-10d】 ，帶給山中隱居生活更多變化與親切感。
225
而這種對生活情趣和細節的描繪，類似正倉院藏《麻布山水圖》中的表現【圖
4-11、2-46】 。
226此作描繪河邊捕魚或魚釣、坐於水牛上的牧童、背著弓箭的騎
馬人物(代表原始狩獵生活)、隨意奔跑在草原上的牧牛與野馬等圖像，反映對幽
居生活或世外桃源的嚮往。由此看來，雖援引許多神仙山水慣用的母題，但在 「人
物活動」上《秘藏詮》版畫類同《麻布山水圖》 ，二者對現世生活有著更多的著
墨，顯示其具有相當的世俗性，並可能與隱居山水有更緊密的關聯。 
筆者想強調的是，隱居山水與仙境山水分享著共同的願景，二者皆再現對美
好世界的嚮往，因此在圖像表現上常有雷同之處─在許多雲氣與大片水域為圍繞
之中，描繪了高士/高僧修行於山岳中的景象。換言之，隱逸與神仙山水實乃相
近圖像意涵中的兩個不同層次，因此有圖像意義解釋上的困難。到目前為止，還
無更積極的證據可將《秘藏詮》圖像斷定為仙境山水，所以暫將《秘藏詮》版畫
歸類為跟隱居山水相關，表現朝聖者入山求法與高僧論道說法的場景較為穩當。  
  
  總結以上，就整體圖像與原創概念來看， 《秘藏詮》版畫透露隱逸世外的意
象。但是， 《秘藏詮》圖像中高僧說法於深山之中、周遭雲煙繚繞，搭配浩渺水
景、或有仙鶴相伴的表現，亦與唐代神仙山水圖像相通，可能帶給人們「仙界絕
                                                 
225  請見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33-34。 
226  關於此作的圖像意涵，可見中島博， 〈麻布山水図について〉 ，頁 23-34。   107
島」的觀感。若要探求一個關於《秘藏詮》圖像意義更肯定的解釋，就必須繼續
考察此套版畫中的其他圖像，才能獲得更多的相關資訊以得到圖像詮釋的合理答
案。 
高僧形象和唐代人物畫傳統 
由以上討論可知，畫家透過眾多的圖像母題拼組出隱居山水的視覺 「舞台」 ，
但到底該如何解讀其中細節圖像與整體情境的搭配關係？亦即，舞台上到底出現
哪些人物？正在上演著怎樣的戲碼？此外，若說《秘藏詮》版畫的內容與構圖可
能誘發觀者的視覺投入 ， 但觀眾在欣賞時是否產生前文推測 「入山求法」 的觀感？
尤其是「高僧」與「求道者」的形象，對當時的人們來說又具有怎樣的意義？若
忽略圖像在宋初文化與思想脈絡下的考察，則無法正確解讀《秘藏詮》圖像所代
表的涵意，而這齣精采好戲也會因此大為失色。 
若追索高僧形象所代表的意義可知，自唐代以降有種將高僧「頂相」神聖化
的趨勢，即獲得高僧畫像可能同時具有對師徒關係的肯定，或有宗教儀式上聖像
禮拜的意義【圖 4-12、4-13】 。在宋代，若取得「頂相」 ，即意味著得到其中所象
徵的佛法，另一方面也展現得畫信徒與像主之間的特殊關係。
227於是，供奉得道
高僧畫像的傳統在唐宋的禪院間廣為流行，
228這是因為高僧形象具有代表佛法的
意義。而這類推崇祖師形象的態度，與保存高僧遺體的傳統有著類似的初衷：對
於崇敬愛慕的對象，人們往往有強烈保存他們形象的慾望，這種心態正是肖像創
作與聖僧遺體崇拜的原因。
229無論是肖像繪製、肉身保存，對一般大眾來說，高
僧本身就代表智慧的導師，本身就具有神妙大能，是幫助世人修行與理解佛法的
重要依歸。因此，觀者將僧侶視為佛法表徵是種很自然的傾向。 
 
                                                 
227  石守謙 ， 〈古傳日本之南宋人物畫的畫史意義─兼論元代的一些相關問題〉 ， 《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5 期(1998)，頁 156。 
228  請參見 T. Griffith Foulk and Robert H. Sharf, “On the Ritual Use of Ch'an Portraiture in Medieval 
China,” Cahiers d'Extreme-asie, vol. 7(1993), pp. 149-219.  尤其是頁 163-177 的部分。 
229  相關的記載與討論可見小林太市郎， 〈高僧崇拜と肖像の藝術─隋唐高僧像序論〉 ， 《佛教藝術》 ，
第 23 期(1954)，頁 3-36。據《宋高僧傳》 ，五代南漢上元節時曾將六祖慧能的肉身請出，做為替
大眾祈福保佑的工具。請見贊寧， 《宋高僧傳》 ，卷八。關於禪門透過保存各式高僧遺物或是肉身，
以在祖師過世後能持續聖地地位與吸引信眾的現象，相關研究可見 Bernard Faure, “Relics and 
Flesh Bodies,” collected in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2), pp.150-189.   108
還需注意的是， 《秘藏詮》中有不少高僧形象【圖 4-9、4-14】 ，相當接近日
本高山寺所藏，一件摹寫 1054 年宋刻 《達摩宗六祖師像》 版畫的手稿 【圖 4-15】 。
兩者不僅是穿著、所坐禪椅、禪椅後草索編成的靠背相近，手持拐杖、身體微向
前傾作說法的姿態，也與 《秘藏詮》 的高僧表現有異曲同工之妙。若進一步比對，
還可以發現更多的契合處，例如脫了鞋坐於岩座、手持羽扇，也是《秘藏詮》版
畫中可見的形象。石守謙教授推論，這件高山寺摹本與南宋《無準師範像》相比
【圖 4-13】 ，前者穿著袈裟沒有無準師範衣袍的華美裝飾，所坐禪椅亦是普通的
木製座椅，背後加上草索編成的靠墊，是採較為古典、簡樸的風格，與唐代《不
空像》 【圖 4-12】的表現較為相近。而南宋頂相則轉向對華美裝飾的追求，可能
受到宋代帝后像與寧波佛畫一類刻畫精緻、色彩鮮明畫風的影響。
230由此看來，
《秘藏詮》中的禪僧圖像應反映自唐代以來典雅素樸的風格，然其中形象與高山
寺《達摩宗六祖師像》的表現實在相近，令人不禁懷疑兩者是否有著更密切的關
聯。如今，難以確定兩者有相互傳抄關係，而較有可能是兩者共享某個圖像來源。
那麼， 《秘藏詮》 圖像是否也與禪宗相關？或者，僅只是高僧形象上的援用而已？
對此，下文將作更深一層的討論。 
此外， 《秘藏詮》版畫不同於南宋頂相採單獨對僧人形象的描繪，前者身旁
還有弟子、小童服侍，或是有問道者。高僧周圍人物的身形往往比禪師來的小，
並與禪師們有著表情與動作上的互動，如前文已談論過的哈佛本第三圖【圖
1-55】 。圍繞在三角形中的眾人，高僧左邊嘴角微微上揚，突顯出他的法令紋；
還可清楚看見另兩個弟子張嘴微笑的樣子。但此三角形外，畫面左側的人物似乎
就表情木然，似對高僧所說法理不是很投入的樣子。最後，在距離高僧最遠，綁
著兩個髮髻的弟子，他則歪著頭、皺著眉、抿著嘴，低頭苦思中，顯然對說法內
容不甚理解。藉由距離高僧之遠近，畫家以此象徵信眾對佛法的理解與投入情
況。這種透過主角周遭人物的動作、姿態，和彼此間神情的互動關係，以顯示主
要人物的身份、性格、或所處情境的作法，與唐《十三帝王圖》的概念頗有相近
之處【圖 4-16】 。
231在《十三帝王圖》中，身形雄壯威武的後周武帝，嘴巴微張
露出牙齒、雙手開展、腰間掛有寶劍的形象，可謂英姿煥發、氣勢非凡。而他身
後的侍者彷彿是折服於帝王的氣勢而微微低下頭來，但依然有著堅毅肯定的眼
                                                 
230  石守謙， 〈古傳日本之南宋人物畫的畫史意義〉 ，頁 158-160。 
231  相關研究請見 Tomita Kojiro , “Portraits of the Emperors, a Chinese Scorll Painting Attributed to 
Yen Lipen,”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 vol. 30, no. 177(1932), pp. 1-8；陳葆真， 〈圖
畫如歷史：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研究〉 ， 《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16 期(2003)，頁 1-48。   109
神。如此主、配角的搭配更能彰顯出描繪對象的性情和所處情境。此類人物寫相
的傳統，後來被羅漢畫所沿用，敦煌西夏的羅漢畫【圖 4-17】在主角旁亦有較小
的陪侍人物，岩石或背後往往有暗示其身份或性格的器皿擺放。這樣的作法應該
是早期人物畫的特點，透過精巧的畫面安排與細膩的圖寫，表現畫中人物的容貌
性情，而這在《秘藏詮》中依舊可見。 
總括以上， 《秘藏詮》版畫的高僧形象可能是繼承唐代高僧像與帝王肖像的
傳統，採典雅素樸的風格取向，並透過主要人物周遭的擺設，以及配角的動作與
表情，應現高僧所處的情境，而不同於南宋頂像精巧華美的風格。 
行腳形象與唐玄奘三藏圖繪系譜 
相較處於靜態的高僧，代表「動」的求法者具有怎樣的圖像涵意？本段將持
續追查《秘藏詮》人物的圖像來源與可能意義。按照身份不同，可將《秘藏詮》
中的求法者再分為兩類：行腳僧與戴幞頭的世俗人物，以下分段討論《秘藏詮》
版畫中此二圖像的特色與傳承。 
直觀來看， 《秘藏詮》中大部分取經行腳的形象與現存晚唐石刻《玄奘三藏
行腳圖》相當接近【圖 4-18】 。
232此件行腳圖像描繪唐代玄奘肩負滿載經書的竹
笈，右手持塵尾、左手拿著經卷，頭頂有傘蓋，上掛有香爐。尤其與南禪寺本
4-5【圖 4-1】相當接近，皆描繪僧侶穿著及膝的褲裙、著草鞋、手持拐杖、背負
著大包小包的行李。這樣的行腳形象在《秘藏詮》版畫中可謂不少，其特色是著
草鞋做輕便的打扮，有時會帶著斗笠、或肩挑大量行李。 
 
相較於前一類忠實表現取經僧人形象的作品， 《秘藏詮》版畫中還有另一類
瀰漫了更濃厚神秘色彩的圖像─《虎伴行腳僧》 【圖 4-21】 。此類圖像流行於唐末
五代之間，敦煌有許多畫作留存，壁畫加上藏經洞出土至少有 19 件之多【圖
4-19、4-20】 。
233顧名思義，與第一類圖像最大的差異在行腳僧腳側多了一隻老
                                                 
232  可參考松本榮一， 〈玄奘三藏行腳圖考(上)〉 、 〈玄奘三藏行腳圖(下)〉 ，原載《國華》590、591
號(1940)。 後收錄於國華社編， 《百年紀念國華論攷精選》 (東京都 ： 朝日新聞社， 1989)， 頁 436-445；
熊谷宣夫， 〈大古ミツション將來の玄奘三藏畫像二圖〉 ， 《美術史》 ，4 卷 2 期(1955)，頁 60-62；
宮治昭， 〈インドと中国を結んだ玄奘三藏─人と足跡と美術〉 ， 收入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大阪
企画部編集， 《西遊記のミルクロ-ド三蔵法師の道》(東京：朝日新聞社，1999)，頁 15-25。本
書蒐錄了多件藏於大英博物館與法國奇美美術館中玄奘行腳的圖像，相當值得參考。 
233  相關研究請參見秋山光和， 〈敦煌画「虎をつれた行腳僧」をめぐる考察─ペリオ将來絹绘遺  110
虎，而南禪寺本 8-2 與敦煌的《虎伴行腳僧圖》都是行腳僧右側脇虎。但是，敦
煌佛幡中僧人背負的行囊中還飄出雲氣，或出現如來的形象於祥雲之中，畫面上
寫著「寶勝如來」的供養銘。畫中的僧人被描繪成四十多歲的中年形象，他上半
身微微前傾、微閉的眼簾、胸口的筋紋，都顯示出他飽經風霜的堅毅形象。根據
【圖 4-19】畫面右上的供養銘字樣可知，此類圖像可能是描繪被人尊稱為「寶勝
如來」的玄奘，
234據說畫幅具有消災致福保佑信徒的能力。
235這麼看來，畫面雲
彩與如來形象的出現、行腳僧的頭光、加以僧人右側的老虎都暗示行腳僧已非一
般世俗之人。 
不論此僧人之確切身份為誰，這類圖像都顯示唐末對於行腳僧的重視與推
崇，才會進而有將其神格化的表現。
236據磯步彰的研究，他推測敦煌佛幡《虎伴
行腳僧圖》類的作品是玄奘三藏神聖化的第一步，為後世唐三藏物語繪產生的必
要前提。
237而《虎伴行腳僧》圖像不只是侷限在西域的敦煌一代，在宋初開封的
                                                                                                                                            
例の介紹を中心に─〉 ， 《美術研究》 ，第 238 號(1964)，頁 1-21；山口瑞鳳， 〈虎を伴う第十八羅
漢図の来歴〉 ， 《インド古典研究》 ，第 6 期(1984)，頁 393-422；王惠民， 〈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
新探〉 ， 《九州學刊》 ，6 卷 4 期(1995)，頁 43-55；中野美代子， 〈伝說の中の三藏法師─西遊記の
世界〉 ，收入朝日新聞社文化企画局大阪企画部編集， 《西遊記のミルクロ-ド三蔵法師の道》 ，頁
32-40、314-315；Dorothy C. Wong, “The Making of Saint: Images of Xuanzang in East Aisa,” Early 
Medieval China, vol. 8(2002), pp. 43-98. 
234  秋山光和， 〈敦煌画「虎をつれた行腳僧」をめぐる考察〉 ，頁 174-175。但是，王惠民認為
「寶勝如來」 指的應該是僧人頭頂的化佛，而非行腳僧人 【圖 4-20】 ，但筆者認為此論並不合理。
首先，根據【圖 4-19】可知，畫面並沒有雲中如來的出現，加以行腳僧人被描繪有頭光，所以
此畫面右側的「寶勝如來」供養銘不太可能指僧人頭頂的如來，而較有可能指涉行腳僧。第二，
若說畫幅是要描繪寶勝佛，那麼為何行腳僧佔據了大部分畫面，而他所謂「主角」的如來形象卻
如此「嬌小」？甚至有時還不見於畫面上。這麼看來，王惠民的推論還有待更多資料的驗證。 
235  由於部分的《虎伴行腳僧》圖是繪於紙本上，大小僅約數十公分，或許是被沙漠旅者隨身攜
帶做為祈禱的護符。請見秋山光和， 〈敦煌画 「虎をつれた行腳僧」 をめぐる考察〉 ，頁 174-175、
180。 
236  秋山光和亦曾推論畫面行腳僧可能為達摩多羅尊者；另外，王惠民則根據文獻推論行腳僧為
唐代居士李玄通。但是，畫面人物剃光頭、著僧衣、背負經卷，明顯是個行腳僧人，此與達摩多
羅和李玄通著長袍的居士打扮顯然不合。總之，目前學界還是多接受「虎伴行腳僧人應為玄奘」
的推論。相關研究請見秋山光和， 〈敦煌画「虎をつれた行腳僧」をめぐる考察〉 ，頁 176-177；
王惠民， 〈敦煌畫中的行腳僧圖新探〉 ，頁 49-52。 
237  請參見磯部彰， 《 『西遊記』資料の研究》頁 5-23。特別是 5-16 頁的部分。關於元代唐三藏圖
繪的研究，當屬日本私人收藏的《唐僧取經圖冊》為現存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保留北宋初期西遊
記文本的內容樣貌，並結合元代李郭派及南宋畫院的風格特色。相關研究請見磯部彰， 〈 『唐僧取
経図冊』に見る西遊記物語：大唐国出境までを中心に〉 ，收入《東方學會五十年週年紀念東方
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77)，頁 11、1457、1141-1143、169-186；磯部彰， 〈大唐三藏西天
取経伝說の成立─唐‧五代にをける玄奘三藏の神秘化をめぐつで─〉 ， 宋代史硏究會編， 《宋代
の社會と文化》(東京都：汲古書院，1988)，頁 197-236；田仲一成， 〈 『唐僧取経図冊』故事初
探〉 ， 《國華》 ，第 1163 號(1992)，頁 21-33；戶田禎佑， 〈 『唐僧取経図冊』の様式的檢討〉 ， 《國
華》 ， 第 1163 號(1992)， 頁 34-42；小川裕充， 〈中国山水画百選 57：(伝)王振鵬 『唐僧取経図冊』 〉 ，
《東方》 ，第 162 號(1994)；板倉聖哲， 〈新発見された「西遊記」資料─(伝)王振鵬「唐僧取経
図冊」をめぐって〉 ， 《月刊しにか》 ，第 115 號(1999)，頁 90-97；磯部彰編， 《東アジア善本叢  111
天清寺繁塔(990)上，就留存有長寬約 30 公分的 《虎伴行腳僧》 浮雕磚 【圖 4-22】 ，
238證明這類圖像有著相當的普遍性。另外，北宋董逌的《廣川畫跋》中〈書玄奘
取經圖〉寫道： 
 
玄奘陳氏……方取經西域，庭柏西指凡十七年，一日柏枝復東指，其徒知師
歸，當時謂負經東來，常有雲若華蓋狀……。
239 
 
這段文字雖未提及玄奘身旁是否有老虎相伴，但頭頂飄有若傘蓋般雲氣的特點，
將主角神格化的概念與《虎伴行腳僧》的畫作雷同。但還須強調的是， 《秘藏詮》
8-2 中的僧侶雖依舊有老虎相伴，已經沒有頭光、亦未肩負滿載經卷的竹笈，因
此自然也沒有從竹笈中飄出的雲氣和如來形象，其神聖性是比其他唐五代的《虎
伴行腳僧》更為淡薄，或可解釋為一種更世俗化的表現。 
 
除此之外， 《秘藏詮》中還出現一件僧侶騎著馬、帶著大小包行李、前後有
隨從相伴的圖像【圖 4-23】 ，與南宋至元代的唐僧取經形象相當接近【圖 4-24、
4-25】 。然而，南禪寺本 2-2 的人物實在太小，面容與動作也都不清楚，很難作
出肯定的判斷。可確定的是，相較於其他僧人皆作步行的情況，這是《秘藏詮》
中唯一一件僧侶騎馬的圖像，是故，很可能代表某個特殊人物。而騎馬僧人的形
象，或許就是描繪著名的玄奘三藏。考察唐代《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下
簡稱《慈恩傳》)可知，唐僧西行一路上有著許多騎馬相關的紀錄，也有許多商
人、國王等人貢馬。最特別的是在瓜州時，獲得一年老胡人所贈「赤瘦馬」 ，說
此馬曾往返瓜州、伊吾十五次之多，腳力強健而熟悉道路。
240考慮其他文本內容
之後，筆者以為《秘藏詮》圖像中僧侶騎著高大馬匹的形象，較有可能來自唐代
《慈恩傳》 ，而與宋代以後重視猴行者與取經路上所遇鬼怪的特色不類。
241此現
                                                                                                                                            
刊 1 唐僧取経図冊》(東京：二玄社，2001)。 
238  中國歷史博物館、俞偉超編， 《華夏之路》(北京：朝華出版社，1997)，頁 232-234。 
239  董逌， 《廣川畫跋》收於盧輔聖主編， 《中國書畫全書》 ，冊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
卷四，頁 830。 
240  請見唐釋慧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卷一，頁 223。收入《大正藏》 ，第五十冊。 
241  今天存世與唐僧取經相關的文獻資料有：1. (唐)玄奘， 《大唐西域記》 ；2. (唐)釋慧立， 《慈恩
傳》 ；3. (宋)佚名， 《取經詩話》 ；4. (明)楊景賢， 《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 ；5. (明)吳承恩， 《新刻
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 ，共 5 本。筆者在此選取宋代以前的文本 1、2、3，來追查唐僧騎馬形象
的問題。 《慈恩傳》以外的文本，如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以下簡稱《取經詩話》)文中
極少提及唐僧騎馬，較偏重一路上碰上的神怪事件，與猴行者的神通能力。再者， 《取經詩話》
中曾多次提及唐僧一行包括猴行者共有「七人」 ，但是南禪寺本 2-2 中並未出現猴行者，且如此  112
象再次顯示 《秘藏詮》 畫家所參考、學習的對象，往往是唐代的文本與圖繪傳統。
另外，畫面中騎馬僧人並未出現頭光、身旁亦無猴行者相伴，由此可知， 《秘藏
詮》圖像與南宋、元代唐僧取經圖像相比，並不是這麼強調玄奘神格的特點。 
 
由以上討論可知， 《秘藏詮》所表現的行腳僧像實與整個三藏法師的圖像系
譜相關，彼此之間分享共通的繪畫元素，形成一個複雜交錯的圖繪網絡，若試圖
區別或斷定各個圖像的身份或產生年代，反而容易簡化其間的圖像意涵。或可推
斷其間大致的關係如下圖： 
 
整體看來，這些大量出現於唐末五代的行腳僧相關圖像(《玄奘三藏取經
圖》 、 《虎伴行腳僧圖》 、 《唐僧取經圖》)，反映人們對於僧侶「刻苦求法」形象
的推崇。持平而論，整套版畫中僅有一件與《虎伴行腳僧》相似、一件與唐僧取
經相關的圖像(騎馬僧人)，大部分是一般的僧人行腳形象，顯示此套版畫應該是
更世俗化的表現，並未側重對行腳僧人神格化的表現。對《玄奘三藏行腳圖》這
類圖像的援用，使得讀者在觀看《秘藏詮》中行腳僧的形象時，容易連結到與他
們生活所熟悉的三藏法師或行腳僧的形象，而此套版畫可被視為三藏法師圖像系
                                                                                                                                            
龐大的隊伍似乎與《秘藏詮》圖像有段差距。請見佚名，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台北：世界書局，
1958)。 《取經詩話》在中國失傳已久，後來才在日本重新被人發現，但有部分殘缺。王國維藉卷
尾「中瓦子張家印」之牌記，推論此作當為南宋臨安刊本。相關研究可見磯部彰， 《 『西遊記』資
料の研究》(仙台：東北大學出版會，2007)，頁 57-104。   113
譜中的一個重要資料。 
騎驢問道者的形象 
  相較於和佛教思想較相關的圖像外， 《秘藏詮》版畫中還出現許多的世俗人
物。從這些身著官服、頭頂幞頭，有時還騎著驢子人物的出現來看，讓人相當好
奇， 《秘藏詮》版畫到底以怎樣的一群觀眾做為訴求？可能喚起怎樣的共感？而
這類圖像的出現，在《秘藏詮》版畫的整體設計上扮演怎樣的功能？ 
對於十世紀山水畫中騎驢的形象(Donkey-Rider)，Peter Sturman 有著深入的
考察，他發現這類圖像的原型應來自唐代詩人孟浩然，描繪文人戴著斗笠在冰天
雪地中，騎著象徵窮困與放蕩行跡的驢子，前後跟著手持笭箵(收納詩文創作的
桶子)的小童，表現詩人遠離塵世在大自然中尋找創作靈感的一個側面【圖
4-26a】 。
242十二世紀初董逌〈畫孟浩然騎驢圖〉寫道： 
 
孟夫子一世畸人，其不合於時宜也，當其擁褦襶，負笭箵，陊袖跨驢，冒風
雪陟山阪行襄陽道上時……蓋詩非極於清苦險絕，則怨思不深，文辭不怨思
則抑揚，則流蕩無味，不能警發人意。要辭句清苦，搜冥貫幽，非深得江山
秀氣，詣絕人境……。
243 
 
董逌認為，唯有深入自然並體會清苦險絕之境，才能得江山秀氣之精華。換言之，
遠離塵俗世乃文人開啟創作契機的最佳方法。隨著唐朝的覆亡，山水畫中騎驢者
逐漸成為文人自我形象的投射，尤其被李成畫派所吸收，並廣泛出現在五代宋初
的山水畫之中，如趙幹的《江行初雪圖》 【圖 2-22】 、燕文貴《江山樓觀圖》 【圖
4-26b】 、(傳)李成《晴巒蕭寺圖》 【圖 4-26c】 、許道寧《漁父圖》 【圖 4-26d】 、(傳)
屈鼎《夏山圖》 【圖 4-26e】 、郭熙《早春圖》 【圖 4-26f】等大量作品。
244 
仔細來看，這些騎驢者的形象，在各項特色皆與《秘藏詮》版畫中人物相當
接近，多帶著斗笠、身著長袍、前後大多跟著童子或隨從以顯示其身分地位，在
南禪寺本 4-1 中，甚至也可發現童子手持狀似笭箵的長形盒子【圖 4-27a】 。而這
                                                 
242  Peter C.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Li Cheng and Early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rtibus Asiae, vol. LV, no. 1/2(1995), pp. 43-54. 
243  董逌， 《廣川畫跋》 ，卷二，頁 822。 
244  Peter C. Sturman, “The Donkey Rider as Icon,” pp. 56-83.   114
類騎驢者圖像在南禪寺本中亦有不少【圖 4-27a-f】 ，由此可知， 《秘藏詮》繪稿
者或許援引當時山水畫流行的圖像語彙，將其摻入整套作品之中，以喚起更多山
水畫觀眾群的共感。 
朝聖求法、山林隱居─《秘藏詮》圖像與禪宗叢林生活 
  以上討論了《秘藏詮》整體意象與人物所代表的可能意義，當此套作品中
50 件版畫都有著類同「入山求法」的意境時，或可更積極地將其視為一個有意
義與目的性的整體，在畫史與思想史上尋找更切合的解釋。江上綏等人在其研究
中，已率先指出《秘藏詮》圖像可能與宋元時代盛行的「禪會圖」相關，表現問
道者參見禪僧的場景，
245此論點相當具有啟發性，只可惜缺乏完整的論證。筆者
以為，全盤考慮高僧、行腳形象以及他們山林間活動的場景後， 《秘藏詮》版畫
可能是宋初禪宗叢林生活的寫照。以下將比對《秘藏詮》圖像與唐宋禪宗叢林相
關文獻之內容，同時探討唐末五代的朝聖行腳之風氣，以闡述此套版畫與禪宗的
可能關聯。 
所謂叢林，指的是禪宗高僧坐禪辯道的道場。
246根據 《禪林寶訓音義序》 ： 「叢
林乃眾僧所止之處，行人棲心修道之所也。」
247直觀來看， 《秘藏詮》描寫在深
山中修行說法的高僧，以及許多問道者(行人)朝聖問道的活動，與禪門叢林生活
的概念相當接近。禪林生活的特點在於身份平等、集體生活，方便禪僧四處「掛
褡」─因仰慕某叢林住持的修養，遠來參學的修行方式。這種高僧拜見、雲遊四
方而不拘泥於固定寺院的修行方式，正是禪宗的特點所在。
248此外，禪門素來強
調從日常生活中體悟佛理，因此不膜拜偶像，而更重視與高僧面對面的對話與生
活中的啟發，並要求僧侶離群而居在深山中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 
唐代創立叢林生活規制的著名禪僧─百丈懷海，他曾作《禪門規式》論述叢
林生活的思想與種種規範。
249雖然懷海的《禪門規式》今已不存，但根據著名文
                                                 
245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33。 
246  參見望月信亨， 《望月佛教大辭典》(京都：世界聖典刊行會，1957)，冊四，頁 3119。 
247  大建較， 《禪林寶訓音義》 ，收入《大正藏》 ，第六十四冊，頁 438。 
248  請參見南懷瑾， 《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 (台北：自由出版社，1962)；Bernard Faure, “Relics 
and Flesh Bodies,” collected in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92), pp. 151-152. 
249  關於唐代百丈懷海(720-814)設立的禪門清規之研究，可見林悟殊， 〈從百丈清規看農禪─兼論
唐宋佛教的自我供養意識〉 ，收入胡素馨主編， 《佛教物質文化：寺院財富與世俗供養國際學術硏
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3)，頁 380-401；劉光義， 《禪在中國─禪的通史》(台  115
人楊億在宋初為《禪門規式》所寫〈古清規序〉(1004)，應可大致掌握宋人對禪
林清規的大體概念： 
 
(前略)凡具道眼有可遵之德者，號曰長老。如西域道高臘長。呼須菩提等之
謂也。既為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道德兼隆者。
方能嗣祖宗。須菩提雅號。無垢稱家風。不立佛殿。唯搆法堂者。表佛祖親
受。當代為尊也。入門無佛殿、陞座有虛堂、即此傳心印、當知是法王。所
裒學眾無多少。二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中略)……除入室請益。任學者勤
怠。或上或下。不拘常準。入室參玄理、摳衣請益時、任他勤與怠、上下勿
常儀。其闔院大眾朝參夕聚。長老上堂陞座。主事徒眾鴈立側聆。賓主問酬
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夕聚晨參處、師徒集會時、陞堂須鴈立、側耳
聽玄微。齋粥隨宜。二時均平。其節儉者表法食雙運也。行普請法者上下均
力也。置十務謂之寮舍。每用首領一人管。多人營事。令各司其局也(主飯
者自為飯頭。主菜者自為菜領。餘皆倣此)。法食宜雙運、精麤且過時、諸
頭分局務、普請貴勻齊。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眾。並別致喧撓之事。即堂
司維那撿舉。抽下本位掛搭。擯令出院者。貴安清眾也。不信天真佛、來為
假比丘、即時抽掛搭。去矣莫迴頭。(中略)……詳此條制有四種益。一不污
清眾生恭信心故。三業不善不可共住。準律合用梵壇治之。當驅出院。清眾
既安。恭信生矣。二不毀僧形徇佛制故。隨宜懲罰得留法服。後必悔之。三
不擾公門省獄訟故。四不洩于外護綱宗故。四來同居凡聖孰辨。且如來應世
尚有六群之黨。況今像末豈得全無。向見有輩但見一僧有過便雷同譏誚。殊
不知以輕眾慢法。其損甚大。今禪門若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林格式量事區
分(下略)。
250 
 
林悟殊將楊億序文整理成簡要的七個重點：
251 
1.  別立禪居，實行長老制度，不立佛殿，惟樹法堂。 
2.  眾僧平等，入居禪堂，過共同生活。 
3.  闔院大眾，朝參夕聚，研討佛法。 
                                                                                                                                            
北：松慧文化，2003)，頁 86-89。 
250  楊億， 〈古清規序〉 ，收入《大正藏》(台北：新文豐，1983)，第四十八冊，頁 1157-1158。 
251  林悟殊， 〈從百丈清規看農禪〉 ，頁 385。   116
4.  定時齋粥，務於節儉。 
5.  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人人皆要勞動。 
6.  完善組織管理機構，各司其局。 
7.  嚴肅紀律，對犯規僧人內部處置，直至驅逐。 
就此七點來看，在 1、2、3、5、6 點上，似與《秘藏詮》版畫所表現的內容相近，
以下逐一論之。首先，不立佛殿只設法堂，以大德高僧為「長老」自居一室，並
入居僧堂過共同生活。參看之下， 《秘藏詮》中高僧所在多是草棚【圖 1-1】 、岩
洞【圖 4-9】 、甚至是樹下【圖 1-2】 ，沒有供奉佛像的佛堂。而修行方式上，僧
侶們多進行對談或聽講，沒有膜拜偶像的動作出現。這或許和禪宗本身較重視悟
道與思想的傳遞 ， 而不侷限於教條式的修行方式相似 。 可能符合上述第三點之 「闔
院大眾，朝參夕聚，研討佛法」的特點。若參看哈佛本第三圖，可發現畫家以細
膩的手法表現圍繞高僧的眾人，強調說法時眾人聚精會神的專注氣氛，由此可
知，高僧說法與禪會場景實乃《秘藏詮》版畫的表現重點之一。最後， 《秘藏詮》
畫面中有許多小童和僧人各自負責掃灑修繕【圖 4-2、4-10c】 、接待訪客、服侍
高僧【圖 4-9】等不同工作，也接近「上下均力，人人要勞動」的要意。值得注
意的是， 《秘藏詮》圖像應該更貼近第六點「各司其局」的訴求，圖中顯露清楚
的分工與階級感，長老高僧專注於說法，一般僧侶則有跪拜、 「鴈立側聆」在一
旁聽法【圖 1-2、4-14】招呼問道者的舉動【圖 1-37】 ，而小童則負責所有掃灑、
修繕、烹煮、奉茶等雜務。這麼看來，這種嚴格的秩序感，確實符合楊億所說 「各
司其局」的生活規制。
252 
據研究，這種雲遊行腳的風氣自唐代興起，自此瀰漫整個中國，至元、明、
清而不衰。
253中國許多名山大川也因有祖師禪堂，而成為重要的朝聖地點，其中
可舉五臺山為例。此地自中唐以來就成為中國最重要的進香要地之一，甚至吸引
許多外國僧侶入華朝聖，如今還有不少相關的歷史文獻留存。例如，唐末有日僧
円仁(793-864)訪華，不僅是為了參拜五臺山眾多聖跡佛塔，也為謁見天台宗高僧
智儼，最後留下著名的《入唐求法巡禮記》一書。
254另外，敦煌藏經洞亦發現五
代宋初五臺山朝聖的相關文書兩件，其一是印度僧人普化所寫《印度普化大師游
                                                 
252  關於宋代禪門的修行方式，可見 T. Griggith Foulk, “Myth, Ritual, and Monastic Practice in Sung 
Ch’an Buddhism,” collected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1993), pp. 147-167. 
253  關於中國歷代男女對不同區域、對各種對像的朝聖禮拜之研究，可見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254  相關研究可見小野勝年， 《入唐求法巡禮記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64)。   117
五臺山啟文》(P3931，約 926-936)，另有一佚名的《五臺山行記》(S0397，約 936-
宋初)。
255不僅如此，宋代中葉還有日僧成尋(1011-1081)，及其留下的《參天台
五臺山記》亦可佐證。由唐末以來許多文字資料可知，此時至山西五臺山進香的
風氣應是相當盛行。 
若就視覺證據而言，敦煌自中唐以降出現不少《五臺山圖》壁畫，計有中唐
第 159、222、237、361 窟、晚唐第 9 與 144 窟、五代第 61 窟等七鋪壁畫，除第
9 窟外，其餘壁畫皆繪於西壁(正壁)，由此可見其應該有相當的重要性。這些壁
畫的內容多描寫信徒入五臺山朝拜、巡禮等場面，
256以五代 61 窟(約 947-951 間)
為敦煌最著名的山水圖壁畫【圖 4-28】 。此壁畫不僅展現五臺山周遭的寺廟分佈
和地理環境，同時也描繪五臺山五岳及其他大小寺院，畫中有許多人馬行走於山
徑、穿越小橋、參拜於寺院的場景，充分展現十世紀此地佛教蓬勃發展之情狀。
由此可知， 《秘藏詮》一類的行腳圖像之產生，很可能也反映中唐以來入山朝聖
風氣之盛行。 
  如今，唐代百丈懷海的《禪門規式》雖已散佚，但參考楊億對《禪門規式》
所撰寫的序文─ 〈古清規序〉 ，可以清楚的掌握宋初對唐代叢林生活規制的概念。
由〈古清規序〉中有不少規範與《秘藏詮》圖像內容相合可知， 《秘藏詮》版畫
很可能再現宋代禪林生活的景況，亦反映唐末五代雲遊行腳風氣大盛的時代氛
圍。 
 
以上試析《秘藏詮》版畫的圖像意義，透過追索圖像的可能來源。就整體意
象來看， 《秘藏詮》 可能繼承唐代青綠山水的圖繪內容，而體現遁隱避世的情懷。
從此套版畫的細部人物，如高僧、行腳僧人、幾種玄奘相關的圖像，都再三顯示
《秘藏詮》與唐代人物畫傳統的密切關聯。在世俗人物方面，援引五代宋初山水
畫中廣泛出現的騎驢形象，喚起更多山水畫觀眾群的共感。全盤考量以上圖像
後， 《秘藏詮》圖像可能是禪宗叢林生活的寫照，並融入當時流行的幾種人物形
象，相較於佛畫傳統重視佛說法與佛故事的描繪， 《秘藏詮》版畫是種更為世俗
化、生活化的圖像表現。 
                                                 
255  杜斗城， 《敦煌五臺山文獻：校錄研究》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143-151；221-222。  
256  關於敦煌河西一帶的《五臺山圖》壁畫內容，可見趙聲良， 〈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圖研究〉 ，
頁 90-91。   118
第二節  《秘藏詮》文本的思想內涵 
  在考察《秘藏詮》版畫的圖像內容後，發現其可能是宋初禪宗叢林修行生活
的寫照。然而，相對於圖像部分透露出與禪宗的關係，文字部分是否也有攙入禪
學思想？以下除了追查文本與禪學可能的關聯，也要論述《秘藏詮》的圖文間有
著甚麼搭配關係？繪稿者又運用何種巧思使圖文相配？畢竟，要深入了解《秘藏
詮》的作品意義，必須兼顧圖像內容、文本意義、圖文關係三者。因此，以下論
首先考察太宗御製詩文的內容，分析 《秘藏詮》 經卷的思想內涵以進一步探討 《秘
藏詮》經卷的作品意義與功能。 
《御製秘藏詮》序文開門見山地寫道： 「真元至理，秘密幽微。藉教闡宣，
以明極致秘者。」
257由於佛法義理幽微飄邈、難以掌握，所謂「心及佛身，將期
離妄，求真觸境，不知故名，秘藏也。」然而，該如何理解佛法秘理、修行得道，
就是《秘藏詮》的主要訴求。其詩文旨意在教導人們如何參得佛法義理， 「詮者
教也。即文字般若。用文字之教，顯秘密之理。」要以文字來闡述佛道秘法，藉
此指示信眾體悟至理的方法。 
若依前文推論， 《秘藏詮》版畫可能與禪宗思想有關，但禪宗固來有著「教
外別傳 ， 不立文字」 的原則 ， 這麼一來不就與太宗強調文字功用的主張有所矛盾？
事實上，禪宗內部對「尊教」(立文字)或「慢教」(不立文字)長久以來就有不同
的論調，禪宗祖師神會與慧能大致採尊教但不依文字的態度。慧能著名的 《壇經》
曾批評「不用文字」 ： 
 
謗法直言不用文字。既言不用文字，人亦不合言語，言語即是文字。 
 
慧能一語道破過度強調 「不立文字」 所造成的矛盾，若說不用文字也就不該言語，
但是人們溝通怎可能不用言語/文字？
258這樣的觀念進一步被五代法眼宗的延壽
                                                 
257  《景印高麗大藏經》 ，第三十五冊，頁 821。 
258  關於禪宗立言與否的爭論，可見印順， 《中國禪宗史》 (台北：正聞出版社，1971)，頁 331-345。    119
(904-975)所發展，
259並提出「教禪一致」的學說，他認為： 
 
若因言悟道，藉教明宗，傍入圓塗，深探佛意，且多聞而成寶藏，積學以為
智海。從凡入聖，皆因玄學之力，居危獲安，盡資妙智之功。言為入道之階
梯，教是辯證之繩墨。
260 
 
由此可知，延壽以為教禪統一的關鍵在於文字的「恰當」應用，在不過度執著措
辭用字的情況下，文字可以助人參得禪理。而此觀念更為睦菴(活動於 1088-1108)
所推廣，他認為「不立文字」的意思並不是說完全不參考或閱讀經典，而是不該
執著於字句考證，反忽略對心性的修養。所以說，禪宗並非絕對排斥文字，而這
種對文字逐漸開放的態度，也給予唐末五代 「燈錄體」 類禪文學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類文體是記載禪宗門派與系譜的史傳，以及禪師與弟子日常生活中的對話及生
活故事的語錄，是一種強調生活中的偶發性與機遇性，而不重於系統式或教條式
經文誦講的文學創作。此類作品今有五代的《祖堂集》(952)，
261北宋道原的《景
德傳燈錄》(1004)、李遵勗編《天聖廣燈錄》(1036)、契嵩《傳法正宗記》(1061)、
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1101)等五部之多。
262而《景德傳燈錄》還受到國家認
可，於宋真宗景德年間由政府出資發行，與《寶林傳》 、 《天聖廣燈錄》 、 《円覺經
道場修証義》 、 《傳燈玉英集》 、 《傳法正宗記》 、 《輔教篇》等諸多禪學著作一同編
入《開寶藏》之中。由此可知，禪宗對創作立言有逐漸開放的趨勢。同時，政府
也將這些燈錄體作品併入大藏經之中，等於支持禪門採取文字之教。 
事實上《秘藏詮》序文對於文字使用的態度，合於禪宗教義的堅持，即「因
言解法，得意忘言。」亦即，文字只是體悟法理的工具或手段，而非最終目的。
這種態度正近於禪宗六祖慧能所說： 「若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
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強調人不該被現實世界中的語言、概念、邏輯所束
                                                 
259  法眼宗乃禪宗五大宗派之一，是五代「大法眼禪師」文益(885-958)所創，後傳德韶(891-972)、
延壽，受南唐、吳越國王大力支持。相關資料請見阿部肇一著、關世遷譯， 《中國禪宗史》(台北：
東大圖書，1988)，頁 256-261；陳葆真， 〈南唐三主與佛教信仰〉 ， 《李後主和他的時代：南唐藝
術與歷史論文集》(台北：石頭出版社，2007)，頁 247-278。 
260  請見楊維中， 〈從「不立文字」到文字禪─論文字禪的起因〉 ， 《禪學研究》 ，第三輯(1998)，
頁 238-252，特別是 244-247 的部分。 
261  關於《祖堂集》的卷數與版本考證、作者、創作時代與地域、甚至是與五代泉州一帶的詞彙
使用等相關議題，可見章正忠， 〈 《祖堂集》詞彙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262  T. Griggith Foulk, “Myth, Ritual, and Monastic Practice in Sung Ch’an Buddhism,” pp. 151-152, 
199-200, note. 17, 18.   120
縛，必須打破既有框架才能得到真正解脫。
263這就是何以禪宗強調機遇性的教
法，正如《秘藏詮》序文中說道「隨機立教以興言」顯示此經卷可能反映禪門不
泥於教條規範的修行方式。 
  
以上針對《秘藏詮》序文所述，可發現一些與禪宗思想相關的論述。那麼，
就內容來說， 《秘藏詮》詩文還透露怎樣的特點？是否與禪學思想有關？經筆者
研究， 《秘藏詮》詩文中有許多強調心性本淨、佛性本有的觀念。例如， 「信緣心
不逆，安樂自然通，善法眾生得，如歸指掌中。」 ，只要心存信心自然能得安樂，
而此善根是人人都有。另外 15 卷 32 首， 「知過能而改，清心無自辱，如能隨日
用，春煦變寒谷。」再度強調人心清淨善良，只需要常常觀照修養，即能使寒谷
飽生春意。17 卷 8 首， 「我見凡諸性，其如妄想多，眾生有佛種，悟不隔恒河。」
或者，17 卷 30， 「慧解非真相，誠純妄不牽，菩提心是佛，本性自天然。」由此
可見， 《秘藏詮》文字多強調眾人皆有佛性、世事皆空相，強調發心即可頓生智
慧、與佛不二。 
另外，詩文在強調人有清心的同時，也強調煩惱、世俗束縛等，藉此突顯修
行、觀照本心之重要。11 卷第 2 首「果經千萬劫，茂草一娑婆，真心非染污，
妙藥愈沉痾」亦是將世事比喻為過於茂盛的雜草，一時遮蔽人的本心，但佛理妙
藥能夠醫治，恢復我們的清淨真心。再者，詩文 13 卷第 22 首道： 「我鄙眾先見，
苦心定有功，常如病施藥，慧解自流通。」強調修行佛法必須屏除先見，定下心
志，必終有所獲。佛法就像能醫治病痛的良藥，能除眾生煩惱而存安樂，若能得
到佛智慧的洗禮，則可決斷一切無所掛礙。另外，13 卷第 38 首： 「義取煩河水，
眾生陷業中，卷舒能自在，信諦盡成空。」指的是世間煩惱擾人深重，眾人往往
深陷其中。而佛法道理藏於經典之中，可助人脫離既有世界的束縛。 
當然，詩文集還透露一些其他佛學相關的理念，例如，強調不偏執文字言語
的論述，如 17 卷 6 首， 「信心不可得，無執語云何， 起修行願，施恩智慧訶。」
另外，還有如「幽冥如是說，善道信心同，地獄非遙遠，凡愚智不通。」提醒人
們幽冥惡道離人不遠，須行善慈悲才行，大致都是佛教所強調的觀念。據黃啟江
研究，太宗《秘藏詮》詩文有強調佛教基本觀念如因果、無心、無生、輪迴、佛
性等，亦不乏太宗自身發願求法、興教、譯經的抱負與構想，最後，還有許多贊
                                                 
263  關於禪宗對本體論與世界觀的辨證過程與態度，可見洪修平、吳永和著， 《禪學與玄學》(台
北：揚智文化，1994)，頁 76-80。   121
頌佛法之辭。
264由此可知， 《秘藏詮》經卷討論許多重要的佛學觀念，但未有偏
重禪學的傾向。相較於五代《祖堂集》 、宋初《景德傳燈錄》中所保留大量的禪
僧偈頌創作， 《秘藏詮》詩文較缺乏使用字辭彙作靈活應答，以簡要明快的字句
顯示禪機的禪文學特性。
265持平而論，此套經卷的中心思想應是對佛理觀念的概
論，並搭配一些太宗讚詠佛法之辭。然而，以君王本身進行佛學創作並對佛學有
諸多的論述與詮釋，使全書渾然是本修行佛法的「參考書」一樣，而扮演說法角
色的就是太宗，給人一種帝王身兼教主的姿態。 
在論述行文上， 《秘藏詮》的文字並未直接說明甚麼是佛法真理，只試圖透
過文字對佛理重複的述說。類似的概念不斷的出現，如本心清淨、不二法門，光
是卷十三就一再出現類似的文句如第 21 首「無情與愛境」 、第 24 首「有情俗諦
門」 、第 30 首「迷情與實相」 、第 31 首「有情俱是妄」 、第 40 首「迷情皆出沒」 、
第 44 首「俗世起迷情」 、第 47 首「迷情皆妄執」 。雷同的詩句不斷重複出現，論
述亦多停留在哲學思想層面，而未透露其他佛教經典亦相當重視的教化與普渡的
訊息。千首詩文好像停留在一個較高的思想層次，重複述說人們已經相當熟悉的
佛理觀念，而缺乏一個核心概念，使得整套作品就像是為創作而創作的感覺。反
倒是注釋部分多有新意，其形式上多先對正文簡要解釋，之後再援引各類佛典作
為正文的補充，如《金剛經》 、 《法華經》 、 《唯識論》 、 《華嚴經》 、 《維摩經》等等。
對於卷十三文意相近的詩句，僧侶往往能引用不同經典為之解說，充分地將太宗
詩文的論述層面延伸開展，足見義學文章僧們深厚的佛學修養，但同時也突顯御
製詩文在佛學造詣上是稍嫌貧乏。 
  
總括來看， 《秘藏詮》文本強調文字帶來的教育性功能，可解人疑惑、助人
修行。但另一方面，還提出「得意忘言」的觀念，不忘提醒讀者不該被言語文字
所限制。這種對文字使用上的曖昧且矛盾的情緒，可能與禪宗強調文字之教但又
不拘泥文字的態度相關。但是，綜觀文字內涵，並不特別著重禪學思想，較為廣
泛地、再三地論述佛教相關的概念，詩文缺乏一個中心思想，使得整體詩文給人
                                                 
264  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46-49。 
265  根據鈴木哲雄，唐末以降興起一股禪宗偈頌的創作風氣，並以南宗的石頭和馬祖門下最為盛
行。相較於一般詩文創作，偈頌在內容上更重於禪機的表現，其興盛的原因一方面因其採取類似
詩文創作的形式，需特別注意字句、辭彙、與整體脈絡的掌握，以簡要明快的字句反而更能夠顯
現出禪機；另外，也因自唐代以來禪師們與文人的密切交流，自然帶動偈頌的創作；最後，更因
偈語簡短方便朗朗上口與記憶，在傳法上更能方便且吸引通俗觀眾。請見鈴木哲雄， 《唐五代禪
宗史》(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85)，頁 530-560。   122
鬆散的感覺。行文上，較持平而論，未有巧妙運用文字以顯禪機的禪宗偈頌特質。
這麼看來，現有的證據似乎還不足以證明《秘藏詮》經卷與禪宗有直接的關聯，
對於《秘藏詮》詩文是否具有更深一層的思想與宗教意涵，還有待通曉佛學之士
更多的支援與補充。 
第三節  《秘藏詮》的圖文關係和佛教敘事畫傳統 
  基於「 《秘藏詮》眾多版畫非無意義的插圖，應在某種程度呼應詩文內涵」
的假設，對製作者而言， 《秘藏詮》描繪行腳僧通過道路前往高僧所在─「闡述」
/「描繪」修行之道/道路，可大致等同於詩文論述上對佛法的「詮解」 。對觀者而
言，透過移情共感將自己化為版畫中的「問道」者，類同於閱讀《秘藏詮》詩文
時「追求」佛法真理的心態。大致如下表所示： 
  《秘藏詮》圖像  《秘藏詮》詩文 
製作者目的 
「描繪」 問道者行走於山林之
間、通往高僧所在的道；眾多
圖像可能象徵各種修行之道。
「詮解」佛法義理 
觀者的可能心態 
將自我投射入畫面之中 ， 成為
行腳「問道」的人。 
閱讀太宗詩文的動作，就是
「探求」佛法真理的過程。
是故，無論對製作者本身、或觀者來說， 《秘藏詮》經卷的圖文之間依舊有著某
種聯繫，但這種關聯是建立在較為抽象的「求法」概念上。 
令人好奇的是，此種建立在抽象概念上的圖文關係是否在畫史上有跡可尋、
抑或是曇花一現？在表現手法上與其他佛教敘事作品的異同為何？下文要將此
套版畫放置在佛教敘事畫的脈絡下進行考察，追尋類同《秘藏詮》圖文關係的作
品，以突顯這套版畫藝術表現的特性，並評斷《秘藏詮》版畫圖文表現在畫史上
的定位。 
佛教繪畫傳統中的「變文畫卷」 
以表現形式區分，如今可見的早期佛教圖像種類繁多，有敦煌藏經洞所發現
的佛幡畫、石窟和寺廟壁面的經文「變相」 ，以及「變文畫卷式」的經卷插圖和  123
版畫作品。
266「變文畫卷」不僅在型制上與《秘藏詮》經卷較為接近，而且手卷
逐一展開所具有的線性特質，即經文具有前後次序或故事依照時序的發展，也是
在《秘藏詮》經卷中可見的特性。因此，以下將主要探討《秘藏詮》與早期畫卷
之間的異同。 
 
首先，變文畫卷類的作品可舉敦煌藏經洞出土的《觀音經冊》畫稿為例【圖
4-29】 。
267此作採「上圖下文」形式，畫面最右描寫一人，右手持刀左手抓住一
個上身裸露的男子，反映下方「若復有人臨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持
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的文字，巧妙地再現「臨當被害」的景況。然信
徒是如何獲救， 「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的部分並未表現出來。另一個圖像【圖
4-29 左半】 ，則描繪信眾被銬上枷鎖囚禁於帳棚內，其前方有乘著雲朵從天而降
的觀世音形象。這應是下方文字「復有人若有罪若無罪，相械枷鎖撿繫其身，稱
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的直接寫照，尤其接近「相械枷鎖撿繫
其身」的敘述。但後段文字「皆悉斷壞即得解脫」的部分，就未見有任何圖像反
應。上例顯示，觀音經冊的圖文關係是直接、簡要的，圖像通常僅反映故事的某
個部分，以摘要式手法再現信徒受於苦難的狀況，故事的接續發展與信徒如何得
到解脫則未表現。
268總之，上圖下文式的畫卷通常展現較緊密的圖文關係，上方
                                                 
266  巫鴻認為，敦煌唐代石窟所出現的大型壁畫應稱為「變相」 ，是一種「偶像式」的表現形式：
「中心偶像被表現成一位正面的莊嚴的聖像……凝視著畫像以外的觀者 ， 儘管偶像存在於繪畫體
系內部，然而它的涵義卻依賴畫面外的觀者或禮拜者的參與……。」意即， 「變相」是一種以偶
像存在為主的開放性繪畫結構。相較之下，在唐代的文史資料中，所有記載與變文有關的都是畫
卷的形式，而這類「變文畫卷」之特性在於其敘事性，此類畫卷的特性是： 「主要人物總是捲入
某種事件，其形象意在表現彼此的行為與反應。這種結構實質上是閉合式的，其涵義由繪畫體系
自身表現。觀眾只是旁觀者而不是該體系的組成部分。」 請參見巫鴻著，鄭岩等譯， 〈何為變相〉 ，
收於《禮儀中的美術》(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361。 
267  此處所舉的例子為冊子本，但另有卷子本的型制出現，表示其圖像也可被視為畫卷看待。其
內容是描寫《法華經》第二十五「普門品」 ，現存有五個版本，分別是藏於英國大英博物館的 S. 
5642、S. 6983 兩個白描本，與被伯希和帶至法國的三個彩繪本，編號 P. 4100、P. 4513、P. 2010。
除了 S. 4100、P. 2010 是為卷軸裝外，其他三件為冊子本。 「普門品」經文內容不外乎：一、觀世
音達成口唸名號的信徒之願望或解救他們於苦難；二、觀世音菩薩的三十三種化身；三、對觀世
音的反覆稱頌與讚揚。相關研究可見藤枝晃， 〈S.6983「観音経」冊子 ( 敦煌木筆観音経)〉， 《墨
美》 ，第 177 號(1968)，頁 9-46；羅華慶，〈敦煌藝術中的《觀音普門品》和《觀音經變》〉，
《敦煌研究》，1987 年 3 期，頁 49-61；Pratapaditya Pal, Julia Meech-Pekarik, Buddhist Book 
Illuminations (Hurstpierpoint, England: Ravi Kumar Publishers : Richard Lyon-Chimera Books, 
c1988), pp. 230-233；大英博物館監修，ロデリツク、ウイツイフイ-ルド編集解說，上野アキ翻
譯，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東京：講談社，1982)，卷二，頁 345；
沙武田， 《敦煌畫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557-560。 
268  或可推測《觀音經冊》的作品意義著重於描寫各種身陷「困境」或「危難」中的人們，而如
何被解救就不是重點所在。圖像具有解釋文本的功用，但卻並非全部的內容，欲知詳情，則必須
參看下方經文。   124
圖繪直接地反映下半部文字的部分內容，有時則明確地再現文字所敘述的事與
物。可以想像，人們在閱讀《觀音經冊》時，可能將文字與圖像一起參看，不管
先著眼何者，都可藉此迅速體會經卷的整體要義。 
  
相較於上圖下文的形式，還有一類採「右圖左文」形式的畫卷，
269以插圖形
式可分為兩類：一、全經僅一幅插畫，通常置於第一冊卷首。二、全經有多幅以
上的插畫(如《妙法蓮華經》)則分別安插於七冊的卷首。第一類的作品可以唐咸
通九年(868)的《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圖 2-7】為例。
270此圖表現釋迦說法的
場景。釋迦牟尼坐於畫面中央的蓮台上，他微舉右手作說法的姿態，佛身旁站有
九位比丘尼、二菩薩，以及五位作世俗打扮的帝王與官員，兩旁則有天王。畫面
中央下方則蹲伏一隻獅子，獅子前方的須菩提長老脫了鞋子，雙手合十地半跪在
地上。畫面左側最上方有「祇樹給孤獨園」 、下方有「長老須菩提」的榜題文字。
271但是 ， 以上圖像無法直接對應到金剛經的文字內容 ， 而是間接反映金剛經文 「如
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圖像並
未緊守文字所述的「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 ，而象徵性的用釋迦後的九位比丘作
為代替。這類作品因為經卷或插圖尺幅上的限制，通過圖像的簡化重點式地表現
整體經卷的故事背景或經卷意涵。 
  類似的例子還有雍熙二年(985)紀年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啟請》版畫【圖
                                                 
269  對於此類經卷 Julia Murray，與宮次南曾分別以圖像的「敘事手法」來做更進一步的區分，但
這樣的分類方式不甚明確。筆者認為，以「畫卷型制」為標準，則較能清楚區分如今存世的佛經
畫卷種類。Julia Murray 對於右圖左文式的經卷，按照敘事性的不同又將其區分為「介紹式」與
「圖文對照式」等兩類。第一類的經文圖解較接近介紹性質(introductory)，圖像與文字之間缺乏
明確的關聯性，如敦煌出土唐咸通八年(868)《金剛經》版畫。第二類則是選取部份經文，摘要
式地圖解文字內容(synopsis type)，例子有哈佛圖書館藏《妙法蓮華經》版畫(約 12 世紀中)。但
事實上第一類的《金剛經》版畫上方有「祇樹給孤獨園」 、及下方「長老須菩提」的榜題，那麼，
Julia Murray 所說的「圖文對照式」也應該包括敦煌這件版畫作品不是嗎？她的理論明顯有所缺
失。詳見 Julia Murray, “The Evolution of Buddhist Narrative Illustration in China after 850,” in the 
Marsha Smith Weidner, Patricia Ann Berger, Latter Days of the Law: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 (Lawrence, KS, Honolulu, Hawaii: Spencer Museum of Art, 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 136-137. 
另外，宮次南在比較唐咸通九年《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與宋版《妙法蓮華經》的圖像表
現後提出，兩類早期變文畫卷的差異在於「說話」特性的有無。但筆者認為， 《金剛經》版畫並
不缺乏敘事特性，只不過其敘事手法是象徵性的概括了整體經文，而不指涉明確的事件情節。請
參見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繪(上)〉 ， 《美術研究》 ，第 325 期（1983） ，頁 25-36。宮
次南， 〈中国の仏教版画─仏教說話绘を中心に─〉 ，收於町田市立国際版画美術館編， 《中国古
代版画》(町田市：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1988)，頁 26-31。 
270  除了《金剛經》版畫外，類似的例子還有十世紀南方吳越所刊刻的《寶篋印陀羅尼經》 。相關
研究可見 Sören Edgren, “The Printed Dharani-Sutra of A. D. 956,”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44(1972), pp.141-152. 
271  相關討論可參見菊竹淳一， 〈敦煌の仏教版畫〉 ， 《佛教藝術》 ，第 101 期(1975)，頁 4-5。   125
2-12】 ，
272以及同時於清涼寺釋迦如來立像之中所發現的版畫《靈山變相圖》版
畫(約十世紀末)【圖 2-13】可列入討論。
273在更晚的《妙法蓮華經》(十二世紀中)
【圖 4-30】 ，可發現比早期更多的事件描寫。
274相較於上圖下文畫卷中圖像與文
字緊密的聯繫，右圖左文的型制由於文字與圖像的距離較遠，加以按照手卷由右
自左逐一展開的特性，讀者通常是先看見圖像，後才閱讀到經文。因此，圖像本
身很可能也起了某種「預告」的作用，讓讀者在觀看過圖像後，內心對即將上演
的故事內容與經文要義有個大概的輪廓。同時，在看完整個經卷，將其從左至右
逐一捲回時，每卷圖像變成最後出現，也具有某種「複習」經卷義理的作用。即
看到某些圖像，可幫助讀者想起某些文字段落的內容。
275 
第二類具有多件插圖的畫卷，可以為七卷七冊式《法華經》版畫為例。這類
作品分別在各卷卷首裝飾有圖像，有時作品尾端也會出現護法天神插圖，可舉今
藏於台北故宮的宋刊大字本【圖 4-31】 ，與日本栗棘庵本【圖 4-32】等兩套《妙
法蓮華經》 作品為例。據研究，這兩套作品可能都是南宋紹興末年所刊行的經卷，
                                                 
272  此作圖像內容與敦煌咸通九年的《金剛經》版畫接近，兩者同為為卷軸裝，並在卷首有扉頁
插圖。內容描寫釋迦說法的場景，畫面中的須菩提長老、比丘眾、金剛力士、世俗官員與國王的
形象都與敦煌《金剛經》版畫相似。此作特別之處在於人物旁多了小字榜題，標明人物的身份。
榜題的作用應是提示人物身份，而這對不熟識經文讀者來說相當重要。相較於咸通九年的《金剛
經》 ，此作並不強調畫面繁複細緻的裝飾效果，反而出現許多榜題，加以其人物造型與版刻品質
的是略遜於前者，或可推論這是當時民間所流通的版畫作品，著重在經文故事的清楚呈現。 
273  畫面中央表現《法華經》的故事背景，即釋迦牟尼在王舍城靈鷲山說法的景況。下半部兩側
是二佛並坐，中有從地面湧出的七重寶塔，塔身下方有「弟子某甲一心頂禮妙法蓮華經釋迦多寶
如來全身舍利寶塔」 的銘記，塔旁圍繞許多跪拜頂禮的菩薩。這件作品擷取表現 《法華經》 中「 靈
山法會」 、 「二佛並坐」 、 「七寶塔從地湧出」等場景，基本涵蓋經文內容中的最重要的幾個部份。
學者葛婉章認為，由於所有法華經二十八品故事皆導源於靈山法會中釋尊的演說，因此，若全經
僅有一張變相插圖，往往便是靈山法會。這個看法可用來解釋《法華經變相圖》的圖像特性，而
其與咸通九年的《金剛經》版畫的差異在於，圖像與經文內容有著更多的聯繫，反映更多的文本
內容。但限於尺幅，也僅能選擇故事最高潮的幾個段落呈現。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
經繪(上)〉 ，頁 25；葛婉章， 〈妙法蓮華經插畫〉 ， 《故宮文物月刊》 ，12 卷 10 期(1995)，頁 47。 
274  畫面有多達 31 個榜題，以四字為單位，寫有「三草二木」 、 「五種法師」 、 「聚沙為塔」 、 「三車
出宅」等經文內容，藉由長達 59.3 公分的畫面，呈現法華故事的豐富內容。與雍熙二年的《金
剛經》版畫相比，此作的榜題不再提示人物的名稱，而是標明經卷各個故事。雖然畫面的人物、
動作、背景都稍嫌簡略，但配上榜題，依舊能傳達完整的訊息。由此可知，此作重視對《法華經》
故事內容的再現，而如何表現文本，或是否貼近文本的內容則不是其最關切的議題。根據統計，
此件版畫至少有美國的國會博物館本、哈佛大學美術館本，台北故宮博物院本，日本有奈良傳香
寺、香川善通寺、愛姬保國寺等六本。從為數不少的存世版本與較為平凡的版刻品質(與台北故
宮博物院藏《妙法蓮華經》版畫【圖 4-31】比較)，並擁有許多榜題文字的狀況可以得知，這件
作品應該是南宋時流通廣泛的一個版本。關於這件作品的研究資料可參見 John M. Rosenfield, 
“The Sedgwick Statue of the Infant Shotoku Taishi”,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XXII (1968-1969), pp. 
56-79; Weidner, Latter Days of the Law, pp. 303-305;  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繪(上)〉 ，
頁 27-30。 
275  手卷媒材特性所引發的觀看方式可參見 Wu Hung, The Double Screen, pp. 48-68.   126
276兩本的圖像也大致相同，基本表現火宅三車、長者窮子、三草二木、寶所化城、
衣裡繫珠、轉輪王髻珠、良醫妙藥等「法華七喻」的內容，但在每一圖像的細節
上稍有差異。
277這類《法華經》版畫多按照經文順序，揀選法華二十八品中部分
故事作具體的表現。例如，第二相﹙譬喻品、信解品﹚ 【圖 4-31】 ，描繪釋迦在露
台說法的形象。露台外立有三棵大樹，畫面上方描繪一個失火的宅邸，庭院中有
驚慌失措高舉雙手的人、蛇，與兩個童子。門外則停有羊車、鹿車、牛車。這是
對譬喻品「火宅三車」景像的直接描寫。利用每卷的扉頁，可以更明確的對照到
各卷的經文內容，這使得圖文關係更為清楚，也可呈現更多的《法華經》內容。  
  
上述畫例在圖文關係上，無論是採概要式的表現經卷內容、或擷取整卷經文
高潮片段、或採全面式的呈現，都是使用「以圖像表現經文內容」的作法。手法
較為平鋪直述，使讀者較能將經文對應到圖像。在圖繪重點方面，多表現佛菩薩
以神力解救眾生和佛說法場景。相形之下，大不同於《秘藏詮》以求法問道圖像
呼應詩文對佛法的詮解的作法。那麼像《秘藏詮》這種不依從固定佛典，沒有具
體故事內容的經卷，畫家該以甚麼圖像表現呢？可確定的是，為配合《秘藏詮》
詩文所著重抽象佛理的闡述，畫家似乎難以繼續變文畫卷，以圖像直接反應經文
的手法。是故，不難想像《秘藏詮》版畫的圖文關係是維繫在圖像與文本所共有
「求法問道」的整體概念上。 
禪畫「無所住」的圖文表現 
那麼，畫史上是否有類似《秘藏詮》經卷，著重大體、抽象概念的傳達，而
不執著於具體或細部的圖文表現呢？據前人研究，禪宗繪畫具有不拘泥既有形
式，強調天地萬物皆可說法的特性，使其往往具有更多變、更彈性的圖文關係。
是故，這種較不拘泥「直譯式」圖文關係的畫類，或與《秘藏詮》有相類之處，
                                                 
276  其中台北故宮大字本，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的解說，其刻工「李璹」是日本靜
嘉堂蜀大字本『漢書』的補刻工； 「張由」在故宮藏紹興間明州刻本『文選』 ，與文祿堂訪書記著
錄的宋浙刻本『龍龕手鑑』中都可見； 「徐真」在文錄堂訪書記著錄的『宋臨安刻本漢官儀』中
可見。而這些書籍都是南宋初期浙江刻本，因此，此經也應是紹興末年在浙江所印行的經卷。請
參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宋本圖錄》(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亦見於
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繪(上)〉 ，頁 31。 
277  詳細的內容描繪與介紹請見宮次南， 〈宋．元版本にみる法華經繪(上)〉 ，頁 32-35。   127
因此下文轉向討論禪宗繪畫的表現手法，
278並尋找圖文表現上與《秘藏詮》相近
者。 
既然禪畫的圖文關係如此特出，我們該以甚麼標準來討論或評斷禪宗作品的
優劣或內涵呢？久松真一曾說： 「(在禪宗的)藝術方面，產生了真空妙有的身體
表現、言語表現、雕刻、繪畫、輸、音樂等諸藝，而其本性就是真空妙有。」
279
由此可知，對禪宗繪畫來說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無所住」的精神。另外，Dietrich 
Seckel 認為，禪宗的作品相較於其他佛教教派而言，是透過一些刺激、有時甚至
是驚嚇的作法傳達佛學義理，並不侷限於固定形式，因此沒有甚麼圖像學的限
制，使畫家更具有自由的發展空間。
280於是，如何在禪門 「無所住」 的要旨之下，
靈活的以各種巧妙手法傳達禪機，就是區分禪畫與其他佛教繪作，甚至斷定其表
現優劣的關鍵所在。 
以下簡要地探討幾件具有代表性的禪畫─禪宗人物畫、十牛圖、山水畫等，
前兩類乃當時最為流行的畫類之一，現存資料也最多；禪宗山水畫的描繪內容與
《秘藏詮》相近，因此也一併列入考察。以下分別論述它們的表現特性後，再與
《秘藏詮》版畫作比較，以此評估此套版畫圖文關係的特質。 
 
就禪宗人物畫方面，首先可舉梁楷(約十三世紀前半)的 《六祖截竹》 【圖4-33】
為例。出身卑微的六祖，即使到了五祖門下，負責的也多是砍柴打水等粗重的工
作。畫中的慧能被描寫成一個頭髮稀疏的中年男子形像，明顯不是慧能二十多歲
得法時的年輕模樣。
281然而，透過人物左手輕扶著竹子、半蹲躬起的身體、加以
雙眼凝視於眼與柴刀之間，彷彿有著甚麼奇妙的事物蘊含其中。此景隱喻即使是
最普通、卑微的工作也可能蘊含佛道，藉由「得悟」的慧能的披竹形象，體現人
人皆有佛性、處處皆有禪機的禪學要理。而觀者可透過慧能的眼神，感受到「劈
竹」所內涵的秘理，進而體悟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道理。 
                                                 
278  根據嚴雅美的研究，所謂「禪宗繪畫」大致有三種類型：一、禪宗人士所繪製的作品；二、
有禪僧題贊或題跋者；三、題材上與禪宗相關並具有宗教功能的作品。嚴雅美， 《潑墨仙人圖研
究─兼論宋元禪宗繪畫》(台北：法鼓文化，2000)，頁 146。 
279  久松真一， 〈禪美術の性格〉 ， 《禪と藝術》收入《久松真一著作集》第五卷，(東京：理想社，
1970)，頁 162。中文翻譯參見嚴雅美， 《潑墨仙人圖研究》 ，頁 147-148。 
280  關於禪藝術特性的討論，可見 Dietrich Seckel, “Zen Art,” in the H. Brinker, R. P. Kramers, C. 
Ouwehand ed., Zen in China, Japan, East Asian Art: Paper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Zen, 
Zurich University, 16-18 November 1982 (Berne,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eter Lang, 1985) , 
pp. 99-113；Yoshiaki Shimizu, “Zen Art?” in the H. Brinker, R. P. Kramers, C. Ouwehand ed., Zen in 
China, Japan, East Asian Art, pp. 73-98. 
281  關於六祖生卒年、出生、早年事跡、得法等相關研究，請見印順， 《中國禪宗史》 ，頁 175-215。    128
另外，還可舉直翁的《六祖挟担圖》(13世紀)為例【圖4-34】。此圖描寫六
祖由於家中貧困，必須每天上山砍柴到市場販售，有一天賣了柴正要離去時聽見
有人誦讀金剛經，聽到經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慧能頓時大悟，於是決心
去黃梅參禮五祖弘忍。
282直翁畫中的慧能，眼睛微閉並向畫面右下看去，飄逸的
衣袍與隨意搭在担上的左臂，都巧妙地傳達人物悠然自得的神態。整件作品適切
地呼應畫上禪僧偃谿黃聞 （1189-1263） 的題贊： 「擔子全肩荷負，目前歸路無差，
心知應無所住，知柴落在誰家」的意境。 
上述二例多以間接的方式，利用畫面人物的動作神情作為隱喻和象徵，引導
觀者進一步體會禪學的要義。表面上看似一般生活的側寫，但實際上卻暗藏玄
機，而多變的表現手法合於禪畫講求「無所住」的特性，使得作品往往具有多種
的詮釋可能。 
 
除禪宗人物畫外，還可舉禪宗的 「十牛圖」 為例。總括來看，自唐以來牧牛、
牧放主題的公案、偈頌、機緣語句以及《牧牛圖頌》的創作可謂不少。據馬祖
(707-788)與弟子石鞏留下的公案： 
 
石鞏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
驀鼻拽將回。祖曰真牧牛也。
283 
 
問答之間顯露對日常生活微小事物的努力經營，就是一種悟道的方法。意即，專
注在雜務的處理可幫助約束人們遊蕩混亂的心智。另外，百丈懷海(748-814)與長
慶大安的對話也是個好例子： 
  
師(及造百丈禮而問)曰欲求識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牧牛。師曰識得後
如何。丈曰如人騎牛之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
不令犯人苗稼。
284 
 
                                                 
282  吳永猛， 〈壇經與六祖禪畫〉 ， 《中華佛學學報》 ，第一期(1987)，頁 143。 
283  普濟， 《五燈會元》 ，卷三。資料參見 Scarlett Ju-yu Jang, “Ox-herding Painting in the Sung 
Dynasty,” Artibus Asiae, vol. LII, no. 1/2(1992), pp. 63. 
284  普濟 ， 《五燈會元》 ，卷 四。參 見 Scarlett Ju-yu Jang, “Ox-herding Painting in the Sung Dynasty,” pp. 
63.   129
這段對話顯示人人皆有佛性，就像騎牛放牧般自然存在著，需要的只是持續地修
養與觀照自己的本性。 
如今存世的宋代牧牛詩作，有清居皓昇、普明、惟白、廓庵、元淨、慧暉等
多達十位禪師或文士的創作流傳。內容上，有有四圖、六圖、八圖、十圖、十二
圖等多種組合，畫中牛隻顏色則有全白、由白迴黑、由黑而白三種類型。創作年
代則多介於 10-12 世紀之間 ， 是禪宗用來說明修持過程的重要方法 。
285現存的 《十
牛圖》是明代翻刻普明禪師的作品【圖 4-35】 ，但應切適地保存作品的原貌。畫
家藉由水牛身上的黑色逐漸減少，最後化為白牛，以比喻逐漸悟道的過程，是一
種講求步驟與順續發展的修持方式。此一主題也蘊含歸隱田園的思想，而廣受到
當時士大夫的喜愛。
286  
  
上述禪畫的圖文表現，多是以人物畫表現禪宗修持的態度與方法，使用隱
喻、象徵式的手法，凸顯禪畫具有多層畫意的特點。然而，相較於六祖慧能、布
袋和尚等禪宗人物而言， 《秘藏詮》在圖文意境可說是更加幽微，行腳僧人行走
在山水中的圖像，比禪宗人物更難以與禪學思想連上關係。那麼，難道沒有更接
近《秘藏詮》版畫這類的作品留存嗎？《秘藏詮》的表現手法難道是畫史孤例？ 
事實上，畫史上確實出現與《秘藏詮》版畫相近，採用山水作為表現禪學要
義的例子，那就是李生的《瀟湘臥遊圖》(約 1170)【圖 4-36】 。
287今藏於東京國
                                                 
285  關於宋代牧牛詩組的作者、創作年代、內容與意涵等相關研究，請見蔡榮婷的一系列著作，
蔡榮婷， 〈 《孟錄》270 號牧牛詩殘卷考釋〉 ，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7 卷 1 期(1996)，頁 83； 〈宋
代禪宗牧牛詩組初探〉 ，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8 卷 1 期(1997)，頁 83-113；蔡榮婷， 〈唐五代禪
宗牧牛喻探析─以青原法系為考察中心〉 ， 《國立中正大學學報》 ，10 卷 1 期(1999)，頁 39-81。蔡
榮婷認為： 「牧牛圖的表現手法，是隱喻、象徵的高難度運作。此中以牛象徵吾人的心，看牛即
是看心，養牛即是養心，將理與境緊密扣聯，使文學、藝術、宗教與現實生活產生實際上的關連。
牛是悟前之心、又是悟後之境、同時又是那超越生滅的清淨本體，此三者都重疊在牛這個象徵意
象上。這三種層次，可以單獨表現，可以重疊表現，因此造成解析上的多種可能，使詩畫的指涉
變得模糊，但又因其模糊，所以更能有效的超越陳腐的意象世界，直接指涉吾人生命的實質。」
這段話很能夠解釋禪畫多層次意義的特性，請見蔡榮婷， 〈宋代禪宗牧牛詩組初探〉 ，頁 111。 
286  吳汝鈞， 〈十牛圖頌所展示的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 ， 《中華佛學學報》 ，第四期(1991)，頁
313-340；Scarlett Ju-yu Jang, “Ox-herding Painting in the Sung Dynasty,” pp. 54-93； 
287  鈴木敬， 〈瀟湘臥遊圖卷について （上） 〉 ，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 （東京大學） 》 ， 第 61 期 （1973） ，
頁 1-61；鈴木敬， 〈瀟湘臥遊圖卷について（下） 〉 ， 《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東京大學） 》 ，第 79
期（1979） ，頁 1-84。關於《瀟湘臥遊圖》的其他研究，請見小川裕充， 〈唐宋山水画史におけ
るイマジネーション（上）—潑墨から「早春圖」 「瀟湘臥遊圖卷」まで〉 ， 《國華》 ，第 1034  期
（1980） ，頁 5-17；小川裕充， 〈唐宋山水画史におけるイマジネーション（中）—潑墨から「早
春圖」 「瀟湘臥遊圖卷」まで〉 ， 《國華》 ，第 1035 期（1980） ，頁 35-45；小川裕充， 〈唐宋山水
画史におけるイマジネーション（下）—潑墨から「早春圖」 「瀟湘臥遊圖卷」まで〉 ， 《國華》 ，
第 1036 期（1980） ，頁 25-36；救仁鄉秀明， 〈瀟湘臥遊圖卷小考—董源の山水畫との關係につ
いて〉 ， 《美術史論叢》 ，第 6 期（1990） ，頁 41-58；   130
立博物館的 《瀟湘臥遊圖》 ， 卷後有著九段南宋跋文 ， 其中有七件集中在 1170-1171
年間，註明此卷乃李生為圓照禪師所做。
288鈴木敬教授認為，畫家李生採取極淡
墨色來描繪江南山景的「手法」 ，使得遠山、房舍、汀渚、樹幹等，全部沉浸在
一片飄渺氤氳的水氣之中。 「這種淡淡地分不出形體的畫法，似乎更適合於表現
大自然景色的『幻』象。可以說，本畫卷巧妙地表現了後跋各筆者所主張的真幻
觀。」
289《瀟湘臥遊圖》卷後，葛郛的題跋寫著： 
 
  昔東坡題宋復古瀟湘晚景圖，有「照眼雲山出，浮天野水長」等句，余觀此 
筆，雖不置身嵓谷中，而心固與景俱會矣。圓照老人，早悟靈機，洞見佛祖 
根源，視六塵境界如夢幻泡影，而寒煙淡墨，猶復襲藏。所謂寓意於物而不
留意於物也。乾道庚寅十月晦日，澹齋居士葛郛跋。
290 
 
這段葛郛於 1170 年的跋文，清楚地指出《瀟湘臥遊圖》在使用「淡墨」表現景
物飄忽不定的技法，是貼近禪宗「寓意於物而不留意於物」概念，讓景物彷彿處
在隱約虛幻間，這種不確定感乃前文所謂禪宗「無所住」的態度。另外，張貴謨
的跋文亦寫道： 「大地山河是幻，畫是幻幻，只今說幻亦幻，破九州一塵，寓筆
端三昧…。」
291根據《金剛經》 「凡有所象，皆是虛妄」即指天地萬物其出虛幻，
而描繪虛幻的繪畫作品，自然就是「幻幻」了。對此，張泉甫回應道： 
   
雲谷禪隱有瀟湘圖，諸大士題跋下語，說真說幻，僕不免畫蛇添足，凡物苟
有可觀，皆有可樂，不必以真幻為斷當也。瞿曇氏以山水為幻融結，幻對真
生，真假幻行，真幻之見不立，是圖存亦可，亡亦可，兔起鶻落，少縱則逝，
當知東坡之意，不但施於善畫者。辛卯秋，愚齋張泉甫題。
292 
 
                                                 
288  事實上瀟湘所代表的湖南地區與禪宗「五家七宗」有著密切的地緣關係；另外，禪師所創作
的漁隱詩詞也多藉由瀟湘，寓以對神仙淨土的嚮往，由此可見「瀟湘」題材的本身就與禪宗有著
密切關聯。衣若芬， 〈 「瀟湘」 山水畫之文學意象情境探微〉 ，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 20 期(2002)，
頁 175-222。 
289  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國繪畫史─南宋繪畫史(十)〉 ， 《故宮文物月刊》 ，8 卷 3 期（1990） ，
頁 114。 
290  參看自衣若芬，衣若芬， 〈浮生一看─南宋李生「瀟湘臥遊圖」及其歷代題跋〉 ， 《漢學研究》 ，
第 23 卷 2 期(2005)，頁 111。 
291  參看自衣若芬， 〈浮生一看〉 ，頁 114。 
292  參看自衣若芬， 〈浮生一看〉 ，頁 118。   131
就好像看到水中的倒影一般，幻象是相對於真實之我而存在的，其意義並不在於
「真」 、 「幻」之間，而是在藉著虛幻以突顯真實本體的存在。因此， 《瀟湘臥遊
圖》的畫意即在於指示觀者幻真間曖昧與對應的關係。李生畫作巧妙之處在於，
使用層次繽紛多變的淡墨暈染出大地山河，而此畫之禪機正繫於這種微妙的墨染
技巧上。
293 
  
總括來說， 《瀟湘臥遊圖》採取更勝於禪宗人物畫的表現手法，而將禪理繫
於「繪畫技法」的操弄之中，需要看畫人進入畫面之中，感受到大地山川虛無飄
渺、似真亦幻之境，才能體悟卷後諸多題跋所釋的真幻觀。這樣的表現特性較接
近《秘藏詮》經卷，兩者皆以山水作為抽象概念的表徵，若需了解整件作品可能
的意義，就需參看文字、甚至將自己轉化為畫中的問道者，行走跋涉於山林之中，
才更能體會文本的箇中精髓。 
相較佛教繪畫多採平鋪直述的敘事手法， 《秘藏詮》 圖文關係是更為抽象的。
而《秘藏詮》經卷與早期變文手卷的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其文本內容不具有明確
的故事性與寫實的描述，全部詩文都在論述抽象的佛法義理。是故， 《秘藏詮》
畫家選擇「山水」圖像，以象徵性的手法來表現文本要旨，這樣的手法與後代禪
畫《瀟湘臥遊圖》有概念相通之處。這雖不足以證明《秘藏詮》經卷與禪宗思想
絕對相關，但至少可說《秘藏詮》版畫不拘泥文字、著重於整體詩文概念的圖文
關係，與禪畫「無所住」性格有相通之處，可作為日後繼續考察《秘藏詮》版畫
與禪宗可能關聯的線索之一。 
第四節《秘藏詮》的圖文特性─山水畫「以形媚道」的功能 
                                                 
293  據鈴木敬考察，此種細膩地控制墨染層次的作法當興起於南北宋之交，很可能與李公麟相關，
而畫僧梵隆正繼承此種白描與淡墨結合的畫風。據島田修二郎研究，此種操以「微茫淡墨」的細
膩畫法，乃世人所稱「罔兩畫」 ，是種表現對象飄忽幽怪、隱現於極為淡薄的墨染中的作法。正
如鈴木敬所指出，這種南宋前期對淡墨極限的一種挑戰，應非孤立的現象，當與李龍眠、梵隆、
智融、慧元，以及南宋禪宗教團的繪畫特色相關，而李生的《瀟湘臥遊圖》當是屬於此風格中的
一例。請見鈴木敬著，魏美月譯， 〈中國繪畫史─南宋繪畫史(十)〉 ，頁 114-118。島田修二郎， 〈罔
両畫〉 ，原載《美術研究》 ，第 84 期(1938)、86 期(1939)；今收錄於島田修二郎《中國繪畫史研
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93)，頁 112-135。Valerie Malenfer Ortiz, Dreaming the Southern 
Song Landscape: the Power of Illusion in Chinese Painting (Boston: Brill, 1999).  關於梵隆生平與畫
跡的詳盡研究，請見 Richard K. Kent, “The Sixteen Lohans in the Pai-miao Style: from Sung to Early 
Ch'ing,”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5.   132
前文討論《秘藏詮》圖文表現上的自由特性，不執著於詩文詞語、專注在整
體思想的掌握，但這套版畫的繪稿者為何選擇山水做為描繪主題？這樣有甚麼好
處？山水畫是否在傳達抽象義理上有著更積極的意義、更特殊的功能？否則，畫
家似乎也可以選擇花鳥畜獸畫為題，不見得非山水不可。筆者以為，《秘藏詮》
版畫的選擇，可能與山水畫的本質息息相關，因為自此畫科肇始以來，山水就具
有體現宇宙規律與原則的特質。 
南朝宗炳(375-443)在其〈畫山水序〉中開門見山地說道：「聖人含道暎物，
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靈。」
294山水蘊含了天地運行的道理，正如
聖人之道應現在萬物一般，所謂「山水以形媚道」，就是說山水做為一種載體，
以其形質體現世界之「道」 。陳傳席認為，宗炳應是將顧愷之人物畫的「傳神論」
應用到山水畫上，即「神本亡端，棲形感類，理入影迹。」神本無端緒，但藉由
山川物象的形質而能夠體現 ， 所以好的山水畫作就能夠顯應萬物的 「神」 與 「理」 。
295 
唐末北宋大體延續「山水以形媚道」的概念，唐末荊浩在其《筆法記》中寫
道： 
 
子既好寫雲林山水，須明物象之源。夫木之生，為受其性。松之生也，枉而
不曲，遇如密如疎，匪青匪翠，從微自直，萌心不低。勢既獨高，枝低復偃。
倒掛未墜於地下，分層似疊於林間，如君子之德風也。
296 
 
由此可知，荊浩重視透過仔細的觀察萬物，以顯現自然運行的道。透過對松樹的
用心觀察，掌握所謂「物象之原」 ，最後就可以體現君子之風。
297 
郭熙在其《林泉高致》中亦透露以山水樹石體現萬物道理的概念，他說： 
 
大山堂堂為眾山之主，所以分布以次岡阜林壑，為遠近大小之宗主也。其象
若大君赫然當陽，而百辟奔走朝會，無偃蹇背卻之勢也。
298 
 
                                                 
294  宗炳， 〈畫山水序〉 ，收於俞崑編， 《中國畫論類編》 上卷(台北：華正書局，1984)，頁 583-584。  
295  陳傳席， 《六朝畫論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91)，頁 99-113。 
296  荊浩， 《筆法記》 ，頁 607。 
297  相關研究參見自陳傳席， 《中國繪畫理論史》 ，頁 58-59。 
298  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 ，頁 635。   133
以大山堂堂象徵君王統領天下之勢，眾山相映則可喻為臣下參謁朝會，此觀念可
對應到郭熙《早春圖》的創作中。
299另外，郭熙還謂「畫亦有相法。李成子孫昌
盛，其山腳地面皆渾厚闊大，上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300李成山水畫中所
繪寬闊的山腳，可能反映李氏一族繁衍昌盛的情況。對北宋的山水畫觀眾而言，
山水的構圖與物象的造型與姿態往往具有深刻、更抽象的意涵，並蘊含或反映某
種宇宙之道。這是郭熙所說「石者天地之骨也，骨貴堅深而不淺露。水者天地之
血也，血貴周流而不凝滯。」
301岩石乃大地骨幹，描寫時需強調其堅實隱晦於地
脈之中的性格；流水乃大地之血，畫家亦需再現其川流不息的樣態。總之，古人
畫家往往是透過仔細觀察「物象之原」─萬物運行的道理，藉由二度空間的繪作
再現自然的規律與法則。 
  山水不僅能體現世界大道，亦有象徵畫家心中情緒思想之能力，北宋末董逌
在〈書李成畫後〉寫道： 「蓋心術之變化，有時出則托於畫以寄其放，故雲烟風
雨雷霆變怪亦隨以至，方其實忽乎忘四支形體，則舉天機而見者皆山也，故能盡
其道。」
302文字說明山水實能體現人心多變不同的思想與情緒。總括來看，唐末
至北宋的畫論與畫家多認同山水在體現抽象概念方面的特殊功能，這些都可能是
《秘藏詮》版畫創作的思想根據與來源。 
在實際畫例上，現今不乏與《秘藏詮》版畫相似，利用山體造型來表現故事
情節或主角人物內心情緒的例子。陳葆真教授推論，在莫高窟西魏 285 窟的《五
百盜賊歸佛緣》壁畫(538-539)上【圖 4-37】 ，畫家可能使用山石尖聳、平坦等不
同的造型與排列方式，來反映故事主角內心如痛苦與平靜等不同的情緒。
303相似
的例子在敦煌 217 窟【 圖 4-38】 中亦可發現，壁畫描寫法華經 《化城域品》 故事，
在山勢尖聳的峭壁底下，表現眾人趴跪在地上的疲累之狀，可能以此象徵路途上
所遭遇的險境或難以突破的困難。 
 
不僅如此， 《秘藏詮》圖像似乎提供觀者視覺投入的可能─透過行腳人物穿
梭於深山之中，渡過小橋、穿越溪流、爬山登高，最後發現高僧的所在。這種宛
若「目遊」的視覺經驗，彷彿是段實際朝聖過程的濃縮。藉由觀者的視覺參與，
                                                 
299  曾布川寬， 〈郭熙と早春圖〉 ， 《東洋史研究》 ，35 卷 4期（1977） ，頁 80-84。 
300  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 ，頁 633。 
301  郭熙、郭思， 《林泉高致》 ，頁 639。 
302  董逌， 《廣川畫跋》 ，卷五，頁 842。 
303  請見 Pao-chen Chen, “Time and Space in Chinese Narrative Paintings of Han and the Six 
Dynasties,” pp. 254.    134
可能帶給觀者一種同於入山求法的體驗。而這種引發觀者視覺投入，亦為山水畫
肇始以來的特點，宗炳所謂山水畫「暢神」的功能，就是強調藝術品再現自然後
提供人們神遊其中的功能。於是， 《秘藏詮》作為一套山水版畫，自然就具有山
水畫引發觀者臥遊其中的本性。這麼看來，前述巫鴻所說大型變相所具有「涵義
卻依賴畫面外的觀者或禮拜者的參與」的開放性，亦是《秘藏詮》經卷所具有的
特性，是一種建立在觀者的膜拜與冥想上的修持經驗。 
 
《秘藏詮》版畫之所以選擇山水為主題的原因，是欲透過山水表現抽象義理
的能力，以山川景物再現宇宙運行之道；並且，利用山水引發觀者目遊畫面的特
性，將一幅幅版畫濃縮成朝聖的實際體驗。所以，若不參看詩文，將難以理解 《秘
藏詮》的教義與功能，若要進一步體驗作品內涵，需要透過圖文參看，試著將精
神投入畫面中，隨著畫面問道者穿梭於山林水間，進而體悟「求法問道」的切身
之感。值得注意的是，利用山水體現自然運行法則的觀念，與道家學說關係密切，
《秘藏詮》圖像可能是挪用道家概念「植入」以宣說佛教義理為主的經典之中，
整體透露了佛道混融的思想，對此下文還有更多的討論。 
第五節  小結 
全盤考量《秘藏詮》的圖像內容後，可發現此套版畫繼承了許多唐代的圖繪
傳統，可能是禪宗叢林般隱逸生活的再現。文字內容上， 《秘藏詮》講求以為字
之教，顯佛法秘密之理。對許多佛教基本觀念，如煩惱、本心清靜、輪迴、因果
等多有闡述，像是件佛法修行概論式的參考書。在圖文關係上，可推論對《秘藏
詮》圖像製作者而言， 「描繪」求法者行走於通往高僧的「道」 ，彷彿闡述著各種
通往悟境之道，可呼應太宗詩文「詮解」佛法的目的；對觀者而言，在閱讀太宗
詩文時，似乎可等同於一種修行之 「道」 ，就像畫中人物走上朝聖求法之路一樣。
而類似的觀看經驗亦見於禪畫《瀟湘臥遊圖》 ，兩者皆以山水象徵抽象的佛法義
理，這樣的手法可能與中國山水畫具有體現世界運行道理的本質有關。 
總結以上， 《秘藏詮》經卷乃是佛法修行的指導，用《秘藏詮》經卷本身的
文字來說就是「藉教闡宣，以明極致秘者」 。此處的「教」乃指文字與圖像，以  135
詩文和注釋闡述佛教義理的同時兼以圖像輔助觀者理解，引導觀者投入畫面創造
問道修行於山林的觀感，最後進而體悟佛法秘理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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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宋太宗《御製秘藏詮》經卷的政治意涵 
 
在進行藝術史研究時，風格與圖像意義往往是學者最關切的兩個議題。但風
格與圖像意義的生成，又與作品背後的社會、思想、政治背景息息相關，而藝術
品就在三者交互作用下產生。透過第四章對經卷的意義的考察可知， 《秘藏詮》
圖像具有以山水輔助人物敘事的風格特性，乃配合《秘藏詮》 「描繪」各種行腳
僧前往高僧所在(佛法所在)的修行之道，以呼應詩文論述上對佛法的「詮解」的
作品意義。可能將中國道家對山水圖像的觀念，挪用至佛教相關的論述之中，或
可說是件混融佛道思想的作品。因此，本章要更進一地問：這種佛道混融的思想
背景是甚麼？跟宋太宗本人有甚麼關聯？ 
經筆者考察，太宗的《御製秘藏詮》經卷實有濃厚的政治意圖，以下以宋太
宗為中心考察： 《秘藏詮》經卷詩文原創者宋太宗之個性、事蹟以及得位自立之
經過、創作眾多御製詩文的目的、諸多宗教政策與大力支持佛道的原因，以及此
經卷是如何被使用、在北宋是怎樣流通、其相關的製作背景等種種議題。再者，
還要考察北宋的藏經刊印制度，以凸顯宋太宗主導下的《開寶藏》經管制度的特
色與意圖。最後，以更宏觀的角度探查 《秘藏詮》 在北宋對亞洲各國外交、政治、
文化互動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藉此一步步地揭開《秘藏詮》經卷所隱含的政治意
義，並帶我們深入宋太宗之個性及宋初政治、宗教與國際外交氛圍之中。 
第一節  深謀遠慮的皇帝─宋太宗趙匡義 
  宋太宗趙匡義，生於後晉天福四年(939)十月七日，比哥哥趙匡胤(宋太祖)
年幼十二歲。在太祖即位後為避諱改名光義，自己當上皇帝後再改名炅 【圖 5-1】 ，
擁護太祖自立的「陳橋兵變」即為其與親信大臣趙普一手策劃。太宗與太祖的父
親趙弘殷是為武將出身，相繼擔任後唐、後漢、後晉、後周四朝的禁軍將領。而
哥哥趙匡胤也繼承父親勇猛善戰的武將性格，曾參與後周攻打北漢的高平之戰，
後又征討後蜀、南唐、南漢，宋朝江山幾乎為太祖時底定【圖 5-2】 。相較之下，
弟弟光義則較熱愛念書、口齒伶俐，可說是與武將性格的父親與哥哥大不相同。  137
304今日台北故宮留傳宋人製作的太祖與太宗像，畫作人物面容刻畫細膩且傳神，
當可提供一些兄弟倆個性的想像。首先來看太祖坐像，畫像中人物的身形壯碩、
面額寬厚、皮膚黝黑、眼袋浮腫巨大、略顯老態，但匡胤 33 歲即位，過世時不
過 49 歲，似不太符合畫中人物之年紀。這麼看來，太祖像可能反映趙匡胤歷經
南北征戰後，歷盡滄桑的容貌。相較之下，太宗匡義的面容較為白皙、眉毛細淡，
看去較為斯文內斂，微翹的右嘴角與噘起的嘴形，可能顯示其固執的性格。
305因
此，由宋人繪像來看，亦可推測太祖與太宗一武一文的不同性格。 
太宗的崛起始於宋朝建立後，建隆元年(960)太宗 22 歲為殿前都虞候、次年
拜開封府尹(首都開封府長官)、開寶六年(973)被封為晉王，使其地位與權力更超
宰相，實可謂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人物。
306然而，或許太宗依舊不甘屈居於 「一
人」之後，所以才發生「燭影斧聲」事件─傳說為太宗謀殺親哥哥的千古懸案。
根據北宋僧文瑩《湘山野錄續篇》 ，太祖嘗與道士混沌交友，道士早早前就預言
趙匡胤會成為皇帝，但是自此後道士彷若消失不見，讓太祖遍尋不著多年。後來，
終於在開寶乙亥年間再次碰面，太祖問其壽命還剩下多少年，道士混沌回答： 「但
今年十月二十日，夜晴則可延一紀(12 年)，不爾則當速措置。」而後太祖將混沌
之言謹記於心，到十月二十日，當晚大晴、滿天明亮的星斗，太祖因此大喜。但
忽然之間天氣驟變，天空竟降下冰雹，見此，太祖立刻召見晉王交代後事。
307 
宮崎氏對於此段如懸疑小說般的記載充滿了質疑，認為太祖何以夜召晉王入
朝，而非其子德昭(26 歲)或德芳(18 歲)？為何是傳位弟弟而非自己兒子呢？據李
攸的《宋朝事實》記： 「(太宗)開寶九年十月二十一日，遂即尊位。」太祖二十
日剛剛過世，太宗隔日二十一號就立即登基並引見群臣，卻未引起任何王位糾紛
與爭執？更有甚者，遼史本紀載： 「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立，遣使來告。」或
許遼史的直言不諱，反而更貼近太宗謀反自立的歷史原貌。更古怪的是，太宗於
976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突然改元太平興國，舊有慣例是帝王駕崩的同一年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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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ial Portraiture,”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Ritual, Ethnicity, and Style in Painting (Prince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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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79-91、101。 
307  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98-99。   138
元，除非是革命推翻舊朝，否則需待至隔年尚可更名，更何況此時距離新年只剩
下短短八天。宮崎氏因此推測，或許是太宗將其即位認定為某種程度的 「革命」 ，
因此堅持在年底進行改元。
308 
事實上，太宗早在為開封府尹時就已培養了實力雄厚的幕府，其中可考的文
武官員至少有六十六人之多。不同於太宗即位後的制度，此時的晉王府依舊握有
兵權，並且與當時方鎮將領之間互通聲氣、關係密切。
309然而，身為開封府尹的
趙匡義為何招募了眾多人才？是否意圖謀反？其居心確實可議，可確定的是在太
祖杯酒釋兵權之後，他是全天下唯一擁有軍事與謀略實力的在朝將領。 
在趙匡義登基後，剩下有資格繼承帝位的候選人僅剩下太宗同父異母的弟弟
廷美、太祖二子德昭與德芳。然而，德昭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因討伐北漢後觸
怒太宗而自殺，德芳於太平興國六年(981)病死，剩下的廷美也被告發與人勾結
圖謀帝位，後被流放而病死他鄉。
310總之，與太宗作對者或對其皇位有威脅者皆
不得善終。這麼看來，若將以上諸多事件拼組一起，實難相信趙匡義取得帝位乃
太祖遺願，甚至，乃兄之死是否出於人為而非史書所記之病痛，也都令人懷疑。  
 
太宗即位後，一方面繼承太祖的文治政策，並更積極採取科舉取士。太宗朝
共舉行 8 次科舉 ， 雖比太祖朝的 17 次還少 9 次之多 ， 但錄取人數卻高達 1172 人，
比太祖朝總數的 171 多出 1 千人之多！平均每回錄取多達 150 人，而這項措施更
加速文人地位的提升。採取文人治國的策略一方面也表現在興建三館上。延續唐
代三館的制度，北宋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草創於太祖時，然不僅藏書匱
乏，建築也簡陋破舊。在經過平定西蜀、南唐搜得圖書三萬三千餘冊，太宗於太
平興國二年(977)詔下於開封城內左昇龍門東北處別建三館，並賜「崇文院」額
以此為三館總稱。再於端拱元年(988)建新秘閣於崇文院中堂，選三館圖書萬餘
並古書畫二王書跡、顧愷之畫維摩詰、韓幹馬、薛稷鶴、戴嵩牛、黃荃兔等歷代
名畫共百十四軸藏於秘閣。
311至此，北宋的館閣制度大抵完備，往後朝廷不僅在
文物與圖書蒐藏逐漸累積，並還有定期展觀或開放朝臣閱覽的功用，類似的活動
                                                 
308  宮崎市定， 〈宋の太祖被弑說のついて〉 ， 《東洋史研究》 ，新第一卷四號(1945)，頁 195-210。  
309  蔣復璁， 〈宋太宗晉邸幕府考〉 ， 《大陸雜誌》 ，30 卷 3 期(1965)，頁 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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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可能接近台北故宮的《景德四圖》之「太清觀書」一景【圖 5-3】 。
312對於宋
朝三館，歐陽修曾說： 
 
臣竊以館閣之職為育材之地，今兩府闕人，則必取於兩制，兩制闕人，則必
取於館閣，然則館閣輔相養材之地也。
313 
 
由此可知，館閣之職實乃培育優秀文治人才之地，對於支持政府以文治國策略有
著重要的貢獻。而且，館閣在收集與展示海外如遼國、日本各國進貢文物上，還
扮演外交與文化交流上的重要角色。
314 
太宗以文治國的特色還表現在編纂《太平御覽》一千卷、 《太平廣記》五百
卷、 《文苑英華》一千卷、 《冊府元龜》一千卷等四部大書之上，除《冊府元龜》
完成於真宗朝外，其餘皆於太宗朝編修完成。然大規模圖書陸續完成的背後，可
能還隱藏更深一層的政治因素。南宋的王明清早就注意到： 
 
太平興國中，諸降王死，其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館閣，使修
群書，如《冊府元龜》 、 《文苑英華》 、 《太平廣記》之類。廣其卷帙，厚其廩
祿贍給，以役其心，多卒老于文字之間。
315 
 
由此可知，前朝舊臣如李昉(後周)、徐鉉(南唐)等人皆奉命從事圖書編輯工作，
而太宗大規模圖書編纂的真正動機早在南宋時就遭人懷疑。
316 
另一方面，太宗更強化君主獨裁制度的施行，
317在既有的強幹弱枝政策之
                                                 
312  關於《景德四圖》的研究請見 Cary Y. Liu, “Sung Dynasty Painting of the T'ai-ch'ing-lou Library 
Hall: From Historical Commemoration to Architectural Renewal,” Arts of the Sung and Yuan: Ritual, 
Ethnicity, and Style in Painting (Princeton, New Jersey: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pp. 94-119；Heping Liu, “Empress Liu's Icon of Maitreya: Privacy and Portraiture at the Early Song 
Court,” Artibus Asiae, vol. LXIII, no. 2(2003), pp. 129-156；陳韻如， 《景德四圖》 ， 《大觀：北宋書
畫特展》 ，頁 136-141。另外，關於宋代宮廷藏書的規制，可見方建新、高深， 〈宋代宮廷藏書考〉 ，
《浙江大學學報》 ，37 卷 3 期(2007)，頁 52-60。 
313  歐陽修， 《歐陽文忠公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27-1935)，卷一一四。見自梅原郁， 〈宋代
の官職〉 ，頁 330，註釋 3。 
314  塚本麿充， 〈 『海外書』小論〉 ，頁 25-40。 
315  王明清， 《揮塵後錄》(台北：商務出版社，1966)，卷一。參見自小林和夫， 〈南唐官僚徐鉉
と宋太宗朝─『江南録』と正統論をめぐって〉 ，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 ，第四冊
(1996)，頁 101-102。 
316  相關研究可見小林和夫， 〈南唐官僚徐鉉と宋太宗朝〉 ，頁 101-113。 
317  太祖時期實行中央集權最有名的事件就是「杯酒釋兵權」 ，透過和平勸說的方式讓石守信、王
審琦等將官交出兵權，並派任至各地方擔任節度使等閒職。請參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篇》 ，卷  140
上，進一步將各州轉為中央管轄，使節度使一職形同虛設。再者，也強化國營事
業如鹽、茶、酒、與外國貿易(香料與藥品)的控制，使得民生基本品大部分為國
家所控制。
318事實上，強化帝王獨裁的另一面，或可解釋為太宗傲視群臣、唯我
獨尊的心態，這種態度尤其表現在削弱相權方面。雍熙元年(984)有臣子上諫說：
「今宰相若賢，愿陛下信而用之；宰相非賢，愿陛下擇可用而任之，何以置之為
具臣，而疑之若眾人也。」這段話質疑太宗將宰相視為聊以充數的「具臣」 ，而
不委以宰相重任與決斷權力的態度。宰相呂蒙正亦說： 
 
中書、樞密院自來難處之地。唐末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失，兼家族罕有保
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行聖旨，臣嘗與同列等言，實知榮幸。
319 
 
由是可知，太宗為了改變唐末、五代以來 「主暗臣強」 的積弊，所以才躬決萬機，
但似乎過於獨攬大權，而使宰相都陶侃自己只是奉旨行事罷了。
320 
然而，一旦缺少宰相等大臣的輔佐，皇帝要獨自處理接踵而來的奏章、聽斷、
官員考選、檢閱軍士等諸多事務，非要有超人的體能與毅力才行。因朝事太過龐
雜，太宗被迫想出一個加快聽奏的方法，他命令除去長春殿內座椅，可加速臣下
進出，在宣告奏摺的交替間不會有任何空檔。
321事實上，為增加斷事與聽奏時間，
太宗在位二十年來沒有一天不是雞鳴而起，更不用說有放過一天假期。自漢唐以
來，就有所謂「休沐」的制度─朝廷官員每五天得休假一日。但是自太宗以後，
就從未施行過旬假，太宗曾對臣下謂其作息飲食是： 
 
朕每日所為，自有常節，辰巳間，視事既罷，便即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
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不過度，行之已久，甚覺得力。凡
人食飽，無不昏濁，儻四肢無所運用，更便就枕，血脈凝滯，諸疾自生，與
求清爽，其可得乎？老子云： 「我命在我，不在於天」全繫人之調適，卿等
                                                                                                                                            
二，建隆二年七月紀事。 
318  相關討論可參見梅原郁， 〈宋─君主独裁制の成立〉 ， 《皇帝政治と中國》 (東京 ： 白帝社， 2003)，
頁 192-230。 
319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篇》 ，卷 36，淳化五年五月條。 
320  參見汪勝鐸， 〈試論北宋前期過度集權及其影響〉 ，收入朱瑞熙等編， 《宋史研究論文集》(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41-64。 
321  徐松纂， 《宋會要輯稿》 ， 〈儀制〉6-3、6-4。   141
亦當留意，無自輕於攝養也。
322 
 
這段話看來真有激勵人心之用，太宗每天在審視奏摺後，還不忘讀書以陶冶性
情，一直到深夜才就寢，早上也非常早起。飲食方面，為了讓自己可始終保持清
醒狀態，絕不過度進食、也不在食後就寢，展現他高度自制的性格。 
  
總括來看，太宗是個重視文教、採行文人取士的皇帝。他的個性可謂深謀遠
慮，凡事都有計劃與心機，可說是為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太宗對自我要求甚高，
所以他對臣下往往不夠信任，而多採獨斷強勢的作法。就此看來，太宗似乎有著
過人的自信，由太宗引老子所說「我命在我，不在於天」 ，更顯得太宗自視甚高
的態度。值得注意的是，太宗畢竟有得位不正之嫌，那麼他的宗教政策會否透露
出竄位自立的相關訊息？畢竟，透過祥瑞之象、天神降語、神佛轉世等的手法，
乃自古皇帝加強繼位/得位正當性的慣用手法，因此，太宗是否透過種種宗教手
段拉攏或控制臣民思想，就值得我們特別關注。 
第二節  宋太宗恩威並濟的宗教政策 
根據《大中祥符法寶錄》 ，太宗御製詩文集有：包括《妙覺集》五卷、 《蓮華
心輪迴文偈頌》十一卷、 《秘藏詮》二十卷、 《佛賦歌行》一卷、 《幽隱律詩》四
卷、 《懷感》四卷、 《懷感迴文》一卷、 《逍遙詠》十一卷、 《緣識》五卷。
323令人
不禁好奇，數量眾多的御製詩文其功用為何？為何要編聯刻入《開寶藏》之中？
是用來抒發太宗個人對佛法的信仰與崇敬之心嗎？是否有更明確的原因或動機
可尋？太宗乃首位將自身創作編入藏經系統之中的皇帝，他的目的到底是甚麼？
若要更進一步探求其詩文意義與經卷功能，我們勢必要將太宗的御製詩文置於他
的宗教政策脈絡底下來討論，前文所討論太宗趙匡義的性格，即可作為推斷其製
作動機的佐證之一。 
                                                 
322  江少虞， 《宋朝事實類苑》(台北：源流出版社，1982)，卷 2， 〈祖宗聖訓〉 ，頁 13。 
323  楊億等編， 《大中祥符法寶錄》 ，卷七十三，頁 515。   142
太宗的佛教政策 
以上探討了宋太宗的性格與處事態度，然而，該如何將《秘藏詮》經卷與其
個性作恰當的聯結，並作出合理的解釋呢？如此，透過太宗宗教事業的角度來觀
察《秘藏詮》經卷的製作與使用，應有助於進一步解釋此套經卷的製作動機與相
關背景。畢竟， 《秘藏詮》經卷作為御製詩文集，只是太宗眾多佛教策略中的一
步棋，若要問這顆棋子具備怎樣的功能，就必須著眼整盤棋局是如何在太宗的操
弄下一步步展開的。 
相對於太祖，太宗趙光義採取更為優待佛教的政策，其一為大興普度，總計
有太平興國元年(976)、七年(982)、雍熙三年(986)等三次。其中，光是前兩次得
度者總計就超過 17 萬人之多，是太祖開寶初年歲度數千人的 10 倍以上。其後的
真宗更是延續太宗之法而大行普度，到天禧五年(1019)全國僧侶數量竟達 45 萬
八千多人之多。
324需注意的是，太宗並非毫無限制的發予度牒，到了在位晚年，
為避免僧數過多與素質參差的問題，他改採試經考試的方法管理佛僧品質。於至
道元年(995)下詔： 
 
江南兩浙福建僧尼，今後以現在僧數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敕比試，念讀
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不如此試而輒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
325 
 
由此可知，每三百人才放一人，並透過祠部發予度牒的方式，可便於控制僧侶人
數與素質，製造地則限於京師，由此可見，太宗對發放度牒乃採剛柔並濟的策略，
而非一味縱容。 
另一方面，太宗亦大興佛寺，營建著名的開寶寺佛塔，這個八角十一層、高
36 丈的佛塔，共歷時 8 年才完成於端拱二年(989)，寺內供奉吳越王錢弘俶舊藏
的阿育王佛塔與佛骨，乃特地從杭州運送至汴京安放於開寶寺中。
326另外，亦於
太宗出生地興建啟聖禪院，根據《太宗實錄》 ； 「太平興國中召建為寺，六年而功
                                                 
324  關於宋代僧尼人數、度牒等相關研究可見黃敏枝，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 ，頁 349-411；
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181-183。 
325  《宋會要輯稿》 ，第八冊，頁 7861；參見自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36。 
326  相關討論請見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183。   143
畢。所費鉅數千萬，計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琉璃瓦覆之。」
327可知啟聖禪院是
宋初謂為可觀的大寺之一，殿中另藏有金字一切經、四壁亦有墨書大藏經兩部，
後成為供奉太宗御像的神御殿之一。
328根據黃啟江，北宋開封的主要寺院幾乎都
是太宗朝建造或修建完成，如啟聖禪院、開寶寺、妙覺禪院、太平興國寺、天清
寺、景德寺、普安寺、開寶寺靈感塔、天清寺的西慈塔及白雲閣等等；除此之外，
在五臺山、峨嵋山、天台山、泗州等佛門重地皆建立起規模宏大的寺院。值得注
意的是，這些大型寺塔與佛像鑄造等工程並非由地方官員擔任，而是太宗直接派
遣其親信或內侍負責工程監造，顯示太宗對地方信徒的拉攏，同時也落實著中央
集權對地方控制的計畫。
329 
最後，也是太宗朝最重要的佛教功績乃延續唐代譯經傳統，由中央主持佛經
翻譯和印行的事業。自太祖以來，不僅西域多有僧侶來華，另外，也有許多西行
求法的華僧齎經而返。至景祐二年(1035)為止，至少有梵僧 80 位來華、求法歸
華者共 133 人，攜回大量梵文經典。
330太平興國二年(977)，太宗賜與開封龍興
寺「太平興國寺」匾額，同時建立開先殿供奉太祖御像。後來，就此寺西側建譯
經院，設譯經三堂─譯經、證譯、潤文三堂，與印經院合稱「傳法院」 ，並將經
典翻譯與印刷當作國家事業來經營。
331 
終北宋一世，所翻譯經典多達 285 部、746 卷之多，其數量僅次於唐代、遠
超西晉，為中國歷代譯典數量之第二。南宋以降，至元、明譯典數量漸少，北宋
成為中國翻譯經典的最後高潮。
332不僅如此，太宗還另選精通內外之學的儒臣擔
任潤文官，而這些潤文官職位皆高，對佛學也有相當的修養與興趣。在不知不覺
中，這項政策也創造了儒臣與佛僧間相互溝通的場域，而這些潤文官往往支持著
                                                 
327  錢若水等撰，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實錄》 ，卷三十三。又見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38。 
328  關於宋代帝王肖像畫所扮演政治、社會、宗教的角色，及北宋神御殿的相關討論可見小川裕
充， 〈北宋時代の神御殿と宋太祖・仁宗坐像について〉，頁 17-29。 
329  例如，太宗遣內侍張廷訓「往代州五臺山，造金銅文殊萬菩薩像」 ；或者「勅內侍張仁贊，往
成都鑄金銅普賢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賢寺之白水，建大閣以覆之。」 ；以及「敕內侍
張承貴往天台山，重建壽昌寺，從沙門自珣請也。」請見志磐， 《佛祖統紀》 ，卷四十三，頁 397、
399。關於北宋汴京寺院的建造，可見黃啟江， 〈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 ，收入其《北宋佛教史
論稿》 ，頁 93-132。 
330  黃啟江， 〈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 ，頁 69-70。 
331  研究請見小川貫弌著，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委會譯， 〈北宋敕版大藏經和譯經院〉 ， 《大藏經的
成立與變遷》(台北：華宇出版，1984)，頁 35-46。 
332  關於中國歷朝翻譯經典之整理，可見望月信亨， 《佛教經典成立史論》(京都：法藏館，1946)，
頁 81-188。本資料參見自中村菊之進， 〈宋伝法院訳経三蔵惟浄の伝記及び年譜〉 ， 《文化》 ，卷
四十一，第 1、2 期(1977)，頁 1。   144
皇帝對佛教的贊助與奉養，同時牽制如王禹偁一類反對帝王過度佞佛臣子的意
見，也幫助佛教更廣泛地於公卿大夫等文人階層中流通。
333值得注意的是，太宗
朝譯經院設立的 15 年間(982-996)，共譯出大小乘梵經達 150 部之多，共占北宋
全部譯經的百分之 60，平均每年至少譯出 10 部經典，數量驚人、成果豐碩，寫
下北宋譯經史上最輝煌的一章。
334 
總括看來，宋太宗對佛教雖大力支持，但其中往往帶著某種目的性。若延此
脈絡做更積極的解釋， 《秘藏詮》經卷當非純粹平日閒暇時的文學創作，而顯示
太宗對佛法理解上過人的自信，甚至試圖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以《秘藏詮》 、
《蓮華心輪迴文偈頌》等對佛法義理的詮解，來解救眾生於無邊苦海。眾多佛教
政策的動機，不外乎是要取得佛門的認可與支持，實行宗教治國的目的。 
太宗得位及其道教政策 
大力贊助佛教的同時，太宗並未因此而輕忽對道教的支持，畢竟太宗即位背
後與道教有著密切的關聯。根據竺沙雅章研究，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中記載
了一則玉帝輔臣黑殺將軍降語的故事。故事說有道士張守真，能請玉帝輔神黑殺
將軍降世，天神所言禍福多驗。太祖壬子(十月十九日)，在逝世前一天詔見張守
真，令守真降神。天神曰： 「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說明太祖
將逝，而其弟太宗有仁心，因此，這段話對太宗繼位提供了相當的正當性。而竺
沙雅章認為，這個紀錄可能是宦官王繼恩奉太宗旨意編造出的。
335 
此外，這類強化太宗即位正當性的紀錄，亦見於《翊聖保德傳》 。書中記載
乾德中，晉王(太宗)聽說翊聖真君靈驗，於是遣使參拜禱告，表示欲增修殿宇。
真君回答： 「將來太平君主宋朝第二主將修建上清太平宮。……今非其時。」晉
王聞之大驚，遂罷增修計畫。此資料具體的預告太宗未來將得位的訊息。太平興
國二年，太祖過世後半年，太宗馬上修建終南山北帝宮，名為上清太平宮，全部
工程於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完成。而且，助太宗登基的道士張守真也獲賜紫衣，
常被召入宮廷。
336所以說，太宗利用道教製造祥瑞之象，助其篡位登基，自然對
                                                 
333  黃啟江， 〈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 ，頁 75-84。 
334  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43。 
335  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與太宗》 ，頁 174-177。 
336  愛宕元， 〈宋太祖弒殺說と上清太平宮〉 ， 《史林》 ， 66 卷 2 號(1984)，頁 51-79， 特別是頁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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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採取支持的態度。 
另一方面，太宗即位後也大興建道觀，除了上述上清太平宮外，還有太一宮
和上清宮 。 其中上清宮建於京師昭陽門內 ， 工程始於端拱初(988) ， 於至道元年(995)
完工。
337再者，太宗還曾多次召見當時著名的道士，如陳摶、丁少微、趙自然、
柴通玄等人。這樣廣召道士的舉動，是太祖時不曾有的，可見太宗對道教亦有偏
愛。最後，太宗還下令廣收道教典籍，由端拱至淳化年間共蒐得道書 7 千餘卷，
奠定了日後真宗編纂道藏的基礎。
338 
  此外，還有太宗以道教藝術作為政治手段的情況， 《圖畫見聞誌》有段有趣
的文字： 
 
(宗元)嘗於洛都上清宮畫三十六天帝，其間赤明陽和天帝，潛寫太宗御容，
以趙氏火德王天下故也。真宗祀汾陰，還經洛都，幸上清，歷覽繪壁，忽覩
聖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設几案，焚香再拜，且歎其畫筆之神 ，佇
立久之。
339 
 
如今，雖難以推測武宗元所繪赤明陽和天帝是否出於太宗指示，但描繪帝王御容
亦非尋常之事，太宗不太可能不知情。無論太宗知情與否，此繪作的動機當出宣
揚太宗乃天神轉世，得命於天註定要嗣位為王。這樣的舉動亦接近前文所說，太
宗透過許多宗教政策如普度、大興佛寺、經營譯經事業等，拉攏或取得佛門信眾
的支持。 
 
由太宗深謀遠慮並具強烈掌控性格可知，御製詩文集的產生並非單純之作。
尤其太宗亦佛亦道的宗教政策顯示，他本身並無專一的信仰，亦非一味投入宗教
崇拜。於是，太宗所做《秘藏詮》等詩文集，更像是為了創作而創作的結果，乃
是強化其政權統治的工具，而非純粹宗教信仰下的產物。太平興國八年(983)，
太宗以傳法院進上的新譯經卷出示宰相時說道：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為君治人，即是修行之地，
                                                 
337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篇》 ，卷三十七。 
338  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與太宗》 ，頁 178-180。 
339  郭若虛， 《圖畫見聞誌》 ，頁 34-35。   146
行一好事，天下獲利，即釋氏所謂利他者也……雖方外之說，亦有觀者，卿
等試讀之。蓋存其教，非溺于釋氏也。
340 
 
太宗開門見山的說佛教有裨政治，並勸說臣下多閱讀相關著作，充分顯示其「宗
教治國」的企圖。事實上，從太宗佛道並重的態度與政策來看，則不難理解前文
推論《秘藏詮》中可能混入道家思想中山水體現宇宙運行原則的特性。畢竟，對
於欲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太宗來說， 《秘藏詮》經典佛道思想的混融，就像他
同時支持與贊助兩教信仰一般，他本身才是最後、最重要的行事中心與原則，而
御製詩文集的創作正是其諸多宗教治國政策其中的一環。 
第三節  宋太宗御製詩文集的使用及其製作背景 
  為了深入了解太宗 《秘藏詮》 經卷的製作背景，本章開始一連串的追尋探索，
由宋太宗個性與事績到相關的佛、道政策等。以下還要更深入細節，探究御製詩
文的內容、使用的脈絡、賞賜對象，最後，期望可進入《御製秘藏詮》的產生背
景和思想核心。另外，還要考察諸多御製詩文與太宗(作者)間的關係，甚至要注
意御製詩文作品，在太宗的宗教事業中扮演怎樣的角色，藉此探討《秘藏詮》可
能的製作目的。 
太宗的御製詩文集 
真宗朝所編纂的《大中祥符法寶錄》(1018)在論及太宗御製詩文作品時這麼
寫道： 
 
  寶思以析微，遂有聖教序，又著心輪偈、祕藏詮、逍遙詠等歌詩凡五十 
七卷，既置於寶藏，亦祕在名山，式救群迷，大明正覺。
341 
                                                 
340  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篇》 ，卷二十四；又見錢若水等撰，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實錄》 ，卷
二十六。本資料見自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185。 
341  楊億等編， 《大中祥符法寶錄》 ，卷十八，頁 514。   147
 
由這段文字可知， 《心輪偈》(即《蓮華心輪迴文偈頌》)、 《秘藏詮》 、 《逍遙詠》
等都是太宗御製的詩歌作品，總共有五十七卷，後來被編入「寶藏」─《開寶藏》
之中，並讚美太宗「式救群迷，大明正覺」的抱負。然事實是否如此，御製詩文
乃太宗為拯救世人的創作？還需要進一步檢驗其內容後，再做進一步的判斷。 
由《法寶錄》將上述三種詩文集並置、同編入大藏經，另據太宗賞賜《秘藏
詮》的記載來看， 《秘藏詮》經卷每每與《心輪偈頌》 、 《逍遙詠》一同出現，是
故，此三者很可能被視為群組作品並有著相互應和的關係。因此勢必要將這些文
集一同考慮，才能更適切地解讀《秘藏詮》作品的涵意。以下各別討論此三者的
詩文內容，與其對應的關係，以解答其可能的群組關係與意義。 
  《秘藏詮》經卷的文本內容已於本文第四章討論，發現太宗本身扮演說法角
色，給人一種帝王身兼教主的姿態。然而，整套作品欠缺一個核心概念，只是重
複地論述佛法的基本觀念，使多達千首的詩文，給人一種結構鬆散、為創作而創
作的觀感。 
類似狀況亦見於《蓮華心輪迴文偈頌》(以下簡稱《心輪偈頌》)，
342根據《心
輪偈頌》序文，此作旨在「求玄妙之源」以解如來妙法之深奧無邊，渡眾生於彼
岸， 「起因一章，終成千首，書展狀蓮開一朵，連綴似月彩出圓，立名曰蓮華迴
文偈。」 此作大致內容其實與 《秘藏詮》 相近，都是太宗詮解佛法的作品。然 《心
輪偈頌》與《秘藏詮》在表現手法上有顯著的差異， 《心輪偈頌》顧名思義是使
用相同文字做不同排序所完成的詩作，有「心字正迴文」及「心字倒迴文」 。
343舉
例來說，迴文偈頌第一首為「心會解垂要，理真詮羨非，深意大誰教，旨因緣善
歸。」第二首重複第一首的用字，第一句從前首的第二字開始，原本第一句第一
字則為第四句最後一字，即「會解垂要理，真詮羨非深，意大誰教旨，因緣善歸
                                                 
342  據《法寶錄》其完成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另外《太宗皇帝實錄》卷二十七，亦載「太平興
國八年」太宗出《御製蓮華心輪迴文偈頌》等 10 部共 250 卷，以示宰相近臣。請見錢若水等撰，
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台北：台灣商務，1966)。 
343  「回文」為一種特殊的修辭技巧，指順讀倒讀都能成章成句的特殊詩文結構。據稱蘇若蘭所
做的 《璇璣圖》 是 「回文詩」 體式的完備者。回文詩的趣味與價值在於突顯中文特殊的表意能力，
歷代有許多相關的創作，如唐代白居易（772-846） ，宋代蘇軾（1037-1101） 、秦觀（1049-1100） 、
黃庭堅（1045-1105） 、朱淑真（ca.1131） ，明代湯顯祖（1550-1616） ，清代張淮等人，皆有回文
詩傳世。除回文詩外，另外還有「回文圖」的創作，而圖像與詩文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目前文
獻記載最早可見的回文詩作者為晉代傅咸和溫嶠，相關研究可見于廣元，〈回文詩起源考辨〉，
《中國典籍與文化》，2008 年 1 期，頁 35-39。以上資料係學妹陳香吟提供，筆者謹此表達感謝
之意。關於《回文圖》、《回文詩》的詳盡研究請見陳香吟，《明代〈若蘭璇璣圖〉卷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刊稿)。   148
心。」以此類推，第三首詩文是從第一首的第三字開始，變成「解垂要理真，詮
羨非深意，大誰教旨因，緣善歸心會。」 於是利用這 20 字組成 20 種不同的排序，
稱為「心字正迴文」 。反之則稱「心字倒迴文」 ，使用相同的文字但順序與正迴文
顛倒，第一首是「歸善緣因旨，教誰大意深，非羨詮真理，要垂解會心。」接下
來以此類推，安排出二十首詩歌。相較於《秘藏詮》詩文意致幽玄的特色， 《心
輪偈頌》乃使用文字排序來反映佛法深奧玄妙之理，利用迴文詩反覆、錯位創造
出文字趣味，以作為佛法抽象義理的表徵。然而， 《心輪偈頌》並未具有甚麼論
述重點、或對佛法提出甚麼特出的觀點，只是不斷地重複雷同的抽象佛理，使整
件作品形同文字遊戲。 
 
  相較於前述兩件作品， 《逍遙詠》改採五言八句的形式，其內容與訴求對象
不再是佛門信眾，而轉向探究道家的玄元大道，推崇老莊思想。有趣的是，其訴
求與《秘藏詮》 、 《心輪偈頌》亦無不同， 《逍遙詠》序言寫道： 「玄元大道理包深
遠，逍遙至論義貫精微。」這句話與另二件御製作品的初衷異常接近，不外乎強
調宗教義理的玄妙難懂，藉此烘托出 「爭如立至當之言以濟於時世者哉」 的想法，
並論古代先賢皆知道而不言，實屬可惜。而其註解說「辭也者，所以通萬物之情
也」透露太宗欲以文字詮解宇宙真理，以救眾生的宏願。 
內容上， 《逍遙詠》也多著重於對抽象義理的討論，如「大道虛無境，信之
則有靈，幽深玄妙理，運轉幾曾停，拘束從何益，周通靜杳冥，真空非作相，善
應保安寧。」討論如何理解宇宙運行的道理，並為自身尋找到安身適切的位置。
另外， 「逍遙人控鶴，碧落壓天津，達理通含識，虛無即是真，河車誰肯信，鈆
汞本相親，造化皆如此，今緣論宿因。」亦是探討世界真理運行的方式，虛無乃
是常道。總之，掌握了道家注重清淨自然的核心觀念，並再三論述修持的相關方
法。 
總結以上，太宗的三套御製作品─《秘藏詮》 、 《心輪偈頌》 、 《逍遙詠》都有
類似形式與形文風格。首先，不外乎透過序文強調「文字」的重要，以突顯其詩
文創作意義深遠；另外，在詩文部分特重抽象哲理的述說，但一味地以不同文字
複製著相同的概念。相較之下，文章僧的注釋往往提供更多佛法知識，將詩文連
結到眾人孰知的佛典，反而透露出更濃厚的教化意味。 
太宗對《秘藏詮》等經卷的賞賜   149
欲解析宋太宗御製詩文集的內涵，不僅可透過序文與詩文內容，太宗如何賞
賜、使用這些詩文作品亦可提供我們寶貴的研究資料，並藉此推斷 《御製秘藏詮》
的製作動機與背景。據文獻記載，太宗約於 983 年前後完成《御製秘藏詮》 ，此
後便陸續有不少相關的賞賜舉動，對象包括內臣、外使、僧侶、以及全國寺院。
根據目前可得資料整理成下表： 
編號  時間  對象  賞賜內容  文獻出處 
1 
太平興國八年
(983) 
近臣 
詔以御製蓮花心迴文偈頌、秘藏
詮、逍遙詠宣示近臣 
《佛祖統紀》卷 43 
2  端拱中(988-989)  慧智禪師 
御書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
太平聖惠方 
《吳郡志》卷 42 
3  淳化中(990-995)   
急就章、逍遙詠、秘藏詮、太平
聖惠方 
《吳都文粹續集》卷
34 
4  淳化元年  秘閣 
秘藏詮、幽隱律詩、懷感、懷感
迴文等四十一卷，同御草書詩十
首、故實二紙藏於秘閣。 
《玉海》卷 163 
5  淳化二年(991)  韓彥恭 
詔以藏經並御製秘藏詮、逍遙
詠、蓮華心輪賜之 
《宋史‧高麗傳》卷
487 
6  淳化三年(992)  全國寺院  賜秘藏詮逍遙咏等敕  《全宋文》卷 70 
7  淳化三年(992)  惠明大師    《重修延福禪院記》
8  淳化四年(993) 
雪竇山資 
聖寺 
石刻御書二部四十有一卷，真書
秘藏詮、逍遙詠、懷感詩、幽隱
詩、回向文詩、佛賦 
《寶慶四明志》 
太
宗
朝 
9  997 以前  王禹偁  秘藏詮、逍遙詠等共四十一卷  《小畜集》卷 21 
10  咸平六年(1003) 
懷安乾元
寺 
賜太宗御書一百二十三卷，御書
心輪偈頌、秘藏詳、逍遙詠、緣
識、青龍述、秘閣贊 
《三山志》卷 32 
真
宗
朝  11 
大中祥符六年
(1013) 
王旦等 
朱邸集、至理動懷篇、文明政
化、逍遙詠、緣識、秘藏詮、禪
樞要、蓮花心輪迴文偈頌、心輪
圖…。 
《玉海》卷 28 
另一方面，太宗御制詩文集有時還以御書的形式出現，或是與御書作品一同
作為賞賜，如編號 2、4、10 等。這樣的舉動該如何解釋？御製詩文與皇帝御書
間的群組關係又是甚麼？根據塚本麿充研究，宋初帝王延續唐代以御製飛白書作
為「帝王表徵」的傳統，如新建譯經院「傳法」匾額、賜翰林學士蘇易簡飛白書  150
「玉堂之署」 、飛白「秘閣」二字賜新秘閣、御草書千字文藏於秘閣等。
344再者，
997 年太宗駕崩，真宗以太宗御書墨跡賞賜天下名山勝景，這些舉動彰顯以御書
作品象徵帝王本尊的效果。
345這麼看來，由《秘藏詮》經卷與許多太宗法書一同
頒贈的情況看來， 《秘藏詮》亦可能具有類同帝王本尊的意涵，具有太宗現身說
法的味道。 
透過《秘藏詮》傳播的媒材，亦可得知此套經卷在歷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根
據資料 8《寶慶四明志》的記載，還出現「石刻」御書版的《秘藏詮》 。這種近
同於版刻的媒材便於大量拓印，使經卷或書籍等得以廣為流傳。或可推測，當因
為有大量的需求才選用這類的製作媒材，而太宗的確曾多次賞賜《秘藏詮》給臣
下、僧侶、外國使者，甚至更廣及全國的寺院。
346此外，據《蓮華心輪迴文偈頌》
序言「今雕成圖像注并偈頌共二十五卷具列于後」可知， 《心輪偈頌》亦配有圖
像。
347種種舉動，當是太宗欲藉其御製詩文和圖像，對他統轄的臣子、百姓、僧
侶宣揚其對佛法的信仰與理解，因此需採石刻或是版刻形式的大量製作，才能夠
滿足他控制臣民、僧侶的強烈慾望。 
 
在今天留存太宗賞賜《秘藏詮》的相關記錄中，最有趣的一件可謂太宗與王
禹偁(954-1001)的互動。王禹偁這位以剛正不阿的態度聞名於太宗朝的諫官，曾
多次上諫太宗不可佞佛太深。他於端拱二年(989)，曾上 《三諫書》 、 《論佛骨表》 、
《禦戎十策》等，都有「少度僧尼、少崇寺觀」的建議。他的觀念非常務實，認
為佛教「不蠶而衣、不耕而食」 ，
348對於國家整體經濟只是有害而無益。有趣的
是，對付這樣直言不諱的忠臣，太宗巧妙地採取懷柔策略作為回應。之所以拿 《秘
藏詮》 、 《逍遙詠》等御製詩文共四十一卷作為賞賜，是想說服王禹偁對其宗教政
策有更多的支持。這樣的舉動表面上換來不錯的效果，至少王禹偁在〈謝賜御製
逍遙咏秘藏詮表〉寫道： 
 
                                                 
344  請見塚本麿充， 〈宋代皇帝御書の機能と社会─孝宗 「太白名山碑」 (東福寺蔵)をめぐって〉 ，
《美術史論集》，第 7 號(2007)，頁 10-30，特別是頁 11-12 的部分。 
345  見錢若水等撰，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實錄》卷八十，或王應麟， 《玉海》卷三十三。 
346  黃啟江認為，太宗淳化三年(992) 〈賜秘藏詮逍遙咏等敕〉 是為對全國各寺院而發，見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 《北宋佛教史論稿》 ，頁 64，注釋 57。 
347  相關資料亦見王應麟， 《玉海》 ，卷二十八；以及《太宗皇帝實錄》記道： 「御製蓮華心輪迴文
偈頌十部，共二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近臣。」請見錢若水等撰，吳淑、楊億同修，
《太宗皇帝實錄》 ，卷二十七。 
348  脫脫， 《宋史》 ，卷二九三，頁 9797。   151
臣等言伏，蒙聖慈賜臣等御製秘藏詮、逍遙詠共四十一卷者，伏以竺乾之教，
所以祛色相而示真。如老氏書，所以去滋章而務清靜，大不過四句，偈多不
出五千言，始則殊途而同歸，終則枝分而派別。洎乎演三乘於貝葉，文字漸
多，編三洞於瑤函，筌蹄逾遠縱人十而已。……因民設教，自天比崇，知幾
其神見皇王，之有極恭默，思道念釋老師之多岐，于是詮註微言，詠歌至
道。……示萬機之暇，表三教之精通，定可以指迷悟於羣生，扇穆清於四海。
豈比夫劉莊、蕭衍，但多佞佛之心，漢武、秦皇空作求仙之術……。
349 
 
文內稱讚太宗皇帝詩文精妙，相較於歷代帝王多流於佞佛與神仙大夢，太宗的詩
文集創作是更為實際，並值得「披持讀誦」 。如此看來， 《秘藏詮》經卷曾作為一
種君臣互動與溝通的潤滑劑，不僅展現宋太宗嘗試以御製詩文創作來勸服臣下，
並顯示《秘藏詮》確實是其得意之作，否則不會用來勸服王禹偁這位剛正不阿的
諫官。可是，這樣的舉動最終並未改變王宇偁反對佛教的思想，他在太宗過世後
再度上諫真宗： 
 
是知古聖人不事佛以求福，古聖人必排佛以救民。……臣愚以為國家度人眾
矣，造寺多矣，計其耗費，何啻億萬。先朝不豫，施捨又多，佛若有靈，乞
不蒙福？事佛無效，斷可知矣。
350 
 
這段文字清楚表示王禹偁對帝王過度崇信佛法的憂慮，竟對著真宗批評他父親太
宗「先朝不豫，施捨又多」 ，真可謂一針見血、毫不保留。由此可見，太宗欲以
《秘藏詮》 、 《逍遙詠》等詩文創作勸服王禹偁的企圖，可謂徒勞無功。 
這麼看來，御製詩文確實被當成拉攏、甚至是控制臣下與佛門思想的手段，
無怪乎存有許多關於賞賜《秘藏詮》予高僧和禪院的紀錄，前表編號 2 的資料，
慧智禪師於端拱年間(988-989)「乞還故里，賜御書《急就章》 、 《逍遙咏》 、 《秘藏
詮》 ，及《太平聖惠方》 ，凡一百三十卷以寵之。」 。不僅如此，編號 6 的資料顯
示，淳化三年(992)太宗以御製詩文賞賜全國寺院。總之，大量且頻繁的御製經
卷賞賜，是為取得佛門弟子的認同，便行集權統治之實，所謂「式救群迷、大明
正覺」應只是炫目的口號。 《秘藏詮》與其他御製詩文的製作，應出自太宗以宗
                                                 
349  王禹偁， 〈謝賜御製逍遙咏秘藏詮表〉 ， 《小畜集》 ，卷二十一。 
350  詳見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55。   152
教治國的企圖心，為其宗教大業眾多策略中的一步活棋。 
《秘藏詮》的製作背景及創作動機─宋太宗三教並重的態度 
前文從太宗的宗教政策已能窺見太宗佛道並重的態度，他也沒有絕對專一的
信仰，對自恃甚高的太宗來說，只要能達到目的─宗教治國，處事政策上似乎沒
有絕對的原則。從太宗佛道兼具的御製詩文創作即可發現， 《逍遙詠》的內容明
明就是道學相關，為何卻與其他御製佛學著作一同賞賜給僧侶與寺院呢？太宗期
待這些佛門信眾對他的道學創作有怎樣的反應呢？更有甚者， 《逍遙詠》還被編
入佛教大藏經─《開寶藏》之中，對此太宗難道不曾感到一絲彆扭不自然嗎？ 
事實上，由《秘藏詮》詩文許多主張即可發現其與玄學的相關之處。序文中
所說「因言解法，得意忘言」所謂「得意忘言」正是魏晉玄學的重要論點，其領
導人之一的王弼就曾說「得意在忘象，得像在忘言」 ，呂澂注意到這亦可能是受
到佛教中「無相」與「方便」思想的影響，顯示佛學與清談道學之間的混流。
351
如今，雖已不知太宗此句到底出於哪家的思想，但可確定至少自魏晉以來，玄學
與佛學的混融就不斷的進行，太宗的《御製秘藏詮》如此道來，當是內化兩家思
想後自然流露的結果。
352 
更重要的是，太宗本人對儒、釋、道三者，乃採三教並重的態度。前文已指
出太宗對儒學的重視，如提倡科舉取士、建秘閣三館、大規模編纂圖書等；另外，
也對佛教採取種種獎勵政策。另外，對道教亦是獎掖頻繁，畢竟太宗利用編造道
教祥瑞降神等事蹟合理化其登基乃不爭的事實。而太宗三教並重的態度更使宋初
朝野處在一片三教融洽的氣氛之中。相關的政策包括，太宗命翰林學士蘇易簡撰
《三教聖賢錄》 ，令贊寧、道士韓德純分別擔任兩教的負責人。
353對於北宋三教
融合的情況，洪淑芬認為北宋佛僧不僅與儒家有著密切的往來，透過對三位北宋
重要佛教高僧：智圓(976-1022)、契嵩(1007-1072)、宗杲(1089-1163)等三人學說、
論著、交遊的考察，他推論此時佛教對宋代儒學的復興、南宋理學的成熟都有重
要的影響，因為此時許多佛僧本身就提倡著「尊儒復古」的思想。透過他對宋初
三教關係的背景討論，有助於理解太宗御製詩文的創作背景，他注意到贊寧亦呼
                                                 
351  呂澂， 《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台北：里仁出版社，1985)，頁 32-34。 
352  關於禪學與玄學在 「得意忘言」 上思想的交流與混融，可見洪修平、吳永和著， 《禪學與玄學》 ，
頁 290-293。 
353  志磐， 《佛祖統紀》 ，卷四十三，頁 400。   153
應了皇帝的主張： 
 
是以帝王奉信，群下歸心，草上之風，翕然而偃。而能旁憑老氏，兼假儒家。
成智猶待於三愚，為邦合尊於眾聖。……夫如是則三教是一家之物，萬乘是
一家之君，視家不宜偏愛，偏愛則競生，競生則損教。……三教既和，故法
得久住也。……我既重他，他豈輕我，請信安、遠行事，其可法也。
354 
 
這段文字雖然有吹捧太宗做為三教領袖的味道，但確實顯示贊寧支持皇帝三教並
重的政策，並對儒、道採取「我既重他，他豈輕我」的尊重態度。另外，宋初的
智圓也大力推崇韓愈與古文運動，
355正如余英時教授所說， 「如果從智圓到契嵩
可以代表佛教的一種動向，我們不妨說北宋佛教內部也有一個相當於古文運動的
發展，和儒家的動向是平行而又互動的。」
356換言之，北宋佛門與儒家文人多致
力於儒學復興的活動，而兩者又是相輔相成互相交流的。 
談及佛、儒交涉的議題，還需注意到自唐以來禪宗「文人化」的趨勢，此現
象到宋代後可謂越演越烈。據考證，中唐以後的文人如王維、韓愈、白居易、柳
宗元、劉禹錫等人都與禪僧密切往來，這就是宋代學者周必天所說： 「自唐以來，
禪學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間。」
357到了北宋，持續有許多文人參禪與高
僧交遊來往，尤其有許多宋初的例子留下(以下僅舉數個較為著名的文人為例)，
如陶穀(903-970)、宋璫(933-993)、劉昌言(942-999)、楊億(947-1020)、
358查道
(955-1018)、王曙(963-1034)、王隨(973-1039)等人；
359另外，北宋中葉則有范仲
淹(989-1052)、蘇軾、張商英(1043-1122)等。
360鈴木哲雄認為，宋初政府繼承五
代以來對禪宗的擁護政策，對禪宗發展影響很大。而且，禪僧自唐以來就擅長詩
                                                 
354  贊寧， 《大宋僧傳史略》 ，卷下，頁 255。收入《大正藏》 ，第五十四冊。 
355  洪淑芬， 《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以智圓、契嵩、宗杲為例》(台北：大安出版社，2008)，
頁 74-122。 
356  余英時，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2003)，頁 127。
亦見洪淑芬， 《儒佛交涉與宋代儒學復興》 ，頁 122。 
357  楊維中， 〈從「不立文字」到文字禪〉 ，頁 243。 
358  事實上楊億本身也參與了許多佛教書籍與藏經目錄的編修工作，如 《大中祥符法寶錄》 與 《景
德傳燈錄》等。關於楊億與禪宗的交流討論，請見鄭夙雯， 《宋初期臨済宗の研究》(東京：山喜
房佛書林，2006)，頁 127-145。 
359  篠原壽雄， 〈王隨の玉英集珊定について─北宋士大夫の禪受容─〉 ， 《駒澤大學佛教學部研究
紀要》 ，第 19 號(1961)，頁 94-111。 
360  Robert M. Gimello, “Chang Shang-ying on Wu-t’ai Shan,” collected in Susan Naquin and 
Chun-fang Yu ed., Pilgrims and Sacred Sites in China, pp. 89-149；黃懷萱， 〈張商英及其佛學思想研
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154
文偈頌的創作(相關討論請見本文第一節)，這更是創造僧侶與文人間的共通交
集。再者，宋代以文治國，導致黨派間激烈的競爭，許多文人在困頓潦倒時，就
常轉向禪門尋求思想或情緒上的解脫與抒發。
361  
這麼看來， 《秘藏詮》與《逍遙詠》等御製詩文的出現與賞賜，應基於太宗
本身三教並重的政策。某種程度，也可能反映宋代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文化背
景。正如王禹偁於其〈謝賜御製  逍遙咏秘藏詮表〉中所說： 「(《御製秘藏詮》)
表三教之精通，定可指迷悞於羣生」由此可知，太宗詩文創作確實被視為融貫三
教的作品。據太宗深謀遠慮的個性，其三教並重的態度更有可能源於攏絡三教便
行統治國家的企圖。 
 
本節就宋太宗本身與其施行的佛教政策出發，考察其御製詩文集的製作動機
與背景，發現《御製秘藏詮》經卷反映宋太宗過人的自信，試圖以自我對佛法的
詮釋來拉攏佛門信眾，甚至用以勸服直言不諱的諫官王禹偁。藉由大量的賞賜並
同御寫書法作品的傳播，可能給人帝王親臨說法之感。根據一段徽宗皇帝於宣和
元年(1119)論及其先祖尊奉佛教的文字： 
 
若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累遣僧徒往西域益求其法。太宗皇帝，
建譯場、修墜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論。仁
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日與大覺師懷璉賡歌質問心法。英祖、神
考繼體守文。哲宗皇帝，在儲宮日，神考不豫，時讀佛經，祈聖躬永命。使
吾佛之道有一不出於正，則曷足以致歷代帝王之崇奉哉！
362 
 
徽宗述說先帝們如何支持佛教，並期許自己能追隨前哲，否則將有愧先人，其中
載述了各皇帝的重要佛教相關政策或事跡。值得注意的是，當論及太宗時出現了
《祕藏詮》(《秘藏詮》)。這個太宗御製的詩文集竟可與建立譯經院、編修佛典、
述聖教序等其他重大貢獻相提並論，可謂非比尋常之事。由百餘年後徽宗對其先
祖事蹟的描述可知，至少在北宋時期，太宗的《御製秘藏詮》應該扮演著相當重
                                                 
361  關於宋代文人與禪僧的交流，鈴木哲雄有著相當詳盡的研究，討論了北宋文人與其交往僧人
的紀錄，請見鈴木哲雄， 〈北宋の知識人と禪僧との交流〉 ，收入鈴木哲雄編， 《宋代禪宗の社会
的影響》(東京：山喜房佛書林，2002)，頁 3-81；鄭夙雯， 《宋初期臨済宗の研究》 ，頁 123-191；  
362  釋念常， 《佛祖歷代通載》 ，卷十九。本資料參見自黃啟江， 〈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 ， 《北宋
佛教史論稿》 ，頁 117。   155
要的宗教與文化角色，因此被歸入太宗皇帝最重要的佛教功績之一。 
諸多御製詩文的創作，不僅反映太宗本身三教並重的政策，更突顯太宗欲以
文字詮解佛理與玄元大道，以其本身的詩文之作做為宇宙事理的最終依據。透露
太宗欲爭取臣下、禪僧、與道家人士認同，採宗教治國的動機，於此，太宗還進
一步將《逍遙詠》還一併編入《開寶藏》這部佛教藏經之中。或許對太宗來說，
佛、釋、道都只是附屬在他內心世界的行星，他才是這個星系中唯一發光發熱的
核心─太陽。 
第四節  由嚴管走向開放─北宋藏經的管理制度 
前文針對 《秘藏詮》 的製作與賞賜、太宗的個性及其相關宗教政策做了討論，
試圖透過種種蛛絲馬跡拼組出一段可能的歷史片段。然而，這都是圍繞著宋太宗
及其宗教政策的可能情境，是以較微觀的角度來看《秘藏詮》經卷，探討與其直
接相關的一些文化現象與思想脈絡。相形之下， 《秘藏詮》 經卷作為開寶大藏經，
可能蘊含更廣的文化與政治意義還未被徹底論及，一旦《秘藏詮》被編入藏經體
系中後，其自然被當作《開寶藏》一部份被流通著，因此也需以大藏經典的角度
來剖析這套經卷的功能與意義。 
以下首先介紹北宋藏經流行的宗教社會背景 ， 再討論哈佛本與其他 《開寶藏》
經卷卷尾的三種印記：第一類是開寶年間的雕造刊記；第二類則是施經牌記，
363
有熙寧辛亥印經院與大觀二年等兩種。這些印記雖有截然不同的形式與內容，但
實乃密切相關，並能提供我們許多《開寶藏》雕造與管理的相關資料，只可惜前
人多視之為個別的現象而未曾將其串聯成一個整體來討論。許多基本且關鍵的問
題尚未被充分解答：為什麼《開寶藏》卷尾會出現這些印記？它們各自的內容、
形式，與目的為何？再者，又該如何解釋三者可能的關聯與文化意義？這些印記
                                                 
363  所謂「牌記」 ，根據葉德輝《書林清話》是為「宋人刻書於書之首尾或序後目錄後往往刻一墨
圖記，及牌記。其牌記亦謂之墨圍，以其外墨闌環之也。又謂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
由此可知，牌記是宋人刻書所時常使用的手法，因外有墨線圈圍，故稱之「墨闌」 ，詳見葉德輝，
《書林清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頁 307。另外，除了官方出版書籍外，宋代坊間書
籍在卷尾也常出現牌記。這些牌記多具有標示出版訊息、宣傳、廣告等作用，如宣揚字體、版式、
校勘、紙質，與書籍內容等，相關討論可參見吳哲夫， 〈宋代圖書出版業─市場與版權〉 ， 《故宮
文物月刊》 ，297 期(2007)，頁 104-107。   156
與《秘藏詮》經卷有何關聯？結合這些印記與相關文史資料，將有助於重建北宋
官方的藏經經營態度與經過，可藉此凸顯宋太宗對大藏經的管理與使用，並追查
哈佛本《秘藏詮》的流傳經過。 
北宋民間的藏經需求 
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皇家就已興起抄寫一切經的傳統，據 《三寶感應要略》
載齊明帝、陳文帝、陳宣帝、魏武帝等君王多支持抄寫大藏經。而此風氣歷隋、
唐數百年而不衰。
364另外，在八世紀 《開元釋教錄》 彙整出較完整的藏經體系後，
各方佛寺更興起抄寫大藏經的風潮，從如今敦煌留存大量歷朝的寫本藏經可知，
此風氣當是廣為流行於南北朝至北宋之間。
365或可推測， 《開寶藏》的雕造應是
呼應廣大的需求與眾人期待所生。 
由眾多文獻可知，北宋寺廟請印大藏經經卷的風氣極為盛行，其原因不外乎
為了宣揚佛法、吸引信眾。據《北嚴定林禪院藏經殿記》 ： 「今天下名山劇寺必有
《大藏經》 ，奉為偉觀……，會石照縣民陳氏者獨入緡，以購其本，無慮五百幾
函。」
366當時禪院無不以擁有整套藏經為目標，往往不考慮經卷數量與耗資之龐
大，到了北宋中後期，許多大型寺院還成為刊刻兼經營機構，如汴京的顯聖寺、
福建的東禪寺(1080 以後)、開元寺(1112 以後)都是北宋中後期著名的大藏經刊印
地。
367另外， 《興崇院經藏記》亦記載： 
 
安福縣南出為十里者七，地曰鳥村，有四巍然者，興崇院也……有寺百年而
無一卷，……於是傾囊之赢，勸里之俠，得錢如千……走二千里至福唐，市
經於開元寺，以歸為卷。
368 
 
                                                 
364  方廣錩，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 ，頁 76-90。 
365  關於敦煌現存寫本藏經的研究，請見方廣錩， 《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 ，頁 118-209。 
366朱處約， 《北嚴定林禪院藏經殿記》 ，收於《全宋文》 ，卷九八九。亦參見曹剛華， 《宋代佛教史
籍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 41。 
367  史稱東禪寺藏經《崇寧藏》 、開元寺藏經《毗盧藏》 ，兩部藏經因同刊印於福州，世人因此統
稱「福州版藏經」 ，可見中村氏對福州版藏經一系列的詳盡研究，中村菊之進， 〈宋福州版大藏経
考(一)〉 ， 《密教文化》 ，第 152 號(1985)，頁 20-40； 〈宋福州版大藏経考(二)〉 ， 《密教文化》 ，第
153 號(1985)，頁 36-60； 〈宋福州版大藏経考(三)〉 ， 《密教文化》 ，第 154 號(1985)，頁 23-50。 
368 ( 宋)楊萬里， 《誠齋集》(台北：商務出版社，1965)，卷七十三。亦見於曹剛華， 《宋代佛教史
籍研究》 ，頁 40。   157
即使對於地方寺院來說，空有巍峨建築卻無藏經蒐藏，實乃憾事一件，於是像興
崇院這類佛寺在私版藏經如《毗盧藏》出現後，立即大力奔走、募集善款以收贖
自己的《大藏經》 。 
  據學者曹剛華，宋代各大小寺院對於《大藏經》的購買、刊印、抄寫可謂相
當熱衷，各套藏經廣為流傳於全國各地寺廟，當時至少有多達六十間寺廟藏有大
藏經。雖不甚清楚各自為哪一版本藏經，但可確定當時禪院擁有、收贖藏經的風
氣是相當盛行。筆者選取了有明確時間點的紀錄，按時序重新安排，將資料整理
成【表 5-1：兩宋寺院藏《大藏經》一覽表】 。
369由表可知，宋代寺院供奉藏經的
時段乃集中於中後期仁宗至徽宗朝，達整體的 67%(22/33)。相較之下，北宋早期
與南宋則分占 12%與 21%。然而， 《開寶藏》完成於宋初，何以直至北宋中葉以
後才逐漸開放？這會否與宋初官方藏經管理與使用態度有關呢？以下透過考察
《開寶藏》經卷卷尾印記來重建北宋藏經經營的制度與過程。 
開寶年間奉勅雕造的刊記 
根據【表 1-3】 ，在存世開寶藏經卷卷尾，除編號 11、13 狀況不明外，其餘
12 件皆有「開寶□年  奉勅雕造  某某」的字樣【圖 1-13、1-14】 。由各卷雕造
印記和經文的結體、大小、行氣自然契合可知，這應是最初製版時由同一刻工刻
於卷末，以標示雕造年代與負責人姓名的刊記。因此，此版式當為《開寶藏》經
卷共有的定制，也是後來學者將《開寶藏》稱為「北宋勅版」的原因，故其形式
自然不同於「熙寧」 、 「大觀」這兩個後來印刷時所蓋上的牌記。 
然傳世《開寶藏》中卻有一例外，獨哈佛本《秘藏詮》經卷不具有奉勅雕造
的印記。此一特例該作何解釋？為何僅哈佛本《秘藏詮》未有「奉勅雕造」的刊
記呢？據《大中祥符法寶錄》記載可知， 《秘藏詮》經卷與《佛賦歌行》 、 《幽隱
律詩》 、 《懷感詩文》 、及《緣識》等，皆是至道元年(995)三月，由宋太宗詔下印
經院編聯入藏的「新譯經卷」 ，並非開寶年間完成於益州的經卷，所以其卷尾自
然不會出現「開寶□年  奉勅雕造」的刊記了。
370 
                                                 
369  本表轉錄自曹剛華， 《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表二，頁 42-44。筆者另加上西元紀年，並按照
時間順序與南北宋作時代的區分。 
370 Max  Loehr 曾注意到哈佛本 《秘藏詮》 「缺乏千字文編號」 的特點，明顯不同於四川刻印的 《開
寶藏》經卷，因此慧眼獨具地推論哈佛本與其他《開寶藏》具有不同的製作來源。但是，他卻誤
將「邵明印」的字樣等同於「大宋開寶□年奉勅雕造  陸永」這類的標記，並藉此斷定哈佛本延  158
另外，雕造印記除上述情況外，還有些許變化。在【表 1-3】編號 13 收藏於
日本大德寺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卷尾，除了有開寶九年雕造的字樣，還出現
太平興國八年(983)的「印製標記」 ，
371惜尚未搜得此卷圖版而無法確定切確的內
容與字樣 。 但是 ， 或可推測其形式應接近今於日本石山寺的開寶大藏經寫本─ 《大
乘金剛髻珠菩薩經》 ，此卷卷尾亦有「大宋開寶六年癸酉歲奉勅雕造  太平興國八
年奉勅印」的字樣。
372類似的字樣還出現在法隆寺藏《法句經》 ，有「大宋開寶
九年丙子歲奉勅雕造  太平興國八年奉勅印」
373；此外，亦見於《集諸經禮懺儀》
【圖 5-4】與《出三藏記集》 【圖 5-5】的開寶藏寫本上。名古屋七寺所藏的《出
三藏記集》卷尾有「大宋開寶九年丙子歲奉勅雕造  太子(當為平的誤字)興國八
年奉勅印」的墨書，另外， 《集諸經禮懺儀》卷尾也寫有「大宋太平興國二年奉
勅雕造  太平興國八年奉勅印」的字樣。
374據《宋會要輯稿》 ， 《傳法院》條： 
 
太宗崇尚釋教……(太平興國五年)詔中使鄭宗約就太平興國寺大殿西，度地
作譯經院……(八年)詔改譯經院為傳法院，又設置印經院。
375 
 
由是可知，傳法院原名譯經院，後來並在傳法院中另設印經院。據《佛祖統紀》
卷四十三，當太平興國八年(983)《開寶藏》自蜀地完成送至開封後，就蒐藏於
傳法院中，並由印經院統轄印製。
376所以，這些後代寫本的祖本，應是印經院所
印刷的經卷。 
 
透過上述經卷所出現「奉勅雕造」的字樣可推測，宋初藏經的刊印有著嚴格
的監審制度，在卷尾刻有負責人與雕造時代以玆為鑑。不僅如此，由諸多寫本奉
                                                                                                                                            
續《開寶藏》刻經的規制─在卷尾加上負責人姓名的做法。 「開寶年間奉勅雕造」的印記並非後
來加上的重印牌記，而「邵明印」也不能等同於製作之初就刻製的開版時間與負責人刊記。對照
現存經卷可知，雕印負責人的刊記，應該是緊接在開寶年間的雕造印記之後才對，而「邵明印」
的字樣卻緊跟在大觀牌記右下，顯然不合於其他經卷刊記負責人的相對位置。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31-32.  另外，小林宏光與江上綏雖未觀察到哈佛本卷尾缺乏 「奉勅雕造」
的標記，但透過編聯入藏的時間，提出了《秘藏詮》並非完成於蜀地的意見，並推論其較可能完
成於開封，請參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12。 
371  資料參見林慮山， 〈北宋開寶藏《大般若經》初印本的發現〉 ，頁 36。 
372  參見池內宏， 〈高麗朝の大藏經(上)〉 ， 《東洋學報》 ，13 卷 3 號(1923)，頁 312。 
373  見池內宏， 〈高麗朝の大藏經(上)〉 ，頁 312。 
374  詳細論述可參見竺沙雅章， 〈漢文大藏経の歷史─特に宋元版大藏経について─〉 ，收於神田
寺紀念公開講座「書物と日本仏教」第一回(2002)，頁 8-10。 
375  徐松纂， 《宋會要輯稿》(台北：新文豐，1976)，冊二百， 《道釋》2。 
376  關於宋代的傳法院與印經院，可參見宿白，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 17。   159
勅印造的時間皆為「太平興國八年(983)」可知，這些應是在《開寶藏》經版完
成送達汴京後，由印經院所負責印製的經卷，所以有「奉勅印」標示印刷時間的
記錄。相對於印經院印刷的佛經而言，包括 《秘藏詮》 在內具有 「熙寧辛亥」 、 「大
觀二年」 牌記，而沒有 「太平興國八年奉勅印」 字樣的經卷，應該是使用舊經版，
在不同時期所印製的經卷，而缺乏「開寶」刊記的《秘藏詮》經卷顯示其並非開
寶年間完成於益州的刊本。 
「熙寧辛亥」牌記─官版藏經的開放和私版藏經的產生 
除「大宋開寶」的刊記外， 《開寶藏》卷尾還另有兩種墨闌：一為熙寧辛亥 
(1071)，另一為大觀二年(1108)(或元符三年)的墨記。此二牌記在內容、形式上看
似大不相同，但實乃密切相關。下文將透過對這兩件木記內容的探討，以推測 《開
寶藏》經版在北宋中後期的可能流傳與印製經過，並探討北宋官府佛經的印造政
策與民間私版藏經的產生。 
「熙寧牌記」三行共 47 字、字體略小於正文、邊有框線，高低位置對齊經
紙中央，捺印於大宋開寶的刊記之後。以標號 5《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圖 1-13】
為例，其內容為： 
 
熙寧辛亥歲仲秋初十日  中書劄子奉/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
造/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演梵大師  慧敏等 
 
以上文字顯示神宗熙寧四年(1071)時，將《開寶藏》經版由印經院移送到顯聖寺
聖壽禪院保管的史實，
377這是因神宗於此年三月詔廢印經院，所不得不採取經版
移交的行動。由卷尾牌記所標明的印造單位與時間可知，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該是移交顯聖寺後所印刷的經卷。另一方面，日本南禪寺所藏之《佛本行集經》
(編號 9)卷尾【圖 1-15】的內容則稍有不同： 
 
熙寧辛亥歲仲秋初十日  中書劄子奉/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
造/提轄管勾印經院事智悟大師賜紫  懷謹 
                                                 
377  關於北宋譯經制度的相關論述可見於黃啟江， 〈北宋的譯經潤文官與佛教〉 ，收於黃啟江， 《北
宋佛教史論稿》 ，頁 68-92；關於譯經院相關論述可見頁 70。   160
 
由此可知，當時掌管印經院事的禪師並非僅慧敏一人，還有號稱「智悟大師」的
懷謹。不僅如此，根據《宋會要輯稿》的記載： 「神宗熙寧四年三月十九日，詔
廢印經院。其經板付杭州，令僧了然主持。了然復固辭。明年八月，乃以付京顯
聖寺聖壽禪院，令主僧懷謹認印造流行。」
378由此文獻結合以上兩個牌記內容可
得知，在神宗年間因為某些緣故，廢置了太宗所設之印經院，並將《開寶藏》經
版移交至聖壽禪院。一開始是由了然負責印經工作，在他之後大藏經版才交聖壽
禪院予懷謹管理。由此可知，熙寧牌記內容也會因應實際的經版管理，而做些許
內容上的調整與變化。今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華嚴經疏科》第四卷(此卷為開
寶藏的南宋翻刻本)，
379卷尾也有熙寧辛亥的印記【圖 5-6】 ，其形式改為四行、
內容稍增成 60 字： 
 
熙寧辛亥歲仲秋初十日  中書札子奉/聖旨賜大藏經板於顯聖寺聖壽禪院/印
造提轄管勾印經院事左街僧錄管/勾教門公事妙善淨覺慧慈大師  善因 
 
由此可知，當時負責刊管大藏經版的僧侶至少有了然、慧敏、懷謹、善因等四人，
可能是針對不同時期或任務而有不同的負責人。這樣的經營方式等於是將大藏經
版全權交給私人管理，而國家可能僅負責定期的檢查或大原則的指導，而不再另
設獨立的行政單位─印經院去經營管理。 
然追根究底，神宗為何廢止印經院並將《開寶藏》經版移至顯聖寺？以印經
院為主導的藏經運作機制出了什麼問題嗎？前人研究已指出，經版移轉至顯聖寺
的舉動當源自於北宋官方的經濟考量。自宋初以來，刊印藏經與翻譯經典一直是
政府經濟上的沉重負擔。真宗咸平二年(999)吏部侍郎陳恕，因譯經耗損國庫，
上請罷廢譯經院。但真宗認為「三教之興，由來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
不論可也。」
380此現象到了英宗二年(1065)，在既有的歲幣負擔外，又碰上了連
年災荒，導致國庫空缺的情況更為嚴重。經版移交之動作正是神宗上任後為了改
                                                 
378  詳見徐松纂， 《宋會要輯稿》冊三十七， 《職官》25， 〈鴻臚寺〉條。此文獻參見於宿白， 《唐
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頁 45-46。 
379  《華嚴經疏科》應刻印於南宋嘉泰元年(1201)前後，根據《開寶藏》所重新刊印的經卷，相
關資料與圖版請參見靜嘉堂文庫編 ， 《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 (東京 ： 及古書院 ， 1992) ，頁 53-54(解
題篇)、頁 197(圖版篇)。 
380  見《佛祖統紀》 ，卷四十四，頁 403。參見自黃啟江， 〈宋太宗與佛教〉 ，頁 53-54。   161
革財政、力圖變法振作的政策之一。
381另外，小川貫弌更明確的指出，這是因為
王安石推行新法、改革財務之故，於是廢止印經院並將院地改為財務官三司使的
官舍。甚至，在元豐五年(1082)繼詔廢印經院後，更罷除譯經使、潤文等官職。
382 
熙寧牌記反映政府因財政困難 ， 將大藏經轉移至顯聖寺的舉動 ， 但此舉與 《秘
藏詮》經卷的印製和流通有什麼關係？曹剛華指出，婺州開元寺曾於太宗朝時向
政府申請購買大藏經一套： 
 
有本寺僧文靖與本州都知兵馬使曹維旭，同發至誠，共營勝利，爰以淳化 
中，相率詣缺，擊登聞鼓，求方借版，摹印真文，奏牘上聞，帝俞其請，逮
至道初，維旭等使共輦置楮墨之直，聿來京都。……
383 
 
由此可知，早期求請藏經要通過層層關卡，得先奏牘官方、備妥紙墨材料後才能
進京「借版」 ，往往經數年等待才能取得大藏經，過程實屬不易。除了婺州開元
寺，吳郡永安禪院、江蘇漣水淳化院的大藏經也都是進京借印的。
384由此可知，
宋代初期要取得政府印刷經典並不容易，許多書籍經版僅限於官方印刷，且地點
被限制在汴京一地。 
不僅是大藏經，北宋官方還掌控許多重要書籍的經版，例如四書五經也受到
嚴格的印造控制，在 998 年時政府還曾有禁止坊間私印經書的政令。而一直要到
北宋中期，王安石利用大量印刷毛詩、周禮等儒家經典的舉動，來對抗漢唐以來
書籍手抄注解的傳統，印刷書籍才更進一步開放給廣大的民眾。1073 年起，政
府印刷大量經書，並分送至各地方單位，且允許杭州與成都兩地可刊刻販售「尺
寸中等」的書版。
385神宗熙寧年間更設有「國子監書庫官」一職，專售官方監本
書籍。
386 
                                                 
381  請參見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17；林慮山， 〈北宋開寶藏《大般若經》
初印本的發現〉 ，頁 38；趙冬生、陳文秀， 〈山西高平縣發現的兩卷《開寶藏》及有關《開寶藏》
的雕印情況〉 ，頁 38。 
382  小川貫弌， 《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台北：華宇出版社，1984)，頁 39。 
383  楊億， 〈婺州開元寺新建大藏經樓記〉 ，收於《武夷新集》 ，卷六。 
384  王安石， 《臨川先生文集》 ，卷八十三，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參見曹剛華， 《宋代佛教史籍
研究》 ，頁 27。 
385  Susan Cherniack,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dsmission in Sung China,” HJAS, Vol. 54, no. 
1(1994), pp.40-57. 
386  脫脫， 《宋史》卷一六五， 〈職官五‧國子監〉 ，頁 3916。關於宋代汴京一帶政府的商業經營
情況，可見雷家聖， 〈宋代監官及其對經濟的影響〉 ， 《逢甲人文社會學報》 ，第 11 期(2005)，頁  162
北宋中葉將《大藏經》經版委託顯聖寺私人保管，代表政府飽受經濟壓力後
將佛典藏經開放給更廣大的民眾，相較於宋初嚴格的控管，北宋中葉以後的藏經
制度是更為開放與商業化經營。透過日本僧人成尋(1011-1081)的《參天五臺山
記》 ，
387可更清楚了解北宋政府逐漸對民間鬆綁既有的佛經收贖政策。 《參天五臺
山記》 是成尋記述自己於熙寧五年至六年間(1072-73)，在華所從事之活動、參訪、
旅遊等相關事件的日記。由於日記所載事件時間是在藏經經版移交之後，因此也
記載成尋欲搜購《開寶藏》新譯經典，從而與顯聖寺、傳法院之間的互動情況：  
 
況成尋曾去顯聖寺揀點收贖。官中不許外國收贖。……本院(傳法院)遂具進
呈。奉聖旨今顯聖寺印新經賜與成尋。本院支錢。右請顯聖寺印經院依  聖
旨指揮。仍先供報乞使錢數。
388 
 
這段文獻透露了幾點重要的訊息：一、根據「官中不許外國收贖」的字句，北宋
政府是不允許外國人購置官方經卷，若要取得佛經，需透過與朝廷的直接交涉，
得聖旨賜允才能有正面的結果。這樣的舉動也顯示出自太宗朝以來嚴格控管大藏
經經版的情況，甚至可能與宋太宗將《開寶藏》做為一種外交籌碼有關。二、即
使經版已由傳法院移藏於顯聖禪寺，但當政府欲賞賜《開寶藏》予外國使臣時，
仍需由傳法院出面與顯聖寺溝通。換言之，傳法院雖已失去印行藏經的實質功
能，但卻繼續扮演經卷印造的指揮與溝通角色。三、更重要的事情是，此時的顯
聖寺印刷經卷的方式已近商業式經營，由傳法院傳遞給顯聖禪寺的訊息「本院支
錢」可知，即使是奉旨印造的經卷也必須支錢購買。另外，雖然此時藏經的出版
事業已漸趨商業化經營，但對於外國收贖《開寶藏》經卷的規定還是相當嚴格。
有趣的是，對於成尋購買新譯經卷的要求，顯聖寺負責人智悟大師懷謹顯然有點
不知所措， 《參天台五臺山記》三月二十四號記道： 
 
二十四日丁卯，雨下。顯聖寺文字送傳法院，顯聖寺印經院准傳法院剳子據
                                                                                                                                            
185-222。 
387  關於《參天台五臺山記》的研究可參見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東京：
風間書房，1978)。另外，王麗萍對於日僧成尋來華與宋朝廷、官員、僧侶，與僧侶的互動情況，
旅遊經過，甚至《參天台五臺山記》中所出現各式文書的形式種類分析等相關議題，都有相當的
討論，請參見王麗萍， 《宋代の中日交流史硏究─『參天台五臺山記』を史料として─》(東京：
勉誠出版，2002)。 
388  請見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 《佛教經典總論》 ，冊三，(台北：新文豐，1983)，頁 628-630。   163
日本國合使錢數者……(成尋)今來所要新譯經五百餘卷，切緣所管經板萬數
浩瀚逐時印造……。並係一依自來舊印經院條式內數目出賣。今來本院近準
熙寧四年八月十日中書剳子撥賜。到上件經板付院管勾後雖依舊來卷數出賣
即不見得何經文係聖朝新譯，致目下未敢印造……。  熙寧六年三月  日提
軺管勾印經院事智悟大師賜紫懷謹
389 
 
這段文字明確記載，藏經版於熙寧四年八月十日正式移交顯聖寺，並且顯示顯聖
寺在繼承印經院藏經印行工作後兩年，龐大的經版數量依舊令懷謹等人不知甚麼
是「聖朝新譯經卷」 ，乃致於「致目下不敢印造」 。所幸，對於成尋的要求，顯聖
寺於數十天後終於有了回應。 《參天台五臺山記》四月十三日載： 
 
顯靈寺印經院近准傳法院印新經賜與日本國成尋。內除法院珠林一百卷，日
本國僧稱本國已有，更不需印造外買印造四百一十三卷冊，遂勒本院造經行
入……傳法院使蒙指揮，依數支給，下院印造。
390 
 
由是可知，成尋想要購買的只是部分經卷，而顯聖寺也終於明瞭他要求的經卷是
哪些，於是下達由傳法院支錢，依數印造。
391令人驚喜的是，在下文印行經卷的
目錄記載中，赫然出現《秘藏詮》的字樣： 
 
杜字號至榖字號共三十字號。計二百七十八卷。蓮花心輪迴文偈頌一部二十
五卷，秘藏詮一部三十卷，逍遙咏一部十一卷，緣識一部五卷……。
392 
 
這段文字代表著成尋欲蒐購特定部份的「新譯經卷」共 413 卷，除了杜字號至榖
字號(千字文號 481-510)之外，還包括《蓮華心輪迴文偈頌》25 卷與《秘藏詮》
30 卷等太宗御製的作品。這代表《秘藏詮》等經卷是宋朝新譯經卷，而不包括
在蜀地刊刻 480 函之中，也映證前文所論， 《秘藏詮》並非蜀地所雕印的《開寶
                                                 
389  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 250。 
390  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 270。 
391  事實上成尋曾多次向顯聖寺印經院購買佛經印本，如熙寧六年四月六日： 「印經院買取《千鉢
文殊經》一部十卷、 《寶要義論》一部十卷……《祥符法寶錄》二十一卷、 《正元錄》二卷，與錢
一貫五百文了。」成尋詳細的記錄，交代收購的卷數與價錢，有助於了解當時顯聖寺經卷收贖的
相關費用。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 266-267。 
392  平林文雄， 《參天台五臺山記校本並に研究》 ，頁 270。   164
藏》經卷之一。 
  
「熙寧辛亥」牌記標示了北宋官方書籍印造事業的一個重要分野，代表政府
飽受經濟壓力而逐漸對外開放，並採取商業經營手法收取費用的情況，亦允許另
設藏經刊印場所。
393根據東禪寺〈勅賜福州東禪等覺禪寺崇寧萬壽大藏〉可知，
其雕造的主因正是為了藏經的普及： 
 
暘窃見朝廷近降指揮，天寧節天下州軍各許建寺，以“崇寧＂為額，仍候了
日賜經一藏，有以見聖朝紹隆佛乘，祝延睿算，實宗廟無疆之福。然暘契勘
大藏經，唯都下有板，嘗患遐方聖教，鮮得流通。于是親為都大勸首，于福
州東禪院勸請僧慧榮、沖真、智華、智賢、普明等募眾緣，雕造大藏經板及
建立藏院一所。
394 
 
這段文字說明東禪寺《崇寧藏》刊刻的主要動機，因當時僅汴京有版，實在不便
於經藏的流通與傳播，於是向政府提出雕造大藏經版並另建藏經印行所的要求。
官方並於崇寧二年(1103)敕賜「崇寧萬壽大藏」 。
395不僅如此，包括《毗盧藏》
(1112-1151)、南宋的《思溪藏》(又稱《圓覺藏》)、
396《磧砂藏》等，
397以上多
部藏經的刊刻時間多是在「北宋中期」以後。顯示官刻與私刊印藏經的分界可能
是北宋中葉，政府將開寶藏經版移交顯聖寺的舉動「標示官版藏經逐漸對民間開
放」的現象。 
其實，不僅是官版藏經轉以商業式的經營，許多宗教政策也在北宋中葉後逐
漸轉為營利導向。如度牒制度也從英宗至平四年(1067)以後開放出售，使其流通
有如實質貨幣，具有交易與支付的價值，唯不能兌現。而度牒收入得以充實國庫，
用以修造、水利、運輸、軍事、糧草購買等方面。可是，此政策反而破壞了宋初
                                                 
393 Max  Loehr 在其書中已經注意到官方的大藏經版本逐漸向民間開放的狀況，並分別討論了崇
寧藏(東禪寺)、毗盧藏(開元寺)、思溪藏、磧砂藏等大藏經版本的雕造印刷時代與背景，請見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23-29. 
394  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頁 162。 
395  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頁 163。 
396  中村菊之進， 〈宋思渓版大蔵経刊記考(付刊記集)〉 ， 《文化》 ，第 36 卷 3 期(1972)，頁 81-125。  
397  中村菊之進， 〈磧沙版大藏経考(一)〉 ， 《密教文化》 ，第 184 號(1993)，頁 1-25； 〈磧沙版大藏
経考(二)〉 ， 《密教文化》 ，第 185 號(1994)，頁 17-41； 〈磧沙版大藏経考(三)〉 ， 《密教文化》 ，第
186 號(1994)，頁 53-66。   165
以試經奏名控管僧侶素質的政策，造成僧數浮濫、素質參疵的情況。
398整體看來，
熙寧牌記透露北宋中葉以後朝廷對宗教事業的經營態度。就在佛經更廣為開放民
間收贖、各種書籍能更普遍傳佈，甚至還可買賣度牒取得僧侶身分的同時，也預
告開寶大藏經將隨此風潮，更廣為流通至全國各個寺院。 
  相較北宋中葉後藏經開放的情況，更突顯宋初太宗對大藏經印行的嚴格控
管：不顧印經、譯經事業龐大的開銷將經版交付印經院管理，限制全國藏經印行
地點在汴京一地，禁止外國人收贖，並有嚴格的監審印刷制度(卷尾往往有負責
雕造與刊印的負責人姓名)等。由此可知，太宗透過對藏經印行數量與地點的限
制，可能掌握民眾物以稀為貴的心態，進而增添《開寶藏》對信眾與佛門的吸引
力，達到統治佛門與信眾的企圖。 
「大觀二年」牌記與哈佛本《秘藏詮》的流傳經過 
形式上， 「大觀二年」是四行木記，其尺寸更高於「熙寧辛亥」 ，但字體大小
相近，約略與夾註的小字大小相似【圖 1-9、1-13、1-17】 。其高度略同於《開寶
藏》每行行高，且出現於經卷刊記與熙寧牌記之後，顯示其時代較晚。其邊框並
不規整、字體也多有破損，許多印記也多有偏斜而給人輕率之感，在形制與捺印
品質上明顯較熙寧牌記遜色。木記的內容寫道： 
 
蓋聞施經妙善獲三乘之惠因讚頌真詮超五趣之業果然願普窮法界廣/及無邊
水陸群生同登覺岸時皇宋大觀二年歲次戊子十月  日畢/莊主僧  福滋管居養
院僧  福海庫頭僧  福深/供養主僧  福住  都化緣報願住持沙門  鑒巒。 
 
文字強調印經可造就的功徳大業，並標示印經的時間與負責人。經統計，這些後
附有元符
399和宋徽宗大觀年間(1100-1108)題記的經卷共有七件。根據李富華研
究，他發現青蓮寺中立有宋徽宗崇寧四年(1105)住持鑒巒所立的碑，由此可知，
                                                 
398  詳盡的研究請見黃敏枝， 《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稿》(台北：學生書局，1989)，頁 384-396；
田光烈， 〈度牒在宋代社會經濟中的地位〉 ， 《普門學報》 ，第 50 期(2009)，頁 179-202。 
399  見表一，編號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一》 ，後木記在內容上大致同於大觀二年
的印記，但其時間部份為「時皇宋元符三年歲次庚辰八月日慶贊記」與大觀二年木記稍有不同，
在行間也多了格線。   166
這些經卷應是山西晉城青蓮寺住持鑒巒所募資印造《開寶藏》經卷的一部份。
400 
 
在深入討論其內容與可能的文化意涵之前，首先，需注意以上這幾件具有大
觀年間牌記的經卷是否為後代的「翻刻本」 。即後代連同卷尾牌記一同翻刻的佛
經，如前所舉靜嘉堂所藏南宋仿刻的《華嚴經疏科》 【圖 5-6】 。因此，接下來先
要比對這幾件大觀牌記的字體，以確定其製作來源。若有多件牌記出現字體與行
氣不一的情況，那我們就該重新檢視此印記的可信度。筆者挑出較具代表性的幾
個字體，整理成【表 5-2：大觀二年施經牌記字體比對表】 。經比較可知，哈佛本
《秘藏詮》 、 《十頌尼律》卷四十六，以及《中論》第二的牌記，不僅在筆劃、結
體、行氣上都非常相像，甚至連破損部份都一樣。如大觀的「觀」字，都很一致
地缺少「見」字下方往左撇的筆劃；此外， 「願」字左半， 「原」字旁皆缺少了往
左下的撇筆； 「窮」字中， 「身」的中央，也都缺損第一筆橫劃。雖然《佛說阿惟
越致遮經》的印記較為模糊，但在「及」的提勾、 「次」 、 「誦」等字的結體都是
相似的。因此，至少可以肯定這四部經卷卷尾所蓋上的應該是同一個牌記(其他
幾件經卷的圖版過於模糊)。 
使用相同的牌記透露了幾個重要的訊息：第一， 《秘藏詮》與這些大觀年間
重印的經卷具有同一個來源，即山西晉城青蓮寺；第二，這些有大觀年間牌記的
《開寶藏》經卷並非後來的「翻刻本」 ，亦非連同卷尾施經印記一起仿造的《開
寶藏》經卷，而應是使用《開寶藏》原版所印刷，並在事後另於卷尾蓋上牌記的
經卷。 
 
在確定大觀牌記的可信度後，則可進一步追查其內容所透露的訊息，藉以解
答諸多關於現存《開寶藏》經卷的流傳問題。青蓮寺位於今太行山南端，距晉城
市區東南 17 公里。分上下兩院，上院位於下院北偏東 500 公尺處，兩院同於北
齊天寶年間(550-563)，由慧遠與曇始所創建。至唐咸通八年(867)，得御賜名額
「青蓮寺」 ，也因此避過後周世宗的滅法行動。上院於宋太平興國三年(978)改名
為「岩福禪院」 ，自此上下兩院寺名分離。根據寺中金泰和六年(1206)石碑可知，
鑒巒是為崇寧年間(1102-1106)上寺住持，於其印製《開寶藏》經卷的 1100-1108
年之間，還同時領導大規模的修建工程，主要是釋迦堂、改觀音閣為觀音殿、新
                                                 
400  李富華首先注意到，鑒巒應是北宋徽宗時山西青蓮寺的住持，請見其〈 《開寶藏》研究〉 ， 《普
門學報》13 期(2003)，頁 185-186。   167
建法堂、改彌勒格為藏經閣等工程，其中藏經閣更藏有佛經多達五千餘卷。對青
蓮寺來說，這是繼唐代慧愔禪師之後的另一修建高峰，並奠定青蓮寺日後近千年
的發展基礎。
401由此看來，蒐購大藏經當與修繕、擴建佛寺之目的相近，或可視
為鑒巒振興青蓮寺地位不可或缺的重要決策。 
  根據上海學僧范成 1935 年的記載，他曾於青蓮寺中發現 38 卷《開寶藏》印
本，
402此外，同一時期蔣唯心於其〈金藏雕印始末考〉中，亦在論及金藏形制時
說道： 「北宋版本今存於晉南青蓮寺者即如此」 ，可知蔣氏也知曉青蓮寺所藏《開
寶藏》經卷。
403不僅如此，葉公綽 1937 年也說在晉城青蓮寺見到《開寶藏》官
刻本共三十六，又於河南天寗寺見到兩卷。
404由此可知，青蓮寺藏有《開寶藏》
經卷的消息於當時文化界當是件廣為流傳之事。
405那麼，哈佛本《秘藏詮》是否
有可能為 30 年代所發現，眾多青蓮寺的 《開寶藏》 經卷之一呢？換言之，Richard 
C. Rudolph 於 1948-49 年來華搜購大量中文書籍時，
406所搜購的《秘藏詮》刊本
(今日的哈佛本)，會否即為自青蓮寺流散出來的經卷？如今，實在沒有充足的證
據可做此推論，但考慮到《開寶藏》經卷經千年流傳後現僅存十多件，難以想像
除青蓮寺以外還有《開寶藏》經卷的保存。並且，更因為哈佛本卷尾有著青蓮寺
的施經牌記，所以就目前證據來說，姑且推測哈佛本是青蓮寺於北宋末年購買得
來的大藏經經卷之一，其目的可能與振興佛寺、吸引信眾相關。 
 
以上討論北宋時期民間對藏經收贖的風氣及官方對大藏經的經管制度，現存
開寶大藏經經卷的三個印記，發現北宋在經卷刊印上有著嚴格的監審制度，不同
印記分別標示不同的印刷單位與負責人。而熙寧墨記的出現，代表官方已無法承
受印經與譯經事業對國庫造成的負擔，因而開啟民間收贖與刊印藏經的契機。大
觀牌記的出現，標示山西青蓮寺亦參與北宋大藏經請印與購買的風潮之中，購得
的《秘藏詮》經卷正是住持鑒巒欲振興寺院的利器之一。 
                                                 
401  相關資料請參見李會智、高天， 〈山西晉城青蓮寺史考〉 ， 《文物世界》 ，2003 年 1 期，頁 24-32；
李會智、高天， 〈山西晉城青蓮寺佛教發展之脈絡〉 ， 《文物世界》2003 年 3 期，頁 18-23。 
402  參見自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頁 71-72。 
403  蔣唯心， 〈金藏雕印始末考〉(原文 1934 年)，頁 17。  
404  請參見葉公綽， 〈歷代藏經考略〉 ，頁 61。 
405  可惜的是，這些珍貴的宋代大藏經終究免不了流散的命運，它們日後被帶至北京展示，過程
中遺失 2 卷、另還有 16 卷被國民軍衛立煌借走。根據【表 1-3】 ，青蓮寺舊有藏經早已不存，眾
多經卷目前流散至各省博物館。李會智、高天， 〈山西晉城青蓮寺佛教發展之脈絡〉 ，頁 18。 
406  關於 Richard C. Rudolph 的生平與活動情況，請見 UCLA 網站：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3646(檢索日期：2007/11/15)   168
隨著北宋中葉後《開寶藏》經版的移交與《崇寧藏》 、 《毗盧藏》的刊刻，相
形之下，太宗將《開寶藏》交予印經院管理、僅有單一印經地點、不許外國收贖
等種種限制，都可再次可證宋初對藏經管理之嚴謹。使得全國各地欲求藏經的寺
院與信眾，皆須向朝廷提出正式申請─奏牘官方，往往等待數年，在備妥紙墨材
料後特地進京「借版」 。種種跡象顯示太宗確實對大藏經印行嚴加控管，實有以
《開寶藏》作為宗教統治之工具的企圖。 
 
經過以上種種討論後，還是存在著一些不得其解的問題：首先，根據【表
1-3】 ，為何編號 3、6、11、12、15 等五件經卷僅有「大觀牌記」卻無「熙寧牌
記」？但編號 1 和 5 的經卷則是二者都有。據前文推論， 「大觀二年」是青蓮寺
於 12 世紀初，向當時藏經蒐藏單位─顯聖寺請印的經卷上蓋印的牌記。那麼，
為何青蓮寺的藏經中，卻有的沒有顯聖寺的 「熙寧牌記」 ？若一整批經卷是於 「同
一時期」 ─大觀年間，向汴京顯聖寺借版印刷的經卷，應該是兼具兩個牌記才是。  
筆者推測，那些沒有熙寧牌記的經卷，並不是青蓮寺在「同一時期」─大觀
年間向顯聖寺請印的經卷。畢竟，大觀牌記僅標示 「大觀年間青蓮寺的所有權」 ，
並不能顯示明確的印刷時間與經卷來源。換言之，有可能是青蓮寺透過買賣或交
換等方式，從其他寺院、僧侶、或政府，取得經版移交之前所印刷出的經卷。寺
方取得之後，再於卷尾蓋上「大觀牌記」標示其經卷擁有權。如今，並不清楚青
蓮寺藏經蒐集的詳細情況，例如，到底向顯聖寺買了多少經卷？是分批購買、抑
或一次買足？或者在鑒巒之前，就已有相當的藏經收藏了？這些具有大觀牌記的
經卷亦有可能是向其他寺院蒐購的結果。據哈佛本《秘藏詮》僅有「大觀」卻無
「熙寧」牌記可知，此套經卷很可能是 1071 年經版移交顯聖寺以前所印刷的卷
子，這個推論可修正過往 Max Loehr 與小林宏光等人，直觀地根據「大觀」牌記
就將哈佛本定為 12 世紀印本的推測。
407 
另外，若說「大觀二年」牌記代表山西青蓮寺所印刷的經卷，那麼在現存七
件經卷中，為何僅有哈佛本《秘藏詮》的版片被更改，而其他青蓮寺的《妙法蓮
華經》第七【圖 6-1】 、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圖 6-5】等依舊保持《開寶藏》原
有的秩號與頁碼形式？還有，出現在「大觀二年」牌記旁的「邵明印」字樣，是
如今七件具有大觀牌記的經卷中，唯一將印經負責人標示在牌記旁的經卷。這麼
                                                 
407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 pp. 17-18；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
詮』の木版畫》，頁 12-13。   169
看來，邵明有可能是徽宗大觀年間重印經卷的負責人，若有進一步關於邵明的資
料，或可進一步解答哈佛本的印造時間與地點等問題。總結以上，關於哈佛本版
式，還有許多未解的疑竇，可惜限於資料不足，只有待日後再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第五節  《開寶藏》的輻射效應─亞洲各國的大藏經需求與收贖 
透過以上討論，可發現哈佛本與現存的《開寶藏》經卷具體而微地反映了北
宋藏經管理制度的流變，但是， 《開寶藏》作為史上第一部官版大藏經，對於亞
洲各國可能的刺激與影響又是甚麼？北宋官方是怎樣「使用」大藏經做為政治與
外交的籌碼？我們對《秘藏詮》編入大藏經後所發揮的功能與影響還未做充分的
考察，藉由分析亞洲各國藏經收贖與藏經雕造的應對態度，並探討宋、麗之間外
交互動的情況，應可更深入探究宋太宗完成《開寶藏》的心機與《秘藏詮》經卷
在國際外交上可能扮演的角色。 
由現存經卷可知(詳見【表 1-3：哈佛本《秘藏詮》與《開寶藏》經卷版式資
料表】)，除兩件刊刻時間不明者外，現存 13 件經卷的開版時間全為開寶四年至
九年(971-976)，或可推測《開寶藏》在太祖朝時應已大致完成。然何以遲至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983)才宣告完成呢？竺沙雅章認為，可能是因太宗謀殺太祖並發
動政變之故，造成大藏經刊刻上的延誤。
408然而，刊刻間斷得這六年(約
976-983)，除了竺沙雅章所說的政變外，還發生甚麼事情可能影響到《開寶藏》
的刊印工程呢？這段期間內最值得注意的大事，乃太宗於太平興國四年(979)親
征北漢，之後兵敗高梁河、翌年再敗給契丹於瓦橋關(980)之事。此次敗陣使得
太祖於開寶七年(974)後與契丹暫時建立的平等友好關係破裂，導致直至潭淵之
盟(1004)間的二十五年，兩國互不通使臣的尷尬階段。
409這麼來看， 《開寶藏》
印造工程的延宕，一方面可能因太宗發動政變所導致政局不穩之故；另一方面，
也因為軍事上頻頻用武，主導了太宗主要的心思，使得整部藏經直至太平興國八
年才告完成。 
                                                 
408  請參見竺沙雅章， 《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頁 373。 
409  關於宋初北宋與遼國的外交與政治研究，可見陶晉生， 〈宋遼間的平等外交關係：潭淵盟約的
締定及其影響〉 ， 《宋遼關係史研究》 ，頁 15-21。關於宋遼使臣往來的研究可見傅樂煥， 〈宋遼聘
使表稿〉 ，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 14 集(1949)，頁 57-136。   170
而太宗為何又重新開啟藏經刊印的事業？如果這套大藏經真的這麼重要，他
應該早就該留意才是。而重啟雕造之因，當源自於宋太宗內心「某種心態」的微
妙轉變。但太宗到底是怎麼想的，我們只能據現有資料作間接的推測，或可想像，
接連軍事上的挫敗使得太宗對國內或國外皆喪去原有的威信，因此引發太宗完成
《開寶藏》的動機。對內而言，太宗可繼續以藏經賞賜維持其宗教治國的政策；
對外， 《開寶藏》亦可做為政治外交的籌碼，有可能被拿來當作維持中國作為東
亞政治與文化中心的工具。 
亞洲各國對《開寶藏》的反應 
請印與收納藏經的風潮不僅限於宋朝，甚至可說是瀰漫整個亞洲地區如遼
國、西夏、高麗、日本、沙洲、龜茲、東女真國、安南等國。以高麗為例，由【表
1-7：北宋、高麗二國官方大藏經交流紀錄表】可知，高麗和北宋官方記載的藏
經交流就至少有六次，歷史上曾三次雕造《大藏經》 ，可知高麗對藏經的渴慕。
此外，日本僧人奝然、成尋來華也當是受到此一風氣之影響，而來華求取大藏經。
時至今日，日本還有許多宋代東禪寺與開元寺版本，或兩者拼組而成的藏經，現
存至少有 10 部之多。
410 
  另一方面，中國與鄰近國家的大藏經交流也不曾間斷，根據【表 5-3：北宋
賞賜各國大藏經紀錄表】 ，計有多達 19 次對外賞賜藏經的相關紀錄。其中，標號
12 龜茲使者延福等「詐為外使」的紀錄相當有趣，反映當時若非透過正式的外
交進貢，是難以收贖大藏經，導致有外國人假扮使臣的情況產生。
411事實上，當
時不僅是中國對外輸出書籍困難，契丹亦不准販賣書籍給宋人，如有違反，情節
嚴重者可判死刑。
412另一方面，標示 14、16、17 的紀錄也值得注意，藩國安南
以大象、
413沙洲和西夏則用馬匹等貢品來交換宋朝大藏經，
414展現番邦以當地土
                                                 
410  請見鄭樑生， 〈宋元時代東傳日本的大藏經〉 ，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20 卷 2 期(1987)，頁
77-81。 
411  根據《宋會要輯稿》 ，食貨 36-27，其中有「景德三年九月詔，民以書籍赴沿邊榷場博易者，
自非九經疏悉禁之，違者案罪，其書沒官。」參見自竺沙雅章， 〈宋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佛教の
交流〉 ， 《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 ，頁 72，註釋 31。 
412  沈括， 《夢溪筆談》 ， 卷十五。參見自竺沙雅章， 〈宋代における東アジア佛教の交流〉 ，頁 72，
註釋 30。 
413  關於《開寶藏》南傳交趾的相關研究，請見川上正史， 〈宋敕版藏經安南傳來考〉 ， 《支那佛教
史學》 ，7 卷 1 期(1943)，頁 59-62。 
414  現今發現沙洲敦煌、吐魯番一帶《開寶藏》的殘片，至少有《阿難七夢經》 、 《蘇悉地供養法》  171
產，來交換「高等」文明產物─大藏經的互動情形。過程中，宋朝輸出代表高級
文化產物的佛教經典，透過《大藏經》賞賜的舉動，更能彰顯宋朝高人一等的文
化領導地位，因此其對異國的賞賜多是有求必應，以展現泱泱大國之氣度。 
 
  《開寶藏》對於鄰近國家的影響不僅只是交易與輸出，同時也以相互競爭的
關係存在著，而遼國雕印的《契丹藏》應是為此目的而生。
415根據五世紀至唐代
留存藏經寫本每紙 27-32 行不等、每行 17 字的形式可知，此形制與《契丹藏》
相同；再者， 《契丹藏》是更忠實於唐代《開元釋教錄》之內容與編排順序。相
較之下， 《開寶藏》固定每紙 23 行、行 14 字的版式，更改了長久以來的手抄藏
經傳統，這可能是因《開寶藏》繼承益州藏經的獨特傳統所致。
416由此，遼國與
宋朝之間的角力關係不僅限於軍事、政治，乃至對佛教正統的繼承與東亞文化圈
的領導地位也是錙銖必較，而二國對大藏經的刊刻亦突顯了彼此對峙的張力。雷
德侯(Lothar Ledderose)認為，雖然《開寶藏》 在雕造時間與數量上勝過 《契丹藏》 ，
但是遼國在藏經編輯與內容校對上是更具優勢，不僅如此，遼道宗(1055-1101)
更大力贊助房山石經的刊刻─繼承唐代石刻藏經的宏大計畫，更宣告契丹為唐代
佛教正統的真正嫡傳。
417 
                                                                                                                                            
兩件。由此可知，當時《開寶藏》經卷的流傳確實相當廣泛。相關的版試資料可見【表 1-3】 ，
研究請見中村菊之進， 〈トルファン出土の大藏経〉 ， 《密教文化》 ，第 172 號(1990)，頁 39-69；
藤枝晃， 《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硏究：高昌残影釈録》(京都：法藏館，2005)，頁 239、246；
Monique Cohen, Nathalie Monnet, Impressions de Chi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2), pp. 65. 
415  關於《遼藏》雕印與發現的介紹，請見閻文儒、傅振倫、鄭恩准， 〈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發
現的《契丹藏》和遼代刻經〉 ， 《文物》 ，1982 年 6 期，頁 9-19；張暢耕、華素娟， 〈論遼朝大藏
經的雕印〉 ，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 ，1986 年 9 期，頁 69-89、96。另外，羅紹對《契丹藏》的
時代與內容考證的研究，亦值得參考，請見羅紹， 〈 《契丹藏》的雕印年代〉 ， 《中國歷史博物館館
刊》 ，第五期(1983)，頁 15-17；羅紹， 〈再談 《契丹藏》 的雕印年代〉 ， 《文物》 ，1988 年 8 期，73-81；
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頁 127-151。對《遼藏》最早、最詳盡的研究可見妻木
直良， 〈契丹に於ける大藏經彫造の事實を論ず〉 ， 《東洋學報》 ，第二卷（1912） ，頁 317-340。 
416  童瑋認為《開寶藏》版式可能受到益州寫經傳統的影響，由太祖時分別於乾德四年(966)、開
寶元年(968)、開寶四年(971)間造了數部金銀書大藏經可知，應是作為雕造《開寶藏》的先行準
備。相關研究請見童瑋， 《北宋《開寶大藏經》雕印考釋及目錄還原》(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1)，頁 3；羅紹， 〈 《契丹藏》與《開寶藏》之差異〉 ， 《文物》 ，1993 年 8 期，頁 59-65；徐時
儀， 〈 《開寶藏》和《遼藏》的傳承與淵源考〉 ， 《佛教研究》 ，2006 年 1 期，頁 45-50。 
417  請見雷德侯對於房山石經的一系列研究 Lothar Ledderose, “Thunder Sound Cave, Leiyindong,” 
收入巫鴻主編， 《漢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35-265；Lothar 
Ledderose, “Carving Sutras into Stone before the Catastrophe: The Inscription of 1118 at Cloud 
Dwelling Monastery near Beijing,”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125(2004), pp. 381-454；
Lothar Ledderose, “Competing with the Northern Sung: The Liao Buddhist Canon,”  收入王耀庭編，
《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頁 77-109。雷德侯先生於 2006 年「北宋大觀」
學術研討會上慷慨提供其  “Carving Sutras into Stone before the Catastrophe”一文 ， 筆者謹此表達由
衷的感謝。   172
  對異國的影響方面， 《開寶藏》強大的魅力還陸續引發翻刻本的產生。前文
已論及高麗《初雕大藏經》乃高麗國於 11 世紀複刻《開寶藏》的產物。另外，
根據《金藏》採手卷形制，行 14 字、每紙 23 行的形式及其編輯內容可知，其亦
是北宋開寶大藏經的忠實追隨者。此藏經當是 1126 年女真人攻陷汴京後，取得
顯聖寺藏《開寶藏》經版後，由山西崔法珍籌募雕造的新藏經。
418由此可知，至
雕成近 150 年後， 《開寶藏》 依舊是女真人心目中刊印藏經的理想藍本。事實上，
從十至十三世紀的亞洲，共計有 《開寶藏》 、高麗 《初雕經》 、高麗 《續雕經》 、 《遼
藏》 、 《金藏》 、 《福州藏》(東禪寺本與開元寺本)、 《思溪藏》(又稱《圓覺藏》)、
《磧砂藏》等多達九部藏經的刊刻，由此可知，當時對刻版藏經的信仰與需求當
是相當激烈且龐大的。 
《開寶藏》做為宋初政治外交的籌碼─宋朝與高麗的外交互動 
一直以來，中原的漢族一直與西域和南亞諸國有相當的交流與接觸，之間互
有征戰、聯姻、朝貢、以夷制夷等不同的交往關係。然而，十至十二世紀的北宋，
卻陷入了中國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困境。
419偏重文治、武力衰微的宋廷，在契丹、
西夏等強敵環繞的情況下，又該如何維繫其做世界中心的「天朝」地位呢？ 
前文舉出宋朝的《開寶藏》一出，亞洲各國無不趨之若鶩，但更仔細來看，
還可觀察到大藏經在高麗─契丹─北宋，三國關係中所扮演的政治外交角色。或
許可說，宋朝對高麗國大藏經的多次賞賜，與宋遼間的軍事角力關係密切，可能
是作為北宋維繫其國際外交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宋朝之所以積極以大藏經拉攏高
麗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高麗在中國周遭藩屬之中是最為重視禮治與儒學的，
出於對天朝文化的仰慕，使中韓在文化交流上特別頻繁。高麗曾於 976、988 年
分別派遣學生來華，入國子監學習，後來催罕與王彬等人還在淳化三年(992)進
                                                 
418  關於《趙城金藏》的研究請見蔣唯心， 〈金藏雕印始末考〉(原文 1934 年)，頁 1-21；小川貫
弌著， 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編委會譯， 〈契丹版  金刻藏經和元弘法寺版〉 ， 《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 ，
頁 47-51；塚本善隆， 〈佛教史料としての金刻大藏經─特に北宋釋教目錄と唐遼の法相宗關係
章疏に就いて〉 ， 《東方學報》(京都)，第 6 期(1936)，頁 26-101；李富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
經研究》 ，頁 91-118。 
419  關於北宋與遼、金、西夏間國際關係的簡介，可參見衣川強， 〈兩宋王朝をめぐる国際関係─
時代の俯瞰図〉 ，收入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編集委員會編， 《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東京：
汲古書院，1996)，43-67；陶晉生， 《宋遼關係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   173
士及第，高麗國王特別上表以謝宋帝之恩。
420根據【表 5-4：北宋賞賜高麗書籍
經典紀錄表】
421高麗曾多次向宋廷請求各類書籍經典；同時，宋廷於 986-993 數
年之間還三次加冊高麗王，
422顯示高麗與宋朝在文化上的緊密關係。由此可知，
宋、麗關係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建立在兩國的書籍與文化交流上，而非像遼、麗
關係較以軍事力量來做維繫 。 而由高麗在十一世紀初 、 十一世紀中葉兩次翻刻 《開
寶藏》的事實 ( 相關討論請見本文第一章)，顯示高麗對大藏經的渴慕與重視。
這種對中國宗教文化上的依賴，更增加了太宗使用《開寶藏》做為外交籌碼的企
圖。 
北宋試圖以大藏經拉攏高麗國的第二個原因，來自於北方契丹對中原安定的
威脅，為了消弭此心頭大患，自宋初太宗開始，就積極採取以夷制夷的戰略。自
討伐北漢以前，就極力拉攏東北與遼國交惡的高麗、渤海、女真等國，特別是在
高梁河之戰後，太宗更是明白要打敗契丹，僅靠北宋的軍力是件困難的事，勢必
要使遼軍腹背受敵才能達到戰略上的牽制效果。於是，在雍熙三年(986)太宗再
度率師北伐，在此之前曾要求高麗國王聯合出兵，但未得到回應，結果最後宋軍
再度兵敗岐溝關。經過了此次戰役後太宗收斂起早年的銳氣與雄心壯志，曾自打
圓場地說： 「朕自即位以來，用師討伐，蓋救民於荼炭，若好張皇誇耀，窮極威
武，則天下之民幾乎磨滅矣！」
423而北宋試圖拉攏高麗的企圖，一直維持到 994
年高麗臣服遼國為止。有趣的是，北宋、高麗與契丹間的三角關係卻未就此停止。
994 後契丹得以專注於南侵之上，但卻遭遇宋朝頑強抵抗，後訂下「潭淵之盟」
(1004) 。 此後 ， 契丹回頭對付趁宋遼戰爭拓展勢力的高麗 ， 並於遼統和 27 年(1009)
多次出兵朝鮮半島。在此壓力之下，高麗於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回頭向宋廷請
求歸附，使得宋朝的國際威望稍稍得以挽回。
424而一旦恢復外交關係後，宋朝馬
上二度賞賜大藏經和大量書籍給高麗【表 5-4】 ，自此之後對於高麗的外交經營，
也逐漸轉為文化與宗教交流層面。而此後，中、麗兩國相關的九次交流紀錄中，
有四次是藏經賞賜，可見大藏經對韓國來說有著相當的吸引力。事實上，只要從
                                                 
420  張幸如， 〈十至十二世紀初高麗與中國之外交關係─高麗對遼及北宋的外交政策〉(國立中興
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頁 38。 
421  本表部分資料參照黃枝蓮， 《天朝禮制體系研究  中卷：東亞的禮儀世界─中國封建王朝與朝
鮮半島關係形態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 76-77。 
422  陶晉生， 〈宋、高麗與遼的三角外交關係〉 ， 《宋遼關係史研究》 ，頁 169-179。 
423  請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篇》 ，卷三十四，淳化四年條。關於太宗朝對外用武的史實討論，
可見竺沙雅章， 《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頁 119-133。 
424  詳見廖隆盛， 〈宋太宗的聯夷攻遼外交及其二次北伐〉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 ，第 10
期(1982)，頁 83-103；張幸如， 〈十至十二世紀初高麗與中國之外交關係〉 ，頁 32-64。   174
高麗曾二度刻印大藏經(高麗《初雕經》 、高麗《續雕經》)就知道，國家與人民
必定對藏經和佛法有著熱誠的信仰。 
經由宋、遼、高麗的緊張互動關係可知，太宗想必絞盡腦汁要拉攏高麗，雖
不知《開寶藏》到底發揮了多少外交上的功能，但至少是中麗兩國宗教文化往來
中重要的一部分。由此國際外交個案的考察，顯示了太宗可能注意到大藏經在政
治外交上可產生的功用，因此才決定再度開啟藏經刊印工程。透過對《開寶藏》
使用脈絡的考察，可確定此套藏經對東亞造成相當巨大的影響，尤其是特重儒
教、崇信佛法的高麗國。這麼看來，則不難理解為何高麗曾三度刻印大藏經，也
正因高麗忠實地翻刻北宋《開寶藏》(高麗初雕大藏經)，如今才有《秘藏詮》經
卷(南禪寺本、誠蓭本)的留存。而隨著《開寶藏》流傳到日本、韓國， 《秘藏詮》
很可能對當地的藝術與文化產生不小的影響。
425 
 
經以上討論可知，刊刻於十世紀末的《開寶藏》確實對當時的亞洲宗教和文
化造成相當的衝擊，具有能力的大國無不仿效北宋來刊刻藏經，而勢力較小的國
家也藉由進貢等外交手段來獲得藏經。在民間方面，受到官方限制與奉納藏經風
潮的雙重刺激，而醞釀出北宋中葉後許多私版藏經的產生。融合唐代以前與益州
當地藏經傳統的《開寶藏》 ，
426透過宋初太祖、太宗傾全力支持而付諸實現，成
為影響宋元數百年藏經的關鍵，實有繼往開來的重大意義。根據版式與內容編
輯，竺沙雅章曾將現存宋元版藏經區分成三大系統：第一，開寶藏、初雕高麗藏、
金藏；第二類是繼承大藏經古法的契丹藏；第三類是為江南諸藏，有福州藏、思
溪藏、磧砂藏、普寧藏等。
427筆者按將其刊刻的時代與相互關係可做成【表 5-5：
宋元藏經關係表】 ，由表可知，無論是直接/間接翻刻、刺激產生，或競爭關係，
宋代時的各版藏經或多或少皆受到《開寶藏》的影響，同時，也增進國與國間的
互動。而隨著《開寶藏》的傳播，做為新譯經典的《秘藏詮》自然具備同等的魅
力，而隨之流傳至東亞各國。 
對太宗來說，完成《開寶藏》雕造工程可能具有雙重意義：首先，對國內而
言，宋初繼承唐代以來抄寫大藏經的風氣，因此對佛門信眾而言， 《開寶藏》應
                                                 
425  對於《秘藏詮》版畫對日本畫壇的可能影響，請見小林宏光、江上綏，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
の木版画》 ，頁 38-59。 
426  因《開寶藏》版式有異於唐代以前的寫經與《契丹藏》 ，羅紹推論開寶藏經可能是受到益州當
地寫經傳統的影響所致，請見羅紹， 〈 《契丹藏》與《開寶藏》之差異〉 ，頁 59-60。 
427  竺沙雅章， 《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 ，頁 281-291。   175
有極大的吸引力。透過將經版交與印經院保管，將藏經印行的事業歸為國有(關
於北宋初藏經管理的情況，請見本文第六章)，可有效地控制《開寶藏》的印行
與流通，所謂物以稀為貴，朝廷更能藉此主導與僧侶寺廟的互動關係。 
另一方面，因為對外用武的接連失敗，期望藉此能挽回逐漸衰弱的國際位。
藉由嚴格限制外國人收贖藏的政策(詳見第六章第三節的討論)，使外國收贖必須
通過正式的外交往來才行，另一方面亦多次頒贈大藏經給亞洲各國，使得《開寶
藏》儼然成為北宋外交政策中的一步活棋。尤其是對大藏經趨之若鶩的高麗國，
《開寶藏》可能發揮了軍事外交聯高麗以制契丹的功效。 
第六節  小結─宋太宗《御製秘藏詮》與《淳化閣帖》 
  本節研究指出，太宗乃是個深謀遠慮、強行獨斷的帝王。由他的御製詩文集
可知，他以皇帝身兼教主的姿態宣說自己對佛、道哲理的理解，表面上打著「式
救群迷，大明正覺」的旗幟，
428但由他大量賞賜御製詩文集給臣下、禪師、全國
寺院的動作，以及其三教並重的政策可知，太宗實際上有著以宗教治國的企圖。
這是為甚麼太宗不顧常理地將《御製逍遙詠》這類道家論著與《秘藏詮》等御製
詩文，以新譯經典的身份編入《開寶藏》之中，可能是為其御製詩文增添大藏經
的「光環」 。透過太宗本身大量的賞賜，以及對國內外藏經收贖的嚴格控管， 《開
寶藏》很可能成為太宗以宗教箝制佛門、臣下與信眾的利器；對外來說，乃是支
持中國作為東亞文化中心的重要籌碼，可彌補軍事行動上不斷挫敗、外交地位下
滑的窘境。而《秘藏詮》就在大藏經風靡整個亞洲的時代裡，隨著《開寶藏》的
魅力廣泛地流傳至亞洲各國。 
從更寬的政治運作角度來看， 《御製秘藏詮》的製作並非孤立的現象，十世
紀末太宗命王著(卒於 990)取內府與士大夫蒐藏歷代法書所編成的 《淳化閣法帖》
(992)，亦展現趙匡義透過歷代書跡強化其政治正統的強烈企圖。
429《淳化閣帖》
                                                 
428  楊億等編， 《大中祥符法寶錄》 ，卷十八，頁 514。 
429  關於《淳化閣帖》的研究，請見何碧琪， 《祕閣皇風： 〈淳化閣帖〉刊刻 1010 年紀念論文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3)。其中收有何碧琪、仲威、李潤桓、施安昌、莫家良等多位
學者的專文討論。相關研究資料還有 Amy McNair, “The Engraved Model-letters Compendia of the 
Song Dynas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4, no. 2(1994), pp. 209-225；張小
庄， 〈 《淳化閣帖》研究〉 ， 《書法研究》 ，2002 年 3 期，頁 48-68；何碧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淳  176
按照歷代帝王(第一卷)、君臣(第二至四卷)、諸家古法帖(第五卷)，以及二王書跡
(第六至十卷)的順序安排，內容多為充分展露宋太宗繼承書學正統、提倡二王書
風的意圖，並有意識地將宋朝連結到這個偉大的傳統。更重要的是，宋太宗此舉
或有學習唐太宗崇尚二王傳統，以此宣示其乃繼承唐太宗政治正統與書學正統的
雙重意義。
430無獨有偶，太宗的《秘藏詮》版畫亦選擇唐代二李與吳道子所擅長
的「鐵線描著色畫風」為主，而忽略中唐後興起並開始流行於宋初的水墨畫風；
甚至，版刻風格上亦選擇初唐歐陽詢字體修長、用筆剛勁的書風。對宋太宗來說，
此舉或如《淳化閣帖》排除中唐後興起的顏真卿書風一般，有著以御製作品宣示
帝王心中書畫正統的目的。不僅如此，一如《御製秘藏詮》的多元畫風，王著編
成的《淳化閣帖》亦廣納各家書風，由此可見宋太宗朝大規模的宮廷書畫工程，
實展現了太宗以政治力量所帶來藝術風格上的統合與匯聚。由此看來，更可以確
定《御製秘藏詮》製做背後所具有濃厚的政治意義─此套經卷乃是太宗諸多宗教
文化政策中的一步棋子，都是他用以加強其政治正統與集權統治的手段，而《秘
藏詮》版畫即是宋初宗教、政治、文化史的真實寫照。 
 
 
 
 
 
 
 
 
 
 
 
 
                                                                                                                                            
化祖帖》研究〉 ， 《故宮學術季刊》 ，21 卷 4 期（2004） ，頁 57-110；何碧琪， 〈佛利爾本《淳化閣
帖》及其系統研究〉 ，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第 20 期（2006） ，頁 19-78。 
430  Amy McNair, “The Engraved Model-letters Compendia of the Song Dynasty,” pp. 209-213.   177
結語 
 
宋開寶九年(976)十月二十日，宋太祖趙匡胤忽然駕崩，覬覦帝位已久的弟
弟趙匡義迅速地於隔天(二十一日)，憑著其政治實力順利登基。而這位深謀遠
慮、凡事講求計劃與目的性的皇帝，在位期間採儒、釋、道三教並重的施政態度，
並大力支持佛、道相關建設，其種種作為包括：設譯經院與印經院、完成《開寶
藏》的雕造、大興普度、建設佛寺與佛像；此外，亦興建道觀、編輯道教典籍、
獎掖道士等。太宗可能利用諸多獎掖宗教的手段，拉攏佛道人士並強化其得帝位
的正當性，有著以宗教治國的企圖。而《秘藏詮》等御製詩文集正是宋太宗諸多
宗教政策中重要的一個部分，徽宗亦注意到《秘藏詮》經卷的重要性： 
 
若我藝祖皇帝，始受周禪，首興佛教。累遣僧徒往西域益求其法。太宗皇帝，
建譯場、修墜典，製祕藏詮、述聖教序。真宗皇帝，製法音集、崇釋論。仁
宗皇帝，躬覽藏經，撰寫天竺字。……哲宗皇帝，在儲宮日，神考不豫，時
讀佛經，祈聖躬永命。使吾佛之道有一不出於正，則曷足以致歷代帝王之崇
奉哉！
431 
 
由上述文字可見，太宗《秘藏詮》經卷確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為取得佛門弟
子的認同便行集權統治之實，太宗更進一步將《秘藏詮》等御製詩文，以新譯經
典的身份編入《開寶藏》之中。考察哈佛本《秘藏詮》和存世《開寶藏》經卷的
印記，以及其他相關資料可知，宋初藏經管理經營相當嚴格，不僅將經版限制在
汴京一地且禁止外國人收贖。這麼看來，太宗一方面將《秘藏詮》經卷冠上大藏
經的「光環」 ，另外亦透過中央印經院對藏經刊印的控管，如此更能夠藉《開寶
藏》來拉攏臣下與宗教人士，使其服膺於王權之下，足以得見太宗實有以大藏經
之宗教魅力治國的企圖。更仔細分析， 《開寶藏》卷尾「熙寧」與「大觀」牌記
代表北宋中葉以後官版藏經逐漸對民間開放的情況，而哈佛本可能是山西青蓮寺
於十二世紀末大量收購的大藏經經卷之一，乃是由嚴管走向開放的北宋藏經歷史
之真實寫照。更有甚者，在 10-12 世紀亞洲風靡著雕造、請印大藏經的潮流下，
                                                 
431  釋念常， 《佛祖歷代通載》 ，卷十九。本資料參見自黃啟江， 〈北宋汴京之寺院與佛教〉 ， 《北宋
佛教史論稿》 ，頁 117。   178
各國無不對史上第一部官版藏經《開寶藏》趨之若鶩，是故，此套藏經很可能成
為太宗政治外交的籌碼之一，並藉由外交賞賜支持中國作為東亞文化的中心。尤
其，在北宋拉攏高麗對抗契丹的外交過程中， 《開寶藏》 應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如今存於日本南禪寺與韓國誠庵博物館的兩套《秘藏詮》經卷，是高麗國在
11 世紀翻刻《開寶藏》的成果，亦可說是《開寶藏》強大魅力影響下的產物。
南禪寺本與誠庵本兩者在文字上的差異，可能緣於兩個不同的文字版分別印刷而
產生，但在圖像部分，較有可能是使用同一經版印刷出來的卷子。雖然哈佛本與
南禪寺本的圖像高度相似，但藉由風格分析可知，前者具有較高的品質，並有許
多匠心獨具的巧思與刻畫細膩之處，有可能是使用與宋初木版印刷的原刻本。相
較之下，鐫刻品質較差、物象結構較為模糊的南禪寺本，應是後代翻刻北宋《秘
藏詮》圖像的版本。另一方面，由哈佛本特殊的秩號、頁碼、裝裱、版片形式等
訊息推測，哈佛本可能是使用 988-995 年經版印刷之經卷，因此哈佛本雖具有文
章僧的注釋，但沒有 995 年編聯入藏後的《開寶藏》版片形式，並且應是先有文
字版而後才加入《秘藏詮》版畫圖像。 
 
那麼，太宗欲以其御製詩文集拉攏宗教人士以鞏固其政治地位的企圖，到底
如何表現在《秘藏詮》經卷中呢？掛著拯救世人於無邊苦海的旗幟，太宗在《秘
藏詮》中創作千首詩文，重複地闡述佛教基本觀念如性空、本心清靜、因果、輪
迴等。接著，命僧侶為詩文注解，幾乎句句引經據典，廣泛地將太宗詩文連結到
眾人熟悉的經典如《金剛經》 、 《法華經》 、 《唯識論》等等。最後， 《秘藏詮》經
卷還被編入大量的山水版畫，其圖像繼承許多唐代的圖繪傳統，可能是禪宗叢林
般隱逸生活的再現；另外，每幅版畫皆以山水場景佈排出人物前往高僧的修行之
「道」 ，此概念或可類比到詩文對佛法的詮釋，換言之，圖像與文字皆是指示讀
者修行求道的方法。由於《秘藏詮》詩文本身著重抽象義理的宣說，文中未有具
體的情節或場景出現，因此《秘藏詮》圖文關係可說是維繫在思想哲理之上。而
這樣的圖文搭配方式，接近禪畫《瀟湘臥遊圖》的表現手法─兩者皆是以山水象
徵佛法觀念。事實上，以山水體現抽象的世界規律與運行法則，乃山水畫肇始以
來的本質特性。這麼看來，《秘藏詮》選擇描繪山水一方面是因為其詩文缺乏明
確敘事性，另外也與中國道家思想中山水「以形媚道」的本質息息相關。是故，
《秘藏詮》可謂是套融合道家宇宙思想於佛教哲學中的版畫創作，反映其贊助者  179
太宗本身佛道兼融的態度。 
 
為映襯太宗的御製詩文與義學文章僧精到的注釋， 《秘藏詮》圖像的製作亦可
說是當時工匠嘔心瀝血之作，多達 50 件的圖像可能由當時宮廷畫家創稿後交由
御書院製版，每塊版由一位刻工主導，再配合幾位次要刻工合作完成。而《秘藏
詮》鐫刻細膩的圖像、熟稔流暢的線條，可謂直追繪畫作品中的筆描特質，整體
版刻風格接近《金光明經》(988)、及清涼寺發現十世紀末版畫《靈山變相》 、 《彌
勒菩薩說法》等，因此其刻製時間最有可能是十世紀末。相較多數唐宋版畫中簡
略的山水圖像與較為稚拙的版刻品質， 《秘藏詮》可謂早期版畫史上鶴立雞群之
作，標示宋初官版的精良品質。 
  從母題表現手法與線條特質來看， 《秘藏詮》版畫應屬唐宋間「鐵線描著色
畫風」 ，並與《佛傳圖》 、 《明皇幸蜀圖》的畫風密切相關，保留許多早期青綠山
水的母題表現手法，如坡腳短線、雲氣、水紋和地表花草等。這種「鐵線描著色
畫風」約略萌芽於隋代、初唐，在八世紀成為唐代最流行的畫風，諸多領導畫壇
的藝術家如李思訓、吳道子等人，都使用這類筆力遒勁、重視線描表現力的畫法；
不僅如此，此畫風亦廣泛傳播至西域、日本一帶。受到中唐以降對水墨暈染技法
的開發與重視， 「鐵線描著色畫風」 也兼容墨染與皴擦技巧於既有的設色畫法中，
能夠更忠實、更細膩地再現山體堅實渾厚的質感和陰凹的造型。但在北宋中葉以
後，畫家更加重視以各式皴擦與墨染手法表現山體結構，逐漸輕忽早期對筆描力
感與強度的要求，使鐵線描畫風漸趨式微。整體看來，宋初的《秘藏詮》版畫應
代表「鐵線描著色畫風」發展的高峰階段，畫家能使用多變的線條貼切地描寫各
樣的山體及其質感，並在畫史上寫下此畫風最後最輝煌的一頁。 
由整體創作的概念來看，十世紀末的《秘藏詮》版畫可能標示唐宋山水空間
結構的過渡階段：雖然已能修正早期畫作中地平面傾斜的問題，但依舊無法描寫
遠景的透視效果。而畫面空間的發展，可說是伴隨山水畫成熟的產物，追根究底
乃源自對山水的興趣與愛好。正是這樣對山水的熱愛，使得唐末至宋初人物畫、
花鳥畫、佛經版畫之創作，畫家無不致力將景物描繪在一個更為可信的空間場
域。對於十世紀這類將故事置於全景式山水中，予人敘事與山水並重觀感的畫
作，或可稱為「山水故事圖」 ，而《秘藏詮》版畫的創作概念應與此類畫作關係
密切。事實證明， 《秘藏詮》之所以選擇敘事與山水並重的畫法，是欲藉山水與
人物活動象徵經文欲傳達的佛法義理，實與《秘藏詮》作品意義息息相關─透過  180
人物行走山林水間象徵修行佛法之「道」 。 
《秘藏詮》忠實的保留大量早期著色山水的繪畫元素，在母題造形、線描特
性上都與繼承唐代著色山水的傳統，並與宋代青綠與文人復古山水關係密切；但
在融敘事於山水中的特性與空間結構上，又與十世紀當時流行的畫風接軌。總括
來看， 《秘藏詮》版畫可視為唐代著色山水往宋代全景式山水的過渡階段，是學
界重建唐宋著色山水畫發展脈絡的關鍵作品。 
透過對《秘藏詮》畫風的統整與歸納後發現，此套版畫中多元的畫風與南北
兼融的山水風格，代表宋初畫院對山水畫區域風格產生的彙整與融合作用。在宋
朝一統南北後，圖畫院一方面延續唐代華北山水的傳統，另一方面亦廣納西蜀、
南唐等區域畫風，使宋初宮廷儼然成為多元畫風的大熔爐，而《秘藏詮》版畫兼
具南北區域畫風的特色，則可視為宋初山水融匯南北風格的初步成果。不僅如
此， 《秘藏詮》多達 50 件的豐富圖像更是研究早期山水繪畫的圖像資料庫，若能
繼續考察《秘藏詮》圖像與存世畫作的關聯，應可發掘更多早期山水畫不為人知
的特性，如構圖特性、山岳造型、母題樣式等，將有助於考察早期畫家與畫派的
風格特色。 
 
從更寬廣的政治運作角度來看， 《秘藏詮》版畫與《淳化閣法帖》的製作意
圖實在接近，二者皆匯聚豐富大量的書畫風格，反映太宗以政治力量所帶來藝術
風格上的統合。不僅如此， 《秘藏詮》版畫之所以選擇唐代二李與吳道子所擅長
的「鐵線描著色畫風」為主，較忽略中唐後興起並流行於當時的水墨畫風，甚至
是版刻風格上亦偏好初唐歐體書風的作品特性，更可類比到《淳化閣法帖》尊崇
二王書學傳統的傾向。由此可見，太宗這類大規模的書畫工程，實有著以御製作
品宣示其乃繼承歷史上書畫正統之目的。再加上《秘藏詮》乃圖文相配，整體傳
達出藉教(文字與圖像)闡宣佛法密理的意涵，更凸顯趙匡義藉著御製詩文展現皇
帝身兼教主說法，及其以宗教治國的強烈意圖。由太宗深謀遠慮的個性、恩威並
濟的宗教政策、三教並重的態度、嚴格控管《開寶藏》印刷流通的舉動，甚至是
利用大藏經作為宋麗軍政外交的籌碼，諸多證據在在顯示《秘藏詮》經卷應是太
宗政治運作下的產物，使其風格、圖像組成、作品意義，乃至經卷的製作與流通
等面向，無不潛藏著趙匡義強化其政治正統與宗教治國的心機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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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文論述重心在 《秘藏詮》 「版畫」 的風格特性、畫風組成、圖像意義，
並關切風格與圖像意義在整個畫史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故，對於《秘藏詮》
經卷的其他內容─太宗御製詩文與僧侶注釋等方面，並未做足深入且透徹的研
究。若能進一步考察《秘藏詮》眾多詩文的內涵及寫作風格、注釋內容和援引來
源，並更深入了解其他御製詩文如《逍遙詠》 、 《蓮華心輪迴文偈頌》的內涵，挖
掘更多御製詩文集相關的使用與賞賜資料，相信可更深入了解宋太宗個性、 《秘
藏詮》經卷的創作背景(是否與禪宗有關?)，以及北宋初年的政治宗教氛圍。甚
至，還可將趙匡義用藝術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法，比擬到另一同樣有「得位不正」
之嫌的皇帝─武則天，他們是如何採取宗教、文化、或藝術手段來加強其繼位的
正當性？兩人因為個性、時代與文化背景的不同，所採取強化得位正當性的舉措
有何不同？此乃相當有趣並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還有待來日再做更深入的考
察。 
  另外，因為《秘藏詮》圖像眾多、筆者對中國畫史認識不足，以及個人興趣
所致，都在在侷限本文的論述範圍。筆者參考高居翰的研究，
432統計現存五代、
宋初畫作與考古出土物發現，其中與山水畫相關作品不超過 40 件。相形之下，
便使得《秘藏詮》多達 50 件的版畫作品，不管對早期山水畫圖像的補充或唐宋
畫史的書寫，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因此， 《秘藏詮》版畫的研究值得更多相
關學者的投入 ， 以繼續發掘其在中國畫史發展上的意義 。 本研究僅勾勒出一個 《秘
藏詮》圖像在藝術史上的大致輪廓，尚有諸多議題未能處理：南禪寺本與誠庵本
《秘藏詮》的版本關係究竟為何？《秘藏詮》經卷是否具有更具體的圖文關係？
433對於北宋與後代復古畫風的可能影響為何？  
  最後，作為一套攜帶方便、大量印刷、鐫刻精良的佛經經卷，並有《開寶藏》
的「光環」加持， 《秘藏詮》經卷很可能廣泛流傳至亞洲各國，再加上高麗《初
雕經》的翻刻， 《秘藏詮》經卷勢必產生更大影響。光就繪畫發展來說，對於藏
有《秘藏詮》版畫的韓國與日本就可能產生不小衝擊。小林宏光等人雖嘗試推測
日本寫經可能學習《秘藏詮》中的裝飾母題，繪畫作品亦可能參考《秘藏詮》斜
向式的構圖手法，
434但還是僅限於《秘藏詮》單向對東瀛畫壇的畫風影響。若能
                                                 
432 James  Cahill,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u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433  關於《秘藏詮》可能的圖文關係，請詳見〈附錄：以圖像之教、顯秘密之理─哈佛本《秘藏
詮》圖文關係考〉 。 
434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頁 38-59。   182
綜合考量《秘藏詮》對中、日、韓三國可能的影響，比較各國面對《秘藏詮》版
畫產生的反應，並進一步體現不同地區其審美與繪畫發展的不同傾向；反之，三
國之間若有任何發展共性可尋，亦能回過頭來藉由《秘藏詮》探討東亞畫史的發
展趨勢與各國藝術文化發展上的自我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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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以圖像之教、顯秘密之理─哈佛本《秘藏詮》的圖文關係
435 
 
《秘藏詮》經卷不論是圖像上或文本上都反映對佛法至理的追尋，因此，由
寬泛的層面來看，每一件作品都可與嘗試詮解佛理的詩文相合，亦即 「求法問道」
的圖像可能等同於文本論述上對佛法的「詮解」 。但是， 《秘藏詮》圖文之間難道
沒有更明確、更緊密的關係存在嗎？相較於《秘藏詮》序文所寫「用文字之教，
顯秘密之理」的訴求，圖像是否也有類同目的─以圖像之教，顯秘密之理呢？若
說《秘藏詮》眾多圖像對解釋太宗詩文見解沒有甚麼貢獻的話，那又何必大費周
章鐫刻眾多版畫編入《秘藏詮》之中？對此，江上綏、小林宏光以為「南禪寺本」
《秘藏詮》圖文之間並沒有直接具體的關聯。
436然而，若考慮到南禪寺本與哈佛
本版畫安插順序上的不同，南禪寺本所不具備的圖文關係，是否可見於時代較
早，安排次序也不同的哈佛本中？ 
以下探討時代較早的哈佛本的四件版畫及其後方的詩文，期望對《秘藏詮》
圖文關係有全新的發現。由於《秘藏詮》經卷採用「一張圖版後搭配 10 首詩文」
的形制，因此，必須一併考量圖像與後面 10 首詩的意境。但限於篇幅考量，下
文將偏重圖像與後方相接的第一首詩文之間的對應關係。 
哈佛本第二圖 
首先，以圖文關係較清楚的哈佛本第二圖為例【圖 1-2】 ，其後方緊接的詩文
是(以下粗體字乃太宗詩文，其餘為僧侶注釋文字)： 
 
智願過諸己，謂佛智願超諸十地，出過二乘，已證解脫。 《瑜伽論》云：如
實安利，清淨妙智，為利有情，起此願故。其如見不同，唯識論云：其如
見道，謂觀現前，苦等四諦，各有二心。一忍二智，開說有入(?)，合(?)
為一。無情與愛境，非相之境，乃達無情。至理之源，方空妙用。 《緣起經》
云：若由欲愛造諸福行。達識悟真空，謂於見到，悟彼能取，所取是無，
                                                 
435  對於《秘藏詮》詩文的解釋，筆者得李玉珉老師、臺南藝術大學的陳怡安同學諸多指點，謹
此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意，然下文論述若有任何錯誤將由筆者負起全部責任。 
436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 ，頁 22。   184
故名真空。 《唯識論》云：通達唯識，真勝義忸(?)。 
 
這段詩文述說佛的智大願超過凡間俗子許多，已達「非相」之境，其中沒有世俗
的情愛紛擾，乃真實至理之所在。 
若將詩意與圖像聯結，可見到畫家將象徵佛的高僧置於畫面正中央的三棵糾
結生長的松樹底下，有三位僧人在身旁，兩旁有高聳陡峭的岩壁，分隔高僧與畫
面左方的問道者。或許兩座巨大岩壁以垂直的線條，切割出象徵「無情與愛」的
真空之境，將左側代表世俗的問道者和房舍隔絕開來。事實上，詩文著重在佛境
界之超然世外，並未提及世俗的人事物。那麼畫面左方出現戴著幞頭的官員，是
否可解釋成畫家本身的創意？畢竟要有世俗人物的對比，才能突顯佛所處的「無
情與愛境」的高深莫測。這樣的意境亦同於詩文第一句所說「智願過諸己」 ，佛
智願超人許多。此圖被歸為 A1 組，其特色在使用“boxes within boxes”的構圖法
─使用岩壁、松樹形成的雙重空間單元。劃分出畫面中央區域，高僧所在是特別
被強調。由此詩文來看，採用此一構圖應非偶然，以物象切割出的空間單元，象
徵了高僧所在的非相之境，或許有以圖配文的企圖。 
哈佛本第三圖 
在哈佛本第三圖【圖 1-3】中也可發現，類似哈佛本第二圖「以山形、人物
或構圖動線來象徵佛、佛法境界」的做法。其詩文為： 
 
解即袪煩惱，解即妙解，祛即移除，煩惱如明來(?)謝智起惑亡。 《唯識論》
云：由斷煩惱障證真解脫。視之似若空，理本無形，覽之若空，性非好醜，
視之不見。 《唯識論》云：起如實智，印二取空，由帶相故。有情俱是妄，
謂沫轉五趣，執法執人，不求菩提，妄生分別。 《金剛經》云：有情具是妄，
無情乃名真。妙用智西東，謂佛後得智，生大悲心，興起妙用，化利有情。
《法華經》云： 『東西馳走， 云東喻善趣，西喻惡趣，勝劣殊故。 
 
大意闡述佛法境界過人，所謂理本無形、視之若空。若能進入這個沒有煩惱、妄
念、情欲的境界中，人自然能夠自由西東。   185
畫家營造出一個繁複紛雜的畫面，圖像被各種雜樹、石塊、山峰、雲氣、屋
舍，繁密的水紋充滿，使得畫面幾乎沒有任何一點空白。再加上此作的觀看距離
更較其他版畫接近觀者，整幅畫面缺乏遠景，使得觀者好像被侷限在一個拉近的
狹小空間中，而造成視覺上的擁擠與壓迫感。這些圖像可能象徵詩文所說，擁塞
人心的煩惱與雜念─有如填滿畫面的樹叢、雲朵、山石。畫面中唯一的空白就是
高僧、弟子、問道者並坐的一小塊平地。這樣並坐的場面有可能象徵佛所在處，
是個排除世間各種庸擾、無情無妄的真空之境。畫面中，高僧似乎正在跟身旁的
信徒們講述佛法，雙手合十的信徒們與徒弟正心無旁鶩的專心聆聽著(關於人物
神情的描寫與刻畫，請見本章第一節的討論)。對人物神情忠實且細緻的刻畫，
使人感受到此一空間中，彷彿有種神妙的氛圍，將眾人包圍在此一氣氛之中，或
許就是詩文所說「視之若空」的境界了吧。 
哈佛本第四圖 
哈佛本第四圖【圖 1-4】的詩文： 
 
437意明中說，旨為所詮意者第六，識明即慧義有簡擇之功，敷揚妙教故
名為說。真空豈易知，人法具空即是真空，入初地門方證此法非下位能知，
即《法華經》云：不能知佛智。根塵俱不動，根即六根，塵即六塵，若悟
無相，根境具無。 《楞嚴經》云：入流忘所，所入既寂，動寂二相，了不可
得。境界入須彌，境為外境，山河大地，界即六界，地水火風。空識唯識，
所變大乘。 
 
本詩大意亦在論述佛境界，是個無相無境、人法具空的層次。詩文第三句注釋引
《楞嚴經》 ： 「入流忘所，所入既寂，動寂二相，了不可得」 。講求不為外在世界
所干擾，進入一個身心靜定的狀況。當世俗種種不能干擾思緒時，人才能進入動
靜自得的定界。若能超越塵世表象，即可達到納須彌於芥子之中的境界。 
哈佛本圖四採取鳥瞰的視點，整體呈現一寬闊的全景山水，大不同於哈佛本
第三圖被侷限在一個山林間的角落。相較於哈佛本第二圖強調高僧所在的構圖特
                                                 
437  本字筆者參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是為「旨」的異體字，見於《集韻‧上聲‧旨部》中，
http://140.111.1.40/yitia/fra/fra01774.htm.    186
性，在第四途中必須花費更多時間才能在聳立的峰林中找到高僧的形象。關鍵在
於，從高僧在整體畫面中的大小比例，以及整幅版畫所展現寬敞的空間來看，或
許象徵詩文「境界入須彌」的意境。述說即使如須彌世界般無邊無際的空間，也
可納入「芥子」─渺小但已達「根塵不動」境界的高僧中。 
哈佛本第一圖 
最後，再回頭來看哈佛本第一圖【圖 1-1】 ，其連結的詩文為： 
  
義切方求法，言前了義，方曰切求，句下尋名，誠非得法，諒唯神會，豈
是心知，法華經云：是法非分別思量之所能解。韜光迷自通，同象玄殊，
徒窺赤水，韜光息慮，迷性自通。 《金剛經頌》云：澄神生覺性，息慮滅迷
情。不論 與悟，妄生智立，黃業止啼，禍(?)起藥興，空抱窮喻，迷既不
有，悟亦何存。 《楞嚴經》云：言妄顯諸真，妄真同二妄。雨施潤溟濛，大
施門開，無論得失，真宗玄契，法雨溟濛。 《法華經》云：雨大法雨。 
 
第一句「義切方求法」的注釋： 「言前了義，方曰切求，句下尋名，誠非得法，
諒唯神會，豈是心知，法華經云： 『是法非分別思量之所能解』 。」此段文字意指
佛法高深，佛的境界，超情離見，並非一般言思所能形容。第二句的「韜光迷自
通」 ，筆者的理解是，排除釐清世事的玄殊紛雜，人自然能回歸天生本性，對世
事不再有迷惑眷戀。第三句「不論兼與悟」 ，注釋引用《楞嚴經》經文說道： 「言
妄顯諸真，妄真同二妄」 ，虛幻與真實必須相映對照才能顯現彼此，但若對世事
不再有迷惘執著，那麼也沒有什麼所謂的頓悟可言。最後一句「雨施潤溟濛」佛
法慈悲，無論世人行為上之得失對錯，普渡眾生之意不變。正如降下法雨，是加
諸於所有信徒身上的。 
這首詩整體應強調法/悟與迷/妄之間看似相對，但實屬同境的曖昧關係。所
謂「迷既不有，悟亦何存」應是指一旦進入不為妄想所牽絆的定界，自然沒有甚
麼頓悟可言，此乃佛降慈悲法雨的真實之境。哈佛本第一圖，若按對角線劃分，
整體構圖可約略分為左側上半的山岳，和右下半的水域。兩者約各佔畫面的一
半，大致以對角線為界限，具有某種對應關係。這麼來看，畫家可能以山水各半  187
的佈局，象徵了真/悟─妄/迷看似對立，但實為一境的關係。 
 
另一方面，哈佛本四件圖像 「以構圖、山石佈排象徵詩文義理」 的圖文關係，
在其所對應的南禪寺本的 8-5、10-4、9-4、5-3 等四張圖中比較不清楚的。哈佛
本第二圖對應的南禪寺 10-4 詩文為「達意忘虛幻，玄機有先後；一言如道合，
超證自依緣。」詩文旨在說佛法修行的境界，必須達到「通達心識、悟解真空」
才能不生虛幻，而修行又分不同的階段─「悟有先後」 ，最後達到超越生死的境
界。詩文與畫面使用“boxes within boxes”的構圖比較沒有關聯。 
另外 ， 再拿哈佛本第四圖所對應的南禪寺 5-3 的詩文對照 ， 5-3 的詩文是 ： 「和
合歸真理，源流性自純；菩提清淨境，經劫不生塵。」這段詩文旨在述說人性本
靜與世界相合，若隨著本性則可虛妄不生，即「本來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
界。從其文本看不出與第四圖那種全景式構圖的相關之處；反之，哈佛本 13 卷
第 41 首的詩文，呼應了利用高山深谷的寬闊來象徵「須彌世界」的概念。 
 
通過以上討論可知，哈佛本圖文之間可能有比寬泛的「入山求法」概念更為
緊密的關聯存在，即 「使用構圖與山體造型來象徵佛(佛法)之境界」 的對應關係。
並且，由於《秘藏詮》文字旨在闡述抽象的佛法境界，圖像應有輔助解說文本義
理的功能，使詩文的意境得以更清楚的呈現。如此，似乎就能解釋《秘藏詮》圖
像為何如此重視山水場景的描繪，以及採取人物行走於山林之間，最後尋找到高
僧的構圖設計。由於南禪寺本的安排不同於哈佛本，加以南禪寺本缺乏圖文關係
可知，南禪寺本可能因不知明原因，在翻刻時改變了原有得圖文順序，而哈佛本
可能更接近原初的圖文配置─一種有意義的搭配關係。 
然而，以上論述乃基於筆者對太宗詩文的個人詮釋，很多部分是將文字做直
接的「翻譯」 ，無法顧及字辭背後的來源與使用脈絡，因此論述還停留在比較直
觀淺薄的層面。另外也必須承認，在很多圖文對應的解釋上，哈佛本圖文關係都
是相當「幽微」的，因此在發現更多直接且明確的證據以前，上論述僅屬個人猜
測性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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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資料 
1.  Richard C. Rudolph East Asian Library 
http://www.international.ucla.edu/article.asp?parentid=3646(檢索日期：
2007/11/15) 
2.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 《帝鑑圖說》作品資料
http://clio.cul.columbia.edu/cgi-bin/Pwebrecon.cgi?v1=1&ti=1,1&SC=CallNumb
er&SA=DS734%2EC432%201606&PID=3Kc5AYnM8S-totCnH_ska1vncO1q&
SEQ=20080907220309&SID=1(檢索日期：2008/7/28) 
3.  哈佛大學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網站  《御製秘藏詮》版畫資料
http://www.artmuseums.harvard.edu/collection/search.dot?page=1 (檢索日期：
2009/6/18) 
4.  教育部異體字線上字典 http://140.111.1.40/main.htm  
5.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網站：
http://proj3.sinica.edu.tw/~eaart/article_details.php?ArticleID=36(檢索日期
2009/6/15)  221
 
【表 1-1：哈佛本經紙版片與尺寸一覽表】 ： 
卷軸  張數  頁碼  高度 x  長度(公分)  備註 
1   ??  圖 13-1 
2 1  ??   遺失 
3  2  30 x 40.4    部分殘破 
4  3  30 x 42.8   
5    29.9 x 53.1  圖 13-2(現存第一圖) 
6  4  29.9 x 52.3   
卷軸一 
7  5  30 x 51.9   
8  6  31.1 x 37.4   
9    31.3 x 52.4  圖 13-3(現存第二圖) 
10  7  31.3 x 52   
11  8  31.2 x 51.2   
12  9  31.2 x 36.5   
13    31.2 x 53  圖 13-4(現存第三圖) 
卷軸二 
14  10  31.2 x 51.2   
15  11  29.9 x 50.5   
16  12  29.9 x 36.3   
17    29.9 x 53  圖 13-5(現存第四圖) 
18  13  29.8 x 51.7   
19  14  29.8 x 52   
卷軸三 
20  15  29.8 x 47.5  卷尾牌記 
 
【表 1-2：哈佛本《秘藏詮》版片標識表】 
編號  卷軸  卷名、卷數、幅數與千字文號  備註 
1  13-1 圖 
2  遺失 
 
3  卷首殘破   
4    
5   13-2 現存第一圖 
6  秘第十三‧四   
7 
卷軸一 
祕第十三‧五   
8  祕第十三‧六      
9   13-3 現存第二圖 
10 
卷軸二 
秘第十三‧七  弓□(?)   
附表   222
11  祕第十三‧八   
12  祕第十三  九   
13   13-4 現存第三圖 
14  祕第十三‧十   
15  秘第十三‧十一  英   
16  祕第十三‧十二   
17   13-5 現存第四圖 
18  秘第十三‧十三  史志(?)   
19  祕第十三‧十四  楊蘊   
20 
卷軸三 
秘第十三‧十五   
 
【表 1-3：哈佛本《秘藏詮》與《開寶藏》經卷版式資料表】
 
編號  經名 
千字
文號 
每版 
行數、 
字數 
刊記 
卷尾 
牌記 
蒐藏 
單位 
附圖 
文獻 
出處 
1 
妙法蓮華
經第七 
不明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四年
(971)，周安
熙寧辛亥
(1071) 
大觀二年
(1108) 
高平縣博
物館 
【圖 1-9】 
圖見 A，
頁 63。 
2 
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
卷第五百
八十一 
李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五年
(972) 
 
中國佛教
圖書文物
館(北京
法源寺) 
【圖 1-10】 
收藏單位
見 B，頁
182。 
3 
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
卷第二百
六 
秋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五年
(972)，陸永
元符三年
(1100) 
山西省博
物館 
【圖 1-11】 
圖見 E，
頁 49。 
4 
大雲經請
雨品第六
十四 
大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六年
(973)，隨菩
 
高平縣博
物館 
【圖 1-12】 
圖見 A，
頁 65。 
                                                 
  本表主要參考趙冬生、陳文秀， 〈山西高平縣發現的兩卷《開寶藏》及有關《開寶藏》的雕印
情況〉 ， 《文物》1995 年 4 期，頁 66。其他引用文獻如以下： 
A.  趙冬生、陳文秀， 〈山西高平縣發現的兩卷《開寶藏》及有關《開寶藏》的雕印情況〉 ；B.  李
富華， 〈 《開寶藏》研究〉 ；C.  林慮山， 〈北宋開寶藏《大般若經》初印本的發現〉 ；D.  北京圖書
館編， 《中國版刻圖錄》 ；E.  胡振祺， 〈山西發現的三卷 “ 開寶藏”〉 ；F.  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
立博物館、朝日新聞社編， 《龜山法皇七〇〇年御忌記念：南禪寺》；G.  江上綏、小林宏光， 《南
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畫》；H.  柳富鉉， 〈國家圖書館所藏《開寶藏》雜阿含經卷三十、卷
三十九研究〉 ；I. Max Loehr, Chinese Landscape Woodcuts；J.  葉公綽， 〈歷代藏經考略〉 ；K.  李富
華、何梅， 《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 。L：Monique Cohen, Nathalie Monnet, Impressions de Chine；
M：藤枝晃， 《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硏究：高昌残影釈録》 ；N:  竺沙雅章， 〈漢文大藏經の歷史〉 。    223
5 
佛說阿惟
越致遮經
卷上 
草 
23 行 
行 14 
或 15 字 
開寶六年
(973)，陸永
熙寧辛亥
(1071) 
大觀二年
(1108) 
北京圖書
館 
【圖 1-13】 
圖見 D，
頁 43。 
6  中論第二  寶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陳宣
大觀二年
(1108) 
上海圖書
館 
【圖 1-14】  圖見 J。 
7 
雜阿含經
卷第三十 
之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 
 
北京圖書
館 
 
資料見
H ，秩號見
M。 
8 
雜阿含經
卷第三十
九 
盛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 
  北京圖書
館 
  資料見
H ，秩號見
M。 
9 
佛本行集
經卷十九  令 
23 行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孫清
熙寧辛亥
(1071) 
日本南禪
寺  【圖 1-15】 F ，圖 68。
10 
佛本行集
經卷十九 
令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孫清
熙寧辛亥
(1071) 
廣西省博
物館 
【圖 1-16】  Ｋ，頁 1。
11 
大方等大
集經卷第
四十三 
有  不明       不明 
大觀二年
(1108) 
上海圖書
館    
12 
十誦尼律
卷第四十
六 
存  行 14 字 
開寶七年
(974)，陸永
大觀二年
(1108) 
日本書道
博物館  【圖-17】 
圖見 G，
頁 11。 
13 
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第一 
  不明 
開寶九年
(976) 
太平興國
八年(983)
日本大德
寺    C，頁 36。
14 
龍樹菩薩
勸戒王頌
一卷 
新/彩  不明  不明 
  下落不
明，可能
在日本 
 
C，頁 36；
B，頁
182；A，
頁 65。 
15 
御製秘藏
詮   
22 行 
行 14 字 
  大觀二年
(1108) 
邵明印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圖 1-18】 
G，頁 6、
11；I，頁
30。 
阿難七夢
經 
不明  不明 
開寶七年
(974) 
不明 
法國國家
圖書館 
【圖 1-19】 
圖見 L，
頁 65。 
殘葉 
蘇悉地供
養法 
不明  行 14 字  不明  不明 
出口常順
氏舊藏 
【圖 1-20】 
圖見 M，
頁 239。 
   224
 
【表 1-4：南禪寺本卷二圖像頁尾版片表】 
南禪寺本
2-1 頁尾 
南禪寺本
2-2 頁尾 
南禪寺本
2-3 頁尾 
南禪寺本
2-4 頁尾 
南禪寺本
2-5 頁尾 
       
 
【表 1-5：哈佛本圖像版版片表】 
哈佛本第
一圖頁首 
哈佛本第
二圖頁首
哈佛本第
三圖頁首 
哈佛本第 
四圖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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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哈佛本《秘藏詮》與《開寶藏》經卷版片比較表】 
哈佛本 《秘藏
詮》 第一圖頁
尾 
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第五
百八十一 
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第二
百六 
佛說阿惟越
致遮經 
佛本行集經  大雲經請雨品
           
 
【表 1-7：北宋、高麗二國官方大藏經交流紀錄表】 ： 
編
號 
使者  文獻紀錄  附註  參考文獻 
1  僧如可  《文獻通考》 卷三二五： 「端拱二年(989)
來貢，復遣僧如可來覲，請釋氏大藏
經，詔給之。」 
韓美鏡認為，此時傳入高麗的大
藏經版本並非蜀板；但李富華等
人持相反意見，認為應是蜀板。 
韓 p68-69 
李 p118-119
2  韓彥恭  《宋史》卷四八七： 「淳化二年(991)，
遣使韓彥恭來貢，彥恭表述治(成宗之
諱)意，求印佛經，詔以藏經並御製秘藏
詮、逍遙詠、蓮華心輪賜之。」 
在 《高麗史》 卷三世家、 《高麗史》
卷九十三列傳中也有相合的記
載。 
韓 p69-70 
3  崔元信  根據《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九四，崔元
信於顯宗十年(1019)來宋： 「乞佛經一
藏，詔賜之。」 
在《高麗史》顯宗十年八月，及
十一年五月條有崔元信、李守和
渡宋的記錄。 
韓 p70 
4  ？  高麗蔡忠順撰《玄化寺碑陰記》(1022)
中記載： 「(顯宗十年)令差使，將紙墨價
資去，入中華奏告事由，欲求大藏經。
特蒙許，送金文一藏，卻不收納所將去
資物色…。」 
根據池內宏研究，顯宗為貞獻王
后建了玄化寺，並向宋朝求請金
字大藏經一部，應與《開寶藏》
無關。 
池 p314-315  226
5  韓祚  《高麗史》卷四世家，顯宗任茂十三年
(1022)五月條： 「韓祚還自宋，帝賜聖惠
方、陰陽二宅書、乾興曆、釋典一藏。」
池內宏質疑此記載。因為高麗已
於 1019 時向宋朝求得藏經一
部。未隔兩年，又求請藏經，似
不合理。並根據《續資治通鑑長
篇》卷 97，載韓祚入宋受賜陰陽
地理書聖會方，但並有受賜經典
的記載。 
韓 p70 
池 p315-316
6  義天  《高麗史》 卷九，文宗三十七年(1083)，
三月條： 「遣太子迎宋朝大藏經，宋賜
佛經一藏。」 
  韓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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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作品時代  經卷/版畫名稱 
尺寸 
(高 x 長) 
版畫形式  藏地  備註 
1  唐咸通九年(86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4.8 x 28.6  大英博物館 
2  天祐三年(906)  金剛經/四金剛神王  12.0 x 6.3 
經卷扉畫 
3  開運四年(947)  大聖毗沙門天王  39.4 x 25.5 
4  開運四年(947)  救苦觀世音菩薩  32.3 x 23.2 
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
館 
5  太平興國五年(980)  大隨求陀羅尼經  43.4 x 32.6  大英博物館 
6  文殊菩薩騎獅像  31.9 x 19.5 
7 
甲申年(984) 
阿彌陀如來像  30.2 x 19.0 
8  聖觀自在菩薩像  40.0 x 17.1 
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
館分藏 
9  地藏菩薩像  42.7 x 29.6  巴黎國立圖書館 
10  普賢菩薩騎獅像  25.1 x 13.5  大英博物館 
11 
敦煌曹元忠時期
(947-980) 
觀世音千転陀羅尼曼荼
羅圖 
14.0 x 17.6  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
館分藏 
12  無量壽佛諸陀羅尼輪圖 13.7 x 16.9  大英博物館 
13 
十世紀後半  觀世音菩薩像  30.2 x 9.6 
14  不明  淨土變相圖  12.8 x 10.5 
一枚刷版畫
大英博物館與巴黎國立圖書
館分藏 
敦煌藏經洞
發現版畫 
15  乙亥年(975) 
 
寶篋印陀羅尼經 
紙 7.2 x 209   
經卷扉畫 
Arthur M. Sackler Museum，町
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浙江
博物館等美術館。 
雷峰塔出土
吳越國版畫 
【表 2-1：北宋中葉以前存世版畫一覽表】   228
 
編號  作品時代  經卷/版畫名稱 
尺寸 
(高 x 長) 
版畫形式  藏地  出處 
16  甲申(984)  彌勒菩薩像  54.4 x 28.4 
17 ??  靈山變相  78.0 x 42.1 
18 ??  普賢菩薩像  56.9 x 30 
19 ??  文殊菩薩  57.4 x 27.7 
一枚刷版畫 
20  雍熙二年(98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5.7  x 卷長 81.9
日本清涼寺 
清涼寺釋迦如來立像
胎內物 
21  端拱元年(988)  金光明經第二變相 ( 經紙)34 x 50 
經卷扉畫 
不明  《文物》1984 年 12 期
22  咸平四年(1001)  大隨求陀羅尼經  44.5 x 36.1  《文物》1979 年 11 期
20  景德二年(1005)  梵文  陀羅尼經咒  25 x 21.1 
一枚刷版畫  蘇州市博物館
《文物》1979 年 11 期
21 983-1011  妙法蓮華經第三 
22 1025  妙法蓮華經第四 
23  1044 前  妙法蓮華經第八 
不明待查  經卷扉畫 
24  約 11 世紀  南無釋迦牟尼佛  65.8 x 62  一枚刷版畫 
25  約 11 世紀  藥師琉璃光佛說法  77 x 36.5  經卷扉畫 
    不明 
應縣木塔遼代版畫， 
《文物》1982 年 6 期
26  嘉祐五年(1060)  妙法蓮華經第四 
27  嘉祐八年(1063)  妙法蓮華經第七 
28  熙寧元年(1068)  妙法蓮華經第一 
29  熙寧二年(1069)  妙法蓮華經第三 
不明待查  經卷扉畫  山東省博物館
山東莘縣出土版畫， 
《文物》1982 年 12 期  229
 
【表 2-2： 《秘藏詮》畫風分組與人物動線一覽表】 
 
畫
風 
組
別 
編
號 
山石 
造型 
人物行進動線 
6-1 
6-5 
10-
2 
 
 
 
 
 
 
 
 
 
 
 
華
北 
山 
水 
 
 
 
 
 
 
 
 
 
 
 
 
 
 
 
 
 
A1 
10-
4 
用方折
線條來
表現巨
大的岩
塊，整
體近四
方形。   230
1-5 
3-4 
 
4-2 
 
 
 
A2 
 
 
 
 
 
 
 
 
 
 
 
 
 
 
5-4 
使用了
硬折
的、 「L」
形的線
條表現
山體的
分面。 
 
 
 
 
 
 
 
 
 
 
 
 
 
 
 
華
北
山
水 
 
 
 
 
 
 
 
 
 
 
 
 
 
 
 
 
 
 
 
 
 
 
 
 
 
 
 
 
4-5 
中央主
山由右
下朝左
上運
動，並
將高僧
置於涼
亭內。   231
7-3 
 
6-2 
9-3 
構圖上
左半為
茂密叢
林與高
聳山
體，右
半則搭
配開展
平遠的
水域。 
9-5 
 
 
 
 
 
 
 
 
 
 
 
 
 
 
華
北
山
水 
 
 
 
 
 
 
 
 
 
 
 
 
 
 
 
 
 
 
 
 
 
 
 
 
 
 
 
 
 
A3 
 
 
 
 
 
 
 
 
 
10-
1 
山體堅
硬線條
多轉
折。山
體斜向
發展。 
   232
1-1 
4-3 
A4 
4-4 
岩石結
組方
硬，塊
面分割
繁密。 
 
6-3 
 
 
 
 
 
 
 
 
 
 
 
 
 
 
華
北
山
水 
 
 
 
 
 
 
 
 
 
 
 
 
 
 
 
 
 
 
 
 
 
A5 
8-1 
山形呈
半橢圓
形，上
有大量
的苔點
分布，
山頂正
上方長
有樹
叢。   233
4-1 
7-1 
 
A6 
8-3 
山石多
呈「工」
字形的
解理。 
 
2-1 
 
 
 
 
 
 
 
 
 
 
 
 
 
 
華
北
山
水 
 
 
 
 
 
 
 
 
 
 
 
 
 
 
 
 
 
 
 
 
 
 
 
 
 
 
B 
 
 
 
 
 
2-3 
由左下
往右上
傾斜的
巨大岩
塊被當
成單元
模組重
複使   234
3-5 
10-
3 
 
3-3 
 
5-2 
 
 
 
 
 
 
 
 
 
 
 
 
 
華
北
山
水 
 
 
 
 
 
 
 
 
 
 
 
 
 
 
 
 
 
 
 
 
 
 
 
 
 
 
 
C 
 
 
 
 
 
5-3 
三角椎
狀的山
體，結
組與分
面多用
「L」型
線條。   235
2-4 
D 
9-4 
山石造
型多轉
折，有
多塊岩
石組成
的山中
平台。 
 
1-3 
2-5 
 
 
 
 
 
 
 
 
 
 
華
北
山
水 
 
 
 
 
 
 
 
 
 
 
 
 
 
 
 
 
 
 
 
 
 
 
 
 
 E 
 
 
 
 
8-2 
部分山
體尖
聳、有
許多凹
洞、塊
面分割
繁多，
並有許
多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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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1 
 
 
 
 
F 
 
 
3-2 
山峰呈
細長條
狀，山
頂尖細
多轉
折，造
型像把
利刃。
山體多
片狀的
解理。 
1-6  江南畫風 
7-2 
 
 
多為造
型平緩
土丘，
即使有
高起的
山峰，
也多被
樹叢或
雲氣所
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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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8-4 
 
7-4 
南北兼容 
(燕文貴
畫風?) 
8-5 
兼具南
方山水
土石鬆
軟、線
條綿長
(畫面右
半)，以
及北方
山水山
體宏偉
硬實、
線描方
折的特
性。 
其
他 
空
間
結
構
特
別
進
步 
5-5 
遠山造
型做概
念式的
層層堆
疊，缺
乏變
化。但
空間結  238
9-1 
構相當
成熟，
透過流
水貫穿
前中後
三景。 
1-2 
 
 
1-4 
 
 
5-1 
 
其他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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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本表以三角形代表高僧所在，以圓圈代表求法問道人物，並以箭頭與黑線標示可能
的行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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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秘藏詮》圖像分組比較表】 
小林宏光、江上綏分組 
組別 
筆者的圖像分組 
(同一種風格為一組) 
同一位畫家  同一位畫家或是相近風格
A1  6-1、6-5、10-2、10-4 6-1、10-2、10-4(?)  
A2  1-5、3-4、4-2、5-4    1-5、4-2、5-4 
A3  4-5、6-2、7-3、9-3、9-5、10-1   
A4  1-1、4-3、4-4    
A5  6-3、8-1    6-3、8-1 
A6  4-1、7-1、8-3    4-1、7-1、8-3 
B  2-1、2-3、3-5、10-3 2-1、2-3   
C  3-3、5-2、5-3    3-3、5-2、5-3 
D  2-4、9-4    
E  1-3、2-5、8-2 1-3、2-5、8-2(?)  
華
北
畫
風 
F  2-2、3-1、3-2 2-2、3-1、3-2(?)  
江南畫風  1-6、7-2、7-5、8-4 1-6、7-5   
南北兼融  7-4、8-5 7-4、8-5   
其他 5-5、9-1    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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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兩宋寺院藏《大藏經》一覽表】 ： 
編號  帝王  藏經時間  藏經地點 購置方式 參考文獻 
北宋 
1  太宗年間(976-996)  台州  賞賜  《嘉定赤城志》卷 27 
2 
太宗 
淳化中(990-994)  婺州開元寺 刊印  宋揚億《武夷新集》卷 6 
3  景德中(1004-1007)  吳郡  進京刊印  《吳郡圖經讀記》卷中 
4 
真宗 
祥符二年(1009)  廬山  刊印、賞賜 《廬山記》1035 頁 
5  慶曆中(1041-1048)  山西介休縣   《全宋文》卷 658 
6  皇祐四年(1052)  四川石照縣 購買  《全宋文》卷 989 
7  至和元年(1054)  秀州    《都官集》卷 8 
8  至和二年(1055)  湖州德清縣 購買  《全宋文》卷 1454 
9  至和三年(1056) 
無為軍(安
徽) 
抄寫 
《鐔津文集》卷 12 
10  嘉祐中(1056-1063)  雲間  賞賜  《雲間志》卷中 
11 
仁宗 
嘉祐年間(1056-1063)  秀州華亭縣 抄寫  《都官集》卷 8 
12  治平二年(1065)  浙江義烏  抄寫  《宋忠簡集》卷 3 
13 
英宗 
治平四年(1067)  松江青龍鎮 購買  《至元嘉禾志》卷 19 
14 
英宗 
、神 
宗朝 
治平至熙寧年 
間(1064-1077) 
義陽    《西台集》卷 6 
15  熙寧年間(1068-1077)  吉州    《山谷集》卷 18 
16  元豐元年(1078)  安州(河北)   《淳熙三山志》卷 33 
17 
神宗 
元豐中(1078-1085)  慈溪縣  抄寫  《全宋文》卷 2108 
18  元祐年間(1086-1093)  零陵郡永州   《道香集》卷 26 
19  元祐年間(1086-1093)  毗陵    《道香集》卷 26 
20  元祐六年(1091)  江州    《山谷集》卷 18 
21 
哲宗 
元祐年間(1086-1093)  江西洪州    《山谷集》卷 18 
22  崇寧二年(1103)  常熟梅里鎮 刊印  《琴川志》卷 13 
23  政和元年(1111)  成都    《全宋文》卷 2238 
24  政和年間(1111-1117)  江寧府    《姑溪居士前集》卷 36 
25  政和年間(1111-1117)  崇德縣    《至元嘉禾志》卷 26 
26 
徽宗 
宣和年間(1119-1125)  湖州歸安縣 刊印  《嘉泰吳興志》 
南宋 
27  建炎四年(1130)  汀洲    《梁溪集》卷 133 
28  紹興年間(1131-1162)  吉州    《盧溪集》卷 34 
29 
高宗 
紹興十四年(1144)  處州  刊印  《紫徽集》卷 33 
30  孝宗  淳熙三年(1176)  睦州    《鐔津文集》卷 12   242
31  淳熙年間(1174-1189)  安福縣  購買  《誠齋集》卷 73 
32  淳熙年間(1174-1189)  撫州    《渭南文集》卷 18 
33  理宗  嘉熙時(1237-1240)  江東  刊印  《北礀集》卷 4 
【表 5-2：大觀二年施經牌記字體比對表】 
  《秘藏詮》  《十頌尼律》  《中論》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
觀 
  
 
 
願 
  
 
 
窮 
  
 
 
及 
  
   
次 
  
   
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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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北宋賞賜各國大藏經紀錄表】 
編號  時間  賞賜對象  賞賜內容  文獻出處 
1 
雍熙二年(985)  日僧奝然  大藏經卷五千四十八卷、新
譯經典四十一卷、蓮華心輪
迴文偈頌 
奝然《入宋求法巡禮
行並瑞像造立記》 
2 
端拱二年(989)  高麗僧如可  復遣僧如可來覲，請釋氏大
藏經，詔給之。 
《文獻通考》卷 325
3 
淳化二年(991)  高麗使臣韓彥
恭 
彥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經，
詔以藏經並御製秘藏詮、逍
遙詠、蓮華心輪賜之。 
《高麗史》卷 3，世
家 
4  至道元年(995)  沙洲曹延祿  請以聖朝新譯諸經降賜本  《宋會要》蕃夷 5-2
5  景德二年(1005)  賜黎桓印本藏經。  《宋會要》 蕃夷 4-26
6  祥符二年(1009) 
春明昶自宋還，得大藏經文。 《大越史記全書》 ，
第 3 冊 
7  祥符三年(1010) 
十二月又表乞大藏經及御札
八禮法書，從之。 
《宋會要》 蕃夷 4-29
8  祥符七年(1014)  乞賜九經及佛經一藏，從之。 《宋會要》 蕃夷 4-28
9  天禧二年(1018) 
交趾國(安南) 
夏六月遣員外郎阮道清范鶴
如宋乞三藏經。 
《大越史記全書》 ，
卷 2 
10 
高麗顯宗十年
(1019) 
高麗使臣崔元
信 
乞佛經一藏，詔賜之。  《高麗史》顯宗十年
八月，及十一年五月
條 
11 
天禧三年(1019)  東女真國  天禧三年十一月東女真國入
貢。乞賜大藏經。詔給與之。
《佛祖統紀》 ，卷 44
12 
天禧五年(1021)  龜茲  延福等人詐為外使，乞賜藏
經。 
《宋會要》 蕃夷 4-15
13 
高麗顯宗十三年
(1022) 
高麗使臣韓祚 韓祚還自宋，帝賜聖惠方、
陰陽二宅書、乾興曆、釋典
一藏。 
《高麗史》 ，卷 4，世
家 
14  景祐元年(1034)  沙洲國王  以馬 50 匹交換大藏經  《宋史》 ，卷 10 
15  景祐元年(1034)  龜茲    《文獻通考》 ，卷 336
16 
景祐元年(1034)  交趾國  秋八月遣員外郎何授杜寬，
以馴象二遣於宋。宋以大藏
經謝之。 
《大越史記全書》 ，
卷 2 
17 
嘉祐三年(1059)  西夏國  西夏國奏，國內新建伽藍，
乞賜大藏經典。詔許之。(以
《佛祖統紀》 ，卷 45  244
馬 70 匹做交換) 
18 
熙寧六年(1073)  日僧成尋  宋朝新譯經典 413 卷  《參天台五臺山
記》 ，熙寧六年三月
二十四日 
19 
高麗文宗三十七
年(1083) 
高麗太子義天 遣太子迎宋朝大藏經，宋賜
佛經一藏。 
《高麗史》卷 9，文
宗 37 年 
 
 
【表 5-4：北宋賞賜高麗書籍經典紀錄表】 
編號  時間  賞賜對象  賞賜內容  文獻出處 
1 
端拱二年(989)  僧如可  復遣僧如可來覲，請釋氏大藏經，
詔給之。 
《文獻通考》卷   
325 
2 
淳化二年(991)  使臣韓彥恭  彥恭表述治意，求印佛經，詔以藏
經並御製秘藏詮、逍遙詠、蓮華心
輪賜之。 
《高麗史》卷 3，
世家 
3 
淳化四年(993)    又上書言：願賜板本《九經》書，
用敦儒教。許之。 
 
4 
大中祥符八年
(1015) 
使臣郭元  賜詢(顯宗國王)《詔書》七函，袭
衣、金帶、器币、鞍馬及經史、歷
日、 《聖惠方》等。元又請錄《國朝
燈錄記》及所賜御詩以歸，允之。
 
5 
天禧三年(1019)  使臣崔元信  乞佛經一藏，詔賜之。  《高麗史》顯宗十
年八月，及十一年
五月條 
6 
天禧六年(1022)  使臣韓祚  韓祚還自宋，帝賜聖惠方、陰陽二
宅書、乾興曆、釋典一藏。 
《高麗史》 ，卷 4，
世家 
7 
高麗文宗三十
七年(1083) 
高麗太子義
天 
遣太子迎宋朝大藏經，宋賜佛經一
藏。 
《高麗史》卷 9，
文宗 37 年 
8 
元豐八年(1085)  金上琦  請市刑法之書、 《太平御覽》 、 《開寶
通禮》 、 《文苑英華》 ，詔惟賜《文苑
英華》一書，以名馬、錦綺、金帛
報其禮。 
 
9  元祐七年(1092)  黃宗愨  來獻《黃帝鍼經》 ，請市書甚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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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宋元藏經關係表】 
  第二類藏經  第一類藏經  第三類藏經 
唐 
五代 
北
宋 
南
宋 
元 
明
初 
高
麗 
 
 
 
 
 
唐以前藏經傳統 
  
 
       
      ( 直接傳承) 
 
 
 
 
契丹藏(1038-1068) 
 
 
 
 
 
 
 
 
益州藏經傳統 
 
 
(間接影響) 
 
 
開寶藏(971-983) 
               ( 覆刻)  
         
 
  
 
      ( 覆刻) 
 
     
    金藏(1139-1172) 
 
 
 
 
 
 
 
 
 
 
 
 
 
         
        ( 刺激產生)
 
 
福州藏(1080-) 
 
   崇寧藏、毗盧藏  
   (1112-1151) 
 
 
再雕高麗藏(1236-1251) 
初雕高麗藏(1020-1087) 
(雙重影響) 
(競爭關係) 
磧砂藏(1216-) 
思溪藏(1132-) 
普寧藏
(1277-1290)   246
圖版目錄 
第一章圖檔： 
圖 1-1：10 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一圖。引自江上綏、小林 
   宏光， 《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2：10 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二圖。引自《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10 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三圖。引自《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10 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四圖。引自《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8-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 
   版画》 。 
圖 1-6：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10-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 
   木版画》 。 
圖 1-7：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9-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 
   版画》 。 
圖 1-8：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5-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 
       版画》 。 
圖 1-9： 《妙法蓮華經》第七，開寶四年(971)。引自趙冬生、陳文秀， 〈山西高平 
       縣發現的兩卷《開寶藏》及有關《開寶藏》的雕印情況〉 。 
圖 1-1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一，開寶五年(972)。引自李富華， 
   〈 《開寶藏》研究〉 。 
圖 1-1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開寶五年(972)。引自胡振祺， 〈山 
   西發現的三卷 “ 開寶藏”〉 。 
圖 1-12： 《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開寶六年(973)。引自趙冬生、陳文秀， 〈山 
西高平縣發現的兩卷《開寶藏》及有關《開寶藏》的雕印情況〉 。 
圖 1-13：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上，開寶六年(973)。引自北京圖書館編， 《中 
   國版刻圖錄》 。 
圖 1-14： 《中論》第二，開寶七年(974)。引自葉公綽， 〈歷代藏經考略〉 。 
圖 1-15：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開寶七年(974)。引自東京國立博物館,  京都 
   國立博物館,  朝日新聞社編， 《龜山法皇七〇〇年御忌記念：南禪寺》。 
圖 1-16：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開寶七年(974)。引自李富華、何梅， 《漢文 
   佛教大藏經研究》 。 
圖 1-17：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六，開寶七年(97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    247
   の木版画》 。 
圖 1-18： 《御製秘藏詮》第十三卷尾，大觀二年(1108)牌記。引自《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19： 《阿難七夢經》殘卷，開寶七年(974)。引自 Monique Cohen, Nathalie   
   Monnet,  Impressions de Chine 
圖 1-20： 《蘇悉地供養法》殘卷。引自藤枝晃， 《トルファン出土仏典の硏究：高 
昌残影釈録》 。 
圖 1-21：南禪寺本 2-1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22：南禪寺本 7-1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23：哈佛本《秘藏詮》第六紙，局部。Courtesy of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圖 1-23：哈佛本《秘藏詮》第六紙，局部。Courtesy of 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圖 1-25：黃甫儼書， 《篆書千字文序》(965)。引自高峽編， 《西安碑林全集》 。 
圖 1-26：袁正己書， 《佛說摩利支天經》(968) 。引自高峽編， 《西安碑林全集》 。  
圖 1-27：龐仁顯書，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 (980) 。引自高峽編， 《西安碑林全集》 。
圖 1-28：僧正蒙書， 《贈夢英大師詩》(998)。引自高峽編， 《西安碑林全集》 。 
圖 1-29：哈佛本第一圖，頁尾版片。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0：南禪寺本 8-5，頁尾版片。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1：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2：南禪寺本 10-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3：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4：南禪寺本 10-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5：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6：南禪寺本 10-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7：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8：南禪寺本 10-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39：哈佛本第一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0：南禪寺本 8-5，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1：哈佛本第一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2：南禪寺本 8-5，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3：哈佛本第三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4：南禪寺本 9-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5：哈佛本第三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6：南禪寺本 9-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7：哈佛本第四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8：南禪寺本 5-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49：哈佛本第四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248
圖 1-50：南禪寺本 5-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1：哈佛本第四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2：南禪寺本 5-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3：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4：南禪寺本，10-4，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5：哈佛本第二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6：南禪寺本，9-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7：南禪寺本 6-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58：誠庵本 6-3，局部。引自李成美，〈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 
版畫高麗初期山水畫의研究〉。 
圖 1-59：南禪寺本 16-3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60：南禪寺本 16-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61：誠庵本 6-4，局部。引自〈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高麗 
初期山水畫의研究〉。 
圖 1-62：南禪寺本 6-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63：南禪寺本 6-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1-64：誠庵本 6-3，局部。引自〈高麗初雕大藏經의〈御製秘藏詮〉版畫高麗 
初期山水畫의研究〉。 
圖 1-65：南禪寺本 16-3，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第二章圖檔： 
圖 2-1a：哈佛本《秘藏詮》 ，第一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2-1b：哈佛本《秘藏詮》 ，第一圖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2-2：山水，曲陽王處直墓室壁畫部分，924。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編集 
委員會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3：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局部，約 1000。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社團法 
人日本書芸院、上海博物館編， 《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 
圖 2-4：哈佛本《秘藏詮》 ，第二圖。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5：哈佛本《秘藏詮》 ，第二圖。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6：哈佛本《秘藏詮》 ，第三圖。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7： 《金剛經》版畫，868。引自大英博物館監修、ロデリツク、ウイツイフ 
イ-ルド編集解說、上野アキ翻譯， 《西域美術：大英博物館スタイン.コ
レクション》 。 
圖 2-8： 《大聖毗沙門天王》 ，947。引自《西域美術》 。   249
圖 2-9： 《寶篋印陀羅尼經》(哈佛大學美術館藏本)，975。引自國立歷史博物館 
編輯委員會編輯， 《雷峰塔：秘寶與白蛇傳奇展》 。 
圖 2-10： 《寶篋印陀羅尼經》(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本)，975。引自町田市立 
国際版画美術館編， 《中国古代版画》 。 
圖 2-11： 《寶篋印陀羅尼經》(浙江博物館藏)，975。引自《雷峰塔：秘寶與白蛇 
傳奇展》 。          
圖 2-1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版畫，98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2-13： 《靈山變相圖》 ，約十世紀末。引自奈良国立博物館編， 《聖地寧波》 。 
圖 2-14： 《彌勒菩薩像》 ，984。引自《聖地寧波》 。 
圖 2-15： 《金光明經》版畫，988。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16： 《金光明經》與哈佛本《秘藏詮》第二圖比較。引自《南禪寺所藏『秘 
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17： 〈窮子喻〉 、 〈藥草喻〉 ，遼代《妙法蓮華經》第三，約十一世紀中。引自 
山西省文物局、中國歷史博物館編， 《應縣木塔遼代秘藏》 。 
圖 2-18： 〈化城喻品〉 ，遼代《妙法蓮華經》第四，約十一世紀中。引自《應縣木 
塔遼代秘藏》 。 
圖 2-19： 《妙法蓮華經》卷四，1060。引自山東省博物館、崔巍， 〈山東省莘縣宋 
塔出土北宋佛經〉 。 
圖 2-20： 《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 ，十世紀。引自《西域美術》 。 
圖 2-21： 《觀音經冊》畫稿，九世紀後半至十世紀初。引自《西域美術》 。 
圖 2-22：趙幹(活動於 961-975)， 《江行初雪圖》局部。引自林柏亭主編， 《大觀：  
北宋書畫特展》 。 
圖 2-23：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局部。引自《大觀：北宋書畫特展》 。 
圖 2-24：喬仲常， 《後赤壁賦圖》局部。引自《大觀：北宋書畫特展》 。 
圖 2-25：趙令穰， 《湖莊清夏》 ，1100。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 
〈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26：山石，節愍太子墓，墓道東壁，710。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四〈隋‧唐〉 。 
圖 2-27： 《雲龍圖》 ，懿德太子墓室壁畫，墓道東壁，706。引自周天游主編， 《懿 
德太子墓室壁畫》 。 
圖 2-28：佚名， 《龍池圖》密陀繪盆，約八世紀中。引自米澤嘉圃， 〈唐代におけ 
る「山水の變」 〉 ， 《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上） 》 
圖 2-29：佚名， 《蘇芳染金銀山水繪箱》 ，約八世紀中。引自正倉院事務所編集，  
《正倉院の繪畫》 。 
圖 2-30：王詵， 《煙江疊嶂圖》 ，1089。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 
〈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31：無名氏， 《佛傳圖》 ，南唐(10 世紀)。引自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250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圖 2-32：傳五代董源， 《寒林重汀圖》 ，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 
〈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33： 《山水人馬圖》 ，約八世紀。引自正倉院事務所編集， 《正倉院寶物》 。 
圖 2-34： 《金銀平文琴》 ，723。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四〈隋‧唐〉 。 
圖 2-35：無名氏， 《竹雀雙兔圖》 ，980 以前。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36：南禪寺本 《秘藏詮》 5-5 局部。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2-37： 《菩薩說法圖》 ，敦煌 276 窟南壁，隋代。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中國石 
窟：敦煌莫高窟》 ，卷二。 
圖 2-38：樹石人物，陜西燕妃墓屏風畫，後墓室，671。 
圖 2-39：山岳，懿德太子墓壁畫，墓道東壁，706。引自周天游主編， 《懿 
德太子墓室壁畫》 。 
圖 2-40：山石，章懷太子墓壁畫，墓道西壁，706。引自周天游主編， 《章懷太子 
墓室壁畫》 。 
圖 2-41： 《化城喻品》 ，莫高窟第 103 窟，南壁西側上部，約 720-730。引自敦煌 
研究院編， 《敦煌石窟全集》 ，卷 19〈山水畫卷〉 。 
圖 2-42： 《繪過去現在因果經》局部，約八世紀。引自奈良国立博物館編， 《仏教 
說話の美術》 。 
圖 2-43：敦煌莫高窟第 112 窟，北壁，中唐。引自《敦煌石窟全集》 ，卷 19〈山 
水畫卷〉 。 
圖 2-44：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中唐。引自《敦煌石窟全集》 ，卷 19〈山水畫 
卷〉 。 
圖 2-45：山水地圖，756。引自《正倉院寶物》 。 
圖 2-46：麻布山水，約八世紀。引自《正倉院の繪畫》 。 
圖 2-47： 《騎象奏樂》琵琶撥桿畫，八世紀。引自《正倉院の繪畫》 。 
圖 2-48：敦煌 103 窟，北壁，約 720-730。引自《敦煌石窟全集》 ，卷 19〈山水 
畫卷〉 。 
圖 2-49：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約八世紀。引自〈正倉院の山水畫をあぐる諸問 
題〉 ， 《米澤嘉圃美術史論集（上） 》 。 
圖 2-50： 《佛傳圖》 ，約九世紀。引自《西域美術》 。 
圖 2-51：王希孟， 《千里江山》局部，1113。引自故宮博物院藏畫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歷代繪畫：故宮博物院藏畫集》 ，卷二。 
圖 2-52：無名氏， 《仙山圖》 ，約十二世紀前半。引自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8th-14th Century 
圖 2-53：傳趙伯駒， 《江山秋色》局部，約十二世紀中。引自李慧淑、周雲錦合 
編， 《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宋畫篇二》 。   251
圖 2-54：南禪寺本《秘藏詮》 ，5-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55：傳五代董源， 《瀟湘圖》 。引自上海書畫出版社編， 《一片江南─國寶在 
線》 。 
圖 2-56：無名氏， 《山弈候約》 ，980 以前。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57：傳衛賢(五代)， 《高士圖》 。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2-58：山水屏風，陝西富平唐墓壁畫，墓室西壁，約八至九世紀。引自李星明，  
《唐代墓室壁畫研究》 。 
圖 2-59：山水，曲陽王處直墓室壁畫，墓前室北壁，924。引自河北省文物研究 
所編， 《五代王處直墓》 。 
圖 2-60： 《花鳥屏風》(共六扇)，吐魯番阿斯塔那 217 號墓。引自李星明， 
《唐代墓室壁畫研究》 。 
圖 2-61：傳黃居寀(933-993 以後)， 《山鷓棘雀圖》 。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 
員會編， 《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2-62：崔白， 《雙喜圖》 ，1061。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2-63：南禪寺本《秘藏詮》 ，7-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2-6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1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 
版画》 。 
圖 2-65 ： 《春景》 ， 慶陵墓室壁畫 ， 東南壁面 ， 約 1031 。引 自 Michael Sulliva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圖 2-66：郭熙， 《早春圖》 ，1072。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2-67：傳李嵩(1170-1255)， 《西湖圖》 ，引自《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 
第三章圖檔： 
圖 3-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0-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6-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傳阮郜(五代)， 《閬苑女仙圖》局部。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3-4：李唐， 《萬壑松風圖》局部，1124。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5a：南禪寺本 6-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5b：南禪寺本 6-5，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5c：南禪寺本 10-2，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8：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局部。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252
圖 3-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0：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10-1。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1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2：山水屏風，陝西富平唐墓壁畫，墓室西壁，約九世紀。引自《世界美術 
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3-13：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7-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5：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4-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6-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18：范寬， 《谿山行旅圖》 ，約 1000。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1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7-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1：敦煌藏經洞出土， 《靈鷲山說法圖》 ，八世紀。引自《西域美術》 。  
圖 3-22a：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3。  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3-22b：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4-1。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22c：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7-4。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23a： 《獵鴨圖》 ，琵琶桿撥畫，八世紀。引自 Wen C. Fong, Images of the Mind:   
Selections from the Edward L. Elliott Family and John B. Elliot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t the Art Museum, Princeton 
University. 
圖 3-23b： 《獵虎圖》 ，琵琶桿撥畫，八世紀。Images of the Mind 
圖 3-2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5：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6a：南禪寺本《秘藏詮》 ，2-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6b：南禪寺本《秘藏詮》 ，3-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6c：南禪寺本《秘藏詮》 ，2-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6d：南禪寺本《秘藏詮》 ，10-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7a ： 《蘇芳染金銀繪箱》 ， 八世紀 。 引自正倉院事務所編集， 《正倉院の繪畫》 。 
圖 3-27b：節愍太子墓，墓道東壁，710。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四〈隋‧唐〉 。 
圖 3-27c：王詵， 《煙江疊嶂圖》 ，1089。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3-28a：南禪寺本《秘藏詮》圖 3-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28b：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2-3。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28c：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10-3。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28d：南禪寺本《秘藏詮》圖 2-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253
圖 3-2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5-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1： 《五台山圖》 ，敦煌第 61 窟西壁局部，十世紀。引自， 《敦煌石窟全集》 ，  
卷 19〈山水畫卷〉 。 
圖 3-32：瑞禽，宋真宗(r.997-1021)  陵寢石雕。引自《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 。  
圖 3-33：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4a：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2-4。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34b：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9-4。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3-35a：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 
  版画》 。 
圖 3-35b：南禪寺本《秘藏詮》 ，9-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3-3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3。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8：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3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4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4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42：無名氏，傳唐人《明皇幸蜀圖》 ，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42a： 《明圖》局部。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42b： 《明圖》局部。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42c： 《明圖》局部。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3-43：無名氏， 《明皇幸蜀圖》 ，約十二世紀中。引自 Beyond Representation. 
圖 3-44：敦煌 320 窟北壁， 《日想觀》 ，盛唐。引自， 《敦煌石窟全集》 ， 
卷 19〈山水畫卷〉 。 
圖 3-45：喬仲常， 《後赤壁賦圖》局部，約 12 世紀初。引自《大觀：北宋書畫特. 
展》 。 
圖 3-4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6。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4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48：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 ，約 1000。引自《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 
圖 3-49：傳屈鼎， 《夏山圖》 ，約 1050。引自 Wen C. Fong, ‘Summer Mountains’: The   
Timeless Landscape. 
圖 3-50：傳燕文貴， 《溪風圖》 ，約 1100。引自 Summer Mountains 
圖 3-51：宋人， 《江帆山市》 ，約十二世紀初。引自《大觀：北宋書畫特. 
展》 。 
圖 3-52：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3-53： 《石佛沉江》 ，莫高窟第 323 窟，南壁東側上部，初唐。敦煌文物研究所 
編，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二。       254
圖 3-54：莫高窟第 172 窟， 《水觀》 ，北壁東側，盛唐(約八世紀)。引自， 《敦煌 
石窟全集》 ，卷 19〈山水畫卷〉 。 
第四章圖檔： 
圖 4-1：南禪寺本《秘藏詮》4-5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南禪寺本《秘藏詮》2-4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3：(傳)趙伯驌， 《萬松金闕圖》局部，約 12 世紀。引自《中國歷代繪畫： 
   故宮博物院藏畫集》 ，卷二。 
圖 4-4：陳汝言， 《仙山圖》局部，1371。洪文慶編， 《海外中國名畫精選》 ，卷二。  
圖 4-5：(傳)李思訓， 《海天落照圖》 。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九 
  〈明〉 。 
圖 4-6：敦煌莫高窟，第 335 窟北壁， 《維摩詰經變相》部份，686。敦煌文物研 
   究所編，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二。 
圖 4-7：佚名， 《葡萄唐草文染革》局部，約八世紀。引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編， 《東 
   大寺展》 
圖 4-8：佚名，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圖》 ，約 5-6 世紀。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篇》 ，卷四〈三國‧南北朝〉 。 
圖 4-9：南禪寺本《秘藏詮》8-3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0a：南禪寺本 6-5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0b：南禪寺本 8-2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0c：南禪寺本 1-2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0d：南禪寺本 2-2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1：佚名， 《麻布山水圖》局部，約八世紀。引自《正倉院の繪畫》 。 
圖 4-12：佚名， 《不空像》 ，805。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五〈隋‧  
唐〉 。     
圖 4-13：佚名， 《無準師範像》 ，1238。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六 
〈南宋‧金〉 。 
圖 4-14：南禪寺本 2-1，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15a：佚名《達摩宗六祖師像》 ，祖本 1054。引自《聖地寧波》 。 
圖 4-15b： 《達摩宗六祖師像》局部。   
圖 4-15c：佚名《達摩宗六祖師像》局部 
圖 4-16：傳閻立本， 《十三帝王圖》局部， 
圖 4-17：敦煌第 76 窟， 《十六羅漢》局部，約十世紀。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中 
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三。 
圖 4-18：佚名， 《玄藏三藏行腳圖》石刻，約九世紀末。引自朝日新聞社文化企 
画局大阪企画部編集， 《西遊記のミルクロ-ド三蔵法師の道》 。   255
圖 4-19： 《虎伴行腳僧圖》 ，九世紀末。引自《西遊記のミルクロ-ド三蔵法師の 
道》 。 
圖 4-20： 《虎伴行腳僧圖》 ，九世紀末。引自《西遊記のミルクロ-ド三蔵法師の 
道》 。 
圖 4-21：南禪寺本 《秘藏詮》 8-2 局部。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4-22：開封天清寺繁塔， 《虎伴行腳僧》磚，約 990。引自中國歷史博物館、 
俞偉超編， 《華夏之路》 ，卷三。 
圖 4-23：南禪寺本 《秘藏詮》 2-2 局部。引自 《南禪寺所藏 『秘藏詮』 の木版画》 。 
圖 4-24：安西榆林窟，第三窟西壁， 《普賢變相圖》 ，約十二世紀後半。引自《世 
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六〈南宋‧金〉 。 
圖 4-25：(傳)元王振鵬， 《唐僧取經圖冊》 ，上冊第十五圖。引自大和文華館， 《元 
時代の绘画：モンゴる世界帝国の一世紀》 。 
圖 4-26a：(傳)李成， 《雪景寒林圖》局部。引自 Beyond Representation. 
圖 4-26b：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局部。引自《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圖 4-26c：(傳)李成， 《晴巒蕭寺圖》局部。引自上海書畫出版社編， 《煙江疊嶂 
─國寶在線》 。  
圖 4-26d：許道寧， 《漁父圖》局部。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 
卷五〈五代‧北宋‧遼‧西夏〉 。 
圖 4-26e：(傳)屈鼎， 《夏山圖》局部。引自 Summer Mountains. 
圖 4-26f：郭熙， 《早春圖》局部，1072。引自《故宮藏畫大系》 ，卷一。 
圖 4-27a：南禪寺本《秘藏詮》 ，3-1 局部。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 
  画》 。 
圖 4-27b：南禪寺本《秘藏詮》 ，1-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7c：南禪寺本《秘藏詮》 ，2-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7d：南禪寺本《秘藏詮》 ，2-5。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7e：南禪寺本《秘藏詮》 ，5-1。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7f：南禪寺本《秘藏詮》 ，8-4。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7g：南禪寺本《秘藏詮》 ，10-2。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の木版画》 。 
圖 4-28：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西壁， 《五臺山圖》 ，約十世紀中。引自《敦煌石 
窟全集》 ，卷 19〈山水畫卷〉 。 
圖 4-29：佚名， 《觀音經冊》畫稿 S. 5642，約九世紀末。引自《西域美術》 
圖 4-30： 《妙法蓮華經》 版畫，約 1150。引自 Marsha Smith Weidner & Patricia Ann   
Berger ed., Latter Days of the Law: Images of Chinese Buddhism, 
850-1850. 
圖 4-31：秦孟雕， 《妙法蓮華經》版畫，卷一，約 12 世紀中。引自國立故宮博物 
院， 《妙法蓮華經特展圖錄》 。 
圖 4-32： 《妙法蓮華經》版畫，卷七，約 12 世紀中。引自《南禪寺所藏『秘藏詮』  
の木版画》 。   256
圖 4-33：梁楷， 《六祖截竹圖》 ，13 世紀。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 
六〈南宋‧金〉 。 
圖 4-34：直翁， 《六祖挾担圖》 ，13 世紀。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卷 
六〈南宋‧金〉 。 
圖 4-35：普明禪師， 《十牛圖》 ，(由右上開始)第一、三、五、七幅，明刻本。鄭 
振鐸編， 《中國古代版畫叢刊》 ，卷二。 
圖 4-36：舒城李生， 《瀟湘臥遊圖》局部，約 1170。引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 
洋篇》 ，卷六〈南宋‧金〉 。 
圖 4-37： 《五百盜賊歸佛緣》 ，敦煌第 285 窟，南壁，西魏(538-539)。敦煌文物研 
究所編， 《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 ，卷一。 
圖 4-38： 《化城喻品》 ，敦煌第 217 窟，南壁，約 706。引自《敦煌石窟全集》 ， 
卷 19〈山水畫卷〉 。 
第五章圖檔： 
圖 5-1：佚名， 《宋太宗像》 。小川裕充， 〈北宋時代の神御殿と宋太祖・仁宗坐像 
   について─その東アジア世界的普遍性〉 。 
圖 5-2：佚名， 《宋太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林伯亭主編， 《千禧年 
   宋代文物大展》 。 
圖 5-3：佚名， 《景德四圖─太清觀書》 ，約 11 世紀後半。引自《大觀：北宋書畫 
   特展》 。 
圖 5-4：開寶藏寫本， 《集諸經禮懺儀》卷上。引自〈漢文大藏経の歷史〉 
圖 5-5：開寶藏寫本，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引自〈漢文大藏経の歷史〉 
圖 5-6：開寶藏翻刻本， 《華嚴經疏科》 第四卷，約 1201。引自靜嘉堂文庫編， 《靜 
   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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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十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一圖，22.6 x 53 公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附圖   258
圖 1-2：十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二圖，22.6 x 52.5 公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259
圖 1-3：十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三圖，22.6 x 53.1 公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260
 
圖 1-4：十世紀末， 《御製秘藏詮》 ，哈佛本十三卷，第四圖，22.7 x 53 公分，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261
圖 1-5：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8-5。   262
 
圖 1-6：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10-4。   263
圖 1-7：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9-4。   264
圖 1-8：11 世紀，南禪寺本《秘藏詮》 ，5-3。   265
           
圖 1-9： 《妙法蓮華經》第七，開寶四年(971)，高平縣博物館藏。 
   
圖 1-1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一，開寶五年(972)，中國佛教圖書
文物館藏。 
 
圖 1-1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開寶五年(972)，山西省博物館藏。   266
 
圖 1-12： 《大雲經請雨品》第六十四，開寶六年(973)，高平縣博物館藏。 
 
圖 1-13： 《佛說阿惟越致遮經》卷上，開寶六年(973)，北京圖書館藏。 
 
圖 1-14： 《中論》第二，開寶七年(974)，上海圖書館藏。  267
 
圖 1-15：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開寶七年(974)，日本南禪寺藏。 
 
圖 1-16：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開寶七年(974)，廣西省博物館。 
 
圖 1-17： 《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六，開寶七年(974)，日本書道博物館藏。   268
 
圖 1-18： 《御製秘藏詮》第十三卷尾，大觀二年(1108)牌記，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圖 1-19： 《阿難七夢經》殘卷，開寶七年(974)，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 1-20： 《蘇悉地供養法》殘卷，出口常順氏舊藏。   269
     
     圖 1-21：南禪寺本 2-1 局部。       圖 1-22：南禪寺本 7-1 局部。 
     
圖 1-23：哈佛本《秘藏詮》第六紙    圖 1-24：哈佛本《秘藏詮》第十一紙，
局部。                            局部。    270
   
圖 1-25：黃甫儼書， 《篆書千字文序》  圖 1-26：袁正己書， 《佛說摩利支天經》  
(965)，西安碑林。                    (968)，西安碑林。 
     
圖 1-27：龐仁顯書， 《太上老君常清靜經》  圖 1-28：僧正蒙書， 《贈夢英大師詩》  
(980)，西安碑林。                     (998)，西安碑林。   271
                     
圖 1-29：哈佛本第一圖，頁尾版片。     圖 1-30：南禪寺本 8-5，頁尾版片。 
               
圖 1-31：哈佛本第二圖，局部。         圖 1-32：南禪寺本 10-4，局部。   272
     
圖 1-33：哈佛本第二圖，局部。         圖 1-34：南禪寺本 10-4，局部。 
        
圖 1-35：哈佛本第二圖，局部。         圖 1-36：南禪寺本 10-4，局部。 
    
圖 1-37：哈佛本第二圖，局部。         圖 1-38：南禪寺本 10-4，局部。   273
          
圖 1-39：哈佛本第一圖，局部。         圖 1-40：南禪寺本 8-5，局部。 
           
圖 1-41：哈佛本第一圖，局部。         圖 1-42：南禪寺本 8-5，局部。 
           
圖 1-43：哈佛本第三圖，局部。         圖 1-44：南禪寺本 9-4，局部。   274
      
圖 1-45：哈佛本第三圖，局部。         圖 1-46：南禪寺本 9-4，局部。 
 
    
圖 1-47：哈佛本第四圖，局部。         圖 1-48：南禪寺本 5-3，局部。 
 
         
圖 1-49：哈佛本第四圖，局部。         圖 1-50：南禪寺本 5-3，局部。   275
           
圖 1-51：哈佛本第四圖，局部。         圖 1-52：南禪寺本 5-3，局部。 
 
圖 1-53：哈佛本《秘藏詮》第二圖，局部。 
 
圖 1-54：南禪寺本《秘藏詮》 ，10-4，局部。   276
 
圖 1-55：哈佛本《秘藏詮》第二圖，局部。 
 
圖 1-56：南禪寺本《秘藏詮》 ，9-4 局部。 
        
    圖 1-57：南禪寺本 6-3，局部。      圖 1-58：誠庵本 6-3，局部。   277
       
  圖 1-59：南禪寺本 16-3 局部。     圖 1-60：南禪寺本 16-4 局部。 
      
    圖 1-61：誠庵本 6-4，局部。           圖 1-62：南禪寺本 6-4 局部。 
     
   圖 1-63：南禪寺本 6-3，局部。            圖 1-64：誠庵本 6-3，局部。   278
 
圖 1-65：南禪寺本 16-3，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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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a：哈佛本《秘藏詮》 ，第一圖局部。 
 
圖 2-1b：哈佛本《秘藏詮》 ，第一圖局部。 
 
圖 2-2：山水壁畫，曲陽王處直墓室壁畫部分，924。 
 
圖 2-3：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局部，約 1000，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280
 
 
 
 
     
圖 2-4：哈佛本《秘藏詮》 ，第二圖。 
圖 2-5：哈佛本《秘藏詮》 ，第二圖。      圖 2-6：哈佛本《秘藏詮》 ，第三圖。  
      
圖 2-7： 《金剛經》版畫，868，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圖 2-8： 《大聖毗沙門天王》 ，947，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281
  
圖 2-9： 《寶篋印陀羅尼經》 ，975，   圖 2-10： 《寶篋印陀羅尼經》 ，975， 
哈佛大學美術館藏。        町田市立國際版畫美術館。 
 
圖 2-11： 《寶篋印陀羅尼經》 ，975，浙江博物館藏。 
 
圖 2-1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版畫，985，日本清涼寺藏。   282
    
圖 2-13： 《靈山變相圖》 ，約十世紀末，日本清涼寺。 
      
圖 2-14： 《彌勒菩薩像》 ，984，日本清涼寺。 
 
圖 2-15： 《金光明經》版畫，988。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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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金光明經》與哈佛本《秘藏詮》第二圖比較。 
 
圖 2-17： 〈窮子喻〉 、 〈藥草喻〉 ，遼代《妙法蓮華經》第三，約十一世紀中。   284
 
圖 2-18： 〈化城喻品〉 ，遼代《妙法蓮華經》第四，約十一世紀中。 
 
圖 2-19： 《妙法蓮華經》卷四，1060。 
          
圖 2-20： 《法華經普門品變相圖》 ，十世    圖 2-21： 《觀音經冊》畫稿，九世紀
紀，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後半至十世紀初，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285
 
     
圖 2-22：趙幹(活動於 961-975)， 《江行初雪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3：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2-24：喬仲常， 《後赤壁賦圖》局部，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藏。   286
 
         
圖 2-25：趙令穰， 《湖莊清夏》 ，1100，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2-26：山石，節愍太子墓，墓道東壁，710。 
 
圖 2-27： 《雲龍圖》 ，懿德太子墓室壁畫，墓道東壁，706。 
       
圖 2-28：佚名， 《龍池圖》密陀繪盆，約八世紀中，日本正倉院藏。   287
 
圖 2-29：佚名， 《蘇芳染金銀山水繪箱》 ，約八世紀中，日本正倉院藏。 
 
圖 2-30：王詵， 《煙江疊嶂圖》 ，1089，上海博物館藏。 
 
圖 2-31：無名氏， 《佛傳圖》 ，南唐(10 世紀)，南京棲霞寺佛塔。 
   
圖 2-32：傳五代董源， 《寒林重汀圖》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288
            
圖 2-33： 《山水人馬圖》 ，約八世紀    圖 2-34： 《金銀平文琴》 ，723，日本 
日本正倉院藏。                    正倉院藏。 
      
  圖 2-35：無名氏， 《竹雀雙兔圖》 ，980 以前，瀋陽故宮博物院。 
 
圖 2-36：南禪寺本《秘藏詮》 ，5-5 局部。   289
          
圖 2-37： 《菩薩說法圖》 ，敦煌 276 窟南壁，隋代。 
               
圖 2-38：樹石人物，陜西燕妃墓屏風畫，後墓室，671。 
     
圖 2-39：山岳，懿德太子墓壁畫，墓道東壁，706。   290
 
圖 2-40：山石，章懷太子墓壁畫，墓道西壁，706。 
 
圖 2-41： 《化城喻品》 ，莫高窟第 103 窟，南壁西側上部，約 720-730。 
 
圖 2-42： 《繪過去現在因果經》局部，約八世紀，日本東京藝術大學藏。   291
 
圖 2-43：敦煌莫高窟第 112 窟，北壁，中唐。 
 
圖 2-44：榆林窟第 25 窟，北壁，中唐。 
 
圖 2-45：山水地圖，756，日本正倉院藏。   292
 
圖 2-46：麻布山水，約八世紀，日本正倉院藏。 
         
圖 2-47： 《騎象奏樂》 ，琵琶撥桿畫，八世紀，日本正倉院藏。   293
 
圖 2-48：敦煌 103 窟，北壁，約 720-730。 
   
圖 2-49： 《法華堂根本曼陀羅》 ，約八世紀，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 2-50： 《佛傳圖》 ，約九世紀，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294
   
圖 2-51：王希孟， 《千里江山》局部，1113，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2：無名氏， 《仙山圖》 ，約十二世紀前半，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295
 
  圖 2-53：傳趙伯駒， 《江山秋色》局部，約十二世紀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4：南禪寺本《秘藏詮》 ，5-5。 
 
圖 2-55：傳五代董源， 《瀟湘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視平面   296
      
圖 2-56：無名氏， 《山弈候約》 ，980 以前，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7：傳衛賢(五代)， 《高士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58：山水屏風，陝西富平唐墓壁畫，墓室西壁，約九世紀。   297
   
圖 2-59：佚名，山水圖，曲陽王處直墓室壁畫部分，墓前室北壁，924。 
 
圖 2-60： 《花鳥屏風》(共六扇)，吐魯番阿斯塔那 217 號墓。 
               
圖 2-61：傳黃居寀(933-993 以後)， 《山鷓   圖 2-62：崔白， 《雙喜圖》 ，1061， 
棘雀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298
 
圖 2-63：南禪寺本《秘藏詮》 ，7-4。 
 
圖 2-6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1 局部。 
 
圖 2-65： 《春景》 ，慶陵墓室壁畫，東南壁面，約 1031。   299
   
圖 2-66：郭熙， 《早春圖》 ，1072，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2-67：傳李嵩(1170-1255)， 《西湖圖》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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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0-2。 
 
圖 3-2：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6-1。 
 
圖 3-3：傳阮郜(五代)， 《閬苑女仙圖》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3-4：李唐， 《萬壑松風圖》局部，      圖 3-5a：南禪寺本 6-1，局部。 
1124，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301
     
        
     圖 3-5b：南禪寺本 6-5，局部。      圖 3-5c：南禪寺本 10-2，局部。 
 
 
圖 3-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5。 
 
圖 3-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4。   302
 
圖 3-8：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3-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5。 
 
圖 3-1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0-1。   303
 
圖 3-1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3。 
       
圖 3-12：山水屏風，陝西富平唐墓壁畫，墓室西壁，約九世紀。 
 
圖 3-13：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7-3。   304
 
圖 3-1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1。 
 
 
圖 3-15：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4-4。 
 
 
圖 3-1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6-3。   305
 
圖 3-1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1。 
    
圖 3-18：范寬， 《谿山行旅圖》 ，約 1000，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3-1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7-1。   306
 
圖 3-2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3。 
 
   
圖 3-21：敦煌藏經洞出土， 《靈鷲山說法圖》 ，八世紀，英國大英博物館藏。 
 
     
圖 3-22a：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8-3。  圖 3-22b：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4-1。    307
 
 
圖 3-22c：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7-4。 
 
 1   
圖 3-23a： 《獵鴨圖》 ，琵琶桿撥畫，      圖 3-23b： 《獵虎圖》 ，琵琶桿撥畫， 
，八世紀，日本正倉院藏。             八世紀，日本正倉院藏。   308
 
圖 3-24：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3。 
 
圖 3-25：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5。 
    
圖 3-26a：南禪寺本《秘藏詮》 ，2-3。   圖 3-26b：南禪寺本《秘藏詮》 ，3-5。   309
       
圖 3-26c：南禪寺本《秘藏詮》 ，2-1。  圖 3-26d：南禪寺本《秘藏詮》 ，10-3。 
     
圖 3-27a： 《蘇芳染金銀繪箱》圖 3-27b：節愍太子墓，  圖 3-27c：王詵， 《煙江 
局部，八世紀。            墓道東壁，710。       疊嶂圖》 ，1089。 
 
        
圖 3-28a：南禪寺本《秘藏詮》圖 3-5。  圖 3-28b：南禪寺本《秘藏詮》圖，2-3。  
   
圖 3-28c：南禪寺本《秘藏詮》圖 10-3。  圖 3-28d：南禪寺本《秘藏詮》圖 2-1。    310
 
 
圖 3-2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3。 
 
圖 3-3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5-2。 
 
      
  圖 3-31： 《五台山圖》 ，十世紀         圖 3-32：瑞禽，宋真宗 
  敦煌第 61 窟西壁局部。               (r.997-1021) 陵寢石雕。   311
 
 
圖 3-33：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4。 
         
圖 3-34a：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2-4。  圖 3-34b：南禪寺本 《秘藏詮》 ，圖 9-4。  
                 
    圖 3-35a：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圖 3-35b：南禪寺本《秘藏詮》 ，  
    2 - 4局部。                            9 - 4局部。   312
 
 
圖 3-3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3。 
 
 
圖 3-3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2。 
 
 
圖 3-38：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2。   313
 
圖 3-39：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2。 
 
    
圖 3-40：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2-2。  圖 3-41：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3-2。  
 
 
圖 3-42：無名氏，傳唐人《明皇幸蜀圖》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314
          
圖 3-42a： 《明圖》局部。  圖 3-42b： 《明圖》局部。  圖 3-42c： 《明圖》局部。 
     
圖 3-43：無名氏， 《明皇幸蜀圖》 ，約十二世紀中，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圖 3-44：敦煌 320 窟北壁， 《日想觀》 ，盛唐。  圖 3-45：喬仲常， 《後赤壁賦圖》 ，  
          局部，約十二世紀初。   315
 
圖 3-46：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1-6。 
 
圖 3-47：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8-4。 
 
圖 3-48：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 ，約 1000，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圖 3-49：傳屈鼎， 《夏山圖》 ，約 1050，美國大都會美術館藏。   316
 
圖 3-50：傳燕文貴， 《溪風圖》 ，日本私人蒐藏。 
 
圖 3-51：宋人， 《江帆山市》 ，約十二世紀初，台北故宮藏。 
 
圖 3-52：南禪寺本《秘藏詮》 ，圖 9-1。   317
       
圖 3-53： 《石佛沉江》 ，莫高窟第 323 窟，    圖 3-54：莫高窟第 172 窟， 《水觀》  
南壁東側上部，初唐。                    北壁東側，盛唐(約八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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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南禪寺本《秘藏詮》4-5 局部。  圖 4-2：南禪寺本《秘藏詮》2-4 局部。  
 
圖 4-3：(傳)趙伯驌， 《萬松金闕圖》局部，約 12 世紀，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4-4：陳汝言， 《仙山圖》局部，1371，Cleveland Museum 藏。 
 
圖 4-5：(傳)李思訓， 《海天落照圖》 ，遼寧省博物館藏。   319
    
圖 4-6：敦煌莫高窟，第 335 窟北壁， 《維摩詰經變相》部份，686。 
 
 
圖 4-7：佚名， 《葡萄唐草文染革》局部，約八世紀，日本東大寺藏。   320
 
圖 4-8：佚名， 《竹林七賢與容啟期圖》 ，約 5-6 世紀，南京西善橋。 
 
圖 4-9：南禪寺本《秘藏詮》8-3 局部。 
       
    圖 4-10a：南禪寺本 6-5 局部。     圖 4-10b：南禪寺本 8-2 局部。 
          
   圖 4-10c：南禪寺本 1-2 局部。      圖 4-10d：南禪寺本 2-2 局部。   321
 
 
圖 4-11：佚名， 《麻布山水圖》局部，約八世紀，日本正倉院藏。 
           
    圖 4-12：佚名， 《不空像》 ，805          圖 4-13：佚名， 《無準師範像》 ，  
   ，京都教王護國寺藏。               1238，京都東福寺藏。   322
     
圖 4-14：南禪寺本 2-1，局部。      圖 4-15a：佚名《達摩宗六祖師像》 ，祖本 
 1054，日本高山寺藏。 
   
圖 4-15b： 《達摩宗六祖師像》局部。  圖 4-15c：佚名《達摩宗六祖師像》局部。   
                        
圖 4-16：傳閻立本， 《十三帝王圖》局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323
 
圖 4-17：敦煌第 76 窟， 《十六羅漢》局部，約十世紀。 
   
圖 4-18：佚名， 《玄藏三藏行腳圖》石刻，約九世紀末，西安興教寺藏。 
     
圖 4-19： 《虎伴行腳僧圖》 ，九世紀末，   圖 4-20： 《虎伴行腳僧圖》 ，九世紀末，  
巴黎奇美博物館藏。                 巴黎奇美博物館藏。   324
          
圖 4-21：南禪寺本《秘藏詮》8-2 局部。  圖 4-22：開封天清寺繁塔， 《虎伴行腳 
                                    僧》磚，約 990。 
 
圖 4-23：南禪寺本《秘藏詮》2-2 局部。 
    
圖 4-24：安西榆林窟，第三窟西壁， 《普賢變相圖》 ，約十二世紀後半。   325
 
圖 4-25：(傳)元王振鵬， 《唐僧取經圖冊》 ，上冊第十五圖，日本私人收藏。 
    
圖 4-26a：(傳)李成， 《雪景寒林圖》局部，  圖 4-26b：燕文貴， 《江山樓觀圖》 ，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局部，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圖 4-26c：(傳)李成， 《晴巒蕭寺圖》局部，  圖 4-26d：許道寧， 《漁父圖》局部
美國 Nelson-Atkins Museum 藏。           ，美國 Nelson-Atkins Museum 藏。   326
 
        
圖 4-26e：(傳)屈鼎， 《夏山圖》局部，    圖 4-26f：郭熙， 《早春圖》局部，1072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4-27a：南禪寺本《秘藏詮》 ，3-1 局部。 
     
圖 4-27b：南禪寺本《秘藏詮》 ，1-5。   圖 4-27c：南禪寺本《秘藏詮》 ，2-2。 
     
圖 4-27d：南禪寺本《秘藏詮》 ，2-5。     圖 4-27e：南禪寺本《秘藏詮》 ，5-1。    327
.          
圖 4-27f：南禪寺本《秘藏詮》 ，8-4。   圖 4-27g：南禪寺本《秘藏詮》 ，10-2。 
 
圖 4-28：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西壁， 《五臺山圖》 ，約十世紀中。 
 
圖 4-29：佚名， 《觀音經冊》畫稿 S. 5642，約九世紀末，大英圖書館藏。   328
 
 
圖 4-30： 《妙法蓮華經》版畫，約 1150，Arthur M. Sackler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 
 
 
圖 4-31：秦孟雕， 《妙法蓮華經》 版畫，卷一，約 12 世紀中，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4-32： 《妙法蓮華經》版畫，卷七，約 12 世紀中，日本京都栗棘庵藏。   329
     
圖 4-33：梁楷， 《六祖截竹圖》 ，13 世紀，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4-34：直翁， 《六祖挾担圖》 ，13 世紀，日本大東急紀念文庫。   330
          
       
圖 4-35：普明禪師， 《十牛圖》 ，(由右上開始)第一、三、五、七幅，明刻本。 
 
圖 4-36：舒城李生， 《瀟湘臥遊圖》局部，約 1170，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331
 
圖 4-37： 《五百盜賊歸佛緣》 ，敦煌第 285 窟，南壁，西魏(538-539)。 
 
圖 4-38： 《化城喻品》 ，敦煌第 217 窟，南壁，約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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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佚名， 《宋太宗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5-2：佚名， 《宋太祖像》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 5-3：佚名， 《景德四圖─太清觀書》 ，約 11 世紀後半，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333
 
圖 5-4：開寶藏寫本， 《集諸經禮懺儀》卷上，日本七寺藏。 
 
圖 5-5：開寶藏寫本， 《出三藏記集》卷十一，日本七寺藏。   334
 
圖 5-6：開寶藏翻刻本， 《華嚴經疏科》第四卷，約 1201，日本靜嘉堂藏。 
 